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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字：目睹家庭暴力兒童、處遇模式、創傷、性別

本研究為一年期之計畫，將以焦點團體之研究方法進行，以其發展本土化的目睹家庭暴力兒童之處遇模式。焦點團體將分為專業人員、受暴婦女及目睹婚暴之兒童，共分為三大領域之專業人員：教育、社政╱社福及心理諮商/精神醫療，而各焦點團體則分為北部與南部，每個地域又分為八歲至十四歲的兒童，兒童的焦點團體將先觀看相關之影片或聽完研究者設計的童話故事後，就影片及故事內容進行討論。

研究目的如下所述：

1. 蒐集及分析國內外有關家庭暴力目睹兒童之文獻資料，以作為發展研究之基礎。

2. 瞭解目前國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及社會福利機構執行家庭暴力目睹兒童處之處遇模式。

3. 瞭解目前國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及社會福利機構執行家庭暴力目睹兒童處遇之需求評估。

4. 瞭解目前國內教育系統執行家庭暴力目睹兒童之處遇模式。

5. 瞭解目前國內教育系統執行家庭暴力目睹兒童處遇之需求。

6. 整合國內執行家庭暴力目睹兒童所遭遇的困境，並提出改善的建議。

7. 發展本土化之目睹家庭暴力兒童之處遇模式。
研究方法如下：

1. 藉由焦點團體訪談接受心理治療之目睹婚暴兒童，了解兒童在目睹婚暴的經驗中，所認知的服務需求。

2. 兒童之研究參與者，以意義取樣之方式，北部男童6人，女童6人，年紀6歲至14歲。南部男童3人，女童10人，年紀7歲至14歲。參與影片觀看或聽故事及之後的焦點團體。每個焦點團體進行三小時。

3. 專業人員之焦點團體成員的邀請亦為立意取樣，同一專業之焦點團體分為南北兩區進行。

4. 社工/社政的邀請為透過機構，先與機構負責人溝通後，並先寄發討論大綱，故參與社工/社政專業人員均得到機構的同意。共分三個專業。透過與機構的合作，尋找及邀請有子女的受暴家長，全數為母親。

研究結果如下：

1.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畫像

母親比專業人員更敏感於目睹暴力對兒童生理的影響，而兒童在人身安全及經濟安全亦意識到自己的需要；母親與專業人員均觀察到兒童許多可能因目睹暴力而造成的外顯行為，且男女童均有外顯的困擾行為，例如：退縮、攻擊’自我傷害及人際關係的困擾。另外，兒童及母親亦都陳述兒童因此經驗而學習的正向行為。

2. 目睹婚暴兒童處遇之工作

初級預防：對個人的服務、對家庭的服務、改善家庭以外的環境並增加支持系統、以全民的力量來建構平權的社會；二級預防：對個人的服務、警政與司法在次級預防中對個人的服務、各專業在次級預防中協助家庭增加外在的支持系統；三級預防：對個體的服務、對家庭的服務、提升家庭外支持系統之工作。
第一章  研究背景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10年來，兒童被虐待問題在台灣社會各界越來越受到重視，政府、學界以及實務界也因此投入比以往更多的資源和心力；同時，在婦女受虐的問題上，也在民國85年家庭暴力防治法公布實施後，受到比過去更多的注目與關懷。

在統計資料的呈現上，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婦女服務案件於民國88年通報件數只有12,836件，但到了民國90年，則急遽而不可思議地增加到29,368件，緊急安置件數亦由51件暴增為1,307件。這在在顯示透過社會關懷的法制化，對於家暴事件的處理有著正面的效力存在。然而家庭暴力的領域中，卻仍有個尚未被打開的黑盒子，那就是有關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問題，這些孩子可能已因父母家庭暴力影響而受到心理創傷，他們的痛苦卻因未被正視而增長著，整個社會也被這些潛藏能量，而尚未處理的不定時炸彈所威脅，沒有人知道爆炸會在何時發生？傷害將造成多大的後果。

從西方文獻（Edleson,1999；Veenema,2001；Lemmey,2001；McCloskey,1999；Margolin,2000；Saywitz,1999）的研究結果中分析，多數的資料均指出目睹暴力對兒童所造成的短期及長期的創傷涵蓋了行為、情緒、認知、自我概念及人際關係的影響。在台灣，根據有限的實務經驗，其中包括筆者多年臨床經驗觀察亦發現，兒童目睹婚姻暴力過程所受到的傷害情況和國外的報告極為類似，他們亟待援手，卻因管道缺乏而顯得無助。然而相關研究的闕如，實令臨床工作者、社工人員以及研究者頗為憂心。

雖然目睹婚暴的兒童尚未得到國內正式系統協助，但少數社福機構，例如婦女救援基金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勵馨基金會等，則在服務受暴婦女的同時，也開始為目睹暴力兒童提供諮商服務。不過這些機構的努力相較於實際需要幫助的案件，無疑是杯水車薪。以民國90年為例，當年所通報的家暴案件有29,368件，若以每一案件中有一位目睹暴力的兒童來計算，一年中即有29,368個兒童被暴露在暴力的環境之中，而因為這不是兒童保護案，所以不會被兒保小組關注，當然他們也不是婚暴案的主角，於是這些事實上已經心理受創甚深的孩子儘管實際存在著，也極需被專業體系服務之目睹暴力的受害者，卻始終無法從正式處遇系統中得到協助，他們因哭聲不被聽取而墮入心理黑暗深淵，可能終其一生成為永夜的夢魘。

由於西方與本土臨床經驗及探索性研究之缺乏，造成了協助目睹婚暴兒童的臨床工作，以及進行本土相關資料研究的瓶頸。在臨床上，專業人員無法評估所服務兒童的復原階段；另一瓶頸則為專業人員無法得知所提供的處遇模式是否合宜？如何協助受害兒童？而這兩個瓶頸均需藉由深入及累積的研究來突破。

基於上述，本文將探討國內各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會福利機構，及心理諮商服務機構執行目睹家庭暴力兒童之處遇模式，並試圖發展出本土之處遇模式，對於現存之服務體系提出建議。亦將使用多元之研究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即以焦點團體進行單一專業領域及跨領域之資料蒐集，以焦點團體之訪談目睹家庭暴力兒童之服務需求，及受暴婦女認知兒童之需求，期盼以上之資料可以指出政策、社工處遇╱社會福利服務、心理諮商服務及教育系統之間的整合之可能性。

簡言之，本研究的目的之一為了解目前教育、社工/社政及心理諮商專業服務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內涵與形式，目的之二為探討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及受婚暴婦女所認知目睹婚暴兒的服務需求。目的之三為整合專業間所建設對目睹婚暴兒童所應提供之服務內涵作為各專業設計服務方案及服務政策方向之參考。

最後，本研究所指稱之家庭暴力因研究需要更為聚焦，故將研究焦點置於婚姻暴力，故在研究文本中均以“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來書寫研究內容。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將分為十個部分：一、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定義；二、從理論觀點看婚姻暴力對兒童的影響；三、目睹婚姻暴力對兒童的影響；四、兒童保護、兒童福利與家庭維繫之間的衝突與平衡；五、協助目睹婚暴兒童之基本原則；六、兒童對父母暴力的概念化過程與處理策略；七、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處遇計畫類型；八、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處遇之台灣經驗；九、目睹婚暴兒童的復原相關因素；十、父權與母權的角色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影響。


以下分別就文獻探討的三個部分分別敘述：

第一節  兒童與婚姻暴力

〈一〉、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定義
在台灣，從民國八十六年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以來，除了暴力直接受害者更被注意之外，間接可能受害的目睹婚姻暴力之兒童的議題也漸漸受到臨床工作者的關心，然而無論西方或台灣的學術界或臨床界對此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在台灣，甚至對目睹婚姻暴力之兒童的定義，都還未有明確之界定。基於研究的需要，研究者參考Jaffe,Wolfe及Wilson（1990）之定義，來界定目睹婚姻暴力之兒童為：「經常目睹雙親（此指現在或曾經具有婚姻關係的父母）之一方對另一方施予虐待之兒童。包括直接看到威脅、毆打、或沒有直接看到、但聽到毆打或威脅行為，或者僅看到它最後的結果，例如：第二天看到受害的母親的傷痕。」從臨床經驗中發現，有時雙親未必有合法的婚姻關係，但確有婚姻之實質，係以同居關係共同生活，故本研究將「雙親」定義擴展為「不一定有正式之婚姻關係，但有實質之婚姻生活的同居雙方」，而「兒童」則根據我國福利法之規定，指未滿十二歲之人。

〈二〉、從理論觀點看婚0姻暴力對兒童的影響

1.  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社會學習理論認為經由示範、模仿與觀察學習，可直接影響兒童建立其行為模式。在婚姻暴力的家庭裡面，如果兒童看見暴力行為可以成功的滿足暴力者的需求，則得到暴力可以解決問題之增強；因此，暴露於婚姻暴力的兒童，很大比率的外顯行為（如攻擊、犯罪）與內隱行為（如退縮、焦慮）與此相關，特別是外顯的問題行為在男孩身上更為顯著(Jaffe, 1986)。經由社會學習兒童由父母身上所接受的訊息可能是：暴力是可以被接受的、是可以用來表達憤怒、壓力的反應與控制他人(Kalmuss, 1984)（轉引自陳怡如，p.10，民92）。

另外，目睹婚暴的兒童在日後亦可能成為施虐者的暴力循環，成為一種代間傳遞的情形。兒童以施虐者為楷模，無論兒童本身是否喜歡暴力的行為，這些可能都會逐漸內化成為自我的一部份，而在日後遇到壓力或相同情境時，暴力模式的經驗再度浮現，引導個體直接地採用為問題解決方式。

最後，當子女在觀察學習的過程中，將搭配著性別認同的歷程，可能發展出同性別學習之現象，例如男童長大後內化父親的暴力行為，女童則內化母親受害者的行為以及負向情緒的處理方式等（楊美婷，民92；沈慶鴻，民90c；陳若璋，民85）。

2.  創傷理論(trauma theory)

個人面對威脅生命事件的經驗及心靈創傷後，會出現創傷後壓力徵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是一種暴露在極端壓力下而產生的心理困擾，其結果會帶來創傷事件不自覺地重現（強迫性的回憶或做惡夢）、高度心理警覺的後遺症（難以入睡、容易衝動，以及誇大的驚嚇反應）、逃避的行為模式（解離或隔離情緒、情緒壓抑）等，都是由極端的恐懼及無助所引發（陳怡如，p.11，民92）。

另外，CSDT(Constructivist Self Development Theory)則將「創傷」定義為個體在事件或狀況中整合生活經驗的能力受到壓制，或從中感受到生命、身體之完整性受到威脅，而引發病徵的反應。此處的病徵，以CSDT理論來看，它是個體在面對極度威脅的創傷事件後，為了盡力求生存而引發的適應策略；而這樣的策略是在當下所能運用的存活方式。同樣的創傷事件，對不同個體所引發的強度及影響層面各自不同，端視個體的經驗和認知解釋如何（洪素珍、楊大和、黃燕珠譯，民91；楊美婷，民92）。

以CSDT理論，創傷事件對個體所產生的影響層面包括有：個體用來瞭解自己與世界的參考架構；個體用來面對自己與他人的自體能力(ego ability)；自我資源—個體以成熟的方式用來滿足心理需要的能力；心理需要與相關認知基模—安全、控制、信任、自尊與親密等五種基本心理需要及對此五種需求的信仰和期望；記憶系統—感覺經驗的記憶等五個層面（洪素珍、楊大和、黃燕珠譯，民91），而創傷經驗將會對個體的這五大層面均有所影響，因此若目睹暴力被兒童視為創傷經驗，則對兒童的影響將是全面性的。

家庭內的暴力常是長期而又不定時的，對於目睹婚暴兒童的安全感、信任等心理需要造成直接的威脅，致使產生無助感、挫折感和其它生理反應外，他們還可能使用否認、抑制、解離、自我麻痺、認同攻擊者和攻擊自己等因應機轉來協助自己度過此壓力(Arroyo & Eth, 1995；沈慶鴻，民86；陳怡如，p.11，民92）。即使兒童脫離暴力環境，這些發展出來的因應機制仍會繼續沿用到新生活之中。

3.  依附理論(attachment)

根據Bowlby所述（1980, 1984），這個理論架構強調人類如何與重要他人，最初是母親，形成連結關係的重要性。假若個人心理需求能獲致滿足的話，此種依附可以是強而有力又健康的；假若不是，則充滿矛盾或焦慮。類似此種個案所產生的連結，有時我們稱之為焦慮性依附(anxious attachment)(James, 1994)。假若兒童是在一個施虐的照顧者成長，他們會形成一種所謂的創傷性連結(truma bonds)(James, 1994)。在婚姻暴力的脈絡下，假若人們有不安全及矛盾的依附問題時，他們也許特別有感覺到被拋棄及缺乏親密關係並受到傷害的傾向。根據此種觀點，虐待行為能夠用來維繫一種「安全的」情感距離(Carden, 1994)（彭淑華譯，民89）。

同時個人早期與重要他人的關係，隨著其認知的發展將形成他對世界、對重要他人與自己的內在運作模式，包括了個人對他人是否能回應自己所需要的支持與保護、自己是否能獲得他人有助益的回應之判斷，此模式將成為日後與他人互動的基礎。而早年被剝奪的經驗會引起兒時的憤怒、攻擊、焦慮與緊張，此將阻礙與他人建立信任的關係(Zeanah & Zeanah, 1989；吳秋月，民87；陳怡如論文，p.12，民92)。

Delozier(1982)發現許多經驗婚姻暴力的男性，在父母拋棄與傷害的威脅下，父母無效的照顧者角色與親密關係中的焦慮型依附、憤怒的情緒是相關的。兒童長期暴露於婚姻暴力的情境中，由於負向的親子互動，無法從承擔極度壓力的母親身上獲得適當的照顧及安全感、疲於給予母親情緒支持或被衝突的父母施壓要孩子與他站在同一陣線，將會有許多負向情緒被喚起，並常會感到不安（引自沈慶鴻，民86）。而此不安全的依附關係將會導致其問題行為的發生。（陳怡如，民92）

4.  家庭系統

Virginia Satir (1988)認為家庭有四種可改變的特質，使得家庭能夠遠離困擾：家庭的規則、家庭的溝通型態、每個成員的自尊被尊重的程度，以及它經由朋友網絡、工作、教堂及鄰里等等與較大社區的連結等特質。根據Satir的分析，失去功能的家庭往往是有嚴謹的規則、不清楚及不誠實的溝通型態、成員間的低自尊，以及與社區的連結力微弱等。薄弱的社會連結力經常被視為是家庭虐待的一個特徵，嚴謹的、獨裁的家庭權力系統亦是如此（彭淑華譯，民89）。

系統理論強調的是個人與環境脈絡的整體性，家庭系統內的次系統，如：夫妻的系統、親子的系統、手足的系統等常是環環相扣且相互影響，並且以正向的回饋與負向的回饋方式維持其動態的均衡，所以，一個家庭成員的功能，反映了整個家庭系統的互動、互賴的過程。對暴力家庭來說，家庭暴力即是透過次系統的負向回饋而持續發展。Kerr與Bowen (1988)對兒童如何捲入父母的問題有著詳盡的說明；他們認為父—母—子之三角關係為家庭常見，當夫妻衝突或發生婚姻暴力時，兩個人處在一個高壓力的情緒系統，常會招募第三者—孩子進入這個系統以減緩緊張與焦慮恢復功能的穩定。而孩子捲入父母的衝突關係則可分為三種情形：(1)跨世代聯盟：將目睹兒童當成慰藉者，或是彼此競爭爭奪兒童的同盟關係。(2)兒童為代罪羔羊，認為兒童的問題是家庭問題的來源。(3)親職化，由於父母一方處於長期的壓力與沮喪，兒童則扮演失功能父母的角色（陳怡如，民92）。

Bowen也以自我分化來說明婚姻暴力父母對兒童的影響。Bowen認為分化有三種意涵，包括個體與家人黏著程度、個體自我的情感功能和理智功能的融合程度，以及自我的成熟度，當分化程度較低時，個體與家人的黏著程度高、情感與理智功能融合程度低、自我成熟度低，比較上，家庭較不健全。而在一個充滿暴力的家庭，通常分化的程度較低，當分化程度越低時，不僅自我的成熟度低，更加容易產生衝突與焦慮，且家庭的連結性也就越強，對其他家人的影響就越大，因此家庭的成員間就容易形成緊張與不穩定的關係（張錦麗，民91）。

倘若家庭成員在發展自我分化時，遭到家庭中程度的威脅，尤其是來自於父母時，則此成員的自我分化將會受到阻礙，甚至喪失自我分化之功能。所以，當子女對父母越是忠心時，也越會將父母所展現的家庭規則奉為圭臬（王行，民91；吳秋月、吳麗娟，民88）。不過，自我分化有困難的成員也有可能發展成另一種形式：情緒割斷。當父母的婚姻暴力長期存在，子女不知該如何去化解時，將可能發展出情緒割斷的狀態，以擺脫父母婚姻暴力之牽制；當子女想要對父母表達關心，但是面對父母婚姻暴力的狀態卻是無力時，他也會傾向情緒割斷的方式，來切斷對家庭的依戀。這樣的情緒割斷不僅會在子女身上發展，也可能成為父母因應無法解決的家庭困境之方法。所以，當家庭成員之間存有情緒割斷的狀態時，即便家人每天都朝夕相處，當中的情感卻是完全的隔離（王行，民90；趙家玉、鄭玉英譯，民86；楊美婷，民92）

5.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

就Erikson(1968)自我發展的階段，兒童（從零歲到十二歲）處於前四個階段。由於個人身心發展的特徵與社會文化的要求不同，每一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發展任務，與所面臨的發展危機(crises)，每一個階段的發展危機，在本質上都是社會性的，對於未來下一個階段的發展產生實際的影響，如果上一個階段的發展危機得到積極的適應與解決，個體行為表現能夠適應社會環境的要求，則化危機為生機，反而促進個體的成長，而能順利的發展至下一個階段，否則危機不能解除，個體將會遭遇到適應的困難，並進而阻礙到以後各個階段的發展。對於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來說，照顧者（父母）不一致的態度，會讓兒童學習到世界是一個充滿危險的地方，他人是不可信任的；兒童感到不安全感、缺乏正向的父母親角色模範、當母親遭受身體的虐待時感到無助感，並且內化這種恐懼，將會導致兒童退縮內疚、自卑，或懷疑自身的能力(蘇建文等著，民80)。

6.  生態理論（環境與情境之衡鑑）

家庭暴力領域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一方面常是瞭解並研究特定的受虐現象，例如兒童性虐待或配偶虐待；而另一方面又有一新的趨勢，即認為欲瞭解家庭暴力議題是需要一個較為整合的取向。當某些研究者持續的將興趣領域置於較狹窄的部份時，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開始採用更整合的方式來瞭解家庭虐待中各種互動關係。在這些人開始嘗試瞭解家庭暴力時，有些研究者稱此種取向觀點為生態模式(ecological models)。生態取向強調個人、家庭、社區、及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於家庭虐待均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這些取向強調人類行為是在一個社會環境或生態中產生，這些社會環境或生態包括家庭、鄰里、學校、社區及社會等等（彭淑華譯，民89）。

Belsky(1980)的生態模型是根據Bronfenbrenner(1977, 1979)及Tinbergen(1951)的早期作品，將之組合成一個多元層面的系統。包括鉅視層面(macrosystem level)、外在層面(exosystem level)、微視層面(microsystem level)，及個人層面(ontogenic level)（彭淑華譯，民89）。

〈1〉鉅視層面：

指的是社會文化與社會價值層面。在社會文中因為傳統性別角色與文化規範，男性被視為是家庭的主控者，支配者，而女性則必須是順從、依賴與被動的。男性的陽剛與控制者形象，使他們被允許可以用暴力來解決問題，也包括了與配偶間的家庭問題。此外，由於社會與家庭結構的不平等，男性與女性的權力相差懸殊，妻子被視為是屬於丈夫的，使得家庭中丈夫對妻子的暴力成為一種合理的管教與控制方式。而文化傳統對「家庭隱私」相當的尊重，「家和萬事興」的觀念又普遍流傳，使社會通常「選擇性的忽視」婚姻暴力存在的事實（王麗容，民84；黃富源，民84；張錦麗，p.138，民91）。

〈2〉外在層面

指的是個人在家庭以外的生活場域，如工作場所、社區互動系統及外在支持系統等（魏英珠，1995）。許多文獻指出，社會人際關係的孤立與婚姻暴力的產生及持續有相關(Rynerson & Fishel, 1993；洪文惠，民84；王麗容，民84)；Nielsen, Endo, & Ellington(1992)的研究更進而證實了孤立導致暴力的發生，婚姻暴力亦會使孤立的情況更加嚴重。當家庭的孤立時，表示社會的控制力與資源介入家庭的能力減弱，所以家庭一旦發生了暴力事件，外界的支持系統也無法進入。而且施虐者為避免外界對暴力的獲悉與介入，以及鞏固自己對家庭的權力控制，會禁止受虐者與外界的聯繫，如此將使受虐者及兒童更加弱勢。因此家庭是否有足夠的支持系統、與外界是否有足夠的聯繫，都會影響婚姻暴力的發生，及事後兒童所能得到的援助（周月清，民86；張錦麗，p.138，民91）

〈3〉微視層面

家庭是一個微視層面，家庭成員間的溝通方式、互動模式、權力結構等，都被認為與婚姻暴力的發生有關（魏英珠，民84）。這些源於家庭的因素可分成三部分（黃富源，民89）；

· 家庭教養不當：許多研究顯示，暴力家庭會養育出暴力小孩，兒童時期父母親的暴力行為或兒童虐待，與長大後婚姻暴力的發生與容忍有關(Rynerson & Fishel, 1993；Wilson, Cameron, Jaffe, & Wolfe, 1989；Andrew, 1994)。

· 家庭結構的缺陷：例如破碎的家庭，使父母親其中一方的角色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

· 病理家庭：失序或衝突，壓力無法適當解除的家庭。

〈4〉個人層面

個體因素即個人的發展經驗，以及個體在環境中所交互出來的反應，個體在家庭與社會環境中接觸許多的想法與行為模式，並從中擷取與學習，再成為自己個人特質的一部份。（轉引自張錦麗，p.138-139，民91）

從生態理論可以瞭解目睹家庭暴力兒童所造成的影響。在鉅視層面，兒童可能內化了在家庭所目睹的解決問題的手段，學習了性別角色的區分及權力控制的規則，在外在層面上則可能經驗到求助的困難與無奈，及家庭的孤立感（「我的家和別人不一樣」）乃至個人的孤立感（「我和別人不一樣」），在家庭的微視層面，父母的管教可能因婚暴的影響而不當，及一直無法解決家中暴力的壓力均可能扭曲了兒童的情緒、認知、行為及人際關係的發展。而上述的鉅視外在層面及家庭微視層面的交互作用，均形塑生活其中的目睹兒，亦即若以預防及處遇的角色而言，這四大層面均是可以介入的方向。(張錦麗，民91)

從社會學習論、創傷理論、依附理論及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來看，均可發現目睹婚姻暴力可能對兒童期及成人後的個體均造成社會與心理功能的傷害，可能使個體的世界觀、自我內在的能力、自我形象、行為模式、親密關係均受到扭曲，然而目睹婚姻暴力不是兒童自己的問題，故不應只著重於此傷害對兒童的影響，更應積極的介入暴力的源頭，及兒童所處的小環境，例如：家庭與學校及大環境，例如，社區的正式及非正式的支持網絡，故生態理論及三級預防的概念將是本研究所著重的。

〈三〉、目睹婚姻暴力對兒童的影響
1.  發展中兒童的影響
    嬰幼兒置身於父母親的婚姻暴力中，他們便可能開始面臨發展過程的難題。嬰幼兒和母親有著基本的依附關係的需求，如日常生活中的飲食、睡眠都可能都受到干擾。處於暴力恐懼的母親亦可能無法有效的處理因照顧幼兒所帶來的巨大壓力，敏感的幼兒也將意識到母親的焦慮、距離感，以及無法滿足他/她生活中的基本需求（Wolfe＆ Korsch, 1994）。Jaffe et al.（1990）亦發現從被安置的受暴母親的幼兒們通常呈現出較差的健康狀況，如體重及飲食的問題、睡眠的困擾、無預警的大叫等困難照料之狀況，在在都可以證明婚姻暴力對於嬰幼兒的發展影響非常巨大。
除了一般發展外，當目睹婚暴孩子開始進入學校後（含幼兒教育），影響也將持續，他們在情緒、行為、人際關係、及認知態度上均容易發生困難，以下研究者將詳述之。
〈1〉情緒與行為上之狀況

從研究中發現，較幼小的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常見無預警的大叫、攻擊行為、躲藏自己、發抖或口吃、及退化之行為，身心症（Hughes,1988;Fantuzzo, et al.,1991;Lemmey,2001）。當母親受到暴力（情緒或身體上之暴力），兒童所需之安全感與穩定性會受到極大的威脅。他們不斷生活在恐懼中，等待下一次目睹暴力的來臨，雖然覺得家是不安全的，他們卻無力尋找另外的出路。
當兒童再年長一些，他們將面臨到底要不要將家中暴力的狀況向外人求助之矛盾，例如告訴老師。他們可能希望，外人知道後可以來拯救他們的家庭，但也同時學習到，家庭中的暴力是一個秘密，且是令人羞愧的（Wolfe,1990; Edleson, 1999），因此將進入一種矛盾之情緒。他們的羞愧感亦可能影響到自尊與自信；兒童亦可能感到罪惡感，覺得是自己的錯、是自己不夠好，所以產生暴力（例如：如果我乖一點，爸爸就不會打媽媽了）；或是自己沒有能力，所以無法保護受暴的一方，這些罪惡感與無力感將影響兒童的自我形象與自信。更有其甚者，某些兒童亦可能因處於長期目睹暴力而產生創傷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Kaplan et al.,1993;Graham-Bermann＆Levendosky, 1998; Fisher,1999）。
當使用兒童行為指標（Child Behavior Checklist,Achenbach & Edelbrock,1983）作為測量工具時，發現目睹暴力兒童呈現較多的攻擊性及反社會行為，並有較多的退縮與害怕之行為（Fantuzzoet al.,1991; Hughes,1988; Hughes et al.,1989）;一些研究者（Hughes,1988; Maker et al.,1998;Sternberg et al,1993）也發現目睹暴力兒童呈現出較嚴重的焦慮、憂鬱、創傷症狀、情緒困擾及較低的社會能力。然而，亦有少數的研究（Mathias et al., 1995; Spacccareli et al.,1994）指出目睹暴力兒童和其他兒童在行為問題上並沒有差異，之所以會有這種結論，可能是所使用的評量工具（Child Behavior Checklist）過度簡化，無法呈現出目睹暴力兒童所特有之傷害（Edleson,1999）。因此，發展出一份可以測量目睹暴力對兒童的影響是必要的。
〈2〉人際關係之影響

一些研究指出目睹婚姻暴力亦對兒童的人際關係、社會技巧與社會適應造成影響（Wolfe＆Korsch,1994;Lemmey, 2001;Song et al., 1998;Fisher,1999）。兒童可能因為他們的情緒狀態，例如缺乏安全感、恐懼、憂慮，而使他們無法和其他人建立穩定的關係導致在人際關係上的疏離，亦可能因自卑及要保守家中的秘密，而不願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
而在與施暴者的關係上，則可能在受害雙親的一方與之分離後，不願再與施暴者維持任何關係，或在施暴者訪視時感到恐懼及逃避（Lemmey,2001）。不過在與受害雙親一方的關係上，則可能產生不尊敬、易對其發怒、或不聽其管教等（Lemmey,2001）。
〈3〉認知態度上的影響

一些研究著重於探討認知發展且目睹暴力之間的關係。Mathias, et al.（1995）發現目睹暴力的兒童在學業成績上和一般兒童並無差異，但在認知發展上的差異卻是顯著的（Rossmas,1998）。Jaffe et al.（1995）的研究則發現目睹暴力兒童在發展過程中解決衝突的態度和使用暴力之間是有相關的。Spaccarellet al.（1995）的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此研究是以213位暴力型犯罪的青少年為樣本，發現曾在家中目睹暴力之青少年比未目睹暴力的更相信「攻擊性行為的使用可以增進個人的自我形象及名聲」（p.173）。此研究亦可從樣本的這種信念中去預測其暴力行為。
Carlson（1991）的研究則發現，在家中目睹暴力的男孩與女孩，因其性別的關係造成不同的影響，男孩比女孩更可能使用暴力作為解決衝突的手段。而國內學者亦有類似的發現（趙子玲，民87，曾慶玲，民87）。

2. 目睹婚姻暴力對青少年/女及成人期之影響
青少年時期的重要發展任務為學習發展家庭外的親密關係、性別角色的扮演及溝通方式的練習。對某些青少年而言，可能開始在親密關係呈現出暴力的傾向，而對青少女而言，可能開始接受恐嚇或暴力在親密關係中掌控他們（Gardner，1996；Burman＆Allen-Mearse，1994；Wolf，1994）。
對於青少年而言，較容易出現違規行為、逃家，在課業上退後或需要特殊教育的協助。但對青少女而言，反而會想承擔中更多的責任，如照顧弟妹及父母，協助家中的和諧與安全，她們常為了保護弟妹及支持受暴的家人，認為自己不能逃離家庭。這些責任感對於青少女而言是非常沈重的，將來亦可能將這種角色扮演帶入自己的成人關係中（Wolf，1994）。
由於長期目睹暴力，暴力已變成家中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對青春期孩子而言，他們更學會如何保密及合理化暴力的存在，因此他們比一般青少年更容易使用暴力及憤怒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指責他人，並呈現出高焦慮的行為表現（如咬指甲、拉頭髮及身心症）（Margolin＆Gordis，2000；Wolf，1994）。而比較令人心痛的是，青少年/女在目睹暴力的過程中若是向施暴者（通常為父親）認同的，則傾向在暴力的過程中，直接或間接的參與施暴者對受害者（通常為母親）施暴（Strauset al.，1980；Jeffe et al.，1990）。
許多的研究均指出，目睹暴力不止對兒童造成及時性的創傷，兒童長大後影響亦持續著。長期影響整理後可分為三類：一類為情緒性的傷害，例如憂鬱、創傷性症狀及低自尊，這些傷害會發生在男性及女性身上（Silvern et al.,1995;Turner&Bennett,1996）；第二類為對成人以後的親密關係之影響。Widom（1989）發現暴力家庭的兒童受害者很容易在他們成人的親密關係中使用暴力，或成為過度忍受暴力的角色；第三類為童年期的創傷與暴力行為及犯罪行為之間的關連。雖然沒有直接證據及研究指出目睹暴力及成人後犯罪行為之關連性，但有暴力傾向的青少年的確比其他的青少年經驗更多目睹家庭中的暴力，及身體的受虐。因此目睹成人在家中的暴力及身體受虐，的確和青少年的使用暴力有顯著性的相關（Rivera&Windom,1990;Spaccarelli et al.,1995）。
3. 目睹婚暴兒童之創傷在性別上之差異
兒童對於長期目睹婚姻暴力所帶來的創傷之反應，於國小開始呈現因性別的不同而有差異（Wolfe，1994）。男性兒童傾向較多的違規行為，對人及物體的攻擊行為，及脾氣的不穩定，難以管理，及較多的干擾行為，這些外向性問題行為通常均可很明顯的被注意到（Rosenbaum＆O’Leary，1981；曾慶玲，1998；Wolfe et al.1985；Wolfe，1994）。男童傾向內化問題，例如較多的哭泣、憂鬱、人際的疏離及身心症狀，這些均是壓力及情緒的傷害，而男童的社會適應整體而言是較差的（江睿霞，1993；Wolf，1994）。
對於女童而言，則呈現出退縮、被動、依賴行為，及身心症狀。在青少女階段，則不易信任男性，及對婚姻抱持負面的看法（Lemmey，2001；Wolfe，1994；Hughes，1986）。當她們開始約會，則比其他女性較易成為身體暴力的受害者，因暴力的行為常被曲解為是愛的表現（Lemmey，2001）。雖然女孩呈現較佳的社會適應（Jaffe，1986；江睿霞，1993；Wolfe，1994），但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研究資料不足所致，創傷有所性別差異，可能需要收集與分析更多的臨床研究資料，才能有進一步的結論。除了性別差異外，就如同其他重大心理創傷研究需要考慮到個別性，不是所有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的症狀都一樣，也不是每一個目睹婚暴兒童都一定會有文獻所發現的這些創傷，可能有更多其他影響尚未被發現，因為這是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需要更多實證研究來協助專業人員理解現象的意義。
〈四〉、父權與母權的角色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影響

1.  父權的角色

Williams (et al., 2002)建議在研究施暴男性在他們的孩子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時，必須檢驗父權、婦女安全及終結男性暴力之間重要的關係，我們必須注意安全第一，同時必須對幾個主要的問題作探討：

預測哪些男性會持續的對女性其他們的孩子產生暴力行為，通常如果一個男性會虐待他的伴侶，他也很可能虐待自己的孩子，虐待伴侶的男性中，有百分之五十也會虐待自己的孩子。

McMahon和Pence在1993年提到當法庭必須在受虐婦女的安全和父親接近孩子的權利中做選擇時，多半父親會贏得接近孩子的權利，而我們必須確定當法庭作出這樣的判決時，是否有足夠的證據顯示父親的行為已有了改變。

考量社經地位和種族的不同，一般來說，社會地位較高的人有較多的資源可以應用在法庭或其他系統去指出婚姻的爭執，這樣的男人通常會對要求安全及穩定的受虐婦女進行騷擾，而對貧窮的人而言，他們沒有這樣的資源而只能依靠一般的系統。

解決探視的問題，一般而言，當家庭已經沒有虐待的問題存在時，就必須考慮到探視的問題了，這個問題是重要的，因為讓父親和孩子之間有規律一定的互動是必須而且有意義的，而在行使孩子探視之前，必須檢驗至少三種情況：第一為父親曾經有過暴力行為，而母親相信她可能有被他虐待的危險，二為父親曾經有過暴力行為，但母親相信自己只有極小的可能性受到暴力的危險，第三為父親不曾有過暴力的行為，而母親也對自己的安全無慮。  

和已經改變虐待行為的男性相處，當他們改掉了過去虐待的行為，可以確定的是這對他們未來的伴侶及與孩子的關係有重要的影響。

要了解受虐婦女的選擇，所有的受虐婦女都希望對自己及孩子是安全無慮的，而連續的酷刑造成許多婦女想盡辦法逃離他們的施暴者，多數的受虐婦女並不願意和這些使他們痛苦的人建立新的關係，但是有時候卻受限於法庭賦予施暴父親共同監護的權利。

對成年的孩子進行訪談，對成年的孩子而言，曾經經歷過對他們母親施暴的過程對他們的成長有深刻且長期的影響，甚至影響到他們與雙親、自己的伴侶及小孩的關係 (Williams et al., 2002)。  

家庭暴力的辯護者和父親涉入的支持者必須建立起一個結盟的關係，這個結盟除了告知社會福利政策外，更重要的是提供更多家庭所需的綜合性服務。這個任務是令人怯步且困難也會引起繼續討論的問題，針對這個部份有三點建議〈Williams et al.,2002〉：

當我們鼓勵男性成為主動的家長時，我們必須了解男性對女性犯下暴力的行為的比例是較高的也是較頻繁的，反之亦然。

我們保持對暴力的警覺並不是在暗示所有的男性都有這樣的傾向，大多數的父親不曾對家中的任何一個人出現暴力的舉動，而有些則是過去曾經有過暴力行為，但以後不會再出現，這樣的警覺性並不是對所有男性和父親的控告。

父權主義的研究者指出，父親不該受到母親或是母親的期待而被孤立，母親通常會對父親接近孩子做些斡旋，父母親之間的問題通常會對父親和孩子間的關係造成影響，而父母親之間的關係被視為能否健康地共同監護子女的要素 (Williams et al., 2002)。  

無虐待的關係將會增加伴侶及親子間的健康關係的可能性，對兩派不同的擁護者而言，可以建構出父親和母親好的關係及給予孩童最大的利益，他們也會同意對伴侶無虐待的行為會是對子女養育一個很好的特質，如此一來，他們即可建構出如何使過去有暴力行為的男性從此不再對他們的孩子及伴侶的生活產生威脅和危害(Williams et al., 2002)。

2.  因婚暴而瓦解的母權(Bancroft & Silverman, 2002)

通常，施虐者直接且明確的因施虐行為本身所帶來的影響或其他行為(additional behavior)而造成母親親權的瓦解。

〈1〉施虐行為造成母親親權自然的瓦解

施虐行為本身造成母親教養權瓦解，施虐者行為所產生的態度及行為模式對兒童所造成的影響遠超過社會的價值觀(social surrounding)，而此種模式特別教導兒童對其母親產生負面及不尊重的觀感。例如，施虐者的暴力及恐嚇行為傳達給兒童不需尊重其母親的訊息，在施虐行為發生時，兒童可能察覺母親的恐懼和無力感，發現其母親嘗試保護自己卻都徒勞無功，甚至兒童可能會注意到母親愈是反抗，其所受的傷害就愈大的事實。在暴力事件結束後，兒童明顯的察覺到母親的震驚、沮喪和退縮，並且認知到其母親是被踐踏（被壓迫）的，在這種種因素之下，兒童對其母親的觀感因虐待行為而改變。(Pickeving et al., 1993)

在許多暴力事件大多伴隨著言語暴力，而言語暴力通常對母親在兒童心中的印象影響甚鉅。在施暴事件中，下流的用詞、謾罵和責怪受害者使得目睹受害者受虐的兒童輕視和否定其母親(Hughs & Marshall, 1995)，施虐者甚至會威脅如果她不聽從其命令，將會有進一步的傷害，這種伴隨著言語暴力的施虐模式可能傳達兒童是其母親的愚蠢、自私及未能服從施虐者的指示才造成暴力事件發生的訊息。在絕大多數的暴力事件中，施暴者都不會受到處罰，而這樣更使得兒童認為施虐者是握有權力和正義的一方，在少數報警的事件裡，施暴者也未必受到應有的懲罰。學校或社會服務機構有時出於好意的過度保護兒童造成其忠誠度的衝突，和一些用語，如父母間的暴力行為可能造成兒童混淆加害者的責任或許責怪自己或其母親，然而，大部分的家庭暴力事件並未被警察或學校舉發，於是兒童獨自經歷家庭暴力所造成的影響。兒童可能發現在家庭暴力事件後，父母會避免提及此事件，也因此更使兒童認為所發生的事件是可恥和不能說的秘密。兒童可能對父親的暴力行為感到可恥，但大部分的時候，他們會因母親的退縮或因為他們相信是母親的行為造成暴力事件而感到可恥，在暴力事件發生時，母親可能用不同的方式阻止施暴，而兒童可能目睹並認為母親是沒有能力的。

在暴力事件發生後數日內，兒童與父母的互動會對兒童對暴力事件的看法造成更深遠的影響，在這段時間內，受虐的母親很可能在震驚、憤怒和恐懼等複雜的情緒或一些創傷後的症狀，如惡夢、影像閃現、和憂鬱的症狀中掙扎，因此，兒童可能感受到母親變得冷漠、退縮、焦慮、沒耐性和易怒。在此種情形之下，或其他與母親互動的困難都會加深兒童早先認為母親是造成暴力事件禍首的印象，並且認可施虐者的觀點，同樣認為其母親是瘋狂或不適任的。相反的，施虐者可能會努力的取得兒童的信任，並且積極地關心兒童，施虐者可能與兒童開玩笑、玩、買東西給他們或帶他們出去

許多施虐者可以與兒童一同遊戲，但母親在受虐和言語暴力的影響下可能無法做到相同的事(Waller, 1977)。因此，兒童認為施虐者是有趣的父親的情形並不少見，而他們也會責怪其母親造成父母間的衝突，甚至是暴力事件的發生(Jaffe, Wolfe & Wilson, 1990)。

應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母親親權的瓦解，包括：

a. 暴力事件的本身

b. 言語暴力和施暴者在暴力事件前後的抱怨

c. 事件發生後的動力狀態而產生的影響

這些因素都會造成兒童逐漸學習（擷取）施虐者對其母親的觀點，甚至用相似於施虐者的字眼形容她。而這些對受虐母親的形容字眼特別會影響青少年，我們發現即使兒童是扮演站在母親這邊的角色，也可能是因為兒童認為母親是沒有能力或不成熟的，所以想要保護她。

〈2〉施虐者故意的瓦解母親之親權

大部分的案主認為因施虐行為而造成親權瓦解，通常伴隨著一些特意的策略（特別的企圖）以贏得兒童的信任，並控制他們的認知，長期性的破壞在施暴者家庭比非施暴家庭來的普遍。有些施虐者以控制子女教養權作為其掌控權的一部份，並可能因為其伴侶干涉（質問）其管教方式及處罰方式。再者，筆者發現受虐者的小孩自然地會同情其母親，而案主也發現與其子女的親密關係可成為其有用的社會資源與支持的力量，並且長期地可能幫助他們脫離施虐者。因此，施虐者可能進一步的轉移兒童對其母親的依賴，並且對其母親做出負面的評論再以此藉口企圖使母親對子女成長的影響減至最低。

Bancroft & Silverman (2002)發現要進入青春期或青春期的少年，因為正在學習與異性相處，所以特別容易受施虐者的影響。因為當他們對其母親做出不適當行為時是受到獎勵的，因此即使施虐者並無意圖，但他們可能被訓練成虐待女性，在此影響之下，他們可能模仿施虐者先虐待其母親(Johnston & Canbell, 1993)，事實上，目睹暴力的男孩攻擊母親比其他孩童高出二倍(Carlson, 1990)。Bancroft & Silverman(2002)發現青少年案例中，他們在經驗以此種超越母親權力方式得到快感，但同時也有罪惡感。有時他們為了要減輕此種認知上的不協調而進一步貶低母親的形象，或為他們對母親的行為找其他藉口，他們可能開始使用與施暴者相同的思考和施虐模式對待其母親。向兒童形容其母親有酒癮或毒癮、外遇、告訴兒童他們的母親並不愛他們，他們是意外受孕而他們的母親並不想要他們，和形容其母親很懶惰，並且將困難的工作都推給施虐者。

在兒童面前嘲笑或辱罵其母親、咒罵、羞辱，或取笑。在衝突發生時，對子女特別的好，這些行為成為兒童的範例，於是受虐婦女發現其兒童有許多粗魯和不合作的行為，兒童可能聽到施虐者直接指責她是不好或無能的母親，而這更增加母親教育子女的難度。施虐行為本身自然地對親權所造成的影響通常伴隨著施虐者蓄意的破壞，因此造成母親在家庭中的角色變得無用，當家人外出時，施虐者可以適當的控制兒童的行為，但母親卻無法做到(Bancroft & Silverman, 2002)。再者，母親可能害怕自己會使用和施虐者相同的管教模式，甚至施虐，反而不敢表現出適當的管教親權。因子女問題所發生的暴力事件更使得母親的親權和在教育子女上的發表意見的能力都被破壞。當母親嘗試保護子女避免被施虐者虐待，可能將自己又陷入了受虐的危機；當母親想要約束兒童的行為時，施虐者以威嚇的方式來制止(Bancroft & Silverman, 2002)。

〈3〉夫妻分離後施虐者對母親親權的破壞

分居或離婚開啟了父親破壞母親親權的新階段。在夫妻分手後，施虐者通常有報復的心態而干涉母親管教子女便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再者，許多施虐者在某些案例中，施虐者（案主）希望可以向妻子和外人證明自己是心理健康的，並且強調許多妻子與孩子相處的困難（但大部分是施虐者造成的）藉以證明她是無能、不穩定，或需要他幫助的，有些施虐者極力爭取（訴訟）子女的撫養權以期增強他有人父的地位，並且削弱母親的權利。分離後破壞的模式(post separation undermining tactics)，最常見的一種方式是造成大部分或全部沒有約束的家庭環境，在孩子由施暴者照顧的其間，施虐者可能任由孩子吃垃圾食物，允許他們晚睡、看電影或打電動和忽略孩子應做的家庭作業(Bancroft & Silverman, 2002)。

他可能在與兒童相處時做出使母親擔心的行為，如載兒童時不繫安全帶，帶兒童去靶場學習使用槍枝，或讓兒童觀賞恐怖、暴力或色情的電影，當兒童習慣此種生活模式，在返回母親家中後會更反抗母親所建立的生活常規，他們可能認為當他們與母親同住時，他們的生活再次充滿了家庭作業、睡覺時間、家事和健康的飲食。母親親權被逐漸侵犯，而兒童也會反覆╱定期(periodically)表示「我不需要聽你的，因為爸爸說他會爭取我的撫養權，然後我會和他住在一起」。

當父親因父母離異而不在家時，過去施虐者對母親親權所造成的破壞變得更明顯，因為如今沒有父親在家中管教子女，Bancroft & Silverman (2002)發現許多個案的伴侶（受虐者）在離婚後比之前施虐者在家時更容易受到兒童的攻擊，兒童可能覺得突然從施虐者的控制中被釋放；雖然對兒童有正面的影響，但也會對受虐母親在管教子女不當行為時造成困難，許多案件中，施虐者便以此作為在法庭上爭取撫養權的理由，因為母親無法教養他們，此種情形在兒童探視施虐者返家後更為明顯，他們再與施虐者相處時必須壓抑衝動和感受，然後通常在母親照顧他們時變得難以控制 (Walker & Edwall, 1987)

可能是（至少有一部份）施虐者破壞母親親權所造成的影響，受虐婦女虐待子女的比例比非受虐婦女高出二倍，雖然比施虐者虐待子女的比例低很多（施虐者比一般人高出七倍），但Bancroft & Silverman (2002)認為此項結果表示受虐婦女需要協助以重建其母親親權和學習用非暴力模式管教小孩。

綜合以上的文獻資料，可清楚看到目睹暴力對兒童及其成長過程可能造成之傷害非常大，為減少其傷害，減輕社會未來處理長期影響之成本，分析現階段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處遇模式，整合專業網絡之間的資源，以符合目睹婚暴兒童的需求，在現階段台灣的兒童保護工作顯然是必要且迫切的。

第二節  兒童福利與目睹婚姻暴力兒童

〈一〉、兒童保護、兒童福利與家庭維繫之間的衝突與平衡

保護兒童免於受虐；加強兒童福祉；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提供可維繫兒童之家庭和社區的服務（參見圖1），是一個理想的狀態，但卻是困難達到的，因為彼此的目標可能有所重疊，也有所衝突。

圖2-1：兒童福利的平衡目標

保護


福祉





維繫

〈Trocme’ et al.,2000〉

保護與維繫之爭：在兒童的家庭和社區內，提供保護和支持兒童之間的緊張關係，即為兒童福利的基本挑戰。雖然保護是最高原則，但兒童的家庭和社區卻是插手干預的最佳環境。兒童福利法規要求兒童保護社工進可能提供家庭式的服務，意圖平衡他們的干預力。在何種情況下兒童遭受傷害的危險太大，無法將他們留在家裡，並不是一項很容易的決定，而這項事實也在維持上述兩項原則間的適當平衡更加複雜（Browne, Davies, & Stratton, 1988；Lyons, Doueck, & Wodarski, 1996）。

保護與福祉之爭：就狹義的次要焦點而言，兒童保護的原則仍然和提升兒童福祉的原則有所衝突。有人會認為兒童福祉最重要的就是保護兒童免於受到傷害。然而，有些兒童福利評論家宣稱兒童福利政策和立法太重視保護，但卻不夠重視兒童福祉的廣義概念（Lindsey, 1994；Pelton, 1989；Wharf, 1993）。太過於強調保護的部分，可能會忽略了家庭支援和社區發展的活動。將保護和福祉之間的緊張關係視為兒童福利無可避免的特點（Hutchinson, 1987；Maidman, 1984；McDonald, 1994；Savoury & Kufeldt, 1997）。
根據對寄養兒童所進行的研究，將兒童帶離家庭的這種保護方式，不見得能保證這些兒童的表現會比留在家裡的那些好。許多朝著家庭維繫所做的努力，來自於許多研究，因為這些研究顯示出受照護之兒童的表現不如預期的好（Fanshel & Shinn, 1978；Klee & Halfon, 1987）。雖然寄養照護似乎沒有造成兒童表現不佳的危險，但也尚未得證可以改善兒童的生活（Pecora et al., 1992；Wald, Carlsmith & Leiderman, 1988）。若要評估寄養照護和居家安置成功與否，保護絕對不是唯一的評量因素。

福祉與維繫之爭：維繫兒童之家庭和社區時，為了取得兒童福祉之原則間的平衡，即產生了第三種緊張關係。在家中和社區裡提供服務予兒童，通常是提昇兒童福祉的最佳方式，然而有些評論家辯稱家庭維繫不見得會帶給兒童最大的利益（Gelles, 1996；Gove, 1995；Lindsey, 1994）。某些危險的家庭環境改善的可能性相當小，一旦延誤了將兒童帶離該環境的時機，則那些為了將兒童留在家中而設計的計劃就會受到批評。就極端的情況而言，家庭維繫的意義被解釋為在可以將兒童帶離之前，必須先在家中嘗試一連串的干預行為。在美國，根據1997年之「收養暨安全家庭法案」所設立的「雙重規劃」（dual planning）模式，允許兒童保護服務機構在努力使家庭團圓時，也可以開始進行收養的規劃（Welte, 1997）。

要想協調這些互相衝突的目標絕非易事。服務提供者必須在兒童的立即保護需求、兒童對於一個養育和穩定家庭的長期需求、符合兒童需要的家庭成長潛能和社區能力等等因素之間，不斷地尋求平衡。

在發展兒童福利之結果架構時，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要找出一個可以整合和平衡兒童保護、兒童福祉、和兒童及家庭支援等原則的框架。

COCW（the Client Outcomes in Child Welfare Project）計劃發展了一套索引，內含十項以系統為基礎的指標，與保護、福祉、固定性和維繫等四個方向有關，並受到「第一屆加拿大兒童福利結果圓桌會議」（The First Canadian Roundtable on Child Welfare Outcomes）熱烈的支持（參見表1）。

表2-1：兒童福利結果指標矩陣

	領

域
	指標
	收件及調查
	家庭服務
	家庭外服務

	保
護
	虐待再發率
	ˇ
	ˇ
	ˇ

	
	兒童傷害及死亡
	ˇ
	ˇ
	

	福
祉
	認知功能行使
	
	ˇ
	ˇ

	
	兒童的行為
	
	ˇ
	ˇ

	永

久

性
	安置比例
	ˇ
	ˇ
	

	
	安置中斷
	
	
	ˇ

	
	達到固定性的時間
	
	ˇ
	ˇ

	維

繫
	居家穩定性
	ˇ
	ˇ
	

	
	父母教養能力
	ˇ
	ˇ
	

	
	民族文化安置配合
	
	
	ˇ


兒童保護：兒童保護是兒童福利服務最重要的考量，而且在各個干預點皆應加以監督。索引中包含了兩項關鍵的兒童保護指標：虐待再發率和兒童傷害及死亡（表示虐待的嚴重性）。

虐待通常不會只發生一次，而且再發比例估計約在30%和50%之間（Wald & Woolverton, 1990）。個案因為新的通報事件而重新調查時，即可很容易地測量到虐待再發率。如何調查和紀錄未結案之個案的新通報事件，各轄區的做法差異很大。在此建議使用具體化的個案重審，作為虐待再發率比較保守、可靠的指標。

兒童福祉：雖然兒童福祉本身對兒童福利資訊系統進行的追蹤沒有多大用處，但也確認了兩項代理指標：認知功能行使及兒童的行為。

學校表現是認知功能行使最簡單的指標，因為遭受過虐待的兒童會在學校面臨多重的重大挑戰（Trocmé & Caunce, 1995）。

正面的「兒童行為」和行為問題降低，都是兒童福祉改善的指標。

固定性：本索引選擇的三項指標為安置比例、安置中斷和達成固定性的時間。

因為安置是設計來保護兒童的干預方式，因此安置資料只有與兒童安全和福祉資料配合，才能被用作服務趨勢資訊。

安置中斷：兒童離家期間，平均可能會遷移三、四次（Cooper, Peterson, & Meier, 1987），而這些改變也會對兒童的固定性和歸屬感造成影響（Steinhauer, 1991）。這項指標很容易在資訊系統上監督。

達成固定性的時間是兒童福利服務之有效性的一項重要指標。在1980年代，團圓和收養的比例是關鍵的結果指標，用來測量固定性規劃的有效性。若要使用團圓／收養比例當作固定性指標，則必須檢驗其他的指標（例如虐待再發性、安置中斷等）（Fein & Staff, 1993）。

維繫：本索引選擇三項維繫指標，包括父母教養能力、家庭遷移數、及民族文化安置配合。

危險評估工具可能是提供有關「父母教養能力」之直接資訊的潛在來源。可以測量的家庭影響包括壓力、社會支援、生活狀況、家庭暴力等。

居家穩定性對許多接受兒童福利服務的家庭而言，都是個嚴重的問題（Cohen-Schlanger, Fitzpatrick, Hulchanski, & Raphael, 1995；Zuravin, 1986）。對那些家庭而言，居家不穩定性是居家高成本、低品質的指標。居家不穩定性也會導致兒童和父母失去同儕及社會支援網絡，對兒童來說，也會導致數項學校改變。雖然兒童福利服務不負責提供居家，但兒童福利社工人員積極地鼓吹提供較好、較穩定的居家環境給他們服務的個案。

以目睹婚暴兒童而言，雖然沒有因立刻的危險而需要立即的被調查，但以福祉的指標，及家庭維繫的指標（父母可能未分開或只與父母一方同住的情形），不論是否有介入調查，均需要家庭內及家庭外的服務與協助，也就是說調查與否及是否正式成果並不能成為評估目睹婚暴兒童是否有接受服務的需要之評量標準，即使未被公權力正式調查或成果，站在兒童福祉及家庭維繫的指標上，他們依然有被服務的權利。

〈二〉、三級預防與目睹婚姻暴力兒童

三級預防的概念主要強調預防勝於治療。個體從健康變成不健康或從功能健全到功能缺損，通常不是一夕造成的，尤其是心理功能方面的困擾。既然可能是漸漸形成的過程，若等到功能破壞到某一程度，要復原就相形困難，且將花費更高的社會成本及時間，再加上社會對心理疾患的誤解與污名均使得心理復原的困難度有增無減（Duffy & Wong,2000）。相反的，若整個社會（社區）在問題尚未形成之前，即採取預防的措施，即可協助個體及社區不受到問題的困擾。若在社區中，知道那些族群可能是遭受傷害的高危險群，藉著預防計畫的介入，亦可協助高危險群受到傷害的可能性極嚴重度減少。

初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

是指問題尚未形成之前，其目的在於增進個體及社區的功能已抵抗有可能的創傷，所謂功能包括身心的健康及社會功能。初級預防工作在協助個體及整體社區，故其方案設計應是針對大族群的，但在不適應或困擾的狀況開始之前。Bloom（1996）認為初級預防有六個方向：增加個體力量、減少個體的限制、增強社會支持系統、降低社會對個人造成的壓力，增加生理環境的資源及減少生理環境的壓力。

以目睹婚姻暴力的議題而言，不論是否曾有目睹之經驗、預防工作可以增加個人在認知及情緒上對暴力的議題有所覺醒，在行動上對社會整體暴力文化可以解構，畢竟家庭暴力只是社會暴力的一環，故目睹婚暴非個人私人議題公共議題。因著有這些認知社會才會視協助婚暴及目睹婚暴的議題為社會責任之一，為這些高危險的家庭建立起支援網，而不污名化這些家庭及兒童，且巨觀的角色來思考如何減少社會壓力對家庭造成的危害，並建造健康的物理及自然環境。

次級預防（secondary pervention）

次級預防的概念是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也就是說在困擾或問題性成的初期及介入協助的系統，因是問題的初期，故個體及社區的功能尚未被破壞太多，其復原的可能性及所需花費的成本及時間均較少，故目標可以是在恢復原有之功能。以目睹婚暴兒童為例，若學校老師或輔導老師有定期的相關輔導活動課程，在課程當中，可以由初級預防的方案中發現某些小朋友需要特別的協助，雖尚未形成嚴重的行為問題或情緒困擾及早給予協助可能使兒童的功能再度復原不受創傷經驗的干擾。

三級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

這階段常是問題以對個體或社區造成極大的傷害，而處遇目標則是治療性的，以減緩傷害的繼續擴大，此類治療所需花費的時間、人力及經費常是龐大又是長期的。例如一些目睹婚暴兒童可能出現一些精神疾患的狀況，需要精神醫療單位長期協助。

第三節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處遇

〈一〉、現階段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處遇之台灣經驗

1.  台灣協助目睹婚暴兒童簡史

依據婦女救援基金會（民79）整理台北市婚暴服務及兒保工作的歷史脈絡，陳怡如（民92）論文之整理，及筆者之經驗，簡述台灣協助目睹婚暴兒童之歷史：

民82，目睹子女（邊緣兒保案）問題浮現。北區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因提供婚暴服務而接觸到目睹兒童，當時關注的問題在於：協助受虐婦女為孩子轉學籍不轉戶籍的過程中常受到施虐父親的抗議。此外，也看到目睹子女在婚暴中被波及所受的傷害。

〈1〉 民85年，目睹兒童的問題在公部門兒少保聯繫會報中引發激辯。在「目睹兒童是否該定義成兒保？」與「目睹子女的評估與服務工作由誰來做？」有所爭議。

〈2〉 民86年，家暴專線組社工員內在衝突與專業倫理v.s責任通報之爭。二十四小時保護中心之社工員在同時接觸、處理兒保案件與婚暴案件時，常因過去關注的焦點在單一個案身上而產生內在的衝突與矛盾，也出現社工員在專業倫理的兩難。

〈3〉 民87年，婚暴併兒保問題浮出冰山，兒少保聯繫會報再起爭論。二十四小時保護中心在婚暴併兒保案的後續派案上出現婦保機構與兒保機構分工的問題，甚至是各自評估的問題，婚暴與兒保的問題再度被討論卻沒有太多共識產生。而此同時，婚暴案中出現父親通報受虐婦女有兒童虐待之虞，專線社工是否進行兒保通報？通報後兒童與受虐母親要怎麼見面？兒保社工員是否也有「庇護住所應該被保密」的共識？常引發婦保與兒保的不信任與衝突。婦保機構（善牧基金會）開始在庇護所及機構中提供目睹婚暴兒童個別諮商與團體諮商。

〈4〉 民89年關注婚暴合併兒保案，舉行「婚暴併兒保案家庭處遇模式研討會」。有感於第一線實務工作現況的需求，結合台北市、台北縣、高雄縣三個地區的家暴防治人員針對婚暴合併兒保案的議題進行討論，提供婚暴及兒保工作人員相互瞭解、分享其工作信念的機會，期待建立對話的基礎之外，並瞭解本土經驗與美國經驗之異同。

〈5〉 民90年內政部拍攝「100公分的世界」及「我的願望」宣導錄影帶，並函送各國小，希望教育單位亦可從預防的觀點來協助目睹婚暴兒童。

〈6〉 民91年舉辦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處遇工作研討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及諮商人員的訓練（婦女救援基金會）。協助目睹婚暴兒童的團體增多（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勵馨基金會龍山婦女中心、婦女救援基金會、北區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7〉 民92年內政部並完成「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少年—辨識篇」，並寄送各相關單位。

〈8〉 目睹兒的工作在十年中從社政單位的處遇服務漸擴展到預防工作，也從公部門的服務走向與私部門（基金會）的分工與合作，試圖擴展與結合原有之婦保兒保資源為目睹婚暴兒童服務。

2. 台灣目前協助目睹婚暴兒童處遇方式之特色

在一份台灣婚姻暴力目睹兒童處遇之現況的研究中（陳怡如，民92），研究者指出台灣的實務機構對婚暴目睹兒童之處遇尚屬萌芽與被動之狀態，並呈現出下列四項特色：

對婚暴目睹兒童的處遇散佈在各類型機構中，缺乏整合性：

    雖然有部分機構視婚暴目睹兒童為其服務對象，但卻少有固定的處遇方案為婚暴目睹兒童提供服務，而其處遇則散佈在各類型的機構當中，包括家暴中心、婦保機構、兒保機構與諮商機構，卻無一機構將婚暴目睹兒童視為機構的主要服務對象，導致服務片段化與缺乏整合性，此外，也缺乏一主責機構能針對兒童的需求進行完整的處遇規劃。

〈1〉 在婦保與兒保二分的處遇中，婚暴目睹兒童常成為隱性與次級的案主：

依據機構接觸目睹兒童的管道得知以婦保與兒保服務的機構有較多機會接觸到婚暴目睹兒童，而在對目睹兒童的處遇累積年數分析上也可知目睹兒童的服務主要在兒保服務與婦保服務當中。然而在婦保機構中，常是在受暴婦女主動帶其子女前來的情況下機構才可能接觸目睹兒童，並且以婦女為主體的保護工作也是在有足夠的資源時才會擴及對目睹兒童提供服務，目睹兒童可說是婦保機構的隱性案主。在兒保機構方面，目睹兒童常是以婚暴併兒保案的方式被轉介進入兒保系統，在有限的資源環境下目睹兒童通常需本身同時遭受虐待，才可能進入受虐兒童的服務方案，否則單純目睹父母婚暴可能因為界定困難而無法接受兒保服務，因此目睹兒童即成為兒保體系中的次級案主。此種隱性與次級的特性也導致了目睹兒童處遇工作的邊緣化。

〈2〉 實務機構尚未針對目睹兒童的需求發展特定的處遇模式：

由陳怡如的研究資料顯示（民92），87.5﹪的機構認為需針對目睹兒童提供特定的處遇方案，而實際提供固定處遇方案的僅有12個機構，其中有5個兒保機構所提供的方案乃合併在受虐兒童的處遇中，其他則為婦保機構所嘗試進行的處遇方案。而對於目睹兒童的處遇內容則呈現出多元的方式，包括：個案管理取向、直接處遇取向、親職教育取向、心理治療取向等，即一般對兒童處遇的方式皆同樣運用在目睹兒童身上，此外，機構對適切的處遇取向看法意見分歧。實務機構是否真的了解目睹兒童的服務需求，並能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處遇內涵，而其處遇內涵是否與其他兒童服務相較有其區辨性與特殊性，則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雖然台灣亦傾向以多元文化的處遇模式來協助目睹婚暴兒童與Carlson ( 1998 ) 所提的建議相呼應,但在台灣的資料中無法得知是因台灣的實務經驗缺乏而形成的多方多元之嘗試,或整合經驗後所發展出來的多元處遇模式,若為前者,則應有更多的研究來檢測這些多元的處遇模式的適切性。

〈3〉 對婚暴目睹兒童的處遇面臨許多困境

台灣本土對婚暴目睹兒童的處遇之所以面臨許多困難，其根源於「目睹兒童的處遇缺乏明確的政策確認」以及「暴力家庭高變動性與低配合度」。因為處遇的尚未確認導致各機構對處遇提供的解釋與態度有所不同，並且也影響著資源與人力是否能分配到目睹兒童的處遇上，此外，也因為在處遇的確認上缺乏共識，導致婦保與兒保機構對目睹兒童的處遇有不同的看法，且無法在服務提供上做有效的分工合作。而在暴力家庭的變動性與配合度方面，可知暴力家庭的封閉性阻礙了機構與兒童的接觸，其變動性導致機構無法持續提供目睹兒童服務，且加上家長因忽視兒童的需求對處遇的支持度與配合度不高，造成機構無法掌握目睹兒童，對其積極協助的情形。另外，研究者看到這兩個因素的相互影響：當服務尚未被確認資源人力有限的狀況下，機構又無法掌握目睹兒童有效地提供服務，便看不到服務的成果，此時處遇的提供與否在其他福利需求的排擠下，便成為非首要的、非固定的。 
〈二〉、兒童對父母暴力的概念化過程與處理策略

1. 兒童對父母暴力的概念化過程

早期對受虐婦女的孩子所做的研究多半集中於暴力對孩子的負面影響。而這是由於相信孩子是受雙親間的暴力行為的單向影響，而且孩子無法主動的影響雙親間的暴力情形，這些對孩子影響的負面結果是強大的，致使雙親對孩子的養育關係及雙親間的關係對兒童的影響變成不被重視的議題。

最近，理論(Eisikovits & Winstok,2002)的發展是使用更具交互作用的方式來進行研究，以下幾個理論的假設是受到一些學者所重視的並且以此為發展理論一致的概念基礎：

· 孩子在父母親間的暴力行為中並非被動接受影響的角色，而是影響這個事件也受這個事件的影響。

· 雙親的預期同時塑造了界線及提供孩子對雙親間暴力行為內容的建構。  

· 雙親的預期及行為的影響受到其他來自家庭外因素的影響，包括支援的可取得性、有影響力的他人、朋友及孩子參與的其他團體。

· 孩子所覺知到的真實是透過協調談判（包括感受、解釋造成的原因以及賦予一般事件一個意義或是暴力事件一個特殊的意義）的過程來建構的。  

基於這些假設，使用多向度的概念方式可以提供我們研究孩子在一個有家庭暴力困擾的經驗。  

Eisikouits及Winstok〈2002〉以三個項度來解釋兒童概念化父母暴力的過程，第一個向度是研究孩子如何建構他自己的真實。孩子對雙親間暴力真實性的建構通常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回憶（發生了什麼事情）：通常在暴力行為後產生，家庭成員相互協調整個事件然後去決定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的協調主要目的在於對整個暴力行為取得一致性的意見，在這個過程中，雙親可能會出現對這事件誇大的、戲劇性的或是不同的看法。兒童在真正經歷整個事件的和這個協調過程則可學習這些蒐集來的記憶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同時學習協調如何處在親身經歷和記憶事件中的差異。這個過程對兒童來說是個被動的觀察者的角色，而在其他的時候，兒童被強迫於去參與或是成為事件的目擊者進而對雙方不同的意見做確認，而此時兒童的意見可能會使雙親中的任一方感到失望而使自己失去對方的愛。兒童在處理這個過程必須考量承認、否認或是支持哪一方。實際的感知和建構的意義不斷地相互影響直到兩者間達到平衡的了解。

〈1〉 原因（為什麼會發生）：第二個階段則是解釋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件，造成暴力事件的原因可從加害者的心理和情緒狀況到神秘不可解的信仰，這中間混合了認知上和情感上的態度。  在這個過程中，家庭成員對於發生的原因不是感到滿意就是需要在事實和解釋間做些調整，兒童可透過這個過程學習對歸因做些調整

〈2〉 意義（這代表了什麼）：第三個階段則是孩子陳述這事件代表道德上的涵義。這個部分使孩子對整個事件的了解超越了原來的界線，使孩子了解整個事件及其他受到家庭文化影響的因素。

第二個向度是雙親預期的界線和內容如何在孩子的身上作用且這些建構如何受到雙親預期的影響；父母親彼此間的態度有可能是互補的，也有可能是相似的。當想要在兩者間取得平衡時，若一方選擇堅決的拒絕，則另一方也需要作出極端的反應才能達成平衡，若其中一方能夠做較緩和的決定，則另一方就不需要去做極端的反應了。

孩子對真實的建構和雙親間期待的關係可建構為四個平行的連續向度：

察覺（awareness）：是指孩子願意去認定他生活中發生的一般事件或是特指父母間的暴力事件，他的範圍可以從完全否認雙親間的暴力情形到將暴力事件誇大化，或者是在這兩者之間難以辨別的不同程度。

〈1〉 能力（competence）：是指孩子對環境的控制和適應能力，包括身體上的、學業表現、協調溝通及其他人際間的技能。這能力的範圍可概念化從低（我完全沒有希望）到高（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同時也包含了一些對自己能力錯誤的感覺（我是全世界的主宰者）。

〈2〉 自我感知（self-perception）：包含了孩子的自我評價和他人對孩子的評價，範圍可從感覺到他人對自己的依賴到察覺自己的缺點及必須依賴他人，而介於兩者之間的則為矛盾的及孤獨的情緒。

〈3〉 世界觀（worldview）：世界觀反映出孩子對世界是可預期的或是不可預期的整體感覺，可預期性的連續範圍可由高到低。

這四個受到雙親期待影響的平行連續向度的概念可將孩子區分為三種不同類別：無所不能者（the master），無能者（the vanquished），以及混亂者（the uprooted）。

「無所不能者」是指孩子是父母親衝突的一部份，即父母為了孩子而衝突，孩子的真實建構則會出現極端的現象，而此現象來自於孩子是衝突的中心及父母親雙方都希望爭取孩子站在自己這邊的。這將使孩子發展出不切實際的能力及自我感知的情形，認為自己有控制自己及父母生活的能力而且會產生以自我中心（他人都需要我）的自我感知。這類的孩子通常可以預期有明顯憤怒的情緒。

「混亂者」則是指孩子並非父母親衝突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父母親之間的衝突與孩子無關，在這樣的情況下，孩子並不確定他了解什麼或是他不了解什麼，他對事情的察覺是模糊不清的，當衝突發生過後透過溝通協調的過程，孩子了解有事情發生但並沒有能力去找出真正發生的事情。這類孩子會出現類似憤怒、害怕、及孤獨的混合情緒。

「無能者」是指孩子也是父母親衝突的一部分，不同於無所不能者型態的小孩的是，他們被父母親雙方拒絕，這將使孩子在身體及心理上對暴力行為的承擔難以忍受，因此孩子會的察覺能力會降低，也會產生依賴和尋求支持的自我感知，這樣的經驗也會造成不可預期、混亂的世界觀。  這類孩子將會有憤怒、害怕、絕望等隱藏內向的情緒。

第三個向度是視家庭外的因素如何調節孩子建構自己的真實及雙親的預期。重要的人或是組織在雙親間的期待和孩子對經歷雙親間暴力衝突的建構扮演著居中協調的角色。這些來自家庭外的影響因素有可能強化雙親的期待也有可能與雙親的期待有所衝突。

要了解同時使整個概念的架構變成有用的，我們必須先了解雙親和其他人的期待是以何種方式呈現給孩子，其原則是要了解孩子如何感受理解這些期待，接著就是孩子對真實的建構，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要素在文化上和發展上都是結合在一起的。以此架構來理解兒童對父母婚暴的詮釋將是非常個別化的，故所造成的影響亦是多樣性的。以站在預防的角度而言，重要家庭外或內的他人（非婚暴的雙方）是兒童的可能助力，而婚暴的雙方若能協助兒童發展較健康的對婚暴的詮釋，亦可減少孩子受到創傷。

2. 兒童對父母暴力的理解與處理策略

McGee(1997, 2000)，Silvern 及Kaersvang(1989)均指出兒童目睹母親被暴力相向將使兒童受到創傷，國內的文獻亦有相同的結論（沈慶鴻，2001，陳怡如，2003）。而兒童又如何回應家中的暴力情況呢？以下分兩部分陳述：

兒童可以意識到家中的氣氛

從McGee(2003)的研究發現，即使很幼小的兒童也可以感受到家中暴力的氛圍，兒童可以感覺到家中的緊張氣氛，甚至使用「壓力」的字句來形容家庭中互動的感覺，而由母親的訪談中亦發現，嬰幼兒也可感受到這種壓力，以致於他╱她們不能安穩在母親的照料之中。因此不論是兒童或母親整天都必須小心翼翼，不要做錯事，否則會成為引發暴力者憤怒的藉口。而兒童因目睹母親被暴力所產生的行為問題亦可能因離開暴力氣氛的環境而立刻有所改變，例如尿床、咬指甲。

〈1〉 兒童處理目睹父母暴力的策略

兒童會使用生理性及心理性的策略(McGee, 2003 ; Groves, 2002)來處理她的經驗，在生理性的策略，他們會試圖以自己的身體去停止施暴者對母親的暴力，例如，大聲吼叫，試圖推開暴力者，用自己的身體保護母親(Hester and Radford, 1996)。有些兒童則希望讓暴力者看到自己也在場可以減緩母親被打的嚴重性及可能性，所以可能半夜故意上廁所，讓暴力者知道自己並沒有睡。有的兒童則試圖向暴力者說明「做錯事」的責任不在母親。亦有兒童則開始向外求助，例如打電話給其他家人及警察。

較年長的兒童則可能在情緒上盡可能保持冷靜，來保護母親及較小的弟妹，他們可能在父母爭吵時，開音樂或電視來蓋過爭吵的聲音，並試著告訴弟妹安心。

兒童亦使用心理的策略來調適自己，常用的方式是壓抑對暴力的感覺，來幫助自己感覺到安全(Groves，2002，McGee，2003)。兒童一方面拒絕接受現實中所發生的暴力，但另一方面卻又要提高警覺如何讓暴力不要發生，例如不要做錯事，因此情緒的狀態常是矛盾的。

兒童可以表達他們對家庭暴力的想法與感受，也是重要的調適方式之一(Graham-Bermann and Edleson，2001)。有些兒童會和朋友、手足，甚至寵物、玩偶談論他們所看到的，而這些對象也提供了安慰的功能。個別心理諮商或團體治療亦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讓兒童表達及得到安慰。

兒童為了維持心中安全的感覺而發展出來的適應行為或對世界的觀點，有些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有問題」的行為或不健康的想法，例如：不想回家，甚至逃家。然而這些有問題的行為卻的確在保護兒童的安全感上有其重要的功能與角色(McGee，2003，p.106)，因此協助者應和兒童一起探索這些行為和觀點對他╱她們的意義為何。兒童因害怕而發展出來的生存模式不只是來自過往目睹暴力的經驗，也反應著雖然現在可以與施暴者分離，卻不表示暴力本身或恐懼暴力的心理狀態已消失(McGee，2003，p.106)。

〈三〉、協助目睹婚暴兒童之基本原則

Groves(2002)從臨床實務中整理出三大原則如下所述：

第一個原則也是最重要的原則即是能夠讓兒童感受到協助者對他╱她的尊重，重視並在乎他╱她的經驗，且可以提供滋養性的照料，這些態度對兒童從他們的創傷中復原很有幫助。當協助者感到他們被兒童的經驗所震驚或被淹沒的感覺時，他們自己即可能感到無助，且他們所提供的協助可能沒有效果。

第二個對兒童有幫助的是讓兒童清楚的知道他╱她是可以去談他╱她所經驗到的，他╱她所看到的暴力情況。讓兒童有機會陳述他們的想法與感受是承認並接納兒童的經驗的基本步驟，但不幸的是成人基於不同的因素，常常並不希望兒童說出他們所目睹的暴力。尤其是對年紀小的兒童，甚至希望因他們年紀小而可以忘記，擔心若讓他們表達所目睹的暴力，將加深他們的記憶。有時成人並不想聽兒童的經驗，也有可能是因為這些經驗對聽者而言太痛苦了，因此希望兒童不要說。

第三個原則是協助者要盡其可能可以提供給目睹婚暴兒童一個安全的環境。協助者或許無法提供給兒童一個沒有暴力的家庭，但協助者可以和兒童討論當他╱她感到害怕時，可以向誰說，可以向誰求助，或幫助其中一位照料者，建立起讓兒童可以預測的日常生活，以增加兒童的掌控感。而在諮商室中讓兒童感受到安全與掌控也是對兒童的幫助。

〈四〉、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處遇計畫類型

美加地區對目睹兒童的處遇始於1980年代，但早期接受服務的兒童非常有限，乃因1.婚暴是家庭隱藏的秘密，無法掌握與接觸目睹兒童。2.缺乏對目睹兒童專業上的辨識與支持。3.在防治婚暴的婦女運動中，兒童被視為次級的受害者（Peled,1997）。而近十年來則因為實務經驗發現婚姻暴力對兒童所造成的傷害與協助婚暴目睹兒童的需要性，並且避免暴力的代間傳遞而促使服務普遍受到重視(陳怡如，民92)。

處遇計畫為社會工作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當接案、搜資料和分析診斷後，便開始與案主訂定計畫，並開始處遇計畫，正式協助案主處理問題的實施過程，最後為評量處遇計畫、結案與追蹤。不少學者與實務者（Ward&Finkelhor,2000;Grahm-Berman,2000;Whittaker et al. ,1990）均建議協助危機中的家庭常使用的理論基礎為：危機處理理論、家庭系統理論（家族治療理論）、社會學習理論、生態學理論及創傷治療理論。當案主為受虐兒童或目睹暴力之兒童時，Grahm-Berman（2000）卻認為不論是基於何種理論之處遇模式，均無法下定論認為何者是最好的，因為絕大多數的研究都沒有對照組作為比較的基礎。
Graham-Bermann(2000)檢視了三種計劃類型的評估。其中兩種計劃可分類為一般預防措施。也就是說，這種預防計劃在兒童可能遭受家庭暴力之前即著手干預，如此才能保護兒童免於遭受不良的事件或結果傷害。就此領域而言，設計來預防婦女（母親）受虐的計劃，可被考慮為主要的干預計劃。減少親密伴侶對母親的暴力，可保護兒童免於目擊暴力行為、經歷負面的後遺症（例如創傷後壓力）。然而，家庭暴力領域內使用的一般預防計劃，極少評估其對兒童的優點，因為若非有干預行為，這些兒童即面臨目擊暴力的危險。

大部分的計劃設計，都是用來幫助已經目擊暴力發生之後的兒童。就定義上來說，這些計劃若非選擇性干預，就是指示性干預，視兒童面臨的危險程度而定。第二類為選擇性預防干預計劃。這些干預計劃乃用來降低兒童目擊他人對母親加暴行為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說，許多此類計劃的目的，在於兒童對於暴力反應早期，降低產生負面結果的危險）。

第三類的干預計劃被視為目標性預防計劃。有些兒童被認為因為面臨暴力的創傷，而最有產生負面後遺症的危險，因此這些干預措施就是專門為他們設計的。他們出現後遺症可能是症狀（例如沮喪、焦慮）、人格精神缺陷（characterological deficit）（例如衝動、過動）、或人際關係（例如社會性退縮、關係暴力），必須尋求焦點式的治療。

1.一般預防計畫

兩大預防計劃：全校性之預防教育

全校性的兒童防止暴力教育計劃來當作預防兒童家庭暴力的範例。美國現今校園中有不少此類型的計劃。「家庭與我：無暴力環境」（My Family and Me: Violence Free）由史達夫洛-彼得生（Stavrou-Peterson）和加瑪許（Gamache）（1988）發展出來，成為「明尼蘇達校園課程計劃」（the Minnesota School Curriculum Project）的一部分。面臨家庭暴力的兒童、和沒有遭受過此種家庭虐待的兒童，都從特別設計的資訊和活動中得到好處，未來可以減少家庭暴力。主要目標即是在校園環境中，教導所有的兒童對抗各種類型之暴力的負面影響，包括家庭暴力。

此一大型計劃測試了238位幼稚園到三年級的兒童、以及176位四到六年級的兒童。每一個班級每週參加兩場五十分鐘的課程，為期六週。課程是在課堂上舉行的，而活動則是設計來（a）建立解決問題的技巧、自我肯定訓練；（b）加強自我的價值感；（c）發展個人的安全技巧；及（d）改善校方對遭受家庭暴力影響之學生的反應。預防計劃前後也進行過測驗，測試對於暴力的態度和認知的變化。在六週結束後，學生皆展現出極大的認知改變、以及正面態度的改變（Stavrou-Peterson & Gamache, 1988）。教師也給予該計劃正面的評價。

另一項一般性預防干預計劃為蘇德曼（Sudermann）、捷夫（Jaffe）和海斯丁（Hastings）（1993）提出的「ASAP：校園基礎暴力防範計劃」（A School-Based Anti-Violence Program）。這項計劃是專為國小至高中學生設計的課堂措施。同樣地，該計劃的目標相當廣泛，也就是：（a）創造一個全校性的非暴力氣氛；（b）提昇對於許多暴力類型的警覺；及（c）將討論結合到課程中。更詳細地說，該干預計劃的目標在於預防和減低約會暴力、改善家庭暴力對兒童的影響、普遍地減少校園和社會上的人際關係暴力。

〈1〉 確認危險之兒童預防計劃

有些預防計劃是以有危險的群數為目標，幫助他們面對有害、暴力事件相關的負面結果。在虐待婦女的家庭中，因為長期遭受和暴力行為相關的創傷和壓力（還有出現創傷症狀的婦女和兒童數目），受虐婦女的子女最經常、也最適合以特別設計的干預措施加以治療處理，特別強調他們的經歷（Graham-Bermann & Levendosky, 1998；Rossman, 1998）

顯然，目擊婦女受虐的兒童，的確需要干預服務（Graham-Bermann, 1998a；Jaffe, Wolfe, & Wilson, 1990）。然而，雖然所有遭遇母親受虐的兒童都可能會產生適應的問題，大約一半（在大部分研究中，約佔50-60%）兒童都會在臨床範圍內產生症狀（Davis & Carson, 1987；Jouriles, McDonald, Norwood, & Ezell，付梓中）。這些症狀包括高度的內化問題，例如沮喪和焦慮（Graham-Bermann, 1996；Hughes & Luke, 1998），還有攻擊性和行為失調等外化問題（Davies & Cummings, 1998；Jaffe et at., 1990）。其他症狀較少的兒童，則是經歷過家庭暴力、但未在臨床程度表現出問題者（Hughes, Graham-Bermann, & Gruber，付梓中）。

而在一項研究中，針對受虐婦女之子女在未受庇護的情況下，其母親尋求、和未尋求兒童干預幫助對兒童造成之創傷壓力症狀的比例，發現在臨床治療取樣中，其創傷後壓力失調的比例為未接受治療為接受治療之兒童的三倍（DoVoe & Graham-Bermann, 1997）。

2. 受暴者之子女的選擇性干預計劃

受庇護兒童之干預計劃

最早的受虐婦女子女治療團體之一，是由休斯（Hughes）設立的（1982）。該計劃服務了住在受虐婦女庇護所的兒童及其母親，目標在於培養父母的教養技巧、建立兒童的自尊、降低焦慮、改善行為、並改變對於家庭暴力的態度。個人及團體形式皆有提供。

該計劃的教育層面有賴於認知理論的原則，協助兒童發展新的方式來思考家庭、了解暴力是不可接受的行為，也協助他們發展新的方式來解決人際關係問題。認知行為治療的重點，在於增加新的資訊、改變現有的認知劇本，重新塑造兒童的理解力（Kendall, 1985）。

〈1〉 同胎對之聯合干預計劃

另一項有趣的計劃是由法萊安琪（Frey-Angel, 1989）設計的，特別關照三至七歲遭受家庭暴力的兒童及其較大的手足。在該計劃中，同胎對手足被視為小組的安排。這些小組的目的，在於學習新的應付技巧、面對暴力的其他選擇、非暴力的情緒表達、並且防範代間傳染暴力行為。

〈2〉 兒童目睹受虐妻子計劃

在1986年，威爾森（Wilson）、卡麥隆（Cameron）、捷夫（Jaffe）和吳爾夫（Wolfe）進行了「兒童目擊受虐妻子」（the Child Witnesses of Wife Abuse）計劃的初步評估。該項心理教育計劃強調有關家庭暴力的知識，並結合了一些練習，特別設計來幫助兒童建立社交技巧。該計劃的目的包括提高兒童的自尊、教導積極的衝突解決策略、改變對於暴力責任的態度、並改變有關家庭暴力的態度。這項為期十週的干預計劃，是特別為處於危險中之八至十三歲兒童設計的，而且其母親皆住在收容受虐婦女的庇護所內。

〈3〉 兒童目睹家庭暴力之團體治療

裴雷德（Peled）和戴維斯（Davis）（1995）所進行的十週計劃，其焦點在於（a）營造一個安全而積極的環境，幫助兒童吐露家中暴力行為的秘密、（b）學習自我保護、（c）增加自信、（d）改變對於暴力的態度。該計劃也提供另一種封閉式家庭暴力課程計劃，讓兒童、手足、雙親、和組長等一起討論小組所涵蓋的議題，並在必要時，針對進一步的治療提供建議。此外，也為父母設置了義工教養團體，目的在於提供教育和支援。

〈4〉 故事書社

土堤（Tutty）及華格（Wager）（1994）對一項十堂課、每週進行的計劃加以評估。該計劃乃設計來教導五至七歲之受虐婦女的孩子一些解決問題、解決衝突、和安全的技巧。研究人員假設兒童會從父母身上學習到攻擊或退縮的反應，基於此點，他們被認為處於危險的狀況，可能會變成暴力的加害者或受害者。該計劃在加拿大某城市的YMCA進行。計劃目標的範圍涵蓋一般性到特定性，包括（a）打斷代間傳遞暴力行為、（b）教導解決問題的其他方式、（c）發展安全技巧、（d）挑戰性別角色。該計劃透過閱讀和戲劇來重複故事主旨，因此針對造成改變所需之因素，採取社會學習理論觀點。

〈5〉 兒童目睹計劃

瑞格（Ragg）、蘇坦納（Sultana）及米勒（Miller）（1998）利用一百四十三位目睹過家庭暴力的學齡兒童，對某計劃進行評估。該計劃的目標在於提供社會支援及社交技巧訓練，以期減低攻擊性，並提昇兒童的適應行為。由小組成員決定該週的特定焦點，但所涵蓋的治療成分領域，包括了建立團體的融洽關係、挑戰臆測、憤怒控制、承擔責任、解決問題、和其他等等。

〈6〉 家庭追蹤研究

蘇立文（Sullivan）及大衛森（Davidson）（1998）針對一項專為受虐婦女及其子女設計的提倡干預計劃，測試其效果。該項十六週的實驗組計劃包括了對母親和兒童的倡導、每週輔助專業協助、與某位大學生之間的良師輔導關係、和僅為兒童設計的十週支持及教育小組。

樣本包括八十五位七至十一歲的兒童及其母親。該測試進行了干預前和干預後評量，並有八個月的後續追蹤評估。受過訓練的學生平均每週花九小時和每個家庭在一起，所以和家庭的接觸頻繁。每個家庭都接受到兒童相關議題、獲得物品和服務、法律議題、就業、教育、社會支持、兒童照護、住屋和交通等方面的倡導。

在三個時間點比較起和對照組的實驗，從七十四位兒童對象取得的資料，皆未發現在統計上有任何重大的差異。然而，在降低沮喪程度和提昇母親的自信方面，實驗計劃相當成功。透過為期八個月的後續追蹤，也證明了虐待兒童的情況減少、母親的社會支持提高、對計劃的滿意度也有所提昇（Sullivan & Davidson, 1998）。為母親設計的倡導計劃是最有效的，但為兒童提供的支持、良師輔導、和教育計劃似乎並未大幅改變他們問題行為的程度。

〈7〉 兒童社團：受虐婦女之子女預防干預計劃

由葛拉漢柏曼（Graham-Bermann, 1992）發展的計劃，乃設計來降低家庭暴力的影響，並降低兒童一再遭遇暴力的危險。該干預計劃的目標在於兒童對家庭暴力的認知、他們對家庭及家庭暴力的態度和信仰、他們的情緒調適、以及他們在小團體中的社交行為。這項十週的計劃乃以理論假設為基礎，認為兒童會因為目睹暴力而學到有害身心的行為模式、兒童會因為他們的經驗而受到創傷、兒童對自己及對他人之社會反應和期待的內化基模，也會受到家庭暴力的影響。

一項父母教養計劃的設計，使母親能夠討論暴力對兒童各方面發展的影響、建立教養能力、能夠提供安全的場所來討論教養的恐懼和憂慮、並在支援團體的環境中，幫助母親建立自信（Graham-Bermann & Levendosky, 1994）。

受治療的兒童接受十週的社會認知干預服務。兒童加母親組的兒童，其母親也同時參加專為受虐婦女設立的支持團體。

從底線開始的改變，分別就認知、社會、及情緒／行為領域加以評估（Graham-Bermann, 1998b）。就認知領域而言，干預計劃乃設計來幫助兒童討論他們對家庭的好惡，並教導兒童「大多數」家庭是什麼樣子。在幫助兒童發展其他家庭解決問題之方法的另一種表像、以及他們自己的家庭未來可能的表像等，這些資訊都相當重要。兒童對這些問題的回應，顯示出比較起未接受干預計劃者，參加治療團體者對於有關家庭暴力的數項認知領域已經改變了。

社會技巧方面的改變，乃透過行為、態度、認知、和人際關係技巧等指標進行評量。童年時和同儕之社會互動的問題，可預見為成年後與他人之社會關係的難題。該干預計劃以組長的臨床技巧為基礎，以期提昇並促進兒童在小組間的社會互動。因此，兒童在小組間之社會行為的研究，可能是個相當重要的領域，可以測量社會技巧之發展的進步情況。

三組兒童的內化行為症狀，也被發現有所改善（CBCL，使用了父母及教師形式）。同樣地，所有組別在十週後，皆改變了行為症狀的總分。然而，攻擊性和行為失調方面的問題（外化症狀），在兒童加母親組的兒童身上，則有最大幅的降低。對於母親也同樣接受干預服務的兒童，會在此領域開始改變，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教養支持計劃的焦點正是改善母親的教養技巧，包括設定限制、實施有效的紀律策略。

在所有的三個領域，兒童加母親組的改變較大，而無治療組的改變最小。因此，即使有些問題會隨時間自然消逝，但在十週的評估期間，對於降低兒童的行為問題方面，干預計劃可謂相當成功。所以，將母親函括在內的干預計劃，被視為是最佳的做法。

3. 目標性預防干預計劃

朱利爾及其研究小組（Jouriles et al., 1998）評估了一項計劃，該計劃乃設計來中斷受虐婦女的暴力循環，且其子女被視為具有攻擊行為的問題。該計劃以社會學習理論為基礎，提供不同的教養模式，並強化兒童其他非暴力、衝突的解決策略。在此，攻擊性行為被認為是透過攻擊者的示範和身分確認過程學習而來。朱利爾及其研究小組研究了遭受家庭暴力之兒童強化和維持攻擊性行為的方式（Jouriles, Murphy, & O’Leary, 1989；Jouriles & Norwood, 1995）。這種代間傳遞的假設所根據的前提，在於暴力是從原生家庭學習而來，除非經過治療，否則會在下一代繼續重複（Straus, Gelles, & Steinmetz, 1989）。治療的目的在於中斷這種代間傳遞暴力行為。

該干預服務乃提供給四至九歲的兒童及其母親，準備離開受虐婦女庇護所。和本文提及的其他計劃不同，這是唯一特別為具有攻擊性行為問題之兒童的母親設計的計劃。因此，該干預計劃的焦點在於母親，而每週的課程則在家中進行。受過訓練的治療師為母親提供教育課程。兒童則接受一位良師，提供支持，並作為媽媽的模範。

該項評估研究的設計，包括隨機指派各個家庭參加干預計劃或加入對照組狀況。顯示出就十八個家庭而言（其中十個家庭處於治療狀況），在干預服務之後八個月，比起無治療組，干預計劃組之兒童的外化行為問題降低，父母教養技巧也有所提昇。

4. 社區整合型服務計畫

針對婚暴目睹兒童的服務，由早期庇護所中的個案工作開始，逐漸發展出目睹兒童團體工作，其服務提供的機構也擴及到社區的家庭服務中心或心理衛生中心，並且形成整合型的服務方案，不只是針對目睹兒的處遇工作，更是以家庭為需求，由社區來整合資源以提升家庭的功能，並預防暴力改變社區的文化為主旨。

服務整合的特色是健康、執法和社會服務機構之間的合作。他們有共同的目標，針對兒童虐待、家庭暴力、老人虐待等不同層面，提昇服務的品質和設計，方式乃是藉由：

˙
提高服務提供者的認知，了解受害者和加害者不同的需求和複雜的歷史過往；

˙
找機會來整合服務計劃，以期減少重複和沒有效率的部分

˙
提昇受害者的安全，而且當受害者在不同機構的不同場合被要求描述創傷事件或關係時，可能會產生減少沮喪和傷害，因此必須將此傷害的程度降低。

有些作者將服務整合視為一種進化、階層式的程序（Swan & Morgan, 1993）。第一層屬於非正式合作，第二層牽涉到跨機構的協調和現有資源的正式運用，第三層的合作則牽涉到參與機構分享共同的目標、共同的承諾、資源、決策、和評估責任。不同層級之服務整合的動作通常不太平均，而且會受到政治和行政因素干擾，影響到參與機構的整合努力和資源基礎。

整合型的服務試圖在單一服務環境中，針對問題家庭所面臨的多項問題作出回應，以期改善所提供之服務的品質和影響。這些問題包括家庭暴力、物質濫用、不適當的居住環境、青少年犯罪、休退學、生理和精神健康失調、和失業等。這些努力都必須針對受害者本身或整個家庭進行處理。

整合型計劃通常並非設計來大幅改變受害者可在某社區獲得的服務，而是要改善個案取得現有服務的機會，並提昇機構的認知，了解個案需求、不同服務體系的個案歷史、和社區資源與期望。在某些情況中，特別是預防暴力的部分，這些推動計劃也試圖透過擴大的公共教育，影響有關暴力的個人行為和社區態度。

社區變遷干預計劃試圖在資源不豐的社區創造社會網絡，使當地居民在選擇或左右自己可用的服務類型時，能夠行使較多的權利或自主性（Connell & Kubisch, 1996）。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改革，正是這些干預計劃的主要焦點。

社區型干預計劃包括死亡率審查小組、兒童宣導中心與心理衛生中心、對家庭暴力的協調型社區回應、家庭支持資源中心、物質濫用和家庭暴力治療計劃、傷害控制的社區干預計劃、及庇護所。

死亡率審查小組

    死亡率審查小組意圖提供一項系統性、跨學科的方法，數個機構可以藉由該方法來整合有關兒童死亡的資訊，以期確認政策和實務間的差異、危機評估或訓練實務的不足、以及值得注意的溝通系統間的差距。

〈1〉 兒童宣導中心與心理衛生中心

兒童宣導中心的一項重要目標，就是減低家庭暴力（特別是性侵害）導致兒童和家庭所遭遇的多餘、焦慮和不方便的感覺。這些中心試圖藉由協調社會服務、健康照護和執法單位，在調查、起訴和治療階段改善虐待案件的處理方式。通常兒童宣導中心所居的設施，都可以容納轄區的執法單位、兒童保護服務、檢察官、兒童宣導人員、和精神健康專家等單位的代表。此模式嘗試透過中心附近的跨機構員工來提昇跨機構效率和有效性、指派某位兒童宣導人員透過各種機構系統來監督該個案、以及定期進行正式和非正式溝通的機會，類似台灣的家防中心。

 再以英國的London Family Court Clinic（LFCC）為例，LFCC是一個以司法體系中有特殊需求的兒童與家庭為服務對象的兒童心理衛生中心，期待協助司法體系能更敏感於兒童與家庭的需要並提供服務，其扮演的角色包括：提供法院臨床的評估報告、做為司法體系與協助機構間的橋樑、對兒童的問題及早辨識並進行預防性的方案以提昇兒童的適應能力、提供社區教育訓練的方案、確保兒童受害者或目睹暴力的兒童不會在司法程序中再次受創、與社區的機構合作進行研究，促使社福、警政、司法單位更能回應兒童與家庭的需要（Peled et al.,1995）。其對目睹兒童的服務合併在兒童證人的方案中，其內容為：教育兒童如何參與法院的訴訟、情緒支持與協助兒童減壓、為兒童的權益倡導等。而諮商服務亦協助目睹兒童處理兒保以及父母分居調適等議題（陳怡如，民92）。

〈2〉 對家庭暴力的協調型社區回應

目前已發展出各種方式，為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創造安全的環境：社區夥伴、社區干預計劃、人力或協調委員會、訓練和技術協助計劃、及社區組織。這些干預計劃被指定為「協調型社區回應」，也是數種服務整合形式的範例。

社區夥伴有賴於基層機構來發展各種推動計劃，都經過社區行動策略計劃確認。社區干預計劃則代表範圍較廣的努力，並提供直接的服務給施暴者和受害者。

人力或協調委員會乃設計來協調和改善重要政治領袖、公共安全和急診人員、執法人員、健康照護專家、社會服務提供者、及受害者宣導人員之間的實務，以期結束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以明尼蘇達中的社區婚暴計畫(Domestic Abuse Project)為例；此計劃始於一九七九年，以多元的服務方式進行婚姻暴力的防治工作，其目標在於：對受虐婦女與目睹兒童提供立即與持續的保護、支持、治療與其權利的倡導；認為施虐男性需為暴力負責並提供教育；協調相關機構進行介入與追蹤。其具體的處遇則有：為受虐婦女與目睹兒童提供心理與教育團體、對施虐者進行教育團體、個別與家庭諮商，並協助其連結個人資源及協助建立自助團體。其中兒童團體對目睹兒童的幫助頗大，其目標為：協助兒童打破婚暴的秘密、提昇兒童自我保護的能力、提昇自尊、提供兒童一個正向的經驗（Peled＆Davies,1995）。

〈3〉 家庭支持資源中心

因為家庭支持資源中心較為積極，而且不是包含在某項治療計畫中，不只提供給通報過發生兒童虐待或忽視案例的家庭，而是社區內的所有家庭皆可使用，因此家庭支持資源中心不同於傳統只注重父母教養方式的社會服務干預計劃。

家庭支持資源中心打算建立並強化社會支援系統，可在兒童及家庭發展的形成時期，將社會養護與社會控制連結起來（Garbarino, 1987；Weiss & Halpern, 1991）。該策略乃設計來提升社區資源，對於父母一輩子在時而不健全的家庭和社會世界裡學到的經驗，可透過該設計來改變他們教養的風格（Garbarino & Kostelny, 1994）。

〈4〉 物質濫用和家庭暴力治療

有些社區已經採取步驟，將物質濫用治療的要素與家庭暴力預防計劃整合起來，反之亦然。這些努力的形式各有不同，包括兩個問題的聯合訓練—整合型方法、以及再相關議題上增加個別的課程或講者—附加型方法。

〈5〉 傷害控制暨暴力預防的社區干預計劃

強調傷害控制和暴力預防的社區干預計劃，乃以兩項假設為基礎：針對一種或多種傷害形式的多項干預計劃，在減低危險因素方面，會比單一干預措施更有效率；以社區為目標的傷害或暴力預防宣傳活動，會比針對個人的活動更加成功。此項社區方法通常牽涉到在某一特定社區進行公共教育宣導，強調預防各種形式之傷害或暴力的需要或方法。

青少年暴力預防是社區干預計畫的領域之一，特別設計來整合公共健康方法和當地犯罪控制。

〈6〉 受虐婦女庇護所

此模式最早開始且目前普遍在美加地區的婦幼庇護所中進行（Lehmann,1998），各庇護所進行的方案不同但其處遇的內涵不外乎：目睹兒童與受虐母親同為機構的主要案主分別開案管理、對目睹兒童的觀察評估與危機處理、兒保通報、兒童遊戲治療、兒童團體、親職教育等（Layzer et al.,1986），其處遇的目標多為危機處理、協助兒童適應庇護所生活、處理目睹父母婚暴的議題、對離開庇護所後的生活做準備（陳怡如，民92）。

庇護所提供者通常會努力連結個別受害者和其支持者，而這些支持者具有政治和經濟資源，能夠打破制度和心理的障礙，因為這些障礙會將強暴受害者和受虐婦女的經驗孤立起來。因此，受虐婦女庇護所不僅變成社區服務改革的觸媒，也是直接的服務提供者。這個角色助長了改革，將受虐婦女的專業服務資源擴及各種制度環境，包括醫院、緊急庇護所、及婦女健康計畫。

〈7〉 物質濫用預防之社區夥伴計畫

參與機構包括健康、社會服務、法律、及教育機構，還有自願及社區組織、私人企業、選舉出來的官員、宗教社團、和基層團體。

上述的處遇皆運用多元並試圖給社區資源的服務方案與處遇方法，不只符合Carlson（1998）所提對目睹兒童的處遇應包括：個別的評估與諮商、轉介相關的服務、為目睹兒童的權利倡導、團體工作、結構且具有創造性的活動、後續的照顧或追蹤的服務、預防性的服務、親職教育與父母支持性團體，以及對方案本身的評估。另外也試圖從只處理家暴的問題擴展到預防社區中各種暴力的問題，即試圖改變社區的暴力文化，這是更根本的問題解決之道，因減少暴力也就減少了兒童目睹暴力的可能性。由國外的經驗可知儘管處遇模式有所不同，對目睹兒童的服務有其獨立方案或合併在其他兒童服務方案中，但機構皆看到目睹兒童接受服務的主體性，而依其需求發展多元的處遇工作，這是值得我們所參考的。

〈五〉目睹婚暴兒童的復原相關因素

1.  兒童的支持網絡

為了減少這些孩童時代的負面經驗造成的負面影響，有許多研究針對孩子的個人特質進行研究，最近則將焦點轉向環境和社會的影響。其中一項來自於環境的主要保護因子就是孩子和其他人的關係，也就是孩子的社會支持系統(Cicchetti & Rizley, 1981; Werner & Smith, 1992)。過去對社會支持的研究大多著重於雙親的人際網絡或是社會支持系統如何影響孩童，近期，則是轉向研究孩童自己的社會網絡及他們如何從中獲得支持。這些社會關係會減少孩童在家庭暴力環境下立即的影響，並且對孩童的長期發展的健康有所助益(Beeman, 2002)。

在人類發展的生態學理論上，社會環境對人類健康的發展和適應上扮演重要的角色(Brofenbrenner, 1979)。過去二十五年的研究中，社會網絡和社會支持系統的概念被認為是環境中對人類健康的重要關鍵。對成人而言，社會支持系統和較佳的身體及心裡健康、壓力調適、疾病復原及有效能的親職有關(e.g., Barrera, 1986; Cohen & Wills, 1985; Gottlieb, 1981)。近來，也開始將社會支持系統視為兒童發展中的保護因子進行研究。

有兩種不同的功能觀點顯示社會支持如何協助：第一，社會支持對特殊情境的協助是指社會支持如何適應特定的壓力情境；第二，社會支持對人類發展歷程的助益是指社會支持對於人格和社會的發展上有貢獻。在研究兒童面對家庭暴力的情況來說，以情境的觀點而言，可以協助我們了解社會支持對特定家庭暴力所扮演的角色；以發展的觀點而言，社會支持提供我們家庭暴力對兒童長期影響所扮演的角色。社會支持對孩童在處理有壓力的事件上提供情感、方法及物質上的協助。利用這兩種社會支持的功能在身處家庭暴力下的孩童上顯示，孩童需要從暴露於暴力陰影下影響的復原協助，也需要社會支持提供他們在面對危機情境時在情感上的支持、方法與建議(Beeman, 2002)。

對兒童支持關係的研究顯示，父母對兒童來說是很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與雙親中至少一方具有良好關係者皆可視為避免孩子受到父母離婚、父母情緒失調影響的保護因子。除此之外，對兒童而言，兄弟姊妹及朋友同樣可以提供孩子在面對壓力事件的支持。整體而言，減輕兒童暴露在壓力情境下的兩種潛在方式除了家庭的支持，就是來在於家庭外同儕或其他成人的支持。（Cowen & Work, 1988; Sandler et al., 1989）部分研究顯示，對孩子而言，母親是支持的來源，但有時候卻有壓力感，對他們來說，最好的支持是來自於住家或學校附近肯關心、傾聽並能讓他安心討論關於家中發生暴力事件的成人。從孩童的觀點來說，最有價值的支持是再他們面對家庭暴力時能夠有能力制止暴力情形並確保他們安全的成人。同時他們也需要在發生暴力事件後，甚至是使用暴力的父親已經不和他們住在一起之後的支持(Beeman,2002)。

Beeman(2002)認為有許多觀念與方法是需要注意的：

․社會支持是多向度的概念，包括了獲得潛在支持、獲得協助的量，或是關係上的品質。

․社會關係是雙向的，孩子在社會關係裡並非單純的扮演接受的一方，而是有所互動的，有時離婚的婦女尋求孩子的支持。

․社會網絡是不固定易變的，兒童的社會網絡或隨著發展的階段或是居住的環境而有所不同。在研究兒童處於家庭暴力環境下，社會支持和社會網絡需不只重視對暴力行為的反應，同時也需要注重暴力行為如何影響關係的結構。

․社會關係有可能是正向的、負向的、混合的。

․社會支持和個體福祉的關係是相互的，社會支持可以增進個體福祉及健康的運作，而健康的運作可以提供更高層次的社會互動和社會支持。

․社會網絡定義並傳播了社會規範，例如在研究兒童虐待上，建議社會網絡提供對子女養育正向的模範。

․文化、性別、發展的差異存在於社會支持中，當研究兒童的社會支持系統時，文化、性別、年齡的差異均須考慮。

․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測量是重要的，有許多標準化的工具能夠運用在測量兒童的社會支持上，不過不同的方法對於複雜的關係都存在著不同的限制，因此若要得到品質較好資料及研究分析，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測量是重要的(Beeman, 2002)。

Beeman(2002)在回顧了正式及非正式的網絡系統的文獻之後，針對目睹婚暴兒童的協助工作，提出了幾點建議（p229）：

․對於目睹婚暴兒童的處遇目標，不只是協助目睹婚暴的兒童，其他可以協助目睹婚暴兒童的成人及兒童也應被納入。學校系統的老師、導師、輔導老師、護士及醫療人員均可提供協助。因此，這些人員需要被訓練以不帶歧視及道德判斷的態度來瞭解暴露在家庭暴力的兒童及他們的反應。例如：學校的校長及老師可以同理兒童，即使有些行為上的偏頗，即是需要關懷的表徵，不將之視為是學校的「麻煩」，或標籤化這群兒童就是因為家庭暴力及單親才如此「不受教」。有些兒童甚至受到全班家長及學生的排斥，因為家長們害怕自己的孩子「被帶壞」，這些態度均是對單親及目睹婚暴兒童的歧視，將造成兒童更大的傷害。目睹婚暴兒童因不安全感而造成一些人際關係或處理衝突的一些困難，需要老師的關懷來增加安全感，畢竟兒童除了家庭，最重要的生活場域就是學校了。

․社區對於婚姻暴力存在事實及目睹婚暴兒童需要協助的意識覺醒，才能使鄰居及兒童同儕準備好對這群兒童有支持性的回應。而社區若能提供正向的成人角色介入模式，將可提供一個重要的預防角色。

․在社會支持的概念中，除了增強其他可能提供協助成人對婚姻暴力及目睹兒的理解與同理，及增加對支持兒童的準備外，也要訓練兒童可以增加使用及獲得支持的技能。

․正式與非正式的支持系統協調，對於全面的介入策略是重要的。非正式的支持系統通常扮演離開正式支持系統的連結。例如：日間照顧、學校、安親班、才藝般及社區的活動中心均是提供父母及兒童的支持網絡，可以很自然建立起來的場域。

․對支持兒童的處遇計畫之介入，必須先加強對他們的母親的支持，即為了保護目睹婚暴兒童，必須協助母親有能力回應兒童身心上的需要。

社會支持網絡對於協助兒童對抗長期目睹婚姻暴力有極大的潛力。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需要社會支持的力量—感情的支持、建議、友誼及實質的幫助來回應家庭中的暴力事件，更需要因著社會支持的力量協助他們可以從目睹暴力的長期影響中逐漸復原(Thomspon, 1995)。兒童的社會關係將會預防及改善他們暴露在父母婚姻暴力之下的負面影響。

〈1〉 兒童的復原力

所謂復原力是指個體有能力接納自己在遇到「挑戰」（痛苦）時所呈現的脆弱，而人格特質與環境因素皆與復原力有關，人格因素包括了自尊與自我效能、信任感、自我適任、自主性、同理心、樂觀、有彈性、內控性。(Tedeschi & Calhoun, 1995)。復原力強的兒童有以下幾個特色：

․問題解決取向

․痛苦的經驗是可以被控制在一個範圍的
․有能力取得他人正向的協助與注意力
․有能力相信生命是有意義的

許多因素會影響兒童的復原力，包括兒童智力發展和興趣，如運動上、學術上及藝術上的發展，是否有可以親近的信任大人，減少自責的能力、與同儕的關係。(Wolak & Finkelhor, 1998; Roy, 1988)

兒童在任何創傷事件中的復原力與兒童生活中是否有可靠的父母或像父母的人物息息相關，在目睹家庭暴力的狀況下，兒童與母親的關係便顯得格外重要。

對專業人員而言，找出任何可能減緩兒童復原力的外在因素，施虐者如果隔離其兒童，將造成他們不容易建立良好的友誼(peer relationship)，暗中破壞兒童與母親關係的施虐者也可能破壞兒童與「非暴力」成人建立正面關係的機會。

施虐者以言語暴力批評對兒童的運動能力或傷害其他能力的發展，減少兒童得到成就感和建立社會關係的機會，進而影響其復原力。因此，當專業人員想要增強兒童復原力應該注意減低施虐者對兒童的干擾。(Bancroft & Silverman, 2002)

第三章  研究方法、步驟及其重要之說明

本研究為一跨科技研究計畫，旨在整合教育、福利政策、社工處遇、及心理諮商（精神醫療）之專業領域，以探索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處遇模式，提供具體建議以協助福利政策得以貫徹。

研究者茲將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步驟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目的

· 蒐集及分析國內外有關家庭暴力目睹兒童之文獻資料，以作為發展研究之基礎。

· 瞭解目前國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及社會福利機構執行家庭暴力目睹兒童處之處遇模式。

· 瞭解目前國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及社會福利機構執行家庭暴力目睹兒童處遇之需求評估。

· 整合國內執行家庭暴力目睹兒童所遭遇的困境，並提出改善的建議。

· 發展本土化之目睹家庭暴力兒童之處遇模式。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曾目睹婚姻暴力之兒童且接受過心理諮商服務者，年齡八至十四歲，性別男女各半。

· 曾處理目睹婚暴兒童之國小教師。

· 各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師。

· 社會福利機構曾處理目睹婚暴兒童之社工師及心理諮商師。

· 心理諮商機構或精神醫療機構曾處理目睹婚暴兒童之諮商師或心理治療師。

· 婚姻暴力之受暴婦女，其子女為目賭婚姻暴力者。
第三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訪談八至十四歲目睹家暴之兒童,為維護兒童在參與本研究過程之權益,本研究將著重於以下之倫理議題。

〈一〉同意權之行使 ( Informed consent )

文獻中 (Turnbull , 1977 ; Heppner , 1992 ; McLeod , 1994 ) 指出一份良好的同意書應包含三項因子:提供盡可能完整有關研究的訊息,需考量研究參與者的能力及其自願性。Turnbull ( 1997 ) 建議所謂 “能力”是指研究參與者能否了解研究者所提供的訊息,而自願性則指其是否達法定之成人年齡,而完整的研究相關之訊息則指那些訊息被給予及如何給予研究參與者。以下將詳述此三項:
提供完整之研究相關訊息

    同意權之決定是指潛在的研究參與者依據研究者所提供的訊息而作成是否參與研究的決定 ( Heppner , 1992 )。當研究者提供潛在研究參與者有關研究的過程、目的、及可能的危險,因此研究參與者可以了解參與某研究他個人可能需要付出的代價,可以為此負責 ( McLeod , 1994 )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卻是非常困難定義何謂「完整」的訊息及應提供多詳細的研究訊息給研究參與者。

1. 研究參與者之能力

需考量研究者之能力是希望其做成理智的決定是否可以參與研究 ( McLeod , 1994 ) 。然而在許多與實務相關的研究中,潛在的研究參與者通常在心智狀態及權力地位上是處於弱勢的,例如社工師若邀個案參與研究,個案可能不好意思拒絕,因此權力的議題應被考量。

2. 自願性 ( Voluntariness )

自願性指研究參與者可以依自己之意願做成參與研究與否的決定,而Heppner ( 1992 ) 更指出研究參與者之自願性不應只停留在一開始決定是否參與研究,即研究參與者若一開始自願參與研究,當研究在進行當中,並不喪失其停止參與之權利。
在本研究中,對於兒童的焦點團體研究者將設計兩份研究參與之同意書,一份給兒童,一份給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於同意書中則以兒童及其照顧者可以理解之語言陳述本研究之目的,需要兒童協助之處,進行研究之方式,對兒童可能產生之影響及兒童若需協助之社會資源。由於兒童為未成年之個體,故需請主要照顧者亦同意兒童參與研究。研究者並會告知兒童,焦點團體討論過程將錄影或錄音,並徵求兒童的允許。不論兒童是否參與本研究,兒童本身享有之社會福利及資源並不會因為拒絕參與研究而受到負面之影響。

母親的焦點團體，研究者請社工人員先將邀請信送給可能參與的婦女，再由社工人員邀請願意參與之婦女，信函中研究者說明研究目的，並說明若不能參與焦點團體，不會因此而影響到他們原本就享有的社會福利。

專業人員的焦點團體，則由研究者本人先以電話邀請的方式，說明研究目的，再寄予焦點團體的討論大綱，跨專業的焦點團體則先寄予各分專業焦點團體結束後的資料。
〈二〉保密原則

匿名性意指研究參與者所提供的訊息均無法被讀者由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相連結,而研究參與者的名字被號碼所代替,而原始的資料也將於研究結束後被銷毀,在研究過程中這些資料需要被妥善的保管,例如原始的錄影帶或錄音帶 ( Heppner , 1992 ; McLeod , 1994 ) 。
研究者亦有責任告知研究參與者,他們所提供的意見及想法是可能被呈現在報告上的。然而當研究參與者直接表達自殘或傷害他人之行為時,保密原則將會被打破,研究者有責任評估其危險性,與研究參與者討論後讓其重要他人可以協助研究參與者 ( Heppner , 1992 ) 。
於本研究中,研究者將透過相關機構邀請兒童,透過觀看相關影片(例如 “100公分的世界”)及討論研究者自行發展的童話故事之後進行焦點團體的討論,故兒童不必然要揭露個人的隱私。錄影帶、錄音帶則由研究助理整理或編碼之文字檔,亦可將兒童之個別性在文字稿中刪除,而原始資料則由研究者保管至研究結束後銷毀。
〈三〉無傷害性的

無傷害性意指研究者不對研究參與者做出傷害之事 ( Watkins , 1991 ) 。Diener及Crandall ( 1978 )指出對社會科學家而言,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能使研究參與者因參與研究而受到傷害。研究對研究參與者的傷害可能是有意亦可能是無意中發生,故研究者有責任在研究設計及執行時意識到可能的傷害( Heppner , 1992 ) 。
除對研究參與者需做到無傷害性外,研究者亦需考慮到研究所帶來的利益(Beneficence),在諮商專業中,利益的議題之指標較為清楚,是以接受諮商者的利益為考量,但於研究情境中,研究參與者的角色是協助研究者達到研究之目的,故不一定完全以研究參與者的利益為唯一的考量準則,就如同Lindsey ( 1984 ) 及Heppner ( 1992 ) 均提及研究者有責任因著研究的完成而提供給專業更新的知識及技術以服務更廣大的族群;也就是說研究參與者不一定是直接受惠的族群。
於本研究設計中,研究參與者有專業人員及目睹婚暴兒童及母親,對於前者而言,研究設計中的焦點團體較不涉及個人之隱私及情緒,故可能因研究而造成的傷害並不高,亦可能從參與焦點團體中及研究結果直接獲益。對於參與研究的兒童及婦女,由研究設計中的帶領焦點團體之領導者均為心理諮商之專業背景,故有能力預備兒童及婦女進入分享個人對婚暴的看法,並於焦點團體結束前為兒童及婦女處理可能因焦點團體而引發的負面情緒,使其可能的傷害性減低。再則,焦點團體中是藉由討論影片中的情境及童話故事來理解兒童所認知的需要,而非直接談論兒童自身目睹暴力之經驗,故兒童的隱私及情緒的起伏可受到較多的保障。
參與焦點團體的兒童,可能因參與團體的討論過程而減少孤獨感,發現自己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亦可能因著貢獻自己的意見而得到成就感。而更大的受益族群則為未來接受協助的目睹婚暴之兒童,因為藉由兒童的研究參與者,專業領域更了解這個族群兒童的需要。
第四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擬針對目睹婚暴之兒童及協助此族群兒童之專業人員進行焦點團體。

1.兒童之焦點團體設計Ⅰ
利用相關短片「100公分的世界」為導引,觀看完畢之後,進行團體之討論，討論的重點則著重於,片中的受害者的需要何在。藉由影片的討論可協助兒童有較多的選擇權利,不一定要向其他成員揭露自己的隱私，亦保護兒童與個人的目睹經驗保持距離,卻依然可以達到研究問題的目標；藉由團體動力及影片討論理解兒童的需要。並於團體結束前,藉由團體治療之技術確認兒童的心理狀態所受到的干擾是他們所可以承受的。這是第一次及第二次兒童焦點團體所使用之方式，第一次將焦點團體之活動置入三天的目睹兒遊療團體設計中的一項，故使兒童在觀看短片、討論短片內容後，諮商師（非研究者）得以處理其相關議題及情緒，此為第一個南部兒童焦點團體。第二次為研究者本人及協同領導者帶領觀看短片後討論，因團體較多人（男童6人，女童6人），故分開兩個小團體兒童討論，並處理其後續所引發的情緒。（邀請函見附錄一，討論大綱見附錄二）

2.兒童之焦點團體設計Ⅱ

因第2次的焦點團體非治療團體的一部份，雖研究者與協同領導者處理兒童的情緒並留下求助電話，但研究者為更謹慎的落實專業倫理中的無傷害性，故在第3次焦點團體中，採行更間接的媒材來引發討論，研究者設計一動物童話故事來引發討論（故事見附錄三，討論大綱見附錄四），並於討論後，做情緒的處理，亦留下求助的電話。三個團體的成形均與機構合作，而機構社工也同意若兒童有後續的需要也會提供服務，且社工都事前取得母親的同意，故母親有所顧慮，則不會進入焦點團體。

3.兒童個別訪談

期中報告之後，委員建議是否可以針對青少年也進行資料蒐集，故透過機構協助，個別訪談六位青少年，四位女性、二位男性。因青少年要形成焦點團體困難，故改以個別訪談。

以上三項研究設計之目的首重於理解兒童與青少年對父母婚姻暴力的看法，所覺知到對個人的影響，個人的需要與期待。

4.專業人員之焦點團體

此部份的焦點團體又分為兩部分,一為同專業之焦點團體,二為跨專業之焦點團體。前者的目的為探索符合專業期待之服務模式,後者的目的為探尋各專業間整合的可能模式及其接軌的問題。本研究之專業分為三大類:教育系統、社政系統╱社工系統及心理諮商。教育系統共18人，社政╱社工共19人，心理諮商共12人，分南北兩區進行；跨專業之焦點團體共8人，約三小時。由於社政系統與心理諮商系統對目睹婚暴之議題較熟悉，故焦點團體均直接討論大綱中的議題（邀請函與討論大綱見附錄五、附錄六），因擔心教育單位對目睹婚暴議題較陌生，故研究者採用期中報告委員們的意見，在進行焦點團體之前先觀看「100公分的世界」以引發討論的豐富性。

5.目睹暴力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母親）之焦點團體，希望藉由與兒童的照顧者討論，能夠由他們的觀點來瞭解目睹暴力兒童之需要，及目睹對兒童造成的可能影響。共16人，分南北兩區，三次進行，每次約三小時。

第五節  資料搜集方式與步驟

1. 藉由焦點團體訪談曾接受心理治療之目睹婚暴兒童，瞭解兒童在目睹婚暴的經驗中，所認知的服務需求。研究者假設，接受過心理諮商之兒童對於目睹婚暴經驗應有較佳的理解能力，故盼藉由兒童本身的認知試圖瞭解兒童所關注的服務需求。

2. 兒童之研究參與者,以立意取樣之方式，北部男童6人，女童6人，年紀6歲至14歲。南部男童3人，女童10人，年紀7歲至14歲。參與影片觀看或聽故事及之後的焦點團體。每個焦點團體進行三小時。

3. 兒童之研究參與者,其家庭現況可能父母尚同住、已分居,或已離婚,以求其異質性。並考慮兒童現階段生活狀況是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況。

4. 邀請方式則藉由社福機構邀請合適的兒童。研究者將設計兩份邀請信說明研究的目的,進行方式及可能產生的正負面情緒,一份給主要照顧者,一份給兒童,由他們自主做決定是否願意協助本研究的資料蒐集。

5. 專業人員之焦點團體成員的邀請亦為立意取樣,同一專業之焦點團體分為南北兩區進行。社工╱社政的邀請為透過機構，先與機構負責人溝通後，並先寄發討論大綱，故參與社工╱社政專業人員均得到機構的同意。共分三個專業。

6. 教育系統共18人，社工╱社政共19人，心理諮商共12人，跨專業共8人。

7. 針對三個專業領域進行焦點團體，探索其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發展出較符合專業期待的服務模式。教育系統約6小時，社工╱社政約10小時，心理諮商約6小時。

8. 藉由跨專業的焦點團體，探索跨專業的多元整合處遇模式發展的可能性，及各專業間接軌之問題。約3小時。

9. 透過與機構的合作，尋找及邀請有子女的受暴家長，全數為母親。機構工作人員先將邀請信給母親，受邀的母親則在焦點團體進行前給予參與研究的同意書（見附錄七）。北部進行3小時，共4人，南部進行6小時，共12人。母親的婚姻狀況則是多元的，有些已離婚，有的則分居，有的則尚在婚姻中，有少數則尚在庇護所。

第六節  焦點團體（Focus Group）之簡介

Beck、Trombetta和Share(1986(對焦點團體的描述如下：「經由選擇的人士，針對所處情境有關的主題，彼此之間進行分正式討論的團體」。Krueger(1986(則將焦點團體訪談（focus group interviews）稱為：「將探討焦點環繞在單一論題進行有組織的團體討論」（王文科、王智弘合譯，民88；轉引自王世哲，民89）。

Stewart & Shamdasani（1990）與Krueger（1988）都指出焦點團體是運用團體動力讓一群同質性高且興趣相同的人腦力激盪，整合出研究者所需要的資料。焦點團體不但省時省力，最大特色是透過團體動力彙整出共識，不失為深入探究的質化研究法。Krueger(1988)指出焦點團體具有下列之特質：

〈一〉焦點團體之特質

焦點團體是透過融洽的互動（interaction），將團體中同質性（homopeneous）的參與者整合並促使腦力激盪；

焦點團體是透過聚焦式的討論，茲以獲取質性的資料；

焦點團體質化的資料收集過程，不但是歸納式（inductive），更是自然方式（naturalistic）的資料收集之方法。

〈二〉焦點團體之利弊

採焦點團體來整合並收集質化資料以為研究和規劃政策、產品促銷，政策評估與需求調查之用，而焦點團體的採用則是日漸受研究者的歡迎，而採用焦點團體到底有何利弊呢？

1.焦點團體之有效性

（1） 焦點團體是一種社會取向之研究方法因此研究者可收集到社會文化中真實生活（real life）的資訊；

（2） 焦點團體具有可塑性（flexibility），茲以探討複雜而缺乏共識之議題，進而達成共識以利研究之進行；

（3） 焦點團體所整合而匯集之質性資訊具有很高之信效度；

（4） 焦點團體是一種經濟實惠之研究法，可節省大量人力財力。
2.焦點團體之弊處

（1） 焦點團體比個人團體在進行中還容易失控，但如果有良好的焦點團體進行概念加上經驗豐富的團體領導者（moderator），此弊端可以消除；

（2） 焦點團體質性研究資料分析不易；因此多元化背景與經驗豐富之研究小組，乃採焦點團體為研究之實驗法者不可或缺的；

（3） 焦點團體的領導者需具備特殊技能與資格，諸如經驗完整而豐富之焦點團體概念、具有組織與規劃焦點團體之能力、純熟運用團體動力（dynamic）之知能，茲以探討與收集所需研究資訊；

（4） 不同性質之焦點團體所產生之不同問題，有時不易解決；

（5） 不同性質之焦點團體所產生之不同問題，有時不易組成；

（6） 焦點團體的組成與進行必須規劃與設計，在助益的環境中來進行。
其實焦點團體的弊端及難度，與研究成員是否熟悉焦點團體的規劃與運作息息相關。因此，研究小組必須是多元文化背景之組合，在質性資料之分析上才能得到真實的解讀，經驗豐富的研究小組可預知焦點團體之困難，事先加以排除，茲以發揮焦點團體之功能。焦點團體需要有一個經驗豐富的團體領導者，旨在運用團體動力，排除團體進行時之種種困難，諸如團員之缺席、緊張、不安、焦慮或喋喋不休等種種狀況，進而引導聚焦式的討論彙整所需之研究資料。

本研究中，研究者之專業訓練對於團體動力的流動有能力作較良好的反應與帶領。而本研究亦可由焦點團體之特色探索在三大專業中（教育、社工╱社政及心理諮商）符合專業期待的服務模式及跨專業的多元整合處遇模式的可能性。

〈三〉本研究焦點團體總表3-1

	兒童焦點團體（共3次╱25人）

	日期
	地點
	團體時間
	人數
	團體代碼
	備註

	12/17
	高雄
	1小時
	7（1男6女）
	ChK1
	

	1/11
	台北
	1小時
	12（6男6女）
	ChT
	

	3/19
	高雄
	1小時
	6（4女2男）
	ChK2
	


	青少年個別訪談（共6次╱6人）

	日期
	地點
	團體時間
	人數
	團體代碼
	備註

	3/9
	台北
	1小時
	1（女）
	Ind1
	

	3/9
	台北
	1小時
	1（男）
	Ind2
	

	3/9
	台北
	1小時
	1（男）
	Ind3
	

	4/13
	台北
	1小時
	1（女）
	Ind4
	

	4/13
	台北
	1小時
	1（女）
	Ind5
	

	4/13
	台北
	1小時
	1（女）
	Ind6
	


	母親焦點團體（共3次╱16人）

	日期
	地點
	團體時間
	人數
	團體代碼
	備註

	12/19
	高雄
	2小時
	7
	Mok1
	

	1/12
	台北
	2小時30分
	4
	MoT
	

	2/12
	高雄
	2小時30分
	5
	Mok2
	


	專業人員焦點團體（共9次╱57人）

	日期
	地點
	類別
	團體時間
	人數
	團體代碼
	備註

	2/24
	台北
	社福
	2小時30分
	4
	SwT1
	

	3/14
	台北
	社政
	2小時30分
	5
	SwT2
	

	3/17
	高雄
	社福
	2小時30分
	6
	SwK
	

	3/24
	高雄
	諮商
	3小時
	6
	CoK
	

	3/31
	台北
	諮商
	2小時30分
	6
	CoT
	

	4/2
	高雄
	教育
	2小時
	10
	EdK1
	

	4/2
	高雄
	教育
	2小時30分
	8
	EdK2
	

	4/14
	台北
	社福
	2小時30分
	4
	SwT3
	

	6/24
	台北
	跨專業
	3小時
	8
	cros
	


第七節  資料之分析

〈一〉質化資料之處理原則
  Tesch(1990)指出有關質化資料的十點處理原則：

1. 在質化研究中分析並非是研究過程的最後階段而是隨著資料收集過程不斷在進展的工作；

2. 分析過程是有系統且容易被理解的但絕非固定的形式；

3. 在資料收集歷程中摘要手記有助於資料的分析；

4. 將資料片段化區分成相關且有意義的單元；

5. 資料分類的體系是根據資料的特性所建立；

6. 比較是分析過程中最主要的方法；

7. 資料分類的方式是暫時性的，雖是發生在資料收集的開始階段，但也可隨時更改；

8. 在分析的過程中對資料的操作沒有成規可循，亦即沒有絕對「正確」的方式；

9. 分析的程序並非科學性的、或機械性的，沒有絕對的規則可循，但也非無限制的創造需要高度的方法論和專業的知識；

10. 質化資料分析的結果最終應擁有某種程度的整合，儘管在分析的過程中不斷的分類，將其單元化，但結果的呈現還是應提供一總體性的面貌。

質化研究本身就是一動態剖析的歷程，研究者同時進行收集資料、整理資料和分析資料的工作。整個研究過程就是不斷來測試問題和研究主題的適當性。研究者可以從逐字稿和場記，來測試問題和研究主題的適當性。

（１）本研究資料之編碼與分析

根據質化研究的資料處理原則,本研究將以下列之程序編碼及分析資料。

將兒童、專業人員、跨專業、母親的焦點團體及青少年的個別訪談之錄音資料轉為文字資料。

1. 由研究者讀過全部的逐字搞內容，以期得到對資料的整體概念。資料中亦完成基本標示，例如資料的日期、受訪者代號、及段落編碼。

2. 完成有意義的各段落，並由有意義的段落中，尋找於段落內的關鍵字句。

3. 將關鍵字句形成初級概念，所謂的意義段落、關鍵字及初級概念，為一將資料系統化之過程，並與研究目標相環扣。

4. 次級概念的形成

如Pidgeon ( 1996 ) 所建議的，當在編碼資料的同時，不只是將初級概念列出，亦開始去發現概念間的關係，由概念間的關係發展出初級概念的概念群。

5. 發展每個焦點團體的核心概念群(core categories)

此階段的目的在於將初級的概念群再度整合為更核心的概念，故重點在於初級概念間的關係與理論間的可能連結 ( Pidgeon & Henwood , 1996 , p.99 )，亦為發展議題(themes)間關係的階段。研究者與研究助理先將每份資料的重要段落標出，並給予關鍵字群，針對關鍵字群與意義段落進行次級概念的分組，並給予概念化的主題，並將這些次級概念對照研究目的再組群為數項核心概念群。例如兒童焦點團體主要之核心概念群為「兒童對於婚暴的感受、想法與行動」及「兒童所認知的目睹兒童被協助的需求」，而母親焦點團體資料的主要核心概念群為「母親所知覺到目睹婚暴對兒童的影響」及「母親所知覺到目睹婚暴兒童的需要」。

各專業分南北兩區的焦點團體資料，均先獨立形成次級概念群，同一專業不同區域之次級概念群再結合取其連集以防止資料的流失，當各專業次級概念形成後，則開始比較各專業間次級概念群中的相似與相異，最後以研究目的為參照形成橫跨三個專業的核心概念群組為：「專業人員眼中的目睹婚暴兒童」、「目前各專業對目睹婚暴兒童所提供的服務」、「各專業目前所遭遇的困難」、「各專業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工作之建議」。

6. 當各專業的個別焦點團體分析至發展出來核心概念，再進行跨專業的焦點團體,如此可以協助各專業間對其他專業的資料有所了解後再進行跨專業的對話。當進行跨專業焦點團體之前，研究者將各專業焦點團體的整合資料先行寄給參與焦點團體的專業人員閱讀，當焦點團體開始，則專注於對於所閱讀資料的回應及各專業間的合作之可能性，同時也形成資料分類的三角檢測。

7. 跨專業焦點團體資料亦形成次級概念及核心概念群，與各專業的核心概念再度整合。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焦點團體之研究方式，蒐集目睹婚暴兒童(十二歲以下)、兒童母親及專業人員(含社工、社政、教育與諮商)對目睹兒童的需要及提供服務之方式進行意見的整合。此部份的分析共分為，一、兒童資料的分析。二、母親資料的分析。三、專業人員資料的分析。資料的詳細表格請見附錄，在文本中之表格為資料簡表。

第一節  兒童的資料分析

〈一〉兒童對於婚暴的感受、想法與可能會有的行動。(針對「100公分的世界」之討論)。

當看完幾分鐘的錄影帶，兒童同理劇中目睹暴力兒童的感受，認為兒童感到很恐懼、很恐怖、很害怕媽媽被打死、很傷心媽媽被打、很擔憂母親、很難過、覺得很無奈、希望自己有能力阻止，卻又做不到，是兒童最直接的情緒反應，亦有兒童提到覺得很生氣，也很恨父親，就如兒童所言：

「害怕爸爸打媽媽、殺媽媽,媽媽就沒了」(ChT2,p2)

「好像好恐怖、好陰暗，會恐懼、擔心回家被打，傷心害媽媽被打」、「會很不爽，想砍爸爸，很恨爸爸，很擔憂媽媽 (ChT2,p6)、很難過，想報警阻止」(Chk1,p7)

除了對劇中兒童的同理，兒童某個程度上亦可同理受暴母親的感受與想法，兒童可感受到母親是傷心、很難過的，或是憤怒的，所以兒童猜母親可能想殺爸爸、想告訴警察、或想早知道就不結婚了。

「媽媽被打很恨、很傷心、好難過」(Chk1,p6)

「會很想砍他、告訴警察」(Chk1,p6)

兒童對於父親的心情較困難回應、覺得爸爸很生氣，好像要殺人，甚至覺得爸爸打人是很爽、或很高興的 (ChT2,p2)。兒童對於父親為何打人的歸因則是認為他們因為錢的問題而意見不合及父親的酗酒 (ChK2,p1)。

當兒童討論到在面對父母暴力行為時，除了情緒之外，亦引發對暴力情境的一些想法，認為父母應趕快離婚，覺得爸爸很該死，認為爸爸打人是不應該的，也認為媽媽應該找到溝通的方式，及建議兒童與母親都應該振作起來找人協助，而不只是留在受暴的情境。並有兒童認為自己若看到父母暴力相向，應要冷靜思考該怎麼辦，亦有兒童希望暴力的爸爸是被關起來或死掉，只有少數兒童談到希望父母和好 (ChK2,p16)。

因此可見兒童對於父母暴力相向之事件的想法可分為三類，一是希望施暴者可以以某一種形式消失，而暴力行為即可隨之消失。兒童雖困難理解父親施暴的情緒，但卻認知到打人的行為是不能被接受的；二是要求兒童本身也可以是一個協助者的角色，不論是冷靜思考，或努力向外求助；三是對母親有所期待，認為母親應主動的尋找解決的方式，或求助外援以消除暴力的發生。

不論兒童是否作得到，兒童在目睹父母的衝突時，是希望自己有一些行動力的。他們會想到一些方式來隔離有暴力的父親，例如：將爸爸綁起來、用氣功把他推走、用脫鞋丟爸爸、或打電話叫附近的朋友幫忙，報警、打婦幼專線、遠離爸爸，及寫日記，把事情記下來（ChT2,p5）。

可瞭解到此仍暴力衝突當下兒童最直接的處理方式，兒童的反應是以自己的力量試圖壓制控制暴力的父親，再則尋找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援系統。進而甚至在暴力未發生前即有能力離開暴力源，並在事後能以書寫日記的方式來協助自己平靜下來。當然兒童是否能夠遠離暴力源有賴於母親的協助，而兒童能否有能力向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持系統求助，亦需經由教導與練習的過程。

整體而言，兒童對母親受暴的心情是恐懼、擔憂母親、生氣父親的暴力，希望可以隔離暴力源、扮演一個保護者的角色，卻也期待母親自己可以堅強的尋找外援以自救。雖然兒童均沒有談到對母親的憤怒，但不難體會的是，若兒童不斷的看到母親一再地處在暴力情境，兒童不只對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無奈，也對母親的期待（希望母親找到解決暴力的方式）感到失望，即可能對母親的「無能」感到生氣。

〈二〉兒童所認知的目睹兒童被協助的需求

由資料中呈現，兒童所認知的協助需求，若以對象來區分，可分為兒童本身、施暴的父親，及受暴的母親，若以需求的面向區分，則可分為人身安全、經濟安全，及心靈三項。如表一所示：

表2•兒童所意識的三個角色的需要與情緒

	
	人身安全
	經濟安全
	心靈
	情緒

	兒童的需要
	1. 需要警察、找可以保護自己的人、會使用武術絕招；

2. 希望自己不要被打，媽媽也不要被打、被罵；

3. 爸爸不要喝酒，不要使用暴力，用語言溝通。


	爸爸可以賺很多錢，有吃、有住、有錢，變成富家少爺。
	正向的方式取得心靈的需要：需要父親的關愛，諮商師的關愛、信心、勇氣及快樂，心靈上的幫助，心理輔導，有人支持。

負向的取得心靈的需要：安非他命。


	1. 憤怒：很恨、生氣、不爽、覺得爸爸很該死、想砍爸爸、很恨爸爸、想把爸爸給殺了、把爸爸踹下去、把爸爸趕走、把爸爸綁起來、用氣功把他推走、用脫鞋丟爸爸

2. 恐懼：、害怕自己回家被打、怕爸爸打媽媽，怕爸爸殺了媽媽

3. 傷心：很傷心、很可憐、難過、傷心害媽媽被打

4. 擔心：擔憂媽媽

5. 期待：希望自己有力量可以阻止，所以覺得無奈、希望爸爸死掉、關100年、喝太多久被捉起來、趕快分離、爸媽離婚、讓他們合好、想換一個家庭

6. 其它：陰暗、冷靜思考、拿東西守護媽媽、媽媽應該用一些方式來做溝通、爸爸打人是不應該的、報警阻止、覺得媽媽和小孩應該振作起來找人協助

	兒

童

所

意

識

到

母親的需要
	1. 回娘家、要離開家。

2. 需要父母雙方的父母及朋友的和解、需要和爸爸溝通
	錢、房子、食物、一個工作
	關愛、勇氣、心理輔導
	兒童覺得媽媽的心情:很難過、想砍爸爸、告訴警察、早知道不要結婚、傷心


	兒

童

所

意

識

到父親的需要
	1. 給爸爸心理輔導讓他不打人

2. 送爸爸去精神病院

3. 告爸爸
	
	
	兒童猜測爸爸的想法：打人很爽、爸爸很生氣，好像要殺人

	註：所使用之文字均來自兒童之語言


兒童雖認為目睹暴力兒童、受暴母親及施暴的父親均需要接受心理輔導（兒童用語），但其目的是不相同的，對於目睹暴力的兒童及受暴母親，心理諮商是因他們受到傷害，故需要安慰、支持及心靈上的協助。

「小朋友受到傷害，要心理輔導，心靈上的幫助，需要有些人支持他或支柱他」（ChT2,p4）

「媽媽心理、身體還有感情受到傷害，要安撫小孩媽媽的心」（ChT2,p4）

但是對於施暴父親需要心理輔導，則是為了改變他的暴力行為，而非心靈上的支持。似乎也可回應前面所陳述兒童困難理解施暴父親的心理狀態，而沒有想到父親也需要關愛或支持。不論是父親需要心理輔導，送他到精神病院或監獄，兒童所覺知到父親唯一的需要就是協助父親停止以暴力對待自己或母親。

兒童對於經濟安全的需求，對父親母親的期待是不一樣的，雖父親有暴力的行為，卻仍期待他可以賺取經濟上的優勢，而對母親則希望她可以有一份工作，為何有此差異，需更進一步的探索。

在知覺母親人身安全的需求方面，可分為三類，一是希望有能力立即離開暴力現場。例如：離家及回娘家；二為有外在協助的系統，如：父母雙方的親人與朋友；三為希望媽媽有能力和施暴的父親溝通，以停止暴力。許多的施暴者在未經強制處遇之過程是無法溝通的，這是兒童所困難理解的，或是母親在暴力的家庭動力之下也沒有能力以其他的方式與有暴力的先生溝通。故可能造成兒童對母親的失望---「為什麼你不和爸爸溝通」。而離家或回娘家也常非受暴母親可以做到，可能因施暴者的控制、娘家的不支持、社會支持網絡的疏離，或社會價值觀的面子問題，使母親停留在暴力家庭中，而這些複雜的因素，亦非兒童所能理解，故兒童可能因母親的未離開暴力現場而對母親生氣---「你為什麼要一直被打，不走開」。

兒童對自己的人身安全所覺知到的有三部分，一是靠自己的力量（使用武術）；二是尋求外援（可以保護他的人及警察）；三是施暴的父親可以停止暴力。母親並不在兒童認為可以保護他安全的人，有可能因為母親自己是更直接的受害者，所以兒童認為母親也是要被保護的。然而由和母親的焦點團體中之資料亦呈現一些母親的確試圖想讓子女知道她會保護他們，亦有些母親也發現自己的表現讓子女感覺到他是不能保護他們的。因此，在本資料兒童未把母親納入可以保護自己人身安全的角色，亦有可能資料收集上的不足所造成。

基於表2所示，兒童所需要的人身安全，經濟安全及心靈支持的需求內容來思考那些角色與機構能夠提供這些需求。在家庭方面，未施暴的家人需要教育兒童，若面對父母暴力情境時，應如何求助，例如：如何打電話報警，或打電話給其他家人、朋友，並和兒童發展出可以協助者的名單及電話，所以兒童知道除了母親之外，尚有其他的保護者，即使不是為了面對可能的暴力情境，兒童若知道並會使用除母親以外的資源，盼望可增加兒童的安全感及掌控感。但當家人無法在這部分協助兒童，此工作就勢必要由社工員、諮商師及學校輔導老師來協助。

在經濟安全的內容，基本的生活所需及母親穩定的工作，基本上均需要社會福利的協助，尤其是當施暴的父親亦未負經濟照料之責時。但要協助婦女有穩定的工作以達兒童的經濟安全需求，在實務操作上並不容易，也常無法立即達成，例如：若兒童年紀太小，必須要有兒童照料系統的協助，母親才能外出工作，又若婦女已離開工作職場一段時日，必須要重新建立進入職場的信心及技能。受暴婦女常因其暴力經驗導致信心的低落，或原本即對自己的工作能力沒信心，均使受暴婦女尋找工作機會的可能性降低，因此為使兒童的經濟安全可以滿足，社政及社福相關單位必須思考如何協助婦女能夠有經濟能力，及即使婦女在未能經濟獨立之前，若父親亦無法提供滿足的情況之下，應如何協助兒童滿足其經濟安全之需求。

而在兒童心靈支持的需求上，即使是施暴的父親，兒童也希望可以得到他的關愛，家人的關心、關愛及安慰對兒童是重要的，除家人外，若可發展出前面所陳述兒童的求助名單，即兒童可信任的其他人，例如老師，這些人亦可成為兒童的支持者，尤其是學校老師及輔導老師的瞭解、接納與支持，是在母親的焦點團體中一再被提及的。畢竟兒童除家庭外，最常處在的場域即為學校，故從母親的角色也會盼望學校可以協助這群兒童，及提供關懷的需求。

心理輔導、心靈上的幫助在及團體諮商中所提供的關愛、信心、勇氣及快樂均是兒童所可覺知到的需要。因此不論是預防性的團體，或治療性的團體均可減少兒童的孤單感及增加自我的信心與勇氣。由於參與焦點團體的均為參與過個別心理諮商及團體諮商，故兒童應是經驗到心理諮商對他們的協助。

第二節  母親焦點團體資料分析

〈1〉 母親所知覺到目睹婚暴對兒童的影響

表3•母親眼中的目睹兒童

	
	(1)幼兒
	(2)男童
	(3)女童

	1.生理
	․生病、感冒、發燒、哭鬧
	․漏尿


	․漏尿、尿床、便褲

	2.心理
	
	․早熟、逆來順受、忍耐、獨立、體貼

․注意力不集中、衝動、較沒信心、不安全感、防衛心很強
	․過度早熟

․被脅迫不能說看到媽媽被打，即隔離自己



	3.認知
	
	․希望有男人保護他、需要保護自己、保護媽媽

․不想結婚

․小孩想我會長大，會還手
	․長大買房子，要有很多鐵窗

․長大不結婚，或者有要結婚與不結婚的衝突

․覺得每個人都在看他

	4.行為
	․察言觀色

․強忍不哭、變安靜

․不斷的說不乖就要打、會以打人方式處理不滿、丟東西

․從不說話到說很多話（看到父親施暴）

․傷害自己的身體

․到處亂走、奔跑、大叫、全身縮在一起、難帶
	․自殺傾向

․晚上不敢睡或睡不好、門要關好幾層

․小兒子未目睹，但會模仿哥哥、兒子模仿爸爸打人、兒子肢體語言及口語都和爸爸很像、兒子罵三字經、因在校打人接受遊戲治療、會打人、打架、弄壞東西、兄弟以暴力相向、在媽媽背後會打妹妹
	․拿刀殺弟弟、女兒會打母親、會攻擊別人、尖叫、對事情反應激烈

․想幫媽媽幫不了，心理衝擊大而蹺家、蹺課不敢回家，不敢去上學、女兒在家完全待不下去

․大女兒兩面討好

․小孩受傷不會哭、不會叫、睡覺起來失去方向感、整夜尖叫、踢、打人、自殘

	5.人際
	
	․兒子因不知如何與人交朋友，不知如何表達喜歡他人


	․對弟弟拒絕、對人的不親近，尤其是父親的親人

․和爸爸一樣，可以立刻變成兩面人

․想哭，想被大人抱，但不敢開口。

	6.情緒
	․憂鬱症


	․脾氣不好、害怕被抓走、害怕有壞人來


	․憤怒

․壓抑、退縮、順從、無能為力的感覺

․孤僻、沒有安全感、害怕一個人在密閉空間，沒有媽媽、恐懼半夜母親離開、恐慌、出門回家心情都很緊張

․女兒不知如何表達因父母暴力而引發之情緒

․家庭給她很大的痛苦、擔憂經濟問題、

	7.對母親的看法
	
	․找媽媽一起去死

․對母親貼心、會擁抱哭泣的母親、會給哭泣的母親拿衛生紙

․很黏母親
	․女兒學習大人，對母親攻擊（語言）

․心疼媽媽



	8.對父親的看法
	․說不喜歡爸爸、說爸爸壞壞,爸爸打媽媽

․一樣會找爸爸


	․長大殺死爸爸、反抗爸爸、氣爸爸沒拿錢養他

․不敢說到爸爸、覺得爸爸是壞人、害怕爸爸出現

․羨慕別人有好爸爸
	․對父親憧憬




從表3資料的呈現，母親所知覺到目睹暴力對兒童的影響可分為五項來陳述，一是生理上對兒童的影響；二是心理上對兒童的影響；三為認知思想上的反應；四為情緒與行為上的反應與影響，包含了發生暴力當下兒童的反應，及事件過後的情緒狀態及行為上的反應；五是人際關係的狀況，包括了對母親的感受與看法，及對父親的感受與看法。以下分述之：

1.生理上對兒童的影響

婦女觀察到兒童的生理健康狀況會因著家中暴力的狀況而有所起伏，例如感冒、發燒、哭鬧，甚至不合年紀的漏尿、便褲之狀況，且無性別上的差異。

當幼兒在經驗壓力、恐懼時，雖然無法以語言表達，但生理的狀況卻可以呈現出他們的情緒，例如睡不好、發燒等。

「我會發現只要我們有爭吵，孩子隔天他就不舒服了。他可能生病、可能感冒，這是我長年這樣子觀察下來。」(C-1-2)

「他就是整個人完全都縮在一起。他就是一整天下來都很難帶，他就一直哭，啊不然就是發高燒。甚至有，有一次燒到四十一度多，那時候長庚醫師檢驗出來沒有任何原因啊，抽血檢驗也做了，原因但是，比較精密的一些檢驗，完全都沒有問題啊。反而住院了三天之後，回到娘家，他在那，在我娘家住了一個禮拜，沒有事情，燒也完全退了。吃也很正常。啊在他爸爸那一段時間，完全都是任何食物都沒有進去啊，就是連醫師也查不出來到底是什麼原因，」(C-1-11)

2.兒童心理上的反應影響

婦女發現不論兒童的性別，過度早熟是其共同特徵。自我防衛、逆來順受、自我解離、獨立、體貼等都是婦女認為暴力對兒童心理上的影響。

「大女兒她完全會裝做不知道，二女兒會跟她說（發生什麼事），她隔離自己，沒有沒這回事都很好阿，」(C-2-26)

「從我大兒子出生之後，他的暴力是在我大兒子身上，那他給孩子灌輸的是你不對我才打你，所以我老大有那種逆來順受的一些特質，他不管被打的多慘多麼的不合理他沒有怨言，他都會認為說是我錯爸爸才處罰我，那我當時的情境是很懦弱，我也不敢替他站出來講什麼，」(C-2-34)

3.兒童認知思想上的反應影響

不論兒童的性別，均有長大不結婚的意念，或認為結不結婚將是一個衝突的決定。認為需要保護自己及母親，或希望有男性可以保護自己。均是兒童在安全的議題上所呈現的看法，例如會告訴母親長大後要買房子，而且要有很多鐵窗(MoK2,p.23)

「他每次只要談到有關爸爸的事情，我就覺得其實他很希望說家裏有一個男人來保護他，他比較有安全感。」(MoK2,p.13)

「他嘴巴會說，他將來長大如果爸爸怎麼樣的話，他就怎麼樣，他就是要保護自己，也要保護我。」(MoK2,p.14)

「兒子跟我說，他如果打我的話，我也會打他，我也會還手。要不然等我長大…」(MoK2,p.22)

「她現在會想說，我有很多錢的話，可以買棟房子，然後也想到說，房子裡面的話必須要很多鐵窗，這樣子別人才不會進來。」(MoK2,p.23)

「一直到我現在我女兒她們會講說，媽媽，我長大之後我絕對不要結婚。」(MoK2,p.5)

「她不敢走在路上，她覺得好像每個人都在看她」(MoT,p.8)

「剛開始說我（女兒）要結婚說好幾十次，後來又說我不要結婚了，生孩子很痛，住在一起就好了」(MoT,p.8)

在學校課業部分並沒有母親提及兒童的功課學習有特別的困難，較多的人際與行為上的問題，此點亦可呼應文獻中亦有相同的結果(Mathias et. al, 1995)。

母親發現兒童較早熟，會思考許多和自己及母親未來有關的事情，故也會有較多的憂慮。雖然母親認知到孩子是早熟的，但女孩的早熟比男孩的早熟之頻率高出許多，而兒童思考的問題常是未來的家人的人身及經濟安全的思慮，例如會很節省存錢要買房子，會詢問母親是否還有經濟能力。

獨立、善解人意及會看人臉色也是兒童在惡劣環境下所發展出來的一些能力，兒童會很敏感於母親的情緒，會關心母親是否傷心難過有些兒童會詢問母親的生氣是否和自己有關，有些兒童則獨立生活的能力增加，因為母親可能要工作，故生活自我照料的能力也較多機會學習必須獨立。

4.情緒與行為上的反應與影響

兒童的情緒狀態與行為反應是分不開的，故雖在分類時將之分開，在此將之合併書寫，較容易理解其中的關連。

兒童在面對父母發生暴力時的情緒反應均是很類似的，但是在行為的呈現上有所差異，母親發現，兒童的情緒都是很緊張及恐懼的，暴力行為不只是一瞬間的行為，而是一個歷程。當兒童意識到父母可能要開始衝突，兒童即可感到壓力，也會試圖以一些行動來試圖緩和父母雙方可能的暴力。

「我兒子（四歲）就會一直跟我說：『媽媽你說好，快點啊，你說好，爸爸在問你啊，你說好』」(C-1-30)

「我們在吵架的時候，她（女兒，10歲）若看看到我在跟他吵架的時候喔，小孩子都會說：『媽媽你不要理他，你不要理他，你跟我說你不要理他的，你還理他理他(台語)。』因為她知道，我如果跟他吵架，我會比他還兇，我若對他兇，他會他會很不服，而且一定會越吵越兇(台語)。」(C-1-29)

當暴力發生時，哭泣是人在害怕、驚嚇時很自然的反應，但有些兒童的哭泣卻是不被施暴者接受，而使兒童以自我傷害的方式來呈現自己內心的痛苦。

「有時候他們在夜晚，他爸爸他打我的時候，他們就會全部都縮在一起。，他爸爸又講說你哭的話我打得越用力，然後到，一直到最後的話，他們完全都不哭。然後都甚至喔把自己的嘴唇都給咬破。不然就是說，不然就說喔，反正只要傷害到自己的身體這部分的話，他們會去做，他們就是沒辦法去發洩，」(C-1-6)

而「乖巧」、「安靜」似乎也是兒童在面對父母暴力相向時常見的反應之一。

「等他大一點了，那我就發現我我們家有爭吵，他變成非常乖。他是一個很好動、很多話，活動力非常強的一個男孩子，所以你就會發現他就特別乖，那他也知道發生什麼事，然後他就會來問我。現在如果發生事情，他就會問我：爸爸不乖喔！那以前他就會就會跟我講：那我們回阿嬤家好了。」（C-1-2）
因此無論兒童的年紀多少，是有能力感受到家庭中所發生事件，並且呈現在情緒、生理及行為的反應上。除了立即的反應，母親們更發現許多情緒與行為反應是在暴力事件之後的日常生活發生的。

(1) 恐懼與沒有安全感
恐懼、恐慌、沒有安全感、害怕，及憂鬱是第一類母親最常知覺到的兒童的情緒，例如：兒童害怕被爸爸抓走，很黏媽媽，害怕父親在家、晚上不敢睡或睡不好、門要關許多層、半夜會驚醒害怕母親離開、害怕出門及到學校，或晚上睡覺會尖叫，打人及踢人等都是兒童曾經發生過的反應。

「目前的話大兒子他還是有在吃藥，女兒的話現在藥物的話是已經平靜下來，可是說上法庭前後幾天的話，他們一定很悶，完全都是睡不著，你叫他睡的話喔，他們只跟我講說：媽媽我很怕。」(C-1-10)

「他說：我怕被爸爸抓走。媽媽你要不要再回去？我說：我不會再回去了。」(C-1-10)

「小兒子的狀況的話喔，他很黏我。而且說像現在他上學嘛，已經半年多的時間，他還是很怕說媽媽你要去哪裡？你不要丟下我。他很怕說，我會被抓走，他怕看不到我。只要他一沒有看到我的話他會找，就是說我在廚房煮菜的話，他也一定坐在旁邊，不然就是在客廳，有聽到有聲音，他就覺得很好。」(C-1-10)

「怕小偷啦，啊不然就是有聲音他就覺得說，是不是壞人來了，或者是，是不是爸爸出現了，他都很擔心。」(C-1-13)

「他那個不安全感很強，而且老是都是要在那練武功啊那個，所以比較擔心這一部分，因為越沒有安全感的小孩子，他自我防衛的那個心態會比較重，而且晚上他會不敢睡，因為睡得很不好。門就要關了好幾層，然後聽到有，人家樓上有聲音、隔壁有聲音，因為我們現在隔音設備都很差啦，就有沖馬桶的聲音，什麼聲音，他就開始嚇到就不敢睡。」(C-1-15)

「他們一直到現在已經快三年時間喔，到夜晚的時候，他們三個寧願跟我擠在一起，你抱著他們的話，他們會睡。然後大兒子的話他門他一定都要鎖，」(C-1-20)

「她（女兒）現在會想到說，我有很都錢的話，我可以買棟房子，就不需要說喔，他（父親）會去破壞，然後她也想到說，房子裡面的話必須要很多鐵窗，這樣子別人才不會進來。」(C-1-23)

「她（女兒，4歲）就睡覺起來這樣嗚嗚，就這樣亂哭，我說你怎麼了，她就很慌，我就不知道她到底在怕什麼，要不然就是睡眠中尖叫，一直踢人一直打人，我問她說發生什麼她說沒有，因為她本來很伶俐，你不用講她就媽我去幫你做，可是她就出現那種，鞋子在這裡，她就說好好好，那印象在我腦海裡我好害怕說，她為什麼會這樣，好，我就發覺說她會好我會去，可是你會發現她眼光呆滯，兩手是這樣，我知道，她就到後面你越講她就覺得他壓力已經來了，然後你看得出來她好像快要尖叫了，可是我覺得說我什麼也沒說我只是叫你把鞋子穿好，」(C-2-39)

由以上不同年齡及性別的兒童的反應，可以清楚看到目睹婚暴兒童及合併被肢體毆打的兒童，並不會因離開暴力的環境而停止他╱她們的恐懼，沒有安全感可以持續好幾年的時間。另外，若母親可以穩定下來，對兒童的幫助是很大的，因為母親在暴力循環中和父親的分分合合增加了兒童的不確定感。故兒童會擔憂的問母親是否要再回到父親身旁，或叫母親不要再回去。許多受暴婦女之所以要回到施暴的丈夫身邊，除感情依附，個人的不安全感及經濟的需求之外，另一因素常是希望能夠給兒童一個「完整」的家，不希望孩子被標籤為單親家庭，但一個「完整」有暴力的家，是否比單親沒暴力的家對兒童更好，恐怕是母親們需要深思的，就如幾位參與焦點團體的母親所言：「還沒等到孩子長大，整個心理就都被破壞掉了」。兒童需要生活穩定性來重建他們的安全感與信任感，生活穩定性可以是兒童所知覺到的人身安全、經濟安全與心靈的關心。司法程序在形式上並不會威脅兒童的安全，應是一個協助者的角色，但兒童所知覺到的卻是恐懼與不安，因此司法系統可以思考如何協助兒童在司法歷程中不安全及不安定的感受降到最低。

(2) 憤怒與攻擊行為

憤怒及攻擊行為或語言也是令母親擔憂的反應，例如：對事情的反應很激烈、會打人，打弟弟、妹妹、母親，丟東西，甚至拿刀要殺掉弟弟等行為，而想殺死爸爸的念頭也出現在許多孩子的想法中，在兒童的焦點團體亦有相同的結果。

「像模仿他（兒子）父親的舉動，就是說，他不行打我就打小朋友，他打他妹妹也是拉頭髮。」(C-2-1)

「他（兒子）在學校會打同學，然後打的受傷，在安親班也是，」(C-2-1)

「他（兒子）那個打人都是模仿的。吵架有的時候都會波及到孩子，像丟東西都會丟到孩子，所以我兒子也會丟東西，他生氣的時候會丟」(C-2-1)

「那我儘量保護小孩子儘量不讓小孩子正面看到或感受到，我一直覺的這樣子大概可以避免掉很多的問題，但其實不是，那問題很大還是在後面，我女兒一直到國二時就曾經拿刀要殺（弟弟），拿了兩次，這個情況還沒出現之前，他一直那個憤怒很大都壓在自己的心理面，每次一有什麼事情他就尖叫，尖叫一定要拼命地叫到好像很多人都聽到，對一些事情的反應會非常的強烈，那我一直覺得他的憤怒壓在心裡面」(C-2-7.8)

「有一次最嚴重他竟然告訴對方說我要殺死，你今天我一定要打死你，一定要掐死你，然後好恐怖那個話都是他爸爸講的，問題是他都沒有正面衝突到，因為他爸爸每次要有那動作出現一定是要進去房間，發生任何事情都不准出來，然後這些語言都是他爸爸講過的，他沒有衝突到正面看到，居然那些話就像錄音機從他的口中再說一次，我當時聽了都傻了，」(C-2-8)

「他（兒子）脾氣很暴躁。他會去摔東西，會去咬。那他最主要就是會去摔東西，他把東西摔得到處都是這樣啊，然後就自己坐在那邊哭。然後你特別說去安撫他的話，他反而哭得更厲害。」(C-1-22)

「我兒子也會說，他想殺死爸爸」(C-1-31)

兒童的攻擊行為不只是向外展現，亦呈現在自我傷害的反應：

「然後大兒子的話，他甚至窗簾不是有一個拉線嘛，他去繞著脖子，甚至說毛巾他也一樣、繩子也一樣，就它繞在脖子啊。」(C-1-9)

「女兒她會去拿剪刀，拿剪刀去剪頭髮。啊甚至有一次她去刺她的皮膚，就在，女兒她是六歲，啊在五歲那段時間。」(C-1-9)

「中班的時候，我兒子跟我說『媽媽，我們去死，好不好？』」(C-1-6)

(3) 壓抑與隔離自己的感覺

壓抑的情緒及其行為反應也呈現在兒童的生活當中，母親知覺到兒童會從很小（2歲）即逆來順受，但不知是兒童的本性或是因不斷暴露在有暴力的緊張氣氛環境中，或因無法表達因父母暴力而引發的情緒而選擇逃家，或當驚嚇時，忍住不哭，甚至受傷了也沒有感覺。

「就是那個老三就出現很奇怪就是說，他會明明知道他遭受很大，他就變成他就忍著，然後你會知道他想哭了他也想要你抱你可是他就是不敢開口，他只會躲在老師旁邊，我有懷疑他有幾點很奇怪，就是說他玩摔下去那雕像掉下來要砸到他的頭，整個都黑掉，他也沒哭耶，他越這樣我越害怕，從樓梯摔下去他也不叫也不哭這樣，」(C-2-38)

「我發覺老大（女兒）會很親密地抱起baby說，我好愛你喔，然後下一刻突然就大聲說『討厭』，跟爸爸的反反覆覆一樣。」(MoK1,p.38)

「老三（女兒）就很奇怪的就是說，她明明知道自己遭受很大的委屈，可是他就忍著，然後你知道他想哭了，他也想要你抱，可是他就是不敢開口。」(MoK1,p.38)

人際關係的狀況

人際關係可分為與母親、與父親、與同儕的關係，及對未來婚姻的看法。對母親通常會感到心疼，及想要保護母親，也會在母親傷心的時候給予支持，但也有兒童對母親有語言及行為上的攻擊。兒童對父親除了恐懼之外，亦呈現出兩面討好之情況，即在母親面前討好母親，但在父親面前，則討好父親，對於幼小兒童則雖一面說「爸爸壞壞，打媽媽」，但一樣希望父親可以和他一起玩，亦有母親反應，孩子覺得獨居的父親很可憐，因此兒童對父母的感覺是充滿矛盾的。在兒童的焦點團體中，也指出即使父親是有暴力的行為，兒童還是希望可以得到父親的關懷。而兒童對於手足的關係也不見得是友善的。

「他嘴巴會唸他爸爸如果怎樣的話，他就怎樣，他就是要保護自己，要保護媽媽」(C-1-14)

「他現在會跟得你重覆爸爸壞壞，爸爸打，爸爸打傷媽媽，媽媽不敢回家，可是他同時又會找爸爸玩。」(C-3-1)

「會覺得小孩因為爸爸常買玩具給他，小孩變得比較喜歡爸爸，」(C-3-1)

「她（女兒）現在等於是拒絕弟弟的，從來不會跟弟弟分享什麼東西，如果媽媽不在也不會去照顧弟弟，在她身上不會看到姊姊照顧弟弟的樣子。」(MoK1,p.9)

對於同儕的關係，則可能出現前面所談到的打人的狀況，或因不知如何與人交朋友，不知如何表達喜歡他人而以肢體衝突的方式來表達，或以說三字經的方式來和他人建立關係，但母親也思考兒童會使用三字經，除了學習父親之外，同儕之間的相互影響，形成一種次文化似乎也是要考慮的因素。

「我了解到他（兒子）和同學處不來是因為他很喜歡跟人家相處，卻不知道怎麼去表達他的友善以及向他喜歡的人表示」(MoK1,p.8)

母親亦提及當兒童處理與同儕之間的衝突，有可能就直接以出手打人的方式處理（男孩）；母親認為有些兒童會變成與人疏離，較不容易信任別人，會思考某個朋友是否值得她信任（女兒），亦有兒童變得較孤僻（女兒）。

「目前我觀察到的她（女兒）比較會拒絕人，而且是推開先生他們那一邊的親戚。姑姑跟叔叔也都很疼她，但她跟姑姑還是不親近」(MoK1,p.11)

因此，母親認為教導兒童基本的社交技巧，及處理衝突的方式，以防止兒童形成對男人的刻板化印象，認為男人就是要使用暴力來解決問題。

至於對未來婚姻的想法不是在結與不結之間衝突，要不就直接表達對未來婚姻是害怕的，且沒有男女童性別之分，母親所提供的資料中呈現女兒曾表達不想結婚的頻率較多。但也有一位現在有青春期（高中）女兒的母親發現，雖然女兒的結不結婚的心情是矛盾的，卻又在意性交往過程中，呈現出對父愛的憧憬，即似乎盼望男友可以給予父親所不曾給她的愛。而不想結婚的心情是害怕再遇到和父親一樣有暴力的人。也有母親在離婚後，盡量從親人的資源中為孩子找到好父親的形象來彌補孩子的需要，例如有乾爹、乾媽的支持系統。

〈2〉 母親所知覺到目睹婚暴兒童的需要

綜合以上母親對兒童的觀察，知覺到婚姻暴力對兒童的確存在一些負向及正向的影響，為了協助兒童減少負向的影響並增強兒童心理創傷的復原能力，以兒童為核心，思考如何建構起兒童正向的支持網絡系統。

參與焦點團體的母親們認為目睹暴力兒童所需要的協助，不只是直接的協助兒童，也包括協助與兒童相關的重要他人，如母親、父親、兒童的老師，而可以提供協助的單位包括學校、社會福利、心理諮商與精神醫療、媒體與社會大眾，見表4之類別陳述。
表4•母親所知覺到目睹婚暴兒童的需要

	
	教育系統、學校可提供之協助
	社會福利
	心理諮商與精神醫療
	媒體與社會大眾

	兒

童
	1.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預防學生對男人的刻板化印象—使用暴力、對單親與低社經地位之兒童進行心理建設、從小即教導情緒管理課程，教導兒童除暴力外的解決事情及壓力的方式

2. 學校保密學生的資料、學校的尊重與保護

3. 學校輔導室的協助與關心兒童、安排兒童參與輔導課

4. 老師關心學生的特殊狀況、導師協助瞭解兒童交朋友之狀況、老師以身作則，不要使用暴力之肢體與語言、學校老師給予兒童肯定、導師可以和母親一起合作協助兒童
	1. 政府提供更多心理諮商基金給兒童

2. 結合大專學生帶兒童進行活動，以增加正向示範的效果

3. 安排兒童參與輔導課
	1. 安排兒童參與心理輔導課、比12次更多的心理諮商次數

2. 經由個別與家庭諮商，兒童有機會說出對家庭的想法與感受、情緒的管理，如何抒解壓力、對單親與低社經地位之兒童進行心理建設

3. 兒童不因與施暴者一起生活，而失去被心理諮商的機會

4. 當兒童需要精神醫療的長期照料
	1. 管理控制媒體及廣告對暴力的使用與報導




	母

親
	1. 親職教育：如何拉近與兒童的關係

2. 導師可以和母親討論兒童之狀況
	1. 相關福利團體應讓更多的家庭知道其資源、告知婦女應有的權益（例如法官）、宣導兒童與婦女之權益

2. 親職教育：如何拉近與兒童的關、告訴母親如何協助兒童
	1. 可以有母親個別與家庭（與孩子一起）諮商

2. 母親的自我成長課程、母親探索原生家庭與家族治療、情緒的管理、告訴母親如何協助兒童

3. 參加課程可以減免費用
	

	父

親
	
	
	加害者要有強制的機制，使加害者有機會被治療
	

	老

師
	1. 給予老師訓練，使之對特殊家庭的瞭解與同理、給予教師基礎訓練、校長的再教育以理解特殊家庭中的兒童

2. 給學校經費協助兒童
	
	
	


1.母親認為學校教育系統可以提供的協助

或許兒童除家庭外，最重要的生活環境即為學校，故母親們對學校有很深的期待，這些期待分為幾部分：

(1) 校長、老師及導師均可參加訓練課程，可以增加對目睹暴力兒童及其家庭的瞭解與同理，不會以排斥的態度來對待兒童，或認為他們是學校的麻煩。

「除了功課以外，可以私底下去多找學生聊，聊一些他的家庭問題，去瞭解那個小孩子，比在功課上瞭解他還來得好，可是如果說，老師發現到這個小孩子怪怪的，他疏忽他，不去瞭解他，那小孩子就沒有談的對象。」(MoK2,p.43)

「好像有些導師他不能夠瞭解每個孩子的個別差異，甚至有些導師好像很不能同理一些特殊家庭處遇，我認為老師應該接受這些相關的基礎訓練。」(MoT,p.17)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看學校，校長他有沒有那種概念，那校長也需要再教育以理解特殊家庭中的兒童。」(MoT,p.26)

(2) 學校可以有經費來進行預防教育及增加對目睹兒的協助，例如安排心理輔導課程。

「有些人會因為他們是單親家庭或社經地位不好而對他們下判斷，所以我覺得要慢慢跟小朋友做輔導，而且要從小就開始，不然到時候他真的經歷到這樣的婚姻的時候，他心理又會自責。」(MoT,p.16)

(3) 學校可以與其他專業合作一起協助兒童。

「老師應該有做親職教育的資源…，可以和母親一起討論兒童的狀況，以及如何增進和孩子的關係。」(MoT,p.13)

(4) 學校可以進行預防教育，如性別平等教育、管理情緒之課程，教導兒童如何以非暴力的方式處理情緒及衝突，並防止兒童對男性可以使用暴力的刻板化印象。因此也希望老師以身作則，不要使用暴力的語言與肢體。

「應該從他們的教育，針對兩性的課程從小教育，去教導男性不是只有以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同時也應提升女性自主的意識。」(MoT,p.21)

「好像台灣男人的觀念比較傾向可以用暴力解決問題，孩子常常接觸這樣的環境，意識裡就會存在這種觀念，學校在兩性方面的教導很重要。」(MoT,p.6)

「他們學校有一個國文老師對孩子罵三字經，孩子也會覺得學校怎麼是這種態度，可能就走到偏差的地方去了。」(MoT,p.9)

「發洩的方式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學，情緒的管理還有解決事情及壓力的方式，從小就教育他，讓他有適當的方式。」(MoT,p.22)

(5) 在學校行政上亦需要請學校務必保守學生的資料，以確保兒童的安全及對家庭的尊重。例如：不要請單親的兒童站起來，只為了統計班上有多少為單親兒童。

「對學校的系統的期待就是希望學校對學生的一些資料能夠保密，免得父親到學校找孩子時，即使媽媽有保護令也沒有用。」(MoK2,p.43)

(6) 盼望導師願意與母親一起合作，與母親討論兒童在校狀況，瞭解目睹兒童心理上需要支持、肯定與關心的需求。

「我聽他們導師講說，跟孩子在一起的朋友有影響，好的跟好的，那就不用擔心，如果交到壞朋友你才要擔心，因為他們導師在學童這邊也會去做滿深入的瞭解，他說就是要注意去觀察他朋友的階段。」(MoT,p.9)

「每個學生都希望能夠得到老師的肯定，老師的鼓勵對孩子的影響真的很大。」(MoT,p.13)

2.母親認為社會福利機構可以提供的協助

母親對於社會福利的期待，認為對兒童的協助有兩部分：一是提供更多的心理諮商費用，使兒童可以更深入心理諮商的課程。母親們一致認為十二次的心理諮商對一個兒童的復原而言是不夠的。

另外，亦盼望若能組織大專學生，陪伴兒童及進行一些休閒活動，使兒童有機會接觸正向的模範。

母親對於社會福利對家庭的協助，可分為四部分：

(1) 許多母親認為許多家庭其實都需要社會福利的協助，但這些家庭都不知道資源何在，且需要資源的也不只是肢體暴力家庭，因此，應讓更多家庭知道當家庭遭遇困難時，那些資源可以提供協助。

「我覺得政府有這麼好的福利團體，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有問題的時候，都不知道可以帶到哪裡協助。這個應該要多多提倡。」(MoK1,p.17)

(2) 婦女與兒童的權益是新興的議題，故母親們認為宣導是重要的。筆者雖將此項置於社會福利可提供之服務，但母親也提到法官應有責任將他們所不知的權益告知，以及婦女自己也可從出版的婦女權益書籍中得到。

「法律上宣導可以讓我們知道有協助的單位，才能夠保障自己的權益，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的權益，知道去尋求管道，我想法院會給你公平的解決。」(MoT,p.27)

(3) 親職教育的需求：此需求可協助母親接近兒童，瞭解及同理目睹兒童的心情及如何回應兒童的反應。而可以提供此服務的，除社會福利機構外，教育系統的學校及心理諮商的機制也都可以提供此服務。

「政府可以安排一些小朋友的兒童心理輔導的課，讓小朋友去接受心理輔導，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專業，但是如果結合醫院或是兒童心理醫生，跟他們做配合，希望藉由專業的醫生來幫助我們瞭解孩子，到底對他們影響的層次在哪裡，我們該怎麼幫助小孩子。」(MoT,p.17)

「我覺得需要上的課程是關於親子之間的關係，怎麼去了解小孩子，為什麼小孩子有這樣的情緒、這樣的反應？他在學校受到什麼挫折，他在團體裡面，跟別人互動是什麼樣子？」(MoK2,p.38)

(4) 母親認為父親是需要改變及接受強制治療，雖然對於要治療些什麼內容沒有立刻的答案，但因兒童依然需和父親會面，甚至與父親同住，或仍在婚姻當中，若父親沒有改變，擔心對兒童持續有不良影響。當然這部分需要司法的協助。

「當然對加害人處遇的最大強制力還是從法院來，但是我們被害人必須要主動跟法官提出，否則法官不會判定。我覺得法官必須要知道我們有這樣的權益，並且要告訴被害人」(MoT,p.26)

(5) 義工對母親的協助也是重要的，不只可以給單親母親喘息的機會，也會帶給兒童更豐富的生活經驗。

「我覺得如果說政府方面能夠讓，比如說大專生他們帶的團體，然後帶動孩子，教他們一些技能啦，或是一些玩遊戲的那個，同時也可以讓小孩子發洩裡面的情緒。」(MoK2,p.19)

3.母親對心理諮商協助目睹兒童的看法有幾點：

(1) 母親認為目睹暴力對兒童所造成的傷害非短短十二次諮商即可完全復原，故認為應有增加次數的彈性，以進行較完整的心理重建。

「孩子做遊戲治療有效果，但是效果出來，治療就要停止了，我覺得應該要做久一點，成效才會好，希望在這方面是政府能夠用多點資金過來。」(MoK1, p.2)

「一般都是12次，那其實所有的諮商老師都說12次不夠，我覺得最起碼要持續做一兩年，像這種從小在這種環境下的孩子，做12次根本就只有一點點成效，可是之後沒有繼續做，他還是會回復到以前的樣子。」(MoK1,p.3)

(2) 母親希望除個別諮商，亦可安排親子或家庭的諮商，使兒童的感受與想法可以表達出來讓母親知道，才能一起協助兒童。

「經由諮商，我知道這樣一個狀況是可以全家一起來的，像這樣子全家一起藉這樣的機會把心事談出來，之前我女兒一直沒有辦法把她內心的事很完全地講出來，也是藉由這樣的一個機會，她才能做真實的表達。」(MoK1,p.5)

「我知道如果說要強制我跟我先生去上課，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希望由政府這邊強制，通知我們我的孩子有問題，要進一步探討家庭的狀況。」(MoK2.,p.43)

(3) 有些目睹兒是與父親同住而非母親，只要是與父親同住，幾乎就沒有機會准許兒童接受心理諮商，母親們認為應突破此狀況。

「本來有排小孩子的諮商，就是我跟小孩一起。但是又牽扯到監護權的問題，我先生不肯把孩子帶出來。」(MoK1,p.32)

(4) 少數母親的孩子，已有精神症狀，亦以進入精神醫療系統，故盼望精神醫療系統可以給予長期的協助。

「之前有安排老師跟孩子諮商嘛，又因為目前我的兒子跟女兒有憂鬱症，有安排他們在醫院裡面，可是那麼小的小孩子就有憂鬱症，到以後他們長大的過程之間，不知道還要治療多久。」(MoK2,p.38)

許多母親知覺到單只是協助兒童進入心理諮商是不夠的，因為畢竟母親有很長的時間與兒童在一起，若母親沒有改變，兒童依然受到傷害，因此母親也需要心理諮商，來協助自己自我成長，即可以有安全感，可以學習有穩定的情緒，可以處理自己的傷害，而不會將兒童當作情緒的出口，也要去探索自己的原生家庭帶給自己及自己暴力婚姻的影響，這些自我成長、自我探索及情緒管理的課程是針對母親的。

「我覺得大人方面還是需要有一些課程，如果說大人自己有成熟、成長的話，其實她可以間接的去影響到自己的孩子，然後再透過兒童團體的模式跟過程，其實對小孩子的影響都蠻重要的。」(Mok2,p.38)

「我覺得家族治療還有原生家庭的探討，上過課以後，我會更清楚說，我們為什麼在婚姻裡面會碰到這樣的一個模式，原來我們的原生家庭對我們的影響，包括對方的原生家庭對他的影響，造成我們兩個結合在一起，會變成什麼樣，其實都有連接。」(MoK2,p.38)

母親們亦很需要被教導如何協助自己的小孩，及有關親職教育的課程，由於目睹暴力兒童可能有許多情緒及行為上的反應是母親們所不瞭解或不可預知，乃至不知如何回應兒童的情緒與行為，故需要專業人員的協助。

另外，母親亦希望對母親所提供的課程也可以是免費的，如提供給兒童的一樣，因為自己是經濟上的弱勢。(MoT,p.19)

4.母親認為媒體可以提供的協助：

母親們認為媒體及廣告暴露太多暴力的內容，兒童也會學習，故認為媒體在這部分應受到限制與管理。另外，媒體也有助於正確觀念及婦女兒童權益的宣導。
「其實還是新聞媒體的影響太大，因為民主社會之後，新聞媒體整個渲染的，小孩子的辨識能力還不健全，我覺得會有影響。像小孩子看電視，我覺得大人要陪在旁邊，有點像把關。你看社會的宣傳影響很大，動不動有壓力就自殺，媒體只說不要自殺，可是他沒有告訴人說為什麼不要自殺，有什麼解決之道，如果不知道情緒可以怎樣發洩，可以有哪些管道。」(MoT,p.22)

第三節  專業人員眼中的目睹兒及目前之工作

〈1〉 專業人員眼中的目睹兒

表5•專業人員眼中的目睹兒
	
	諮商
	教育
	社工╱社政

	1.生理
	
	身體不好，經常咳嗽
	

	2.心理
	(1)敏感於別人受傷的原因

(2)上課注意力不集中、出神發呆

(3)沒有安全感

(4)比較採用逃避的

(5)內隱性的東西比較多
	
	不安全感，不敢躺在床上睡覺、對環境沒有安全感


	3.認知
	把暴力的行為合理化
	覺得每個人都要欺負他，對他不好。
	學習到媽媽的態度，去忍耐承受

	4.行為
	(2) 對同儕或兄弟姊妹產生暴力或言語上的傷害、將情緒發洩在弟弟身上、在學校恐嚇低年級的孩子、出現比較多的攻擊、產生暴力行為、

(3) 難遵守規範、上課一直睡覺、罵粗話、抓狂

(4) 連晚上睡覺都不安心、退化、幾乎是解離狀態
	(1) 比較膽怯、畏縮、退縮，做事丟三落四、眼神不對、行為突然改變

(2) 在常規的遵守上不是很好、不寫作業、學業表現比較差，有自暴自棄的傾向（女孩）、課業下降、家裡一出現暴力就逃學（女孩）、偷竊、說謊、不寫作業、上課打瞌睡，睡眠不足

(3) 模仿家庭的暴力行為、在學校暴力行為頻繁

(4) 跟男同學會巴結求好（女孩），老師訓練她不要去討好

(5) 父親到學校來找，孩子會覺得很丟臉，想躲起來。（女孩）
	(1) 暴力循環，變成手足間，甚至子女對母親的暴力、學習到以暴力的方式解決事情、男孩比較暴力、團體內婦女的孩子會互相打架

(2) 不敢睡覺、很少一覺睡到天亮、會哭，作惡夢、白天特別黏人

(3) 自我傷害，打自己

(4) 安慰哭泣的女同學

	5.人際
	(1) 非常懂得察言觀色，懂得什麼時候要閃躲

(2) 離群
	(1) 希望得到男老師的寵愛，想引起老師注意（女孩）

(2) 忍受哥哥對她的欺負（女孩）

(3) 捉妹妹去撞牆（男孩）

(4) 害怕人際衝突，選擇逃避
	影響異性交往

	6.情緒
	(1) 憤怒

(2) 攻擊背後有很深的悲傷

(3) 焦慮

(4) 罪惡感
	(1) 脾氣不好，情緒控制不好

(2) 焦慮

	(1) 以暴力的方式發洩情緒、孩子沒有學習到適切的情緒發洩方式

(2) 很害怕躲在一邊、冷漠、對現狀感到無奈、兒童在團體中煩躁不安、兒童的情緒反應激烈，無法安定下來、充滿害怕、脾氣暴躁

	7.對母親的看法
	(1) 認同施暴者、模仿爸爸的方式對待媽媽

(2) 擔心媽媽，比較不擔心自己（本身受虐）
	
	(1) 比較傾向依附媽媽（受害者）、站出來想要保護媽媽、叫媽媽離婚，心疼媽媽被打

(2) 希望父母不要離婚，期待家庭是完整的

	8.對父親的看法
	(1) 和施暴者（爸爸）結盟、可憐爸爸（施暴者）目前的處境

(2) 矛盾衝突的心理（有時候覺得爸爸很好，有時候很壞）
	
	(1) 厭惡爸爸媽媽

(2) 討厭爸爸、恨爸爸、想要殺爸爸

(3) 希望父母不要離婚，期待家庭是完整的


本研究的專業人員共有心理諮商、教育及社工╱社政三類，從資料分析中共分為八類來描述目睹婚姻暴力對兒童所造成的影響，這些描述是來自專業人員對兒童的觀察及與兒童工作的經驗。此八類對兒童的影響為：生理、心理、認知、行為、人際關係、情緒、兒童對母親的看法及對父親的看法。

母親與教師對目睹婚暴造成幼兒及兒童的生理之影響有較多的觀察，尤其是母親，而心理諮商師與社工╱社政及教師專業則對兒童的行為反應的觀察較多，尤其是老師的角色。另外，老師對兒童人際關係的觀察亦較多。諮商與社工╱社政專業則對兒童的心理狀態、情緒狀態、兒童對母親與父親的看法觀察較入微。綜合各專業所覺知的目睹婚暴對兒童的影響，在生理層面認為兒童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經常生病；在心理層面的影響為當別人受到傷害時，兒童是很敏感的，較沒有安全感，上課容易出神而注意力不集中，較壓抑與逃避，或有解離的狀況出現。

「孩子上課其實注意力不太專心，下課變得比較離群，老師會反應說他怪怪的，會在那邊出神發呆。有些則會出現比較多的攻擊行為。」(CoK,p.6)

「去上課就開始一直睡覺一直睡覺，連午餐她也是趴著睡，幾乎是一種解離狀態（女生，小六）」(CoK,p.11)

在認知層面的影響為把暴力的行為合理化，認為每個人都對自己不好，要欺負他，學習到母親對許多事都是忍耐與承受的態度。

「當我詢問他的時候，好像他認為每個人都要欺負他，每個小朋友都對他不好」(EdK2,p.9)

在行為層面的影響為較多的攻擊行為，例如對同儕或兄弟姊妹或甚至對母親肢體或語言上的傷害，亦較難遵守一些規範，或有退化的行為、上課時一直睡覺、比較膽怯、畏縮，女孩會去討好男同學，學業表現較差而有自暴自棄的傾向，或有偷竊、說謊之狀況，當家中暴力一直持續，則有逃家的狀況、自我傷害的傾向、以暴力解決事情、不敢睡覺與惡夢的情形、會黏人、較會安慰別人。

「他會用爸爸在對待媽媽的方式去對待媽媽，爸爸告訴他你去打媽媽，他就會拿東西過去準備要打媽媽」(CoK,p.9)

「我們在老師的教學過程就會比較容易發現，那樣的孩子會比較膽怯，但是他在常規的遵守上又不是很好」(EdK2,p.2)

「家庭裡面的管教方式沒有改變的話，也就沒有辦法打破暴力循環，會變成手足之間的暴力，兩代之間的暴力，甚至會變成子女對母親的暴力。」(SwT2,p.4)

「他看到爸爸打媽媽的部分，然後他的情緒發洩方式是會自我傷害，他不哭，可是他就是打自己」(SwT3,p.4)

「目睹暴力的小朋友常常有一個問題是，他們學習到發洩情緒的方式，其實也常常就是暴力，所以常常在家園最常看到就是小朋友打成一團。」(SwT3,p.4)

這些行為層面的影響並不是每個目睹婚暴兒童都會有的狀況，且這些行為現象也都是常見的，不見得是目睹婚暴兒童所「專屬」的，專業人員在面對這些行為時，都需提供協助，不管兒童是否被標定為目睹婚暴兒。

在人際關係層面的影響：當兒童長大後，會影響到他的異性交往、害怕與異性建立親密的關係，也害怕婚姻，害怕人際衝突，會選擇逃避的方式，女孩傾向忍受哥哥的欺負，並會討好男老師，亦有兒童學會懂得察言觀色，知道如何閃躲，亦有兒童是較與人疏離的。

「他非常的敏感，非常懂得察言觀色，也懂得什麼時候要閃躲」(CoK,p.14)

「在人際互動當中只要一出現衝突，他寧可先選擇躲避，逃避衝突」(EdK2,p.3)

「那個小孩是小學六年級，她給我的感覺是她非常冷漠，她覺得對現狀是非常無可奈何，她無法改變又非常厭惡」(SwK,p.5)

在情緒層面上的呈現則發現情緒起伏較強烈，情緒自我控制能力較差，會有焦慮、憤怒、悲傷、罪惡感、害怕的情緒較多，在兒童團體中煩躁不安、或冷漠的狀況、或對現狀呈現出無奈的心情。基本上兒童似乎沒有學到合宜的發洩情緒的方式，故容易以暴力的方式來發洩情緒。

「小孩子的反應好像都是充滿憤怒的一些情緒，他還是很攻擊的，可是攻擊的背後還是一樣有一個很深的悲傷。至於接觸到比較小的孩子，大概是小一小二，還有幼稚園的，表現出來較多焦慮的情緒。」(CoK,p.4,5,6)

「我跟阿媽在談的時候孩子是坐在椅子上睡覺的，其實是她不敢躺在床上睡覺，阿媽要抱她，她也沒有辦法很安心」(SwK,p.8)

「在家園工作最常看到小朋友的一個部分就是，發現小朋友跟媽媽一樣都是混亂，對於環境當然就是很沒有安全感」(SwT3,p.3)

對母親的看法呈現兩極的現象，有些兒童是較依附母親（受害者），想保護母親、希望母親離婚、擔心母親的，但也有兒童是認同父親（施暴者），並模仿父親的方式來對待母親。對於父親的看法兒童的差異性較大，有些兒童討厭父親，有些則與他同盟，有些則可憐父親的處境，有些則充滿矛盾的心理，有些則對父母都感到厭惡，在專業人員與兒童工作的經驗中，並不是所有兒童都希望父母離婚，也有些希望父母的婚姻可以維持，期待家庭的完整性。

「有時候覺得爸爸很好，但是又目睹暴力的景象，看到媽媽這種狀況，所以對有些孩子來講，他是很矛盾的，甚至很衝突的」(CoK,p.5)

「她告訴我說她到小五的時候就會站出來，爸爸打媽媽的時候她會想要去保護她媽媽」(SwK,p.3)

「她會提到說，希望她的父母親不要離婚，她會期待她的家庭是完整的、是好的」(SwK,p.21)

〈2〉 前各專業對目睹婚暴兒童所提供的服務

1.預防性的工作

表6•預防性工作

	教育專業

	(1)針對兒童個別的需要

· 導師所做的:去愛他照顧他、為受傷小孩敷藥、找輔導老師談、如果學校沒有輔導室，也可以找主任或校長談、教孩子求助管道、教育孩子如何保護自己、瞭解兒童受到的影響，從日常生活中去改變他（例；討好，逃避）、老師平日對兒童的談話要有敏感度、告訴小朋友家裡有事一定要講、兒童的求助能力差，要靠老師協助及訓練、和孩子建立信任的關係、針對問題行為去關心他，則行為會慢慢降低、教導班上其他的小朋友對目睹兒的態度、empower小孩，不一定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 輔導室能做的：找能接納孩子的老師、換導師時，告訴新導師要關注的地方

· 學校給目睹兒的協助：提供較多物質上的需求及照顧、有認輔媽媽可以固定時間的陪伴。

	(2)針對全班的預防教育

· 在班級家長會的時候提醒大家家庭暴力對孩子的影響、全校性的宣導、請相關基金會來校宣導概念，亦可過濾隱性的個案、學校的宣導可大可小，看學校行政要著力多少，孩子的吸收差異也就大

· 設置學生輔導信箱

· 適度的使用法律來規範家長

· 由於中輟系統，孩子三天沒到學校就要通報，七天沒到學校要報警察局，利用此系統亦可同時關心家中是否有暴力之情形

	(3)輔導室的團體工作

· 輔導室和導師的合作建立兒童身體界線之概念，不會因為要討好男性而受傷

· 輔導室的介入是必要的，當兒童無法用語言表達，要透過繪本或其他方式，並不適合老師來做

· 固定的繪本團體，給予支持、兒童繪本經驗分享團體，有很好的成效

· 輔導室有親職的教育輔導，能夠維持和家長間的聯繫

· 請輔研所博士班的學生到學校輔導孩子


由於目睹婚姻暴力對兒童造成的影響為一新興的議題，除社工專業因服務受暴婦女而有較多的經驗，其他專業都尚再起步階段，雖然如此，一些較敏感的老師也開始注意這個議題，並提供預防性的工作，由資料中顯示預防性的工作分為三個部份，一是針對兒童個別的需要，一是針對全般預防性的課程，三是輔導室所提供的團體工作。

(1)針對兒童個別的需要

有些有心的導師若知道兒童家中暴力的情況，會在日常生活中給予兒童較多的愛與照料，因此平日對兒童的談話也就較為敏銳，在平常就和兒童建立信任關心，兒童在有需要時才會向老師求助，由於兒童的求助能力是較弱的，故老師的協助與訓練兒童如何保護自己，如何求助是必要的。另外，亦有老師會去了解家庭暴力對兒童所造成的影響而引發的行為問題，老師會從日常生活中去關心他，慢慢改變其行為。並在換導師時，為孩子找可以接納兒童的老師，告知新導師應該關注的地方，而更細微的部份則是當兒童夾在父母雙方的衝突時，有導師會充能(empower)兒童，鼓勵他做自己，不一定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因此可看到老師對兒童的協助是很直接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從給予關懷到行為問題的修正，及自我保護的訓練，這種持續長期的關懷是婚暴家庭中兒童所最需要的，因為他們可能無法從家中經驗到這種較一致性的關懷，而且更可以減緩因家暴而帶來的恐懼、疏離與孤單的感覺，這樣的日常生活式之關懷，更是只有教育專業的第一線老師可以提供，因為除了家庭外，學校是兒童生活最久的場域。

「我們不曉得怎麼去幫忙他會比較好，我們只知道說去愛他去照顧他，他受傷的時候，幫他敷藥。學校如果有輔導室的話，幫他找輔導室的輔導主任，或者輔導老師」(Edk1,p.2,3,4)

「當孩子到了三年級、五年級在轉型的時候，我會去提醒導師一下，因為導師有時候沒留意到。由於小朋友的求助能力很差，還是要透過大人，就是有問題時，老師的警覺系統要比孩子敏銳，這樣才有可能幫到孩子。所以說我自己帶的班級，我都會提醒孩子，家裡有什麼狀況的時候可以跟老師講」(Edk2,p.5,6)

(2)針對全班的預防教育

導師在平日即告訴兒童，若家中有發生事情，一定要告訴老師，因此老師可以成為兒童的求助對象，並利用班級家長會提醒家長家庭暴力對孩子的影響，並在班級設置學生輔導信箱，或請相關的基金會到校宣導概念，並過濾隱性的個案。在必要時使用法律來規範家長，因此老師對於基本有關兒童保護與家庭暴力的法律必須要有概念。另外，亦有老師會教導學生對目睹兒應有的態度。

「在班級家長會的時候，因為整個年級的家長一起來，有一次就是老師提到說家庭暴力這個問題其實對小孩的影響很大」(Edk2,p.15)

(3)輔導室的團體工作

輔導室並不一定要被動的等待導師轉介個案，且因輔導老師有限，故主動和導師合作，篩選適合進入團體的兒童，設計符合兒童需求的團體，不只可以服務較多的學童，也不需要等到已有嚴重的行為問題再處理，故有「打預防針」的效果，例如利用繪本團體，給予支持，傳達健康的訊息，協助兒童建立身體界線，尤其是當兒童使用語言有困難時，輔導室的介入更是重要。另外，老師亦認為輔導室親職教育的功能，應該發揮維持與家長之間的聯繫功能。請輔研所博士班學生到校協助輔導兒童似乎也有可行之處。

「她是那種失去父愛的女生，很希望去得到男老師的寵愛，一言一行就會比較特立獨行，要引起男老師的注意。我（輔導老師）會去跟導師聊一下，留意一下這個孩子後續的發展，導師也會教導孩子身體界線的概念。但是導師頂多就是帶這孩子兩年，如果輔導室這邊也能夠一起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觀念，她接下來在國中的階段可能就比較不會亂來。」(EdK2,p.5)

「因為低年級的孩子他的語彙就是比較少，他的語言可能沒有辦法直接表達真實的感受，這時候輔導室的輔導人員、輔導老師從一些簡單的，像遊戲治療，或是帶領孩子畫畫，做一些引導，甚至於拿故事書給他讀，從故事書裡面的跟她做討論、分享，再帶出孩子要面對的議題。然而導師可能有角色上的衝突，學生不見得願意接受由導師來介入，輔導室的專業角色就適切得多。」(EdK2,p.6)

「我們固定一個星期一次的繪本團體。像家暴或單親的孩子比較少說話的管道，也比較沈默，然後他可以在這個團體聊一聊，慢慢地孩子會越講越多，並且彼此做經驗分享，到最後他們提出來的經驗雖然是負面的，可是至少敢說出來，那就是一個很大的支持了。」(EdK2,p.13)

「我們輔導室經常有一些親職方面的會談，因為導師跟家長談孩子的問題時，最後就會發現是家庭問題。這要長期地和家長做聯繫，到最後輔導室跟家長做親職教育，或是夫妻關係的探討，老師那邊可能持續關心孩子，然後兩邊時常保持聯絡。」(EdK2,p.16)

「像我們學校會請高師大輔研所博士班的準博士們到學校專門輔導這些小孩子，我覺得對小孩子也是一個很大幫助。因為，家庭忙於經濟方面，即使有醫院團體的資源，家長也根本就沒有時間帶小孩子去。所以，利用小孩子在學校的時間，請有專長的學生來協助是一個很好的資源。」(EdK2,p.22)

(4)跨專業的意見

專業人員認為利用中輟系統可以關心兒童的家庭是否發生一些危機的狀況或家庭暴力的情況，以增加學校對兒童關心的深度。但在初級的全校性預防工作，專業人員則認為，預防效益的程度端視學校著力的程度。

「不管是目睹或是受虐兒童，這些七到十二歲的孩子一定要到學校來。我們利用中輟系統，孩子三天沒有到學校來我們就通報了，如果七天沒有到學校來，那就是報警察局」(cros,p.10)

「我覺得這其實跟學校的行政態度也有關係，比如說像執行宣導的活動其實可大可小，也可以去辦相關的課程或請專家來對孩子演講，或是影帶或是書本導讀之類都可以。但是也可以做得很簡單，就是叫大家做海報比賽這樣。所以其實看學校在這個部分著力的部分多不多，那孩子們吸收的差異就會蠻大的。」(cros,p.15)

2.對兒童的直接服務

表7•對兒童的直接服務

	社工

	(1)目睹婚暴兒童在社工處遇中的位置

· 主體性：視為保護議題的一項、只是保護議題裡面的其中一個，沒有主體性、仍以兒保為服務主體、以母親為服務主體，故和爸爸在一起的孩子，社工照料不到

· 目睹常併其他形式、目睹兒由婦保兒保作都一樣，看哪一邊的方案、家暴目前以被害人的部分做處理；包括媽媽和孩子、包含在婚暴、婦保系統下只是附帶的工作、早期工作重點在父母，現在目睹兒在有餘力時做

· 目睹兒和受虐兒有重疊的界線時，受虐兒的能見度一定比目睹兒高。

	(2)目睹兒在社工處遇中開案的可能性

· 評估是否進入兒保：如果媽媽被評估還有保護兒童的能力，則暫不進入兒保、如果已經離開婚暴家庭，就不會繼續開案，兒保也不會派案

· 受案後，若婚暴亦會關注孩子的權益，但單純目睹非開案指標

· 可介入調查，在評估是否開案成為個管之案件，但目睹現在不是一個必然開案的條件、中央目前並沒有實際的作法，處理流程不明確

· 以其他形式開案，如：疏忽

	(3)在司法上的協助

· 補充欄提到說，這個孩子是長期目睹的兒童婚暴的孩子，孩子有呈現什麼樣的狀況，那那一次孩子的保護令有裁定下來，那暫時監護權也給媽媽了

· 目前最大的困難在於雙方均有監護權，申請保護令時，法官困難裁定要給哪一方，當兒童有證據因目睹受到傷害，法官才會裁定

	(4)就學的協助

· 學齡前由媽媽直接帶走較沒有讀書轉學的問題、母親亦有權決定兒童在哪就讀

· 學校收轉學但不轉學籍，需要社會局公文，且若父親問，社會局必須告知、以寄讀的方式，但學校也不願意被寄讀

	(5)醫療與諮商資源的轉介

醫療資源轉介:

· 幫婦女連結諮商、醫療資源來處理孩子的問題、讓小朋友去醫院做衡鑑，增加對母親的信服力

· 不一定要轉醫院系統，因為媽媽認為孩子沒問題

· 醫療認為社工要經初步評估再決定要轉介哪些case到醫院

諮商的使用:

· 轉介做個別諮商、心理諮商過程，對孩子和母親有一些力量

· 年齡分層的團體，可讓孩子有不同的期待：可以進階，可以滿足不同年齡的需求，團體的年齡階段：

a.低年級：發洩情緒，有自己的空間

b.中年級：學習規範，自我控制

c.群體合作討論

· 階段性團體：初階團體—處理內在的感覺，及重新建構。進階團體—學習如何保護自己

· 團體的功能：把生活上的事在團體裡面呈現，提供解決的方式，減低無助感、團體的規律成為孩子的穩定性、團體可滿足孩子玩的需求、協助兒童的退縮—願與人互動、可以學習遵守規則、使用不同的方式發洩情緒、支持性兒童團體、兩到三天的工作坊—凝聚力，分享家中持續發生的事

· 放寒暑假時開團體，非長期性服務、一開始孩子跟著媽媽的團體、漸漸有些媽媽是單獨看到孩子的需要而來、目睹兒的方案，由團體諮商開始，因省人力

· 團體的進行：由一般性的主題開始，再進入家庭的主題、只要有需要的孩子，不分那麼清楚是目睹或不是，都可進入團體、特別退縮的狀況下，其實我們通常會轉諮商

· 不能光明正大的說要辦目睹兒的團體

	諮商

	(1) 個別

· 諮商師著重於個案本身的狀態來定諮商目標

· 要幫孩子擋一些東西，因為他可能沒有足夠的力氣去去檔社工員的目標，或是媽媽的期待

· 孩子將憤怒轉移到媽媽身上

	(2) 團體

· 團體的男女性帶領者可被賦予替代父母親角色的意義

· 團體結構：諮商覺得限於諮商次數，以結構式的團體為佳、結構性團體開始，再由兒童自行決定是否說個人的經驗、團體裡大人小孩的比例以1：3或1：4較好、兒童團體以持續四、五天為佳、團體的形式，是諮商師、機構及兒童的需要來擬定

· 治療目標（個別或團體）：適應、情緒發洩、表達；做正向思考的練習；初期作情緒教育的部分，因為比較中性、在中、後期讓孩子思考現在的生活的好處、中期的工作應是創傷經驗；處理孩子的恐懼、害怕、讓孩子非常清楚團體活動的安排，增加孩子的掌控感、由團體中的活動讓兒童經驗到被尊重、被認同、人際溝通正向的經驗、正向的自我概念、以團體的動力協助兒童說出自己家中的壓力狀況，以減少孤單的感受

· 期待諮商可以持續兩學期，一學期12次。第一學期幫助孩子生活的穩定，第二學期視孩子的狀況而定。（可能增加孩子的自我照顧、自我調適能力等等）


除了上述老師對兒童所做的預防工作，社工及諮商也都提供了兒童的直接服務，社工所會觸及的議題包括了目睹兒在社工處遇流程中的位置、開案的可能性、司法的協助、庇護與就學的服務，轉介諮商與其他資源來協助兒童。諮商則對兒童有個別與團體諮商的服務。

(1)目睹婚暴兒童在社工處遇中的位置

社工服務的輸送需有三項前提：法源基礎，人力的配置及經費預算；一是法源的基礎，於是可以有正式的人力的投入與經費預算的編列，然而在本研究蒐集資料結束之前，這三項前提均是缺乏的，故引發了此議題的凸顯。

由資料中呈現，由於沒有法源的基礎，在經費人力的編列上只有婦保、兒保而無目睹兒的項目，因此目睹兒的案件必須並有兒保的狀況，才能享有正式的資源。目前目睹兒的工作大多由婦保工作人員「兼著作」，因為婦保是以服務受暴婦女為主體，雖然工作人員較易直接看到與母親在一起的兒童之需要，但在人力及經費有限的情況之下，目睹兒並無法列為其工作重點，及被服務的主體。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處理家暴，那家暴大部分被害人都是媽媽，媽媽狀況已經是我們社政單位花費蠻大的心力在這部分，那對孩子的話我們從媽媽得到的訊息是知道孩子有人照顧，也照顧很好，我覺得我們比較care的是她的安全和教養部分，那部分ok就ok了，所以至於孩子目睹的那部分我覺得是我們心有餘而力不足的」(SwK,p.19)

「在早期社工的重心可能都在父母身上，現在慢慢地目睹兒童的部分變成是加減做」(SwK,p.21)

另一狀況是若兒童是與父親（通常為婚暴中的施虐者），在目前的服務網絡中是無法接觸到這群兒童的。

(2)目睹兒在社工處遇中開案的可能性

在社工介入調查家暴之狀況時，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目前並不是一個必然開案的條件，雖然社工在評估受暴婦女之狀況也會同時關注兒童的權益。若母親被評估尚有保護兒童的能力，則暫不會轉介給兒保的社工，但即使是轉介給兒保的社工，也不可能以目睹婚暴開案，而需以其他形式來開案，例如疏忽。社工人員認為中央沒有實際的作法，沒有人力及經費的投注是致使目睹兒工作被邊緣化的原因之一。

「受案的系統一定會了解媽媽這邊受了什麼傷害需要什麼幫忙，同時一定會去問說那孩子這邊有沒有合併到孩子的權益與虐待問題。如果說沒有直接受害，單純目睹現在不是一個受案的指標。」(SwT1,p.27)

(3)在司法上的協助

保護令、假處分、暫時監護權及監護權的問題都是處理婚姻暴力可能需要的司法協助，社工人員建議，若在保護令的補充欄中陳述兒童因目睹婚姻暴力而呈現了那些身心症狀，則兒童的保護令及母親的暫時監護權就可能取得。因為當兒童非為直接受暴者，雙方均有監護權，申請保護令時難以裁定要給父方或母方，故當兒童有證據因目睹暴力而受到傷害，則較容易協助法官來裁定。

(4)就學的協助

若是學齡前的兒童，母親若將之直接帶離，較沒有就學轉學的問題，若是轉學而不轉學籍，則需要社會局的公文，如果兒童沒有保護令，若父親問社會局則必須告知。若以寄讀的方式，則要看學校的意願。在就學的協助上社工遭遇許多的困難，將在「遭遇的困難」之主題中陳述。

「學校現在有兩種可能他們收是轉學不轉籍，他們會要求一定要有社會局的文，另外，如果爸爸來找我們的話我們會告訴爸爸。所以我們會鼓勵案主是不是就用寄讀的方式，可是問題有時候學校連寄讀都不願意」(SwK,p.11)

(5)醫療與諮商資源的轉介

醫療與心理諮商是社工常轉介的資源。藉由兩項資源來協助兒童的問題，有些母親願意接受醫院對兒童的衡鑑，醫院的專業形象可增加母親的信任感，願意主動讓兒童接受協助。然而對於偏遠地區的婚暴家庭，這兩項資源也都是不容易有的。

「你會發現媽媽不見得真的那麼有心想讓小朋友做諮商、進團體，如果把孩子轉介到像醫院這樣比較有power權威的機構裡面，去做一些鑑定或者是做其他的東西，你就發現，媽媽好像對這樣一個正式機構所下的判斷是比較信任的」(SwT3,p.7)

就心理諮商服務的形式而言分為個別及團體，而絕大部分均由社工轉介，由於經費的侷限，社工專業較期待使用團體工作的方式以服務較多有需要的兒童。

「剛開始做兒童團體，沒有把兒童變成是一個要治療的對象，比較單純就是說有一個部份是因為媽媽要來上支持團體，然後就辦一個兒童的團體，媽媽就這樣帶著小孩來上課」(SwT1,p.4)

個別心理諮商的重點，著重於兒童本身的困難，並協調社工及母親對兒童接受諮商的期待，在兒童個人的議題處理，則包括了兒童的憤怒，例如對父親、母親的憤怒、兒童的焦慮、悲傷與失落等議題。在團體工作中，其重點分為近期及遠期目標。

近期的目標為：․情緒教育

           ․正向思考的練習

           ․生活的適應、自我照料的能力

           ․情緒的表達與發洩

           ․增加孩子的掌控感

           ․人際溝通的正向經驗

遠期的目標為：․增加正向的自我概念

           ․處理兒童的創傷經驗

           ․減少兒童在面臨家中壓力狀況時的孤單感
除了上述的近期遠期的工作目標之外，社工師與心理諮商師也都發現兒童從團體中經驗了被尊重、被認同，有機會學習保護自己，團體心理諮商提供兒童玩的需求，從團體的規律中滿足兒童穩定性的需求並可學習規則的遵守，也學習與他人做正向的互動，團體中亦有機會討論生活中遭遇的困難事件，尋求解決方式，如此可以減低兒童有習得無助感的可能性。

「目睹兒童的治療過程中，我發現爸爸往往不在整個的治療當中，尤其是爸爸打媽媽那個部分，這個部分常常會有很多的情緒或者是憤怒的轉移，變成轉向媽媽那邊」(CoK,p.4)

「清楚的讓小朋友知道每次或今天活動就是這樣安排的，讓他可以掌控，可以了解說我只要做到這樣，今天就是做的非常好，然後就可以開心的離開。有時候孩子其實很很渴望就是說，在團體裡面輪流叫名可以叫得出自己的名字出來，我覺得孩子從這個很簡單的動作裏面，去感覺到他可能被注意了、被尊重了，還有被認同。」(CoT,p.24)

「我的目標是在增加他們人際溝通正向的經驗、情緒教育以及正向的自我概念，孩子在那個團體的情境裡頭每個就說，我也有我也有我也有（家暴的經驗）這樣，情緒的紓解會出來」(CoT,p.23,24)

第四節  教育、社工及心理諮商目前的合作

表8•教育、社工及心理諮商目前的合作

	（一）教育與諮商
	（二）諮商與社工
	（三）社工與學校

	心衛中心與醫療之合作

1. 孩子諮商後的狀況，學校不知道，諮商也無法知道孩子在校情形

2. 請心理衛生中心的心理師到學校給孩子上課（如何保護自己）

3. 學校擔心經費的問題，也可結合其他資源（社福、醫療院所）、醫院和社區、學校合作，由醫師去學校帶團體過程中同時可篩選個案，轉介到醫療體系中
	1. 若母親施虐小孩，社工先和媽媽溝通，取得認同，可以與之合作

2. 社工的治療目標和諮商師的治療目標不一樣—社工可能注重孩子目前的行為，諮商師可能注重PTSD、社工和諮商師對於結案評估的差異

3. 社工的移情，諮商師不知怎麼辦，而影響到社工對案主的判斷

4. 有學校社工的會比較積極和其他專業聯繫。或者去陪診，反應孩子目前在學校的狀況
	1. 寄養家庭的協助

2. 說通報者是鄰居，避免受害者再一次受到施虐者的傷害。

3. 學校不知道孩子是目睹兒，甚至已在接受諮商。社工不見得會主動告知學校。

4. 學校接到個案，轉介到家防中心，再由家防安排轉介至其他資源

5. 兩邊的合作跟宣導已經漸漸落實

6. 媽媽本身和學校的溝通能力較弱，社工成為家庭和校方溝通的橋樑


〈一〉教育與心理諮商的合作

從資料的呈現中，教育與心理諮商在目睹婚暴兒童的合作上是缺乏的，從實務工作的角色來分析有幾個原因造成這種現象：

1.目睹兒童的工作議題為新的被關注之社會議題，其工作內容可由初級預防到治療處遇，各專業尚在此寬廣的工作範圍內探索各自專業在此議題的專業定位，故跨專業間的合作也就更少。

2.學校中目睹兒的工作大多為預防性工作，並以團體工作為主軸，由學校輔導老師為協助者，且學校的轉介服務及經費預算不一定能使用外界的心理諮商人員，即使有特殊需要的個案要深入的處理，通常亦先尋找社工專業的協助，由社工評估後再轉介至心理諮商，但是如前所述，單純目睹未合併兒保或婦保以社工的立場困難開案，也就使教育與諮商的合作機會下降。教育單位及學校應思考的是，若兒童真的有其特殊需要，雖然無法進入社工處遇的過程以致得到諮商的協助，學校不一定要以標定他╱她為「目睹婚暴兒」來處理轉介社工處遇以得到諮商協助，學校是否能以兒童的個別需求為導向，主動尋求校外的心理諮商資源。會造成兒童的特殊需求的因素很多，目睹婚姻暴力只是其中一項，不同的因素對兒童亦可能造成類似的影響，因此學校在處理目睹婚暴兒童的個別諮商需要也不一定要透過社工的轉介與評估。

3.有些兒童雖然藉由社工處遇而轉介心理諮商服務，但通常心理諮商師是經由社工來得知兒童在校狀況，而學校老師也常經由社工知道兒童諮商的狀況，且有些家長並不希望學校老師知道自己婚姻兒童接受諮商的情況，故老師與諮商師的合作機會即降低。

〈二〉諮商與社工的合作

1.諮商與社工對於兒童個別心理諮商的期待是最需要兩者之間的討論與協調，例如社工可能較注意兒童目前的行為問題，而諮商師可能看到兒童PTSD的狀況，又結案的標準是否延長諮商的決定都需兩者的討論。

2.若是兒童跟著受暴婦女離開婚暴家庭，較有機會得到諮商的服務，但有些婦女並不願意讓兒童接受個別或團體諮商，其原因可能是對於心理諮商有誤解，認為看心理諮商師就是精神疾患；也有婦女基於各種因素無法或不願看到自己的孩子是有問題的、需要協助的，例如：若承認孩子需要協助就表示自己是不夠好的母親，因此困難讓孩子接受協助，但母親不見得意識到自己是這樣的心理狀態；有些婦女則擔心兒童接受機構協助後透露了家庭中的秘密，例如有些受暴婦女可能自己也對兒童有生理及情緒施虐的狀況；亦有些婦女因經濟的因素，需要長時間的工作，故無法接送兒童到機構接受心理諮商，故任何一個婚暴中的兒童可以來到諮商室中均需要社工將上述的困難克服後才有可能使兒童得到心理諮商的協助，及社工及母親安全關係的建立常是服務兒童的基石，並能提供婦女的需要，例如社工安排義工接送兒童到機構。

「媽媽已經有施虐的行為，但是我們覺得說，她是還可以接受幫助的，所以怎樣讓家暴服務介入之後還是可以維持住機構跟這個媽媽的關係，媽媽也都還可以接受家暴體系進來是為了要幫助她不讓自己打了孩子之後又很後悔」(CoT,p.13)

3.任何的合作關係都建立在信任感上，跨專業的合作也是如此。由於心理諮商保密的原則，有時可能造成社工認為心理諮商師所提供的案主之資訊是不足的，可能要重新思考何謂專業的保密原則，若是擁有彼此信任的合作關係，均是以達到案主的最大利益為目的的工作目標，其保密原則應是在跨專業間的資訊交流，尤其是社工與諮商的合作密切，是案主復原的兩項大助力。

〈三〉社工與學校的合作

1.在預防教育方面，學校希望會邀請社工到校宣導家暴的相關常識，但是社工在處遇工作方面已人力不足，實在難以負荷學校教育宣導，甚至教師在職訓練的工作。

2.學校在通報系統中佔了極為重要的地位，但是通報後所帶給學校的壓力及困擾是常令學校卻步的，例如通報兒保，家長可能怪罪學校，甚至到學校威脅恐嚇老師，或是當社工介入不夠快速，兒童反而被施虐者再度傷害與恐嚇，因此在通報的技術上，社工與學校應更有默契，畢竟目前沒有機制可以保護學校及通報的老師，警察無法24小時保護一個學校，而學校守衛也常是替代役，困難發揮保護的權力與能力。老師認為聲稱鄰居通報應是基本可以保護學校的方式吧，若是兒保的通報對學校就如此困難，那婚姻暴力也就更困難了，這是老師與社工共同的看法，意即婚暴之下的目睹兒的通報系統若要經由學校將是困難的，因為兒童沒有直接受傷證據，且通報目睹兒並非社工開案之要件，又兒童願意接受老師的協助，但可能不願「家醜外揚」，所以通報婚暴與目睹兒對學校而言是困難的。但無論通報與否，學校對兒童可提供直接日常生活的關懷，這或許不比通不通報來得不重要吧！

「之前他的生母每天都捉著他撞牆，撞到他有一部份都沒有頭髮，後來寄養家庭的媽媽就每天很用心的接送這個孩子，他們家的人，他的寄養爸爸、寄養媽媽或是寄養哥哥姊姊，他們要每天輪流陪他半夜12點多去散步，散步到3點才回來」(EdK2,p.3)

3.學校與社工的合作，轉學與寄讀是另外一項重要工作，但執行上有其困難性。跨專業的合作之困難，後面將有專章討論。

〈四〉跨專業的意見

專業人員建議，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資源是否能夠進入校園，或和醫療院所合作以減少學校輔導室的經費壓力。

「我們把社區的資源納進來，一方面也分散我們的負荷量，因為實在是太多小孩了，那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跟人力。那時候我們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心理師來給孩子上上課，他們教材設計的很不錯，比如說怎麼保護自己不要被傷害。」(cros,p.11)

「其實很多學校裡面的團體也都是必須跟社福資源合作或醫療單位的合作，因為學校本身他們經費上是有困難的。比如說醫院跟衛生署申請經費，用這筆經費跟社區及學校合作，讓精神科醫師到學校帶團體。因此是由醫療院所負擔這筆費用。」(cros,p.26,27)

專業人員也發現學校社工發揮很重要的角色，有能力積極的協調專業間的聯繫及資源的整合，促使社工與學校的合作更落實，亦可協助家庭與學校的合作。

「學校裡有學校社工的會比較積極去跟家防中心聯絡，或者是跟心理諮商師直接聯繫，或者是陪著孩子去陪診。去了解目前這個孩子的狀況，然後把孩子目前在學校生活的狀況反應給諮商師知道」(cros,p.6)

「我覺得其實目前學校跟社政單位的合作及宣導已經漸漸在落實，所以也發現學校的老師越來越有家暴防治的概念，所以其實會發現這幾年學校舉報的個案也很多。」(cros,p.17)

「有一些主動求助的個案，他們希望我不要讓學校的老師知道，有時候真的是校內發生太多的事件之後，媽媽不得不要求我們協助去跟校方做溝通，因為他自己本身跟校方溝通的能力很薄弱，甚至他覺得自己是被壓迫的那一方，所以我們就會協助這個孩子到學校裡面跟導師也好，跟他的輔導室老師也好，甚至訓導主任、校長，我們都必須要跟他們做很多的協調溝通。」(cros,p.30)

但有時兒童已接受社工處遇，學校卻仍不知情，這是需要更多協商的部份。

第五節  各專業目前與家庭的工作

表9•各專業目前與家庭的工作

	（一）心理諮商專業與受暴婦女的合作

1. 會和母親談親職的部分

2. 孩子的諮商師和母親的諮商師彼此間有溝通，能夠更掌握狀況

3. 當母親施虐兒童，不責備母親，而有機會服務協助她

4. 案主或案母接受諮商的意願對治療的進展很重要

	（1） 老師與受暴婦女的工作

1. 孩子有異常行為時，聯絡家長，藉以瞭解家庭狀況/家訪

2. 告訴母親可以尋求協助的單位（社工、警察）、告訴母親有關法律上的她的權益、協助母親找社會資源

3. 提醒母親教孩子自我身體界線

4. 就是為了希望孩子能夠有更好的未來，所以要去跟媽媽談這個婚姻的問題，甚至於家暴的問題、告訴她如何更有力量，走出來這個家庭暴力的陰影，或是說讓她更去看清楚

5. 在學校的費用上給媽媽寬容的時間，empower媽媽

	（2） 老師與施暴者的合作

1. 提醒爸爸不能打小孩

2. 當爸爸來校時，不排斥、當施暴者找上學校，以比較軟性低調的方式，緩和施暴者的情緒、學校設立危機處理的機制、集合男老師的力量一起面對施暴者

3. 讓爸爸知道清楚的界線，而非要替他做事。

	（3） 社工與母親的合作

1. 與父母的合作:委託安置服務，使小孩不需被帶走，而父母可以接受親職教育；提醒父母孩子可能的創傷；與受暴婦女工作到危機解除就停止，沒能處理暴力的家庭動力之問題

2. 與受暴婦女的合作: 媽媽的復原能力越強，孩子也越容易復原

3. 領了保護令，還是跟加害者在一起。等到他又再一次被打，又來求助你了

4. 給母親的幫助：支持婦女讓他使孩子過好一點、經濟補助申請、個別諮商、支持團體、提供就職機會、托育補助、協助母親作情緒的抒解，以防兒童成為出氣筒


〈一〉心理諮商專業與受暴婦女的合作

兒童諮商師需要母親有意願讓孩子接受諮商，這將對治療的進度有幫助。另外，諮商師也會與母親談親職的部份，讓母親在兒童心理諮商的過程有所參與，並且協助母親瞭解兒童的困難。

「小朋友很想來，媽媽藉故發脾氣不准他來，我們知道那個問題很嚴重，現在阻止他來你以後問題會更大，可是我們不會說你非來不可，那果真過了一個學期就變成她要求著說我讓他來，我覺得有意願一定是會為治療加很多分數，所以我會覺得在那裡可以做一點鼓動，能不能來就讓他自己說這樣子」(CoT,p.17)

另外，如果母親自己也有諮商師，那兒童的諮商師和母親的諮商師彼此的溝通，將更能夠幫助這整個家庭。有時候，兒童諮商師在進行諮商時，從兒童那裡會發現母親也會施虐兒童，這時候，諮商師通常採取不直接責備母親，而是有機會可以協助母親來克服她也會施虐兒童的這個困難。

〈二〉老師與受暴婦女的工作

從資料中顯示，當老師發現兒童有異常的行為時，會開始聯絡母親。老師認為為了協助孩子能夠有更好的將來，所以要去和母親談婚姻的問題，甚至是家暴的問題，通常老師的角色是站在協助母親可以更有力量走出家庭暴力，並且給予母親一些社會資源的訊息，或者是告訴她有關法律上面的權益。若母親在經濟上面有一些困難，學校也會在經濟上面給予母親一些寬容的時間，例如學費先由老師來繳交，當老師更瞭解一些家庭暴力的情況之後，也會給爸爸一些訊息，暗示爸爸的家暴會對孩子造成一些影響。老師也會教導母親如何教導孩子的自我身體界線，並且教導孩子如何自我保護。當輔導室知道母親受暴時，有些輔導老師也會和母親談，她要如何尋找社會資源，或者是和母親討論母親所遭遇到的困難，希望可以協助母親處理自己婚暴的問題。

「告訴她（受害母親）如何更有力量，走出來這個家庭暴力的陰影，或是說讓她更去看清楚，當然有些家長她的社經層次比較低，但是我覺得有一些資訊給她或是有一些教育給她，對她還是有一些幫助。」(EdK1,p.15)

〈三〉老師與施暴者的合作

通常施暴者是父親，從資料中顯示當老師與爸爸的工作通常會著重在幾個重點：

1.提醒爸爸不能夠打小孩，或者是提醒爸爸家暴是即使沒有直接打小孩，也會對兒童有影響。

2.當父親到校時的處理：有一些施暴者到學校來，情緒會非常的激動，並且可能會恐嚇，甚至有暴力的傾向，因此學校需要設立危機處理的機制，譬如說可以集合學校的男老師一起來面對施暴者，或者是當施暴者到學校的時候，可以以比較柔性低調的方式緩和施暴者的情緒，但是同時也要讓施暴者很清楚知道界線，並不是施暴者要什麼，學校就要替他做什麼。

學校與施暴者工作從資料中顯示，是老師認為最辛苦的地方，因為老師和學校也面臨施暴者的恐嚇和威脅。

「我覺得阻擋施暴者進入學校不見得是好，如果緩和一陣子，以比較軟性比較低調的方式讓他發洩一下，讓他把情緒發洩過去之後，可能他也會知道理虧，也許就不會來找學校麻煩了。這時候就需要，看學校有沒有危機處理機制啦，趕快跟學校做報告，然後就是由幾位男老師一起出來協助」(EdK1,p.18,19)

〈四〉社工與母親的合作

從資料中顯示，社工提醒父母家庭暴力對孩子可能造成的傷害，如果父母願意委託安置服務，兒童就不需要被帶走，而且父母可以接受親職教育，以這樣的方式來協助目睹兒童。社工也發現母親的復原能力越強，目睹婚暴的兒童也越容易復原，例如，母親能夠自己去面對處理婚暴的經驗，而不會深陷在互相的情緒裡面，並且能夠有能力和兒童談家裡發生的事情，當母親有這些能力的時候，目睹婚暴的兒童也就較容易復原。社工也支持母親、協助母親做情緒的抒解，防制兒童成為母親的出氣筒。除了情緒的支持外，社工也協助婚暴婦女申請經濟的補助，提供就職的機會，提供托育的補助，並且提供個別諮商以及團體諮商，期待協助母親可以走過婚暴的傷害。當母親的生活穩定、經濟穩定以及情緒穩定時，兒童的生活和情緒也就容易進入穩定的狀況，因此社工專業認為，目睹婚暴兒童的復原，來自於母親的復原。

「我們只能說在做婚暴的時候提醒這樣的父母，家暴對目睹兒童的影響是什麼」(SwT2,p.4)

「媽媽本身的功能不錯，孩子的復原能力也比較強，所以孩子的復原能力跟媽媽好像是息息相關的。」(SwT3,p.2)

「有時後必須從母親下手讓她的情緒更自主一點，不然的話兒童會成為母親情緒的出口，變成另外一個出氣筒，就是母親承受從施虐者那邊來很強大的情緒，然後那個部份很可能轉嫁到兒童去」(SwT1,p.13)

第六節  各專業目前所遇到的困難

心理諮商、社工及教育專業共同遇到的問題是，與家庭的合作以及與專業間的合作的困難。諮商專業與社工專業遇到的困難，是人力、經費的短缺，個案的流失。教育專業遇到的困難是，專業知能的不足，以及通報所遭遇的困難。社工所遭遇的困難是，目前處遇模式流程不清楚，以及兒童本身的一些狀況。

〈1〉 專業與家庭合作所遭遇的困難
表10•各專業與家庭合作所遭遇的困難

	1.諮商專業與家庭工作所遭遇的困難

與母親的合作：
(1) 母親不穩定，兒童亦不穩定
(2) 受暴婦女無力出來
(3) 離開後，孩子和媽媽在一起，在新環境中依然被忽略；換工作，以致無法照顧孩子，且不讓諮商師知道
(4) 擔心孩子透露媽媽也是施暴者
(5) 背負債務問題

	2. 老師與家庭工作所遭遇的困難

(1) 擔心被標籤化的問題—可以以以研究做包裝

(2) 和家長訪談時的安全問題（女老師對男家長）
(3) 母親的態度：否認家庭裡的問題、否認家暴對孩子的負面影響、有的母親因自尊而拒絕老師在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協助
(4) 對孩子的父子關係感到無力

	3. 社工與家庭工作所遭遇的困難

與父母的合作：

(1) 父母離婚後，如果媽媽沒有處理好自己婚暴後的問題，還是對孩子有影響；即使離婚，兒童情緒的問題並沒有因此而結束

(2) 容易成為父母的爭奪對象（監護權）；成為父母爭奪拉扯的對象，父母的過去衝突模式再度出現。

(3) 單純針對孩子處理，而家庭不配合，產生社工的無力感；家長擔心會挑起兒童的情緒；家長擔心會傷害到孩子，讓孩子更難過；家長可能不知如何協助目睹兒而媽媽又不願社工介入兒童的部分；父親會認為自己的孩子沒有問題，所以不要讓他來參加團體 

與受暴婦女的合作:

(1) 母親可能發洩自己的情緒在兒童身上；被疏忽照顧，因母親忙於自己的經濟與官司；管教不當；若孩子跟著母親，母親沒有學到新的形式，故和兒童的互動可能依然是暴力的，兒童也難改變；孩子跟母親時，媽媽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孩子的方式是有問題的；在庇護所，母親第一是忽略，再來是用打罵方式對待兒童，帶給工作人員較大挫折的是母親；母親的情緒（例如，一直哭）帶給兒童極大的壓力

(2) 媽媽不讓孩子被帶走或不願被外人干預家庭的問題（婚暴併兒保）；目睹不到危害生命的程度故需要婦女的動機；婦女不願社工介入因怕引來更大的危機

(3) 危機過後，母親就不再處理深層的問題及暴力動力模式的問題。

(4) 成為單親之後無法處理孩子的暴力模式。

※以上共可分三類：

一、母親之情緒  二、管教不當變施虐  三、危機過後，不再處理


1.諮商專業與家庭工作所遭遇的困難

諮商師發現，母親不穩定，兒童的諮商工作也就沒有辦法穩定。例如母親背負債務的問題，或一直換工作，以致沒有辦法照顧兒童，而且不讓諮商師知道，或是諮商師也擔心母親本身也是一個施虐者。這些母親本身的狀況，影響了兒童復原的可能性，另外施暴者沒有進入處遇的流程，她本身沒有接受治療，因此無法改變兒童依然與施虐者同住的事實，這也阻礙了目睹婚暴兒童心理復原的歷程。

「媽媽整個的一個狀態不是很穩定，她的不穩定連帶著這個案童也有一個很直接的影響跟拉距的部分」(CoT,p.5)

2.老師與家庭工作所遭遇的困難

老師發現，有些母親否認家裡的婚暴問題，也否認婚暴對兒童所造成的可能的負面影響，因此，非常困難說服母親來協助兒童。會有些母親因為自尊的原因或擔心被標籤化的問題，而拒絕老師在經濟方面以及其他社會資源方面的協助。另外老師也擔心家訪時，自身的安全問題，例如；如果是女老師，家訪時只有父親在家，那自己本身可能也會有安全上的威脅。

「發現那個家長（父親）對他（社工）有依戀，然後就換社工，於是他們就用電訪通知會去跟你們作家訪，他那天正好是帶著另外一個同事要去作交接，結果他們一開門的景像看見那個爸爸坐在一張彈簧床上，上身是赤裸著，下面是蓋著一條涼被，我在想如果說今天我們是一個老師去家訪，我覺得是很困難的」(EdK2,p.23)

「我試圖要告訴母親，可是媽媽的態度是不願承認有這樣的狀況，她認為說：沒有ㄚ，我家沒有事，很好ㄚ」(EdK2,p.11,12)

3.社工與家庭工作所遭遇的困難

社工專業也發現，婚暴之後，即使父母離婚了，如果父母沒有處理好自己情緒的問題，對兒童還是有很多的影響，因此對於目睹婚暴兒童，只針對兒童做處理，而家庭若不配合，對兒童的幫助還是有限的。在社工協助目睹婚暴兒的過程，常遇到從家長而來的阻力，例如，家長會認為自己的孩子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不讓兒童來參加團體的心理諮商，或是家長會擔心挑起兒童的情緒，怕帶兒童到機構會傷害孩子，讓兒童更難過，因此拒絕社工接觸兒童。有些家長知道目睹婚暴對兒童造成影響，卻又不知道如何協助兒童，但是也不願意讓社工介入來協助兒童，這些都是社工所遭遇到的困難。社工與受暴婦女的工作遭遇到三個困難；第一個是母親的情緒的處理；第二個是危機過後，母親不再處理深層的暴力動力模式的問題，再來是母親也是施虐者或者管教不當的問題。

「就算媽媽跟爸爸離婚了，媽媽那種的教養態度，或者是那種害怕的感覺，還是會影響到小孩，甚至媽媽也不知道怎麼處理情緒，就把情緒都發洩在小孩身上，小孩就成為受虐兒童」(SwT2,p.5)

視母親的情緒，當在婚暴的初期，或是當母親離開家庭，進入庇護所的初期，母親的情緒可能會很起伏不定，譬如說母親一直哭，這些情緒的反應會帶給兒童很大的壓力，而且有一些母親也有可能發洩自己的情緒在兒童的身上，這些狀況都是社工覺得很困難的部份，因此有些社工表示在庇護所時，母親是帶給工作人員最大的挫折，因為她們對待兒童的方式，或者是自己的情緒都是對兒童造成很大的影響。第二個部份是許多受暴婦女，度過危機期之後，就不再處理深層的暴力的動力模式的問題，因此，像兒童目睹婚暴不至於危及到生命的危險，所以有一些婦女也就不認為需要協助兒童處理目睹婚暴的問題所造成的影響。由於母親沒有再處理深層的暴力動力模式的問題，所以也就引發了下一個社工所遇到的困難，就是母親對於兒童的管教不當的問題。母親對兒童的管教不當，分好幾個層面，譬如說，母親可能沒有學習到新的互動模式，因此和兒童的互動依然是暴力的，這個暴力可能是肢體的暴力，或者是情緒的暴力。而且母親可能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待孩子的方式是有問題的。有些母親可能知道自己不能打小孩，但是因為深層的內在暴力動力模式沒有改變，雖然在理論上知道，但是卻無法改變自己對兒童施暴的行為，另外有一些母親因為忙於自己的經濟和官司，所以對於兒童會有疏忽照料的情況，或者是反而需要兒童來照料她自己的情緒的問題，這些都是社工在與受暴婦女工作時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難。

「其實在跟家長工作，他有時候不要讓我們去太接觸他的小孩，家長可能認為孩子現在這樣好好的你還要去問他什麼，然後問完之後孩子情緒起來要怎麼處理。或者我的孩子會不會本來沒事，到團體裡面挖了一些自己的狀況回來之後就變的更難過，是不是這樣會傷害我的小孩，我覺得雖然媽媽那個保護角色出來，可是其實她對這樣的小孩也不知道怎麼去面對，而他對我們的協助或支援有一些懷疑。有時阻礙來自爸爸，爸爸會覺得說，我的小孩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就不讓他來（團體）」(SwK,p.17)

「其實媽媽的一些暴力模式沒有改變的話，小孩子在家庭中的時間比較長，受到的影響比較難去改變」(SwT2,p.5)

「她（母親）會來找你的時候就是她有需要的時候。一旦危機過了以後她就沒事了，也不會來談比較深層內在的、核心的問題，她是沒興趣的」(SwT1,p.39)

〈二〉跨專業間合作所遭遇到的困難

表11•跨專業間合作所遭遇到的困難

	1. 諮商與社工合作所遭遇到的困難

(1) 義工亦不穩定帶兒童來諮商

(2) 社工似乎期待諮商師可以拯救人；社工、諮商及兒童間的目標可能不一樣

(3) 個案的追蹤持續不易；不斷換寄養家庭

	2. 教育與警政的合作

(1) 警政介入無效（家內事，不介入）

(2) 有時需少年隊的協助—中輟生，利用法律使孩子不敢再逃學或做其他非法行為。

	3. 教育與社工╱社政之間的合作所遭遇的困難

(1) 學校有關社會福利的資訊不充足；較常尋求的資源：社會局、兒福、人本

(2) 有專業人員（諮商）的協助，加上老師的關心雙管齊下，孩子會進步比較快，只有老師的關心是不夠的，因擔心暴力延至下一代

(3) 庇護時間應更長

	4. 社工與諮商合作所遭遇的困難

(1) 團體招生困難，持續力低，寒暑假較穩定；媽媽讓孩子參與團體的支持度低；母親對於社工提供給兒童的團體感到懷疑

(2) 團體之外的家庭暴力依然繼續；已介入不同的諮商服務，但爸爸依然有暴力

(3) 社工每天要處理的，是有生命之虞的；現在發現的問題，還沒有餘力可以處理

(4) 無法取得諮商師和個案間的狀況

	5. 社工與學校合作所遭遇到的困難

(1) 學校通報上的困難：學校怕麻煩；學校對兒保通報都感到困難，何況對婦保的通報；不知道學校通報的focus何在；有些校長的錯誤觀念，認為有舉發兒保表示學校管理不好

(2) 轉學與寄讀的困難：教育資源不統一，學校認定可以轉學的標準不一；台北縣沒有寄讀的服務；一定要老師轉出來，可是老師對這部分是沒有概念的；要不要轉學及寄讀的問題；應立法或修法以協助轉學之事可以順利；學校不願意讓孩子寄讀或轉學；若爸爸是監護人，協助兒童轉學將涉及侵犯監護權

(3) 學校缺乏宣導與訓練：種子師資培訓，效果不彰；學校的輔導室沒有能力回應這樣的孩子；學校系統對目睹兒的不知和不瞭解；學校不知如何處理孩子的適應問題；在國小一二年級的導師，受訓普及性不高；老師對目睹兒議題的生疏；學校行政人員不知為孩子保密；學校通常認為家暴這類問題非學校可以協助；雖強迫老師看了錄影帶，但效果只停留在他們好可憐；到輔導室就被標籤化；導師是否將訊息給輔導室；學校老師對目睹兒的負面想法，只希望不要在學校出問題就好

(4) 學校的擔心：學校擔心加害者到校帶小孩；學校害怕爸爸來找兒童，並指責學校；學校（輔導室）不願配合，給予資料，怕影響校譽及個人升遷

(5) 學校期望：教育對於特殊兒童容易push他要回到一般的框架，認為視孩子故意挑戰權威，會使用完全的疏忽或極端的處罰；學校希望社工或機構對兒童的行為處理讓他們可以合於學校的規範

(6) 幼教：幼稚園可能比較怕得罪家長（顧客）；托兒屬於地方政府的權責，兒童局無法介入；幼稚園不屬於教育局的範圍，可能成為一個漏洞；保育人員沒有法令依據可以拒絕探視

(7) 人力：學校系統太龐大，社工的資源無法承接初級預防的任務；老師無法顧及班上所有的學生；學校輔導室沒有專業人力

(8) 班級裡其他家長認為會帶壞其他孩子，擔心學生品行不好。

(9) 創傷是存在的。是誰來做，老實說，現在我們都沒有在做 

(10) 青少年是很難觸及的一區，反叛性強，很難輔導

(11) 學校輔導室與導師之間有衝突，處理兒童的問題時反成阻力，需學校社工從中協助


1.諮商認為與社工合作所遭遇到的困難

由於社工與諮商合作非常的密切，但是社工與諮商以及兒童之間，對於心理諮商的期待和目標可能不一樣，當目標無法協調時，困難也就形成了，另外，有些兒童不斷的換寄養家庭，這也會造成諮商歷程的不穩定，還有個案的追蹤持續並不容易，或是社工帶兒童來到機構作心理諮商也不穩定，這些不穩定的狀況都是兒童的心理諮商效果受到折扣。

「他已經是安置三到四次以上寄養家庭的這樣的一個經驗，大概有點像人肉皮球那樣子一直被丟來丟去，因此他的自我概念、穩定度及偏差行為，處於一個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況」(CoT,p.15)

2.教育與警政的合作

從資料中顯示，有些老師依然發現警察在介入家庭暴力的事件的時候，依然會認為家暴是家內事，並不適合外人介入，此時，老師就會覺得非常的無力，另外，有些學校可能需要少年隊的協助，利用法律使兒童可以不再逃學或是做其他非法的行為，但是，有時少年隊不見得願意提供學校這樣的資源來協助。

3.教育與社工╱社政之間的合作所遭遇的困難

從資料中顯示，老師認為最大的困難在於學校有關社會福利的資訊並不充足，因此當學校有需要的時候，不知道到哪裡去尋求社會資源，如果有學校社會工作，這個問題應該可以解決，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學校都有學校社會工作的服務。另外有些老師則發現兒童庇護的時間應該更長一些，因為當兒童庇護的時間太短，兒童的情況還沒有辦法很穩定，所以庇護時間太短也是老師認為的一個困難。

「有關於單親家庭還可以提出補助的，像這些社會福利的部分，好像學校其實這樣的資訊也不是很多。」(EdK2,p.24)

「國小一二年級的導師受訓普及性不高，以現在一個輔導室的工作量根本不可能主動去發現個案，而需要老師的轉介，可是老師對這部分沒有概念的比較多啦」(SwT2,p.34)

4.社工認為與諮商合作所遭遇的困難

社工在處理目睹婚暴兒童的議題上面，會發現諮商的資源還是有限的，因為社工每天所需要處理的，經常是有生命之虞的，目睹婚暴兒童的問題雖然被關注，但是社工還沒有很多的餘力可以提供協助。社工在運用心理諮商資源上面遇到的第二個困難是，即使社工已經提供個別諮商或者是團體諮商給兒童，但是母親對於使用心理諮商的功能感到懷疑，所以，有些母親並不願意讓兒童參與團體，因此，團體的招生也會產生困難或者是它的持續力是比較弱的。第三個，讓社工在使用心理諮商資源上面覺得困難的是，有時候並無法取得諮商師和個案之間的諮商狀況，因此，困難作整體的考量，以及做整體的評估與處遇。
「就是和婦女的會談他（諮商師）會保密，跟他合作的東西就比較變成時間上的交代，我得不到婦女跟諮商師的訊息，我也比較不會去跟婦女重複問，她是跟諮商師說什麼這部分」(SwT3,p.14)

最後，社工所遇到的挫折是，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已經都介入了家庭的暴力，但是施暴者依然有暴力的存在，或是團體在進行的同時、或是諮商在進行的同時，家庭的暴力依然繼續，這些是讓社工在使用心理諮商的資源之後，還是會感覺到挫折的一些因素。
5.社工與學校合作所遭遇到的困難

從資料中顯示，社工在與學校系統合作的時候，有七個方面的困難；第一個方面是，老師所接收到有關家暴的教育訓練，第二個部份是有關處理目睹兒的知能，第三，相關的法律問題，第四，學校或者是老師處理目睹婚暴兒的態度，第五是通報上面的問題，第六是轉學或寄讀的問題，第七是運用社會資源的問題。以下詳述：

(1)在教育訓練方面：社工人員發現由於學校系統太過龐大，社會資源無法承接初級預防的任務，因此希望可以透過種子師資的培訓，來協助學校處理以及預防目睹婚暴兒，但是會認為目前為止效果還不彰。另外，在國小一、二年級的導師其實接受訓練的普及性並不高，但是國小一、二年級的導師是在發現目睹婚暴兒或者是兒保的任務上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社工認為國小一、二年級的導師需要接受更多有關兒保職能的訓練。

「因為學校系統太多太龐大，我們（社工）真的沒有辦法，不敢接太多初級預防的這種任務」(SwT1,p.31)

(2)有關兒保知能的部份。社工師會發現有些學校的輔導室沒有能力回應婚暴目睹兒的兒童，也就是說學校系統對於目睹兒是不瞭解的。

「我覺得老師那邊給我的訊息是，他看到的還是孩子學業成績的表現，對這些不唸書的孩子只要不出狀況就好了，按時來上課不要中輟這樣就好了。」(SwK,p.22)

因此當目睹婚暴之後，如果兒童在適應行為上面有一些問題或困難，學校不知道如何處理孩子適應的問題，而且由於目睹婚暴而本身不見得是兒保，所以學校不一定會注意到這群兒童特別的需要，即使是輔導室非常關心目睹兒，兒童也很害怕到輔導室，因為有被標籤化的問題，所以輔導室如果要有好的效果，需要從去標籤化這個議題來著手，即使輔導室願意而且有能力協助目睹婚暴兒，但是也需要導師將訊息傳遞給輔導室。

「其實現在有時候學校連小朋友受暴都不見得會通報，何況是目睹的部分。而且本來你只要一進到輔導室就被認為是有問題的孩子，現在的文化是這樣，所以說輔導室還是被定位在那個地方，被標籤化是一定會的。」(SwK,p.22)

學校裡面除了輔導室以及導師之外，和目睹婚暴兒童有關的工作人員，還有學校行政人員，因為許多目睹婚暴兒童的母親，她有可能是在一個被庇護的情況，因此，她的住所都是需要保密的，或是兒童是否在自己學校裡面就讀，這也是需要被保密的，因此就需要學校的行政人員配合，不把兒童是否在自己學校裡面這樣子的一個訊息，告訴加害者。但是有時候學校的行政人員並沒有思考到這麼周密，因此會讓孩子的住所，或者孩子的安全曝光給施虐者知道。

「我們用發文的方式，用秘件來轉學，發現爸爸其實會到學校去問我的小孩到底轉到哪裡去，那有些學校的行政人員不清楚，最後還是講了。」(SwK,p.13)

由於學校對於兒童的特殊需要不一定瞭解，因此學校可能會對兒童或者是社工機構有一些不合理的期待，例如學校會希望社工或者是兒童所居住的庇護機構，對於兒童的一些問題行為可以完全的處理，所以可以讓兒童完全符合學校的規範，但是這在實際的工作裡面是有困難的，因為兒童的行為問題或者是情緒的問題，需要學校和社工一起共同來協助，而且，兒童因為遭受家暴而形成的一些行為問題或情緒問題，不一定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完全的被解決，因此，學校的老師可能需要有心理準備，當兒童有一些故意挑戰權威的行為的時候，老師可以不要使用完全疏忽他的方式，或者是極端的處罰方式來處理兒童的行為問題，否則對兒童的幫助是會比較有限的，也就是說，學校以及老師在處理兒童因為受到家庭暴力或婚姻暴力而產生的一些影響的時候，應該要有更多知能上面的學習，來回應兒童的這些情緒和行為。

「我覺得老師比較不會考慮到孩子的特殊性或是她的一些特別的狀況，所以他就認為說，這孩子是故意跟我作對。所以有一些偏差行為或挑戰權威的孩子，老師比較沒有一個方法去照顧；一種就是全部疏忽，另一種就是極端的懲罰。」(SwT3,p.16)

(3)第三個是法律上面的困難。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不只是在國小或者是國中，也包括在幼稚園裡面，但是幼稚園不屬於教育局的管理範圍，因此可能造成一個家暴防治上面的漏洞。而且幼稚園由於可能比較擔心得罪家長，因為家長是付費的顧客，所以在舉報上面可能就更加的困難。另外有類似困難的是托兒所，由於托兒所是屬於地方政府的權責，兒童局也無法介入，因此在托兒所中，若有目睹婚暴兒童，也就會比較困難被協助到。
「有一些管道或是一些訓練，可以讓幼稚園、托兒所、安親班的老師，因為這些老師跟學齡前以及國小學童下課以後的接觸時間是蠻長的。但是這些老師，就不是屬於教育局的範圍了。」(SwT2,p.34)

(4)社工與學校合作遇到的困難是，學校處理目睹婚暴兒的態度。有些學校會認為家暴這一類的問題，不是學校所能夠協助的，因此即使老師上了訓練的課程，看了錄影帶，瞭解了目睹兒的困難，但是效果也通常都只能停留在老師覺得這些人好可憐，但是不見得願意提供幫忙，而且有一些老師對目睹兒有負面的想法，只希望他們不要在學校裡面有行為的問題就好了，甚至有的幼稚園在社工需要介入兒童的家庭調查時，幼稚園的園長並不願意讓社工進入園區裡面，這些都是態度上面的問題。
「幼稚園的老師通常會比較聽從把孩子帶去交托給幼稚園的人比較聽從那個人的的囑咐、交代。但是這些老師，就不是屬於教育局的範圍了。可是他們跟學齡前或國小學童下課後的接觸時間很長，應該對這些老師做些訓練。」(SwT2,p.32)

(5)通報的問題。有些學校的基層人員、老師、主任都受了家暴的相關職能的訓練，但是當他們在通報的過程，很有可能到了校長的這一關就過不了了，因為校長會認為會惹來很多的麻煩，最後他會吃力不討好，所以即使受了這麼多訓練，但是在執行的時候有很多的擔憂，因此造成受了訓練，但是依然沒有辦法通報，這些校長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如果舉發兒保，就是表示學校管理不好，因此，這也造成舉發上面的困難。另外，學校也害怕爸爸到學校來找兒童，並且指責學校，所以學校也就很害怕通報兒保的疑似案例。如果兒保的疑似案例是兒童直接受到虐待或疏忽，但是目睹兒他可能沒有直接受到肢體的暴力，因此，如果學校希望社工可以協助目睹兒需要經由通報婦保，也就是婚姻暴力的疑似案例，那對學校而言，也就更困難了，因為學校會認為他們直接服務的是兒童而不是兒童的母親。因此要透過學校讓目睹兒得到社工的協助是非常困難的。
「種子師資培訓可能在台北市是有在推動，可是其他縣市大概是沒有。而且台灣的各個縣市教育資源的那個原則有沒有可能統一，也就是說在這個轉介上是不是可以比較有一體性的原則。學校現在已經知道說家暴的案子他們要特殊處理，但是他們通常怕被找麻煩啦」(SwT2,p.20;SwT1,p.27,28)

(6)社工與學校合作會遇到的困難是轉學或者寄讀的問題。如果目睹兒跟著母親離開原來的家庭到庇護所，或者是其他的居住地，立刻會面臨的問題是轉學的問題，但是由於教育資源沒有統一，在轉介上面也沒有一體的原則，而且每個學校認定可以轉學的標準也不一樣，因此社工在協助受暴婦女的孩子轉學的時候，遇到非常多的困難；例如說台北縣沒有寄讀的學校，或是要以轉學的方式，或是以寄讀的方式，或是有些學校拒收兒童的秘密轉學，通常為了保護受暴婦女以及兒童，社工會協助轉學及但是不轉戶籍，所以可以讓父親無法找到受暴婦女，但是由於父親是監護人，所以協助兒童轉學將涉及侵犯監護權的司法問題，因此應該立法或修法來協助受暴婦女為兒童轉學的事情可以順利的進行。

(7)社工發現學校在對社會資源連結的部份並不清楚，因此，社工的資源或者是社會其他的資源無法進入校園內一起協助目睹兒或者是兒保的案件。

〈三〉諮商與社工在人力及經費上所遭遇到的困難

表12•諮商與社工在人力及經費上所遇到的困難

	1.諮商在人力與經費上遇到的困難
(1)限於諮商次數（12次），諮商師本身產生焦慮(CoT,p.5)

(2)做到一半，經費被切掉(CoT,p.9)

(3)以現行的工作量和人力分配，很難將工作作的很細緻(CoT,p.13)

(4)人力資源分配不平均及不足(CoK,p.21)

	2.社會工作在人力及經費上遇到的困難
(1) 需求被忽略，因婦保的資源及人力不夠(SwT1,p.6)

(2) 兒保的資源無法被使用在目睹兒身上(SwT1,p.6)

(3) 無法評估目睹的需求應要何種程度才能使用資源(SwT1,p.6)

(4) 資源缺乏(SwT1,p.5)

(5) 人力缺乏(SwT1,p.5)

(6) 兒童的經費比婦女多，五科擔心婦女的服務量下降。(SwT1,p.12)

(7) 經費不足，產生排擠作用(SwT1,p.12)

(8) 兒保比目睹兒多資源，但也多不了多少。(SwT1,p.35)

(9) 擔心內政部推目睹兒之議題使兒保經費受到排擠。(SwT1,p.36)

(10)沒有編制的人員和預算。(SwT2,p.5)

(11)限於人力經費，團體結束後無法逐一追蹤。(SwT2,p.6)

(12)原來的人力的編制，也都是來做做婚暴的那個案量，像我們每年的預算跟活動，差不多編兩個兒童營隊，就已經是我們工作量飽和了(SwT2,p.12)

(13)中心的預算固定，我們們還是優先給婦女使用(SwT2,p.12)

(14)手上有婦女案子比較多的話，我就會犧、犧牲兒童的部分(SwT2,p.12)

(15)有一些比較是高危險群的孩子，他是需要被處遇的，可是這方面的資源老實說是很不夠的(SwT2,p.20)

(16)因社工人力不足，無法和附近的學校合作(SwT2,p.31)

(17)社會資源有限，要協助到什麼程度(SwT3,p17)


1.諮商在人力與經費上遇到的困難

心理諮商專業也認為，以現在的工作量以及人力的分配，很難將工作作得很細緻，因為人力資源的分配不平均以及不足，所以有時候，心理諮商做到一半，經費就被停止，或者是限於諮商的次數12次，因此沒有辦法把心理諮商做得完整，而這樣子的諮商次數的限制，也引發諮商師本身的焦慮。

「我也有很多的焦慮，因為常常要被灌輸諮商頂多只能夠12次，然後還要再去延長話呢，還要很多的報告，而且告訴我們政府要提供延長諮商次數機會很渺茫」(CoT,p.5)

2.社會工作在人力及經費上遇到的困難

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並沒有任何的人員編制和預算，由於社會資源有限，因此要協助到哪一種程度，這是困難被評估的，就以婦保而言，由於每個中心的預算是固定的，因此還是要把這些資源優先給婦女使用，如果婦女的案子比較多，那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服務就自然減少，而且社工也擔心目睹兒的議題是否會使兒保和婦保的經費在內政部的預算裡面受到排擠的作用。雖然兒保的資源目前比目睹兒稍微多一點，但是也沒有很多，在經費不足的情況底下，如果沒有新的經費和資源進入，這個保護網絡系統經費的預算只能產生排擠的作用。

「目睹兒只是一個附帶的工作，不會變成在這個暴力服務的系統裡面的一個主體，因為資源分配下來他就變成最少的，另外的一個沒有人手的一個問題，

兒保的人力也有限」(SwT1,p.5)

「我們中心的預算固定，還是優先給婦女使用，如果我現在手上婦女案子比較多的話，我就會犧牲兒童的部分」(SwT2,p.12)

雖然有些機構以方案的方式為目睹兒舉行團體心理諮商，但是由於經費和人力的問題，通常在團體結束之後就無法再逐一追蹤，所以不知道兒童的後續情況，有一些目睹兒受到目睹婚暴的影響很大，是很需要被協助的，但是這方面的資源並不夠，目睹婚姻暴力對兒童造成的影響差異很大，有些兒童可能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有些兒童可能受到的傷害很大，因此，另外一個困難就是，社工人員無法評估目睹兒的需求應該到哪一種程度才使用社會資源的介入來協助目睹婚暴兒。

〈四〉諮商與社工遇到的個案流失問題

表13•諮商與社工遇到的個案流失問題

	1.諮商遇到個案流失的問題

(1) 家長不配合帶兒童來諮商(CoT,p.1)

(2) 個案的不穩定性，來諮商的動機不強，社工亦無強制力(CoT,p.2)

(3) 庇護中心的接案時間短，個案易流失。(CoT,p.2)

(4) 很混亂的期間，然後常常案子接到一半他們就嗯離開家園了(CoT,p.2)

(5) 目睹兒很困難被發現(CoK,p.13)

(6) 害怕被施暴者找到(CoT,p.6)

	2.社工所遭遇個案流失的問題

(1) 對目睹兒的處遇隨家暴減少而減少，當母親狀況消失，也就停止服務(SwK,p36)

(2) 有一點成效，個案就不見了(SwT1,p.42)

(3) 沒有人去追蹤他，也沒有人去幫忙(SwT2,p.11)

(4) 跟著爸爸的那群目睹兒不易被發現(SwK,p18)


1.諮商遇到個案流失的問題

目睹兒在諮商的過程中流失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家長並不配合帶兒童來諮商，可能是擔心被施暴者找到，可能是家長本身的動機不強，而社工也沒有強制力，或者是兒童本身的穩定性也不高，所以個案容易流失。另外一個流失的原因就是，在庇護中心的時間很短，因此個案也容易流失。最後一項就是在婚暴婦女還很混亂的時期，通常案子只接到一半，這些婦女就離開庇護中心，所以兒童的心理諮商也就中斷了，這些是諮商師遇到案主流失的問題。

「個案有時候不穩定或不怎麼有動機，中心這邊好像希望他們來可是又沒有任何的力量去要求他們來」(CoT,p.2)

2.社工所遭遇個案流失的問題

有一群目睹婚暴兒，他們是跟著父親在原生家庭中生活，這一群目睹婚暴兒不容易被社工所發現，也因此社會資源就很困難去協助這一群和父親同住的目睹婚暴兒。第二個個案流失的問題是，當母親的危機狀況被協助之後，也就停止服務，因此目睹兒的處遇也就跟著停止了。當母親離開庇護中心，如果沒有社工繼續的追蹤，也就沒有社會資源繼續介入協助目睹兒的可能性。這些是社工遭遇個案流失的問題。

「兒童隨母，一旦母親的狀況消失，孩子也就不在我們的服務範圍之內了」(SwK,p.36)

〈五〉老師在相關專業知能中遇到的困難

表14•老師在相關專業知能中遇到的困難

	輔導室的知能

1. 輔導老師的無力感，要同時兼課，業務量太大(EdK2,p.29)

2. 學校輔導老師缺乏專業性(EdK2,p.29)

	老師的角色

1. 角色衝突，由平常訓話的角色轉為要關心的角色(EdK2,p.6)

2. 諮商比較弱，不曉得怎麼去幫他比較好(Edk1,p.2)


有些老師會認為自己的諮商能力和諮商知能是比較弱的，因此，不知道如何去幫助目睹婚暴兒，也由於角色上面的衝突，因為平常是訓話的角色，要轉換到去關心兒童的角色，在這樣的角色轉換上面也會遭遇到困難，另外就是輔導室老師由於要兼課，業務量也很大，因此，要同時服務學校中有需要的目睹婚暴兒，會感到無力感，也會擔心自己的輔導專業是不夠的，這些是老師在相關專業知能上遇到的困難。

「像我本身來講，還要上十四堂課，這樣的業務量真的滿重的」(EdK2,p.29)

「大部分學校的輔導室會淪為一種肥缺，也就是說主任或組長變成是校長從優的位置，而不是專職在做。」(EdK2,p.29)

「因為之前每次常在訓她（學生），突然要主動去了解問她一些事時，那小女生就是不講，我跟她說如果說有什麼狀況可以跟老師講，她都不講話，變得關係被自己搞砸了，當她發現自己有這樣的需要時也不太講！」(EdK2,p.6)

「我們不曉得怎麼去幫忙他會比較好，因為我們不是專家，我們對諮商的這門，還是比較弱，我們只知道說去愛他去照顧他，可是到底去怎樣教他，會讓他改善他內心裡的創傷，可能這方面我們是會比較弱的」(EdK1,p.2)

〈六〉學校在通報中遇到的困難

表15•學校在通報中遇到的困難

	外面（不熟的人）的介入，會加深施暴者對孩子的暴力(Edk1,p.2)

家長來學校威脅老師（處理：以學校的名義來通報）(Edk1,p.17)

校警（尤其是替代役）在把關上有漏洞或困難，學校不能拒絕家長進入(Edk1,p.17)

學校需要社會局及警察的協助，但被社會局拒絕(Edk1,p.17)

沒錢請專業校警(Edk1,p.18)

擔心家中其他人因通報後，被施暴者再度傷害(Edk1,p.20)

對警政能力的不信任(Edk1,p.20)

通報的結果可能(1)無疾而終，(2)讓孩子又被修理(EdK2,p.2)

113的電話不好打，對太小的兒童無法使用(EdK2,p.2)


分為幾項，第一項是老師發現113的電話並不好打，對於太小的兒童是無法使用的。第二是有些老師有通報，但通報的結果有可能是無疾而終，或者是社工的介入太慢，而又讓孩子因為通報的行動被施虐者處罰，因此會考慮到底要不要通報。老師也會擔心當通報之後，家庭中的其他人是否也會因為通報的動作被施虐者再度的傷害，另外，當學校通報時，家長也會來學校威脅老師，而且，校警也無法拒絕家長進入，而當學校需要社會局或者是警察協助的時候，這兩個單位並沒有能力來協助，而且學校也沒有錢來請專業的校警，所以因著學校對社會局以及警政能力的不信任，也造成了通報的困難。

〈七〉社工目前處遇模式所遭遇的困難

表16•社工目前處遇模式所遭遇的困難

	1. 家庭的需要被切割，理想上應以家庭為服務單位，但人力經費可能不足(SwK,p25)

2. 兒保害怕兒童成為鬥爭的工具，故要評估很久，但婦保等不及，故困難對話(SwT1,p.14)

3. 通報目睹兒，不知是否要兒保介入(SwT1,p.20)

4. 純粹目睹不是兒保受案的指標(SwT1,p.27)

5. 若將目睹兒以兒保來介入，會受到母親的反對(SwT2,p.8)

6. 未改變家庭，只服務兒童，成效究竟何在，因兒童還是要回家面對原來的問題(SwK,p35)

7. 處遇時間太短，無法深入(SwT2,p.7)

8. 若以婚暴來介入目睹兒，其重心在婦女，而非小孩，因他無立刻的危險。(SwT2,p.8)

9. 很難去分出單純的目睹兒(SwT2,p.8)

10. 納入兒保，要有兒保的指標；如被虐、疏忽(SwK,p33)

11. 庇護期間太短，來不及協助，也不能給孩子安定感(SwT3,p2)

12. 目睹不能以強制干預來進行。(SwT1,p.40)

13. 婦保與兒保的衝突：

(1)婦保應以婦女為主體而非家庭，不應為了兒童或家而犧牲。(SwT1,p.21)

(2)婦保人員不能站在中立的立場來平衡。(SwT1,p.23)

14. 婦保和兒保系統銜接不上(SwT1,p.13)

15. 婦保評估目睹兒已很嚴重，但家暴中心認為達不到開案標準。(SwT1,p.13)


社工專業認為比較理想的服務模式，應該是以家庭的整體需求為考量，以家庭為服務的單位，因為如果只有服務兒童，沒有改變家庭，兒童還是要回到家庭面對原來的問題，他的成效是有限的。但是由於人力經費上面的不足，以家庭為服務的單位是有困難的，因此就遇到了兩個問題；

目睹兒目前在司法或者是社工處遇過程中式沒有法定的位置

也就是法律沒有明確標定要協助目睹兒，而且也沒有其他的配套措施。社工員已經負擔過重，而且其他的服務也會遭受到排擠。

「以家庭為主體是最好的，但那有點理想性了，目前整個體制來看家庭是被切割的。我們就是做整體服務，可是人力真的很匱乏」(SwK,p.35)

另外，跟著父親同住的目睹兒沒有明確的法令可以來協助，跟著母親的目睹兒雖然社工希望協助，但是常常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兒保的系統不一定能夠介入兒保，所以目睹兒的位置是沒有主體性的，他是容易被邊陲化的。由於民意代表會介入家庭暴力案件的處理，施壓給社會局，因此服務目睹兒也需要於法有據，而且純粹的目睹婚暴兒並非兒保受案的指標，如果把目睹兒以兒保的工作方式來介入，也會受到母親的反對，而且也很難區分出來何謂單純的目睹婚姻暴力兒童。
在現階段處遇上遇到的困難是婦保與兒保分工而造成的

有一些社工人員會認為若將婦保與兒保的系統分開工作，似乎在實務上有些銜接不上的狀況；例如婦保評估目睹兒已經很嚴重，但是家暴中心可能認為達不到兒保的開案標準，而婦保應該是以婦女為主體，以考慮到婦女的個人利益為主，而不是考慮家庭的利益，因此婦女的利益不應為了兒童或家庭而犧牲，因此婦保人員不太能站在中立的立場來平衡婦女和兒童的利益，而且如果進入庇護所，庇護的期間如果太短，也來不及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也就是說，以婚暴來介入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工作，他的重心還是在婦女本身，而非兒童，因為兒童並沒有立即的危險，相對而言，如果要將目睹婚暴兒納入兒保的系統，就需要有兒保的指標，例如他有被虐、被疏忽的情況，或者是目睹婚暴兒需要有另外一套指標出來，才有可能納入兒保的系統。

「要跟婦女工作就必須以婦女的需要為主，而不是為了兒童保護或為整個家庭來來做怎麼樣的調配。有時候婦保人員可能沒有辦法站在這個位置上去看這個家庭，他可能是站在偏的位置，所以他看到是另外一面哪」(SwT1,p.21,23)

「婦保系統跟家暴中心這邊的兒保系統有一些銜接不上的感覺，婦保系統這邊當然會期待說如果這個目睹兒已經很嚴重，達到什麼程度了，會希望家暴中心開案，尤其是有沒有可能去達到受虐的指標那麼嚴重」(SwT1,p.13)

由於兒保的社工人員害怕兒童成為夫妻爭吵鬥爭的工具，因此通常需要評估很久，但是婦保的工作人員可能會認為時間太久，這也是造成婦保和兒保之間有些連接不上的原因之一。如果要將目睹婚暴兒童的工作納入兒保的系統，兒保的工作人員並不知道是否需要介入，因為沒有介入的指標，因此，這對兒保系統而言也是困難的。

〈八〉社工與司法警政合作所遭遇的困難

表17•社工與司法警政合作所遭遇的困難

	1. 很多婦女不知道可以申請暫時監護權(SwK,p8)

2. 父親（施暴者）有權力將孩子從學校帶走；法的薄弱(SwK,p10)

3. 警政缺乏對目睹兒的概念(SwK,p5)

4. 警察的粗暴(SwK,p6)

5. 認為家暴是家務事(SwK,p6)

6. 爸爸把媽媽與小孩報失蹤，故可能造成警察一定要通知爸爸(SwK,p9)

7. 當兒童的監護權判給父親，工作人員就無法再追蹤兒童的狀況。(SwT3,p4)

8. 以家庭為單位，如果監護權在爸爸身上，則很難協助兒童(SwT3,p20)

9. 警察的功能發揮不出來，因流動率上，概念無法深根及傳承。(SwT1,p.33)

10. 似乎只有家暴官知道如何處理。(SwT1,p.33)


1.社工與警政合作的困難

由於警察的流動率很高，因此家暴、婚暴或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概念無法深根以及傳承，因此警察功能的發揮也就被打折扣，似乎常常只有家暴官才知道如何處理。甚至有些警察到目前為止還是認為家暴是家務事。如果爸爸將受虐婦女和小孩報失蹤人口，有可能就會造成當媽媽報案的時候，警察就一定要通知爸爸，這樣又造成了母親和兒童的危險。所以這是社工和警察所面臨的一個困境。

「爸爸把媽媽跟孩子同樣報失蹤，那媽媽可以撤消沒有問題，因為他是成年了，那怕他是外籍的配偶，可是孩子的部分呢，爸爸報失蹤警察就認為說一定要爸爸過來」(SwK,p.9)

「有幾個案例是警察去協助，可是警察不太能夠發揮功能。警政系統因為人員龐大然後流動率也很高，所以我覺得說在一些服務的理念涉及的部分，我覺得其實是還是有差別」(SwT1,p.33)

2.社工與是司法合作的困難
由於是以家庭為單位，如果監護權在父親的身上，就很難協助兒童，因為父親有權力把孩子從學校帶離，而且當兒童的監護權是判給父親的時候，社工人員就無法再追蹤兒童的情況，因此他目睹暴力的情況也就沒有專業人員可以協助，甚至有許多父母並不知道可以先申請暫時監護權來保護自己和兒童，所以這些都是社工在協助目睹婚暴兒童，在司法和警政方面所遭遇到的困難。

「小孩子監護權是一旦判給先生我們很難再去follow到那個孩子，其實那個孩子會讓我們滿擔心是真的。」(SwT3,p.4)

〈九〉社工專業在處理婚暴兒所遇到的兒童本身的狀況的困難

社工人員認為目睹婚暴兒單獨被處遇是很困難的，因為孩子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和需求，而且社工人員也發現，兒童就如同受暴婦女一樣，有習得的無助，因此兒童並沒有想要從現況中走出來的力量，如果是家中較大的兒童已經適應了家中的暴力，由於自己並沒有受暴，所以不覺得需要離開家，而是認為母親比較需要被協助，並不是自己需要被協助，這些兒童本身的意願還有習得無助的狀況，也都使得社工人員遇到極大的困難。

「孩子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及需求，目睹兒單獨被處遇是困難的。(SwT1,p.16)」

「較大的孩子已適應家中的暴力，因此不覺得需要離家，而認為媽媽較需幫助。(SwT1,p.18)」

「孩子本身對自己的感覺是麻木的，你詢問上他被打的感覺，就是沒有感覺常常被打的習慣了，那他對自己不只是沒有信心，事實上很類似像受虐婦女所謂的習得的無助感」(SwT1,p.19)

「我們希望這些孩子能夠出來，我們想要找到他們願意被協助的力量。孩子這邊的狀況是他當下其實分辨不出他要處理他的內在問題有那麼重要，他覺得也許他的家庭那整個混亂狀況對他來講，相對是一種安全」(SwT1,p.41)

〈十〉跨專業所提出的困難

表18•跨專業焦點團體所提出的困難

	1.和受暴婦女工作遇到的問題

(1) 受暴婦女本身對資源的使用和連結可能是比較弱的。(cros,p.2)

(2) 社工需要不斷地教育、支持、推動婦女（因為婦女動機弱）(cros,p.2)

	2.協助目睹兒所遇到的困難

(1) 目睹兒的問題常是排在家庭其他需求後面的。(cros,p.2)

(2) 通常發現目睹兒童有問題時，已經很嚴重了。(cros,p.2)

(3) 家庭價值觀（課業比較重要）可能阻礙了孩子來參與團體。(cros,p.2)

(4) 城鄉醫療資源分配不均(cros,p.2)

(5) 家庭來求助、尋求資源，卻有被標籤化的壓力(cros,p.8)

	3.經費問題

(1) 北縣還必須向民間單位申請經費，以及靠精神科醫師的義務贊助(cros,p.35)

(2) 學校的衛生講座也沒有錢，只好結合心理衛生中心的研究(cros,p.36)

(3) 不見得沒錢，因彩券盈餘，但卡在民意代表，因處理家暴沒有選票(cros,p.37)

(4) 辦團體要先預借，再申請經費(cros,p.39)

(5) 教育局一個團體一年只有編列一萬塊，而且好幾個學校一起爭(cros,p.39)

(6) 教育局的政策會發文下來通知要作，但是經費自己籌(cros,p.40)

(7) 大學的生命教育一年就有幾十萬，國民基礎教育反而都沒錢(cros,p.40)

(8) 教育部只給公文要約4小時，兩性教育卻沒錢(cros,p.40)

	4.社工遇到的困難

(1) 社工需要更積極性地介入，然而沒有人力(cros,p.4)

(2) 社工的積極反而可能被貼標籤，被認為管太多、過渡投入個人情緒，或者引起個案的憤怒。(cros,p.4)

(3) 社政（公權力）的介入對家庭的衝擊（破壞）較大(cros,p.19)

(4) 處理婚暴家庭，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因家庭會找民代施壓(cros,p.5)

(5) 可以轉到諮商的個案很少(cros,p.5)

(6) 社會對家暴系統的依賴（或責任推卸）或對家暴問題的不瞭解，使得專業承接過多的壓力(cros,p.7)

(7) 社工與學校：家防中心沒有餘力做一級預防工作(cros,p.33)

	5.教育遇到的困難

(1) 老師認為除非兒童有被打才通報(cros,p.10)

(2) 老師認為受暴婦女如果沒有自己求助，則不應該管別人家務事(cros,p.11)

(3) 輔導室的負荷量太大(cros,p.11)

(4) 老師對於要去辨識目睹兒及其資訊不足(cros,p.14)

(5) 老師欠缺的是瞭解孩子的狀況後不能做後續的處理(cros,p.16)

(6) 需要更多資源的介入(cros,p.16)

(7) 老師發現孩子的sence比媽媽高，孩子認為需要求助，而媽媽則否認(cros,p.17)

(8) 孩子在校接收新的概念（如兩性平等），然而回歸到家庭中則感受到衝突(cros,p.17)

(9) 對於協助目睹兒要怎麼去和社政單位及其他資源做連結，不像兒虐那麼清楚(cros,p.18)

(10)學校不願協助轉學，因家長不要小孩和家暴的小孩在一班(cros,p.25)

(11)大專院校經費的申請跟國中小不一樣，輔導室的經費不能以團體為優先。輔導室的經費和人力都不足(cros,p.28)

(12)學校舉發了，社會局可以做什麼呢？社工可能評估後也不開案(cros,p.28)

(13)團體有顯著成效，但由於教育體系不支持經費，而無法繼續。(cros,p.29)

(14)要上課程或宣導，但缺乏教材(cros,p.41)

(15)教育部應製作家暴相關教材(cros,p.41)

(16)教育部製作宣導教材，讓學校使用(cros,p.42)


跨專業焦點團體中共提出五大項在處理目睹婚暴兒同問題時會發生的困難：

1.和受暴婦女工作遇到的問題

由於受暴婦女本身對資源使用的能力和改變的動機較弱，故需要專業人員不斷的鼓勵。

「受暴婦女對資源的使用或是連結度本來就是比較低的，她本來就是比較封閉的，所以她沒有辦法很清楚快速地使用這個部分，我所接觸的這些受暴婦女的狀況來看，常常她需要非常多的教育跟不斷的推動，她才會去連結那個資源。」(cros,p.2)

「家庭的一個限制所在就是受暴婦女對自己問題的解決能力，或者動機是比較弱的，所以他才會讓受暴的狀況不斷的發生。在資源的連結跟使用上面會需要社工不斷的去支持跟不斷的去推動她。」(cros,p.2)

2.協助目睹兒所遇到的困難

專業人員發現目睹兒本身的需要和問題常被家庭所疏忽，即使提供社會資源，家庭還是可能因害怕被標籤而拒絕求助，或以孩童的功課為重，拒絕讓孩子參加團體諮商。另外就是城鄉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目睹兒童的問題在家裡面是常常被忽視的，比起家庭裡面其他的問題；像是生存的問題、經濟的問題，相較之下，他心理的問題一定是擺在最後面，只有行有餘力的時候才會看到有那個問題跟需要，小孩的外顯行為常常是更嚴重了，爸媽才知道說孩子有受到那麼深的影響，否則他不會是第一個被看到的焦點。」(cros,p.2)

「父母還是會把讓孩子參加團體擺在後面。即使我們的活動是不用花費，也離家很近，可是媽媽的選擇還是以補習課業為優先考量。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家庭裡面那些價值觀，我覺得這個都會增加我們要跟這群小孩接觸的困難度」(cros,p.2)

「我覺得所謂醫療資源不足，相較一些幅員比較廣大的鄉市、縣市的話真的就是沒有什麼資源」(cros,p.2)

「通常社經地位低的家庭沒錢，資源不足，只好仰仗政府。所以當他來仰仗政府又被我們標籤說他是家庭暴力的問題所以小孩子需要被幫忙。」(cros,p.8)

3.經費問題

執行單位（例如學校）的確沒有足夠的執行經費，例如；一個諮商團體教育局規定只有一萬元，經常只是發公文要學校執行政策，卻要經費自籌，學校只好靠民間單位不穩定的經費贊助，這樣經費的狀況，致使學校可能連最重要的初級預防教育的工作都無法落實。

「像北縣的學校也沒有足夠的經費，還要跟民間單位申請，另外還要靠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的義務贊助。或者像心理衛生中心他們有類似的研究，要做前測跟後測，那學校就配合研究，安排場地跟時間。這樣就等於是免費的資源了。」(cros,p.35,36)

「因為我們所有經費都要先辦，然後再申請，可是我們都一定要現場給他（講師之類的）錢，所以我們都是先預借，其實家長會大概這些就已經借光了，借來後等上面的經費下來再還。我們的經費是每一年跟教育局申請，一個團體一年就一萬塊而已，而且是好幾個學校一起競爭。教育部他都會發文告訴你一個學期要進行什麼什麼活動，但是是不會有錢的，他只會告訴你要辦這件事情，但是經費自己籌。」(cros,p.37-40)

然而專業人員認為這並不表示政府是沒有經費的，因為有彩券的盈餘，而這些盈餘不見得會被使用到家庭暴力的相關預防工作（包含目睹兒的議題），因為民意代表會擔心經費投入婦保、兒保、目睹兒保護等問題，將可能引發施暴者的反彈而失去選票，因此政治力成為干擾家暴防治的力量。

「我覺得公部門這幾年其實經費並不見得真的那麼缺，因為有彩卷盈餘，可是雖然有彩卷盈餘可以編列預算，問題在於民意代表。各縣市政府的經費都受限於民意代表，他們是不是有關注到目睹兒，把目睹兒當作一個重要的議題，而且這對他們來講沒有選票。」(cros,p.37)

4.社工遇到的困難

公權力（社政與社工）介入停止各種形式的家庭暴力，雖是法定之權力，但卻未必得到網絡中其他專業人員及一般民眾的接納，當社工積極介入時，反而引發家庭的反撲，有些家庭甚至尋找民代的協助來抗衡公權力，不只使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受到極大的打擊，也致使保護網絡失效。因此，保護網絡（不論是婦保、兒保或目睹婚暴兒童）的功能可以彰顯，恐怕除了法條、經費、專業知能外，負向政治因素的干擾是否可以降到最低，及社會大眾對暴力議題的覺醒關注恐怕也是保護網絡可以成功運作的重要因素。

「在開始的時候社工的介入是需要更積極，同時也需要配套的是給案家有一些自主性的人力出來，但是社工的結構方面是不允許他們對目睹兒這一塊花很多的時間跟精力。或者當社工積極介入時，有人就會質疑你為什麼對這個CASE這麼積極，甚至整個社會結構、社政單位都會給家防中心一些很負向的一些標籤，說你們幹麼管人家的那麼多事情，之後會引起案主的憤怒。」(cros,p.4)

「目前來講社工的環境跟結構真的很不好，另外也受到很多的政治的因素或其他因素的影響。之後接下來所影響的是能轉到諮商、去做諮商的是非常的少數。」(cros,p.5)

或許當社會大眾承擔起更多預防暴力的責任，而不是只有家防中心才有預防家暴的責任的這種概念可以建立起來時，許多家庭可能不需要惡化到有公權力的介入，破壞原有的惡質家庭系統，再建立新的家庭關係，而是可以在有一些危險徵兆時，即有社會的其它資源來協助以防止其惡化。因此，預防家庭暴力及目睹家暴的議題不只是家防中心的責任，也是社會系統的責任。

「社會對家暴系統的依賴（或責任推卸）或對家暴問題的不瞭解，使得專業承接過多的壓力」(cros,p.7)

「學校其實可以用比較支持比較關懷的角色進入到家庭去，比社政這樣的角色要更容易一些。因為社政是代表公權力是更強的一個力量，而且有時候是一個破壞的力量，我覺得那個對家庭的衝擊是更大的。」(cros,p.19)

「基本上家防中心目前我想全國各縣市來說都沒有餘力去做所謂的一級預防工作，其實是很難，即便是宣導也都是非常被動的。」(cros,p.33)

5.教育遇到的困難

跨專業焦點團體中仍然對教育系統在處理目睹婚暴兒童的工作上有許多的討論。

(1)通報的問題

老師會認為兒童要被虐了，才需要通報，或認為受暴婦女若自己不求助，則不應該通報。

「老師會覺得除非說目睹兒同時有被打的情形，才會進到輔導室，不然老師會覺得說，一來被打的那一方通常是女性，假如她不求助的話，那我們幹麼去管別人的家務事。因為這個可能就會引起家長不滿，那他跑到學校來要找主任找校長就完啦。」(cros,p.10,11)

(2)人力、經費的短缺

國小輔導室的經費申請困難，縱使知道團體諮商對兒童是有成效的，但沒有教育主管單位的經費支持是無法持續執行的，又輔導室諮商人員的人力不足，造成負荷量太大。

「我們（輔導室）的負荷量很大。因為實在是太多小孩了，那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那個時間跟人力。」(cros,p.11)

「他們（學校老師）也很需要有更多的一個資源的協助跟配合跟介入。」(cros,p.16)

「大專院校經費跟國中小的輔導室是不一樣的，比如說申請經費的項目，每一年都有一個教育優先區，但是是不能用在團體的。」(cros,p.28)

「學校也覺得輔導效果非常好，也預約了下一學期希望繼續在學校開這個團體，那預約好了也籌畫再去帶，可是接下來就是卡在行政上，校長有意見或者是說經費上有什麼問題他們就停擺了。」(cros,p.29)

(3)專業知能與專業合作

老師對於自己辨識目睹兒的資訊及如何與社政單位或其它資源合作的資訊均感到不足。

「我覺得學校老師要辨識這種目睹兒童的身心狀況，就是老師能夠有一些這樣子的一個資訊，現在這些好像還是不太足夠。」(cros,p.14)

「老師們會反應他們班上的孩子有一些什麼樣的狀況，但是他們比較欠缺的是不能夠去做後續的處理，而只能侷限在了解這個部分，然後再多一點就是去跟輔導室的主任或老師做一個討論。」(cros,p.16)

「以目睹兒童來講，怎麼樣跟社政單位去做一些連結以得到一些社會資源，像兒虐我們就知道有一些單位是可以安排，可以透過社政單位去安排做個別的諮商或輔導，但是目睹兒童的部分我（老師）就比較不是那麼清楚。」(cros,p.18)

而學校甚至在家長的壓力下，可能選擇不願協助轉學，因為家長不要自己的小孩和家暴家庭的兒童在同一班。學校需要努力的應是針對全校的兒童、家長及老師進行初級的暴力預防教育，協助老師、家長及兒童瞭解預防暴力文化（不只是家暴），協助處於暴力的受害者是身為一個公民的基本責任，而非落井下石，拒絕協助。

「現在跟學校合作的困難，譬如說轉介或轉學的部分，社工的經驗是覺得學校可能會覺得說如果是目睹的小孩或是家庭暴力的小孩會帶壞自己班或是其他的小孩，然而學校的輔導室沒有回應的能力。」(cros,p.25)

在專業合作方面，學校亦質疑，若專業目睹兒之案件，社會局可以提供的協助為何？若評估後又不開案，那舉發的意義何在？

「我們鼓勵老師舉發通報，問題是舉發出來這一些，然後可以做什麼呢？因為有的時候我們（老師）通報到社會局去，但是社工的評估會覺得他不需要開案，可能也真的有經費人力的限制。」(cros,p.28)

就如前文已陳述過，學校針對目睹兒的議題，可以提供全班性的初級預防，老師對目睹婚暴兒童可以給予更多個別的關懷。因此，舉發是一個可能可以增加社會資源的行動，若學校評估該兒童或家庭所需的資源已非學校所能提供，則透過舉發的行動，該兒童及家庭則可能得到除了學校之外的資源。

(4)教導兒童的新觀念與家庭的舊觀念衝突

老師也發現因兒童在學校中接收了新的、兩性平權的觀念或與家暴相關的概念後，對於母親的受暴有較高的敏感度，反而是母親不願求助。

「其實孩子的敏感度比家長更高，孩子常會告訴老師說我要打113，因為我的媽媽被婚暴，而且他舉例很多。可是孩子很無奈的是他覺得媽媽需要求助但是媽媽覺得不需要，媽媽甚至會去對外面粉飾太平。變成我們落實到下一代的兩性平等概念，可是對孩子來講他們有很大的衝突，因為他們回歸到家庭裡面感受到的不是這樣。」(cros,p.17)

這個現象指出下一代對於家暴有更清楚的概念，更願意求助，也有求助的能力。

(5)教材的缺乏

跨專業的焦點團體中建議教育部應製作家暴的相關教材來提供給學校使用，就像性別教育的課程，這幾年因教育部的支持，老師們較容易取得教材，故性別教育也就較可能落實在課堂中。

「有關目睹兒的教材非常少，不管是民間單位或是公部門所能提供的都不多，應該從公部門做起，請教育部製作家暴相關教材，甚至是適於兒童使用的宣導教材，可以讓學校使用。」(cros,p.41,42)

第七節  各專業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工作的建議

各專業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工作之建議各分以下十二項陳述：

〈一〉各專業初級的預防工作的建議

表19•各專業初級的預防工作的建議

	1. 心理諮商對於預防工作的建議

(1)預防層面：婚姻諮商(CoK,p.20)

(2)增進家庭功能(CoK,p.38)

(3)解除怕跟別人不一樣的心太(CoT,p.17)

(4)解除社會的那個壓力跟價值觀(CoT,p.17)

(5) 解除我們是應該要有爸爸媽媽的那樣的壓力(CoT,p.17)

	2. 教育專業對於初級預防的建議

(1)家暴的概念應由低年級開始(EdK2,p.34)

(2) 參加正向的社會團體(Edk1,p.8)

(3) 建立人際網絡的支持(Edk1,p.8)

(4) 社區建立支持網絡(Edk1,p.8)

(5) 教導小朋友情緒的抒解及管理(Edk1,p.16)

(6) 老師主動去做家庭訪問(Edk1,p.22)

(7) 和孩子談談父母的狀況(Edk1,p.22)

	3. 社工對於初級預防的建議

(1)加強親職教育(SwT2,p.24)

(2)社會教育和宣導讓家庭知道其權益與資源。(SwT1,p.34)

(3) 倡導目睹兒是受虐的高危險群（尤其學齡前的孩童）(SwT2,p.22)

(4) 應對大家宣導目睹兒要舉發的概念(SwK,p28)

(5) 做社區教育及宣導（何謂目睹兒、家庭暴力等等）(SwK,p30)

(6) 性別平等教育(SwK,p30)

(7) 倡導的重要性：

․就是讓家裡的這些所謂婚暴的父母，都要認知到說，你這樣是對孩子有傷害的(SwT2,p.17)

․爸媽有暴力的話我需要幫忙(SwT2,p.18)

․暴力是會傷害人的(SwT2,p.18)

․倡導發現目睹兒要通報(SwT2,p.18)

(8) 教育那些大人，他自己能夠先在發生暴力的時候，能夠自我知道如何讓這孩子少受傷害，當他自己沒能力保護他的時候，也要讓孩子接受外面的資源來給孩子幫助(SwT2,p.21)

(9) 家暴的家庭很多都是男尊女卑，其實這樣的觀念已經影響到小孩子，小孩子也認為是這樣，男生就可以比較有力量去攻擊，女生就是要服從，唯命是從，以他的需求為主(SwT2,p.24)

(10)學校可以發揮預防教育之功能。(SwT1,p.30)

	4. 跨專業對初級預防的建議

(1)應從社會文化對暴力的認同開始(cros,p.7)

(2)從學校對孩子的支持開始因為不可能有那麼多的社工去成接納麼多目睹兒(cros,p.7)

(3)處理目睹兒是每個有機會和兒童相處的專業之責任，而不只是社工的責任(cros,p.7)

(4)專業人員要有自省能力，自己可能也是暴力的，才不會使暴力只成為少數人關心的議題，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是暴力的(cros,p.7)

(5)讓孩子體驗不一樣的關係，即使家庭狀況無法改變，他還是有希望的(cros,p.19)

(6) 由於孩子在學校的時間長，學校應該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cros,p.19)


1.心理諮商對於預防工作的建議如下：

心理諮商師認為應該從兩個層面來預防家庭暴力以及協助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第一個層面是可以增進家庭的功能，以及進行婚姻的諮商。第二個部份是做社會教育的工作，也就是解除主流社會裡面認為一個家庭裡面一定要有爸爸媽媽才是正常的這種壓力以及價值觀，所以，在特殊家庭中的兒童可以不用害怕自己和別人是不一樣的這種心情。也就是說一個家庭裡面，只有爸爸或只有媽媽也可以是正常的，不會被標籤化，不會被以異樣的眼光來看待，或者是一個家庭裡面是爸爸，但是他也可以是媽媽；或者是媽媽，但是她也可以是爸爸，所以，所謂正常的家庭是可以重新再被詮釋的。

「那些孩子其實怕跟別人不一樣，所以他面對的壓力是，為甚麼有（爸爸）比壞（爸爸）更重要，另外一部分覺得是社會的壓力跟價值觀下認為，我們是應該要有爸爸媽媽的那樣的壓力」(CoT,p.17)

2.教育專業對於初級預防的建議：

老師的建議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有關家庭暴力的概念，應該由低年級就開始教導，並且教導兒童情緒抒解的方式以及情緒的管理。第二個部份是針對家庭的部份，老師可以主動的做家庭的訪問，並且常和孩子談談父母的狀況，以便瞭解兒童家庭中的情形，可以及時提供孩子情緒的支持以及其他資源的協助。

「老師應當主動出擊，到孩子家裡去，老師要辛苦一點。另外一個作法是這樣，開學的時候，如果面對一群很陌生的小朋友，我都會找時間一個一個問。我會針對家長的經濟情況，還有工作情況，先自己作判斷，如果有更多時間，我會跟小朋友聊天的時候問，最近比較喜歡爸爸，還是比較喜歡媽媽。如果能從裡面找到蛛絲馬跡的話，當然就是你的收穫」(EdK1,p.22)

第三個部份是，在社區中建議可以有較多的正向的社會團體，以建立正向的人際網絡的支持，在社區中建立起來彼此鄰里之間互相支援的人際網絡，而且兒童也可以因著參與社區中正向的社會團體而有較多的人際關係的支持與情緒的支持，同時，如果大人也參與正向的社會團體，父母所遭遇到的人際上的孤單或者是生活上面的困難，也可以得到更多朋友之間的協助，因此整個社區可以建立起來一個支援的網絡，不只是協助兒童，也是協助社區中的每一個家庭。

「不管是慈濟或是基督教也好，只要去參加一個團體，那個團體如果是正向的，孩子就可以獲得支持，也就有預防的效果，孩子就朝比較健康正向去發展。碰到這種問題，如果能夠透過朋友或是透過團體的方式來處理，在預防層面甚至說像社區方面常辦一些活動，他也會幫助彼此之間的交流」(EdK2,p.8)

3.社工對於初級預防的建議：

社工對於初級預防的建議分為以下幾項；第一是在社會教育以及學校教育方面繼續進行性別平等教育，因為畢竟在現在的家庭暴力中，絕大部分的施暴者是男性，而受害者是女性及兒童，因此繼續倡導性別平等教育，預防暴力是最基本的。

「三級預防就是社區的家庭教育這部分，向社區民眾宣導這樣對孩子的影響是什麼，以及兩性平等。現在不是都有兩性平等教育嗎，很多學校請我們去宣導，我們會介紹什麼是家庭暴力、什麼是兒童虐待、什麼是目睹兒童，那目睹兒童會有哪些影響，這就是預防」(SwK,p.30)

第二個建議是可以加強親職教育，協助父母如何與子女建立健康的親子關係。第三個部份是透過學校教育或者是社會教育可以協助家庭知道家庭的權益以及與家庭有關的社會資源，所以當家庭遭遇到危機的時候，家庭的反應能力以及復原能力可以比較好。第四個部份就是針對家庭暴力以及目睹家庭暴力兒童的宣導，以及教育的內容或宣導的內容包括，要讓大眾知道暴力是會傷害人的，被傷害的人不一定是直接被毆打的那個人，而是目睹暴力的過程對於兒童也是有傷害的，尤其是學齡前的兒童，當他目睹婚姻暴力的當下，他也有可能成為受暴的兒童，所以學齡前的兒童也是需要被關注的。

「我們實務上的一個經驗是，婚姻暴力裡頭學齡前的小孩，是非常高的危險群。可能在事情發生之前，只不過是所謂的目睹暴力，還不是受虐兒，可是當問題發生的時候，他變成兒虐致死的小孩，這種案子我們看到好多件。」(SwT2,p.22)

宣導的另外一個重點是要教導兒童當父母有暴力的時候，兒童自己是有需要被協助的，並不是說自己沒有被打就不需要被協助。另外就是，當社會大眾知道在自己的四周有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時候，需要知道這樣子的家庭或者兒童是很需要被關心的。最後要宣導的是，發生暴力的雙方成人，若不願接受協助，也應該讓目睹暴力的兒童接受外援。

「去教育那些大人，讓他在發生暴力的時候，能夠知道如何讓這孩子少受傷害，當大人自己沒能力保護孩子的時候，也要讓孩子接受外面的資源來幫助孩子。」(SwT2,p.21)

4.跨專業對初級預防工作的建議

(1)社會教育方面

婚暴或目睹婚暴都只是整個社會暴力文化的縮影，因此預防暴力是每一個人民的責任，而不只是婚暴的施暴者才有暴力的問題，而是每個人都有暴力的可能性，就如同每個人都有癌細胞，所以防癌是每個人的責任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整個的社會文化對暴力的一個算是認同或是不知，所以其實暴力的問題是普遍存在我們所有的家庭裡面的，只是有些家庭因為他整個的資源比較缺乏然後讓問題爆發出來，很多是沒有爆發就在我們身邊的。不過說真的因為我自己做暴力的工作，花了最大的反省跟回饋，結果我發現我也是一個暴力份子」(cros,p.7)

(2)專業人員的責任方面

既然關心暴力的議題或目睹婚暴兒童不只是某個個人或專業的責任，那意味著凡是可能與家庭工作或與兒童相處的每個專業都對協助目睹婚暴兒童有責任，尤其是對已就學的兒童而言，因在校時間很長，故學校可以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讓兒童有機會經驗到家庭氣氛不同的人際關係；而且以實際的現況而言也不可能有那麼多的社工可以處理目睹婚暴的兒童，因此學校長期及日常對目睹兒的關懷是必要的。

「其實很多問題的處理不需要用到專業的人員，只要學校有一些支持，小孩子就可以過得很好，有這些支持社工人員就可以覺得很放心。」(cros,p.7)

「我們（專業人員）能夠促成的是說讓孩子體驗不一樣的人際關係，那可能會跟著他一輩子，可能會讓孩子覺得其實他還是有希望的。縱使他原來的家庭是這樣的狀況，但是孩子什麼時候發展，可能無法在我們提供服務的過程裡面看到，那我覺得那個東西才會支持這一群助人專業，因為我們相信這個關係可能可以發揮某種的效能。尤其在學校裡面對孩子來說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他花很多時間在學校裡面，老師的一個眼神、一個鼓勵他會記得一輩子。那個可能就是他更能存在的一把鑰匙，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學校真的能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cros,p.19)

〈二〉教育訓練與研究

表20•各專業對教育系統訓練的建議

	1. 諮商對教育的建議

(1)加強學校老師的訓練；辨識目睹兒(CoK,p.25)

(2) 學校導師找時間談談生活近況(CoK,p.36)

(3) 建立學校支持系統(CoK,p.36)

(4) 將目睹兒的宣導列為學校評鑑(CoK,p.26)

(5) 教育專業的協助：徵尋自願的老師來受相關訓練(CoK,p.29)

(6) 社福和教育的合作：舉辦學校老師的研習課程(CoK,p.29)

(7) 教育專業的協助：以學校作為開辦團體的據點(CoK,p.29)

	2. 教育的建議

(1)若男孩成為施暴者，學校應主動介入協助（輔導室）(EdK2,p.12)

(2)培訓自願的種子教師(EdK2,p.31)

(3)在校受過訓練的老師，可以協助其他老師(EdK2,p.32)

(4)可以有資源中心讓老師來諮詢如何教學，老師也要主動學習(EdK2,p.33)

(5)安排相關單位來幫級任導師上課，及知道相關的社會資源(EdK2,p.22)

	3. 社工對教育的建議

訓練與研究：

(1)從老師的養成系統著手(SwT2,p.40)

(2)讓老師知道目睹暴力對兒童的傷害(SwK,p24)

(3)現在師範系統的婚姻諮商，他碰觸到婚姻暴力的時候，其實這樣子的諮商老師沒有敏感(SwT2,p.39)

	4. 跨專業的建議

對老師訓練的建議

(1)老師對於要去辨識目睹兒及其資訊不足(cros,p.14)

(2)學校老師對家暴議題的認識需求及意願提升(cros,p.15)

(3)資源的轉介與運用(cros,p.16)

(4)加強導師的訓練，有強制進修及老師的研習時數(cros,p.10)

	5. 跨專業對教育系統之建議

(1) 應給導師支持的資源(cros,p.11)

(2) 導師可以再支持兒童的工作做得很好(cros,p.12)

(3) 不能忽視幼保機構的訓練，除了執照之外，老師也應當進修(cros,p.23)

(4) 將之加入評鑑（如兩性教育）(cros,p.31)

(5) 將目睹兒的服務、宣導防治變成學校的評鑑之一，可以爭取行政上的支持(cros,p.32)

(6) 教育單位應有的概念：通報且學校可以處理好才是好的評鑑標準(cros,p.32)


1.各專業對教育系統訓練的建議

各專業對教育系統在處理目睹婚暴兒童的議題上面建議的訓練可以分為四大項：第一個是教師養成的系統，從資料中建議教師在養成的系統過程當中應該加入暴力的議題，家庭暴力的議題，或者是婚姻諮商的議題，讓這些老師在被養成的過程裡面對於家庭暴力的動力，目睹婚姻暴力對兒童所造成的影響有基本的認識，因此當老師在未來遇到兒童有類似的情況的時候，他們知道如何去回應、去處理兒童以及兒童的家庭這類暴力的問題，並且可以把預防暴力放在日常生活的教育裡面。

「現在師範系統的婚姻諮商，他碰觸到婚姻暴力的時候，其實這樣子的諮商老師沒有敏感」(SwT2,p.39)

對教育系統的第二個建議是，導師或者是老師在平日的生活應該多關心兒童的狀況，可以和兒童建立信任的關係，並且可以觀察到兒童行為上面、情緒上面、或者是課業上面的改變，從這些改變中敏感到兒童可能遭遇到的情緒上面的困擾，或是其他的困難，並且能夠透過兒童也瞭解到家庭的狀況，畢竟導師是除了父母之外，對兒童的生活起居的觀察最細微的角色，因此要做好預防的工作，這個部份的工作是無可避免的。

「我倒覺得學校的體系是有管道可以介入的，比如說把他哥哥帶出來，或者是輔導室的人員，或者高年級的哥哥那個班級的老師，跟他們一起去探討會打妹妹的原因」 (EdK2,p.12)

第三個建議是，對老師導師進行教育訓練，為了能夠使教育訓練有效的落實，教育主管當局本身對於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這個議題應該先有深刻的認識，瞭解到目睹婚姻暴力對兒童可能影響的層面以及所造成的傷害，為了要協助這些傷害不會阻礙兒童的學習以及兒童的成長，因此，為學校老師辦理教育訓練的課程是有需要的，因為唯有透過教育訓練的過程，導師、老師以及學校的行政系統才知道如何形成一個學校的支持網絡。畢竟絕大多數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這些孩子不會進入社工處遇的系統，都會留在教育的系統裡面，因此給予學校老師以及行政人員最大的支持，是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最重要的一環工作，如果學校的老師以及行政人員對於家庭暴力受暴婦女以及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有所認識，他們就可以在兒童的日常生活裡面給予兒童協助，知道如何回應兒童特殊的需要。

「可以去培訓一批有興趣的基層老師。而受過訓練的老師可以去分享，怎麼從單元裡去談到相關議題。像資源中心提供的資源，老師沒有自己吸收的話，比較難融會貫通。」(EdK2,p.31)

這一類的教育訓練可以請社福單位以及教育單位共同合作來訓練老師，也可以從訓練導師以及學校裡面有心的老師開始。因為導師是兒童每天接觸最多的老師，因此訓練導師如何處理相關的議題是非常重要的。當導師受過訓練之後，即使他無法完全協助兒童，他也會知道如何使用學校的輔導室資源，或者是校外的其他社會資源，來協助他處理兒童的狀況。

第四個對教育系統的建議是，建立一個學校的支持系統，例如曾經受過訓練的老師，可以協助其他的老師，當他們遇到類似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問題的時候，或者是也可以以學校為據點，開辦各種團體，由學校的輔導老師來帶領，或者是在校內受過訓練的老師，並且可以給予督導的系統，或是邀請校外的資源，由校外的心理諮商師進入學校帶領團體，這樣的團體不只是為了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而開，也可以為在學校中有暴力傾向的孩子來開設，因為暴力是一個廣義的議題，而不只是停留在家庭內，當學校可以預防孩子成為施暴者，整個社會的暴力問題也就會降低，因此學校系統的暴力預防教育，是各專業人員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老師有這個概念可能最重要，除了宣導讓大家重視以外，如果能像兩性平等，自我保護的議題列為學校評鑑，學校就會很重視、很認真在推動。」(CoK,p.25)

「我們（社工）寒假在小學老師裡面，有一場學校辦的研習，裡面就有老師想要繼續做這議題的，像種子的訓練一樣。而且如果兒童團體在學校裡開辦，在人力上以及經費上都滿省的，孩子的向心力也比較強」(CoK,p.29)

2.對諮商專業的建議

專業人員認為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應該發展更精確的評估標準，這個評估標準可以協助教育系統來評估兒童的狀況，也可以幫助心理治療人員瞭解兒童受到創傷的嚴重性，同時也可以協助社工人員來思考要給兒童哪一種處遇計畫，因此發展一套評估的工具對每個專業而言都是很重要的。

3.社工專業的建議

專業人員認為訓練的人員應該擴大到其他領域的社工人員，譬如與單親工作的社工人員，與智能障礙者工作的專業人員，因為這些社工人員也可能接觸到家庭暴力以及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如果他們也有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訓練，他們也就可以在原本的專業工作裡面去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所遇到的困難。

「訓練人員擴大至其他領域的社工界，故他們也可以協助目睹兒，例如單親、智障協會」(SwT2,p.25)

另一部份是，需要訓練社工人員在處理婚姻暴力的過程，應該特別注意到學齡前的兒童，因為從實務的經驗上，學齡前的兒童是非常高的危險群，雖然可能在處理婚姻暴力的時候，他並未受到暴力，但是，這一群兒童有可能會從目睹婚姻暴力慢慢變成兒保的案子，有可能是被疏忽、被肢體虐待或者是被情緒虐待，所以應該訓練社工人員對於學齡前的兒童有特別的敏感度。

「我們沒有實際的研究，可是實務上的一個經驗是，婚姻暴力裡頭的學齡前的小孩，是非常高的危險群。」(SwT2,p.22)

瞭解自己的角色在系統裡的位置，要從結構面及鉅視面去看到暴力的問題，而不只是看到對一個個案的努力，尤其是社政要知道在自己位置尚可做的是什麼，防止自己被攻擊(cros,p.19)。另外，年輕的社工要對孩子的狀態作細部的分辨可能比較有困難，所以要增加兒童發展心理學的實務訓練。(cros,p.25)

另一個建議是對警政教育、社政醫療需要多做教育宣導，因為專業人員的話語有可能使受暴婦女改變原本覺得自己應該是受家庭的觀念和認知，也就是說，凡是和兒童工作以及和家庭工作的各專業工作人員，都有責任對家庭以及兒童做教育宣導的工作。協助家庭以及兒童瞭解暴力對家庭以及兒童是有傷害的。

「對警政、教育、社政醫療多作教育宣導，因專業人員的話可以使受暴案婦女可能改變原有對死守家庭的認知。」(SwT1,p.34)

4.至於研究工作，專業人員建議應該要有一個長期的整套的計畫，涵蓋青少年，甚至至成年的有關目睹婚姻暴力兒的行動研究，例如在三年的實驗計畫中，搭配了研究，也搭配了實務，可以補助人力以及經費，將資源匯集到有心想實驗的機構裡面，可以發展出來一個較好的工作模式，然後再推廣到其他的縣市，而這樣子的一個研究計畫的方案，他不只是單純在處理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議題，更是要紮根到預防暴力的領域裡面，並且可以結合社區的資源，從改變社區的暴力文化開始。

「一個長期的、整套的計畫，涵蓋青少年甚至成年的目睹兒（行動研究），先將資源集中再有心想做的機構裡，有一個好的模式出來再推廣到其他縣市。譬如說三年的實驗方案，我搭配了研究也搭配了人力進去，用補助人力的方式。不管是給錢啦，就是給錢去聘任。那就掛在那個研究案理頭，一起評估」(SwT2,p.26,21,16)

〈三〉對目睹兒的位置的建議

表21•目睹兒的位置

	1. 諮商

(1)將目睹列入兒保的項目中(CoK,p.22)

(2)放入家暴系統中(CoK,p.22)

(3)先為目睹兒找到一個位置，強調其主體性、重要性(CoK,p.41)

(4)目睹缺乏立法上的位置(CoK,p.23)

(5)需要較高的層級（社會局、教育局）的推廣協助(CoK,p.30)

	2. 社工

(1) 區定目睹兒可以納入兒保的範圍(SwT2,p.13)

(2) 目睹兒放在婦女的部分，也應該有清楚的位置去處理。(SwT2,p.13)

(3) 假如要有一個位置，要解決目睹兒童的位置，得先解決機構的位置，那解決機構的位置，就是那個規範跟資源可以怎麼樣同步被保障(SwT2,p.15)

(4) 給目睹兒位置，有人力資源可以做。(SwT2,p.18)
(5) 因為目睹兒成為受暴者的可能性很大，應放在兒童的部分(SwK,p26)

(6) 將目睹兒直接加入服務對象，就如加害者(SwK,p31)
(7) 以家庭維繫方案而言，不一定要把目睹兒標定出來(SwK,p31)
(8) 若不標出來，就是視個人而異來決定要著力多少(SwK,p31)
(9) 不分婦保兒保，可能資源和經費比較能夠流通

(10)婦保兒保分開的好處是媽媽可能是受暴也施暴，孩子若同一個社工會很衝突(SwT3,p21)

(11)第一線由家暴處理，後續再由其他單位支援，因為案源常由家暴中心來，較少被舉發(SwK,p28)

(12)應有方案，才能帶動個案的需求，要形成方案，則要建立在一個很強的訴求(SwK,p30)

(13)概念上的轉換，不一定是兒保才服務，其手足也是服務範圍(SwK,p34)

(14)建議中央補助機構，並規定只作目睹兒童，給予特定社工的比例來處理此議題(SwT2,p.4)

(15)目睹兒需要法令上真正的位置，並有其預算。(SwT2,p.15)


專業人員對於目睹兒在處遇流程中的位置的共同的建議是，認為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在法源上面應該要有明確的位置，因為有明確的法源才能夠有人力以及經費的預算，如此目睹兒才不會再處遇流程中被邊緣化，以及被泡沫化，畢竟要以現在所擁有的婦保資源、兒保資源或者是家庭維繫方案的資源來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都是不足的。

「把目睹的兒童當做我們服務的對象，就是直接把他納進來做。在家庭維繫方案裡面，家庭成員有任何的需要，其實都是算在我們的家庭的維繫方案或說是家庭的重整方案裡面來做，所以有沒有一定要標出來說，這個目睹兒童是我們特定要獨立一個方案來做。若不標出來就是看你自己願不願意在去推展這個東西，就變成不是一個強制性的，每個縣市狀況也不一樣，看你重不重視」(SwK,p.31)

在這幾項的服務裡面，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都不是主體，所以，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服務，其重點不是在應該歸於婦保或者是兒保，而是需要有明確的法源基礎，有人力以及經費以及新的社會資源的加入，才可能使目睹兒的服務工作有其主體性。

在實務工作中，專業人員常發現，目睹兒很少被主動的舉發，而是由家暴中心在處理家庭暴力的議題的過程中發現的，因此，建議家暴中心可以是案源的來由，而後續的服務工作則由其他的單位來進行協助。而更寬廣的預防層面或者沒有進入社工系統的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則由學校的系統來提供給兒童做需要的協助、支援以及關懷。當學校有特殊的案例需要由更多的社會資源或者是社工介入時，才轉入社工的系統。

「要先定位，先找到位置，如果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名稱的話，那可能在經費上、制度上都會有困難。找到位置後，社會局這邊後面的配套措施已經大概出來了，再來做在學校裡面的宣導篩選。在行政面，社會局、教育局應該也要有這樣的共識」(CoK,p.23,30,41)

「如果我們要把它當作一個我們服務的對象，而且覺得必須要做的話，就變成說我們在處理一個兒保案時相對的就是說，其他的家屬以及他的手足都要被處理」(Swk,p.34)

〈四〉對各專業間合作的建議

表22•對各專業間合作的建議

	1. 學校和社政應合作在轉學籍部分協助兒童。(SwT1,p.30)

2. 學校班級及原有校內輔導系統多關心兒童一些，比社政應容易與孩子工作。(SwT1,p.31)

3. 學校對學生的吃與上學狀況應給予關注。(SwT1,p.32)

4. 教育單位不只是學校亦含安親、才藝班，對家暴的認識。(SwT1,p.36)

5. 應該不斷去凸顯學校在目睹兒上的角色(SwT2,p.36)

6. 協助家長通報(SwT3,p21)

7. 關心兒童（例如未來上學、不專心）(SwT3,p21)

8. 對老師的再教育，何謂目睹兒(SwT3,p22)

9. 期待老師接納轉入的學生(SwT3,p22)

10. 期待老師做轉介的動作(SwT3,p22)

11. 學校社工的協助，因瞭解教育系統(SwT3,p23)

12. 到學校作宣導(SwK,p30)

13. 受虐原因最大的，就是父母婚姻問題。這群婚暴下的目睹兒童事實上他是最高危險群的受虐兒童，托兒所、學校老師，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敏感度更高一點，針對這些孩子能夠主動去介入(SwT2,p.20)

14. 有一些管道或是一些訓練，可以讓幼稚園的老師，或是托兒所啊安親班的老師(SwT2,p.32)

15. 學校每年的輔導專案其實可以將目睹兒的輔導納入。(SwT1,p.30)

16. 預防目睹兒在學校被標籤化。(SwT1,p.30)

17. 兒童會有接送上的問題，因此以地緣接近的學校合作較方便，或是直接在學校做。(SwT2,p.31)

18. 學校支持輔導主任協助(SwK,p23)

19. 台北市有些學校有學校社工可幫忙個管，轉介個案(SwT3,p23)

20. 學校暴力次文化的處理(SwT2,p.37)

21. 持續到學校帶團體，一方面是一種推廣，也能夠發現個案，轉介到社福單位(cros,p.30)

22. 建議社工單位可以主動和學校作連結，也可以取得現成的硬體設施，例如；兩性平等的中心學校(cros,p.33)

※以上可分為五大項：

1. 平日關心（上下學、吃）

2. 轉學與接納

3. 轉介與通報

4. 教育訓練

5. 支援系統（學校社工、輔導室）


1.社工對於與學校的合作有以下五項建議：

(1)平日的關懷與關心。社工專業認為學校的班級或原有校內的輔導系統比社政系統更容易與孩子建立關係，以及更有機會關心兒童，因此建議學校可以使用原有的輔導系統，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有更多的關懷，例如從最基本學生的生活作息：吃飯的狀況，上下學的狀況，以及是否上課專新的狀況，來關注兒童是否遇到家庭的困境。

「班上的老師只要多關心，一個動作或是一句話對孩子就是莫大的支持跟了解，比外面的人要建立關係要來的更容易。所以學校是不是有這個觀念，是不是願意放在學校輔導系統裡面，願意去支持跟推動。」(SwT1,p.30)

「在一些案例裡面看不到學校關懷兒童的角色，就是說學校老師到底有沒有警覺到，這個小孩已經沒飯吃、沒交通費來上學了。」(SwT1,p.32)

(2)希望學校和社政單位在轉學籍的部份可以協助兒童能夠順利的入學，並且在學校得到保密的協助。老師能夠接納轉入的學生，不會因為他是來自婚姻暴力家庭的兒童，就對他另眼相待，而是可以給予較多的關心與接納，協助兒童在新的學校可以建立起他個人的友伴關係，並且能夠適應新學校的生活，因為學校生活的穩定對於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轉學籍如果說是在學校裡面，就是社政跟教育這兩個部分合作會真的比較幫到小孩子」(SwT1,p.30)

(3)在通報以及轉介個案的議題。當學校老師評估兒童的情況已經需要做社會工作處遇的介入時，期待老師可以做轉介的動作，並且如果家長需要，能夠協助家長在技術層面上通報社會局，因此社工處遇的資源可以協助學校來共同處理兒童所遭遇到的困難。

「有蠻多個案可能不是從學校通報，反而是從安親班等等像這樣的地方出來的，像才藝班這樣的地方對於孩子目前的生活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生活圈」(SwT1,p.36)

「如果老師可以知道小朋友的狀況，老師是可以幫家長做通報。當然會希望對這些老師如果可以做宣導，對於婚暴目睹兒的部分多一些的關心跟關注」(SwT3,p.21)

「真的希望老師能夠對這些小朋友多一點接納，不要把他們都當問題跟麻煩。如果老師可以納入這個資源網絡裡面的話，就是他可以作一個轉介的動作，社政可以連結整個這樣的網絡，那老師的資源也可以一起納進來，可以作轉介的一個出口」(SwT3,p.22)

(4)教育訓練方面。對於教育單位的教育訓練，不只是學校，社工專業認為應該包含安親班、才藝班，或者是托兒教育以及幼稚園教育，因為學齡前的兒童也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高危險群，所以這些與學齡前工作的單位，應該也要對家庭暴力、婚姻暴力或者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對兒童所造成的影響要有基本的認識，以及回應處理的能力，所以學校可以和社政系統共同合作舉辦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來增加各級老師的知能。另外，在學校系統中每年都有輔導專案，也建議可以將輔導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議題納入每年的輔導專案當中，所以服務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工作就不需要獨立於每年的學校工作之外，而是在學校原本預定的輔導專案工作之內。但是學校在處理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上，也同時應該注意，預防目睹兒在學校被標籤化的問題。訓練課程除了直接教導教師有關家庭暴力、婚姻暴力或者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知能，也應該要增加老師平日在處理學校暴力次文化的議題上面的知能。當學校老師能夠越來越有能力處理學校暴力次文化的議題，也就間接的協助了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從家庭中所受到的一些傷害，並且更能夠達到預防教育的效果。

「受虐原因最大的，就是父母婚姻問題。這群婚暴下的目睹兒童事實上他是最高危險群的受虐兒童，托兒所、學校老師，希望他們能夠敏感度更高一點，針對這些孩子能夠主動去介入」(SwT2,p.20)

「是不是有一些管道或是一些訓練，可以針對幼稚園的老師，或是托兒所、安親班的老師，因為這些老師跟學齡前，或是國小學童下課以後的接觸時間是蠻長的」(SwT2,p.32)

(5)擴展學校的支持系統。學校社工是學校除了輔導室之外，在處理家庭暴力的議題以及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議題上面一個最重要的資源，因為學校社工瞭解教育的系統，可以協助學校以及輔導室轉介個案以及尋找合適的社會資源，因此，若上至教育部，下至學校每一個校長都願意支持服務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議題，再加上學校行政的資源、輔導室的資源、學校社工的資源以及校外的資源，都能夠協助學校老師在處理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有更大的一個助力。因此兒童就不一定需要進入社工處遇來接受心理諮商，而是可以就近在學校附近的社區性的心理諮商中心，或者是在學校的輔導室做心理諮商，對兒童可以有更多的協助。

「學校輔導主任幫忙孩子入學及接他上學，老師也來協助。如果有學校社工，當學校發現兒童有狀況、有問題，輔導老師沒有辦法處理，可以轉介學校社工。」(cros,p.23)

在跨專業的焦點團體中亦建議，若能持續在學校中帶兒童團體，則可主動發現需要轉介的個案，亦建議社工和學校可以有更多的合作進行預防教育。

「社工到學校內部去帶這樣的團體已經過了三四個學期，都能夠被校方肯定而且持續進行，如果在校內有發現比較特殊的案例時，學校就會再轉介到社福機構裡面。」(cros,p.30)

「一些社政單位希望去做推廣跟社區化的工作，其實他們可以主動去跟學校做連結，這樣會達到很好的效果，因為學校可以提供現成的硬體設備，但是缺乏專業的人力幫忙。」(cros,p.33)

2.社工與司法警政合作之建議

表23•社工與司法警政合作之建議

	1. 只有社福是不夠的，要司法與警政一起(SwK,p6)

2. 警察處理家暴時應有能力轉介目睹兒給社工(SwK,p6)

(3) 警察（偏遠地區）應可將觀念帶入家庭(SwK,p6)

(4) 法官的理解與在法庭上對兩造及兒童的處理(SwK,p6)

(5) 由於法官的不瞭解，造成法庭上對被害者及孩子的再度傷害(SwK,p7)

(6) 法官對保護令和暫時監護權的判決，不應因孩子只是目睹就不判給受暴婦女，因婦女即使離家依然會擔心兒童的狀況(SwK,p7) 

(7) 從保護令著手，請法官聽取社工意見後裁定(SwK,p13)

(8) 進入兒保可以以兒童福利法要求爸爸接受調查及處遇，直接處理暴力的源頭(SwT2,p.9)

(9) 法律應有清楚為目睹兒的服務定位，以防服務被案家拒絕(SwK,p27)

(10) 青少年的觀護人跟青少年的法庭，是不是有意識到說，有一些青少年他是目睹兒，離家或逃家是因為家庭暴力。(SwT2,p.42)

(11) 訓練警察(SwT1,p.18)

(12) 增加社福和法院間的共識及互動(SwT2,p.43)

(13) 其他系統看得到像司法系統，這些家暴孩子如果要去作證啊這些，他應該也要讓他們知道是什麼可以去針對這些目睹兒童做一點什麼。(SwT2,p.38)

(14) 這個目睹父母親暴力的孩子，他在面臨作證人的時候，或者監護權裁定的時候，他們怎麼樣出現在法庭(SwT2,p.43)


(1)與警察的合作。警察往往是處理家暴時的第一線工作人員，因此期待警察可以有能力以及有處遇的流程轉介目睹兒給專業社工人員。在偏遠地區的警察是否可以兼任教育的責任，將法的觀念帶入家庭中，讓家庭知道家庭暴力是會對兒童造成很大的傷害，而且是現代的社會所不能夠接受的。

「希望在介入的時候，如果他們發現到這個孩子是受到長期性婚暴以及有家庭暴力的時候，可以有將孩子轉介給社工的概念」(SwK,p.6)

「有時候在鄉下地方，或是比較偏遠的，管區的警察會跟相對人的家裡蠻熟悉的，也希望說家訪或者是說請他們過去看的時候會把（家庭暴力的）觀念帶進去」(SwK,p.6)

(2)與司法單位的合作。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應有法源的定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若有法源的定位，所提供的服務就不會被案家所拒絕。另外，青少年的觀護人或者是法官需要思考到有一些青少年可能他是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因此離家或逃家是因為家庭暴力的關係，而不一定是單純的所謂行為的偏差。另外，從實務工作會發現，法官對於保護令以及暫時監護權的判決，不應該只因為孩子只有目睹到暴力就不判給受暴婦女，因為婦女即使離開家，依然會擔心兒童的狀況，而且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也是兒保案的高危險群，所以，法官在判保護令的時候，是否可以聽取社工的意見，再做綜合的裁定。

「青少年的觀護人跟青少年的法庭，是不是有意識到說，有一些青少年他是目睹兒，離家或逃家是因為家庭暴力。」(SwT2,p.42)

若是目睹兒的案情可以進入兒保的系統，可以以兒童福利法來要求施暴的父親接受調查以及處遇，如此就可以直接處理暴力的源頭。最後，婚姻暴力常常會連結到的問題以及離婚的問題。所以兒童常會需要到法庭上作證，這時候，法官應該瞭解兒童到法庭上作證，對兒童身心狀況的影響，以及兒童在當下所會面臨的內在的衝突的情況，如果法官對於兒童的這些情況有更多的瞭解，也就更能夠在司法的程序過程中給予兒童更多的關懷與尊重，減緩兒童在當證人的角色的時候，所帶來的負向的影響以及衝突。

「這個目睹父母親暴力的孩子，他在面臨作證人的時候，或者監護權裁定的時候，他們怎麼樣出現在法庭」(SwT2,p.43)

3.社工與諮商的合作

表24•社工與諮商的合作

	3. 社工與諮商的合作與討論家庭的狀況是重要的。(SwT1,p.50) 

4. 諮商師知道社工的角色，會和社工討論，並告訴社工應協助的部分(SwT3,p14 )

5. 和諮商師討論孩子的狀況，故社工可以針對主題向媽媽做親職教育(SwT3,p14)

6. 要能夠彼此信任(SwT3,p14)

7. 看到的重點不一樣，需要多溝通(SwT3,p14)

8. 諮商師專注於兒童分享給社工，社工專注於母親，分享母親的狀況給諮商師。(SwT3,p14)

9. 定期一次個案研討會(SwT3,p3)

10. 兒童先諮商一段落，等母親穩定後再繼續（社工的角度）(SwT3,p19)


社工與諮商的合作的部份，社工專業有幾個建議；第一個建議是，認為社工與諮商專業兩個專業必須要彼此信任，因為這兩個專業在處理婚暴婦女的議題，或者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議題上面的合作非常的密切，所以，諮商師必須知道社工師的角色，而社工師也需要知道諮商師的角色，所以這兩個專業在合作處理個案的時候，應該常常彼此討論家庭的狀況，並且互相分享所知道的訊息，如此可以協助彼此在評估家庭或評估兒童或評估受暴婦女的情況的時候，可以有更精確的背景資料，而且，需要彼此尊重所看到的重點，可能是會不一樣的，並不一定誰看到的比較重要，誰看到的比較不重要，所以定期的開個案研討會是必須的。另外，也建議或許當兒童先諮商一段落之後，如果母親的情況還是尚未穩定，就等母親的情況穩定之後，兒童再繼續另一個階段的心理諮商，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建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兒童的穩定度需要依賴母親的穩定度，另外，社工與諮商如果能夠常常討論個案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如何的分工。例如，諮商師比較是處理兒童的狀況，而社工可以針對主題向母親做親職教育或者是和社工討論過之後，諮商師可以告訴社工應該協助哪些部份，以讓諮商的工作效果可以達到更好。也就是說諮商師可以將兒童的情況告訴社工，而社工也可以將母親的情況告訴兒童諮商師，如此的搭配可以使家庭趨向穩定的速度加快。

「諮商師知道我的角色是什麼，會比較願意跟我去討論個案，可能諮商師會比較明確告訴我說可以協助些什麼。有時候諮商師會大概跟我們講一下小朋友現在的狀況，跟我們做一些討論，於是社工可能會做一些親職教育的部分。要能夠彼此信任，因為看到的重點不一樣，需要多溝通。諮商師專注於兒童的部份分享給社工，社工專注於母親，分享母親的狀況給諮商師」(SwT3,p.14)

專業人員也建議兒童局、內政部、家暴委員會應該密切的合作，並且與教育體系的單位也需要密切的合作。因為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議題，它不單純只是家暴的議題或者是兒童的議題，因為兒童活在家庭裡面，所以兒童局與家暴委員會在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議題上面應該要有密切的合作。另外，由於學校系統是除了家庭以外，兒童最常生活的環境，因此教育單位必須要在工作的團隊裡面才能夠真正協助到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另外也建議庇護中心與家暴中心的兒保社工應該常常保持工作上面的聯繫，同時可以協助母子做親職的心理諮商，以協助家庭的重建，否則可能處理完危機的處遇之後，就和這個家庭失去了聯繫，如此沒有辦法真正改變家庭內暴力的動力，有可能孩子就會成為這個動力底下的受害者，可能從原本只是目睹變成兒保的個案，所以重要的是，協助家庭可以改變暴力的家庭動力。

4.社工與精神醫療的合作

當社工評估兒童之後，如果認為需要精神醫療的協助，可以轉介到醫院，讓兒童到醫院作衡鑑的工作，如此，有可能可以增加母親的信服力。但是也有一些母親不認為孩子有問題，因此轉介到精神醫療的體系不見得可以成功。

「讓小朋友去醫院做衡鑑，可以增加對母親的信服力。但不一定要轉醫院系統，因為媽媽認為孩子沒問題。另外，精神醫療認為社工要經初步評估再決定要轉介哪些個案到醫院」(SwT3,p7,8)

如果可以成功的轉介到精神醫療的體系，兒童如果有其他發展上的問題就可以一併的處理，例如發展遲緩的問題。

「到了醫院之後，兒童的其他發展上的問題要一併處理，例如：發展遲緩。」(SwT3,p3)

但是精神醫療體系的系統，這個資源對許多偏遠的地區而言是很匱乏的，所以即使家庭有需要，社工也不見得可以找到合適的精神醫療系統來協助母親或協助兒童。

「覺得那個資源不好用，就是缺乏，那我們都是先幫媽媽，媽媽有力氣再幫小孩，幫小孩的時候又沒有資源」(SwT2,p.41,42)

教育與諮商的合作

由於學校心理諮商人員不足，故有專業人員建議或許可和心理諮商相關科系研究所的研究生合作，但專業人員有相左的意見。

「研究所的學生需要實習，學校可運用這樣免費的資源，但擔心品質的問題」(cros,p.30)

〈五〉社工對與家庭工作的建議

表25•社工對與家庭工作的建議

	1. 即使遠離施虐者，家庭習慣的模式還在，故應以改變家庭動力為目標。(SwT1,p.13)

2. 目睹兒的危機處理不能改變整個家庭系統，因此危機處理是不足的。(SwT1,p.15)

3. 家庭系統與權力關係的改變。(SwT1,p.15)

4. 父母可能拒絕社工，故接觸不到孩子，可能要透過學校的初級預防系統(SwT1,p.16)

5. 應該從家庭的教養觀念和基本價值觀著手(SwT2,p.24)

6. 家庭成員學習可運用的資源。(SwT1,p.34)

7. 以家庭社會工作不適用於婚暴婦女要加入女性主義的觀點(SwT1,p.21)

8. 應該婦女跟兒童以一個家庭為單元來做，因要改變家庭模式(SwT2,p.14)
9. 根源在家庭，還是要回歸到婦女的部分(SwK,p27)

10. 經濟資源穩定協助復原(SwT3,p10)

11. 怎麼去傳遞那個暴力不只傷害了他的配偶，其實是傷害了小孩(SwT2,p.21)

※以上共可分為四項：

1. 經濟資源

2. 學校（母親可能拒絕社工）

3. 危機處理是不夠的

4. 家庭模式—改變家庭動力


社工專業對於與家庭工作的議題共有四個建議，第一個在經濟資源方面，必須要協助家庭恢復到穩定的狀況。

「資源部分最主要是家裡的經濟問題，如果經濟狀況都還滿穩定的話，其實跟家庭工作會比較順利」(SwT3,p.10)

第二個是學校系統必須要介入來協助兒童，因為父母可能拒絕社工系統的協助，因此社工系統接觸不到兒童，所以要透過學校的初級預防系統來協助目睹暴力兒童。

「父母如果拒絕，社工是接觸不到孩子的，除非從初級預防那個角度，或者是學校系統可以更一般化的再看待孩子的內在困擾，可能這是另外一種接觸案主出來的方式。」(SwT1,p.16)

第三，目睹兒的危機處理不能改變整個家庭系統，因此危機處理對於婚姻暴力的議題是不夠的，因為即使受暴婦女與兒童遠離施暴者，很有可能家庭暴力的模式以及動力還是存在，所以應該以改變家庭的動力為處遇的目標，所以應該將婦女與兒童以家庭的單位來改變家庭系統內的權力關係，但是傳統的家庭社會工作並不適用於婚姻暴力的婦女，所以要加入女性主義的觀點，也就是說並不是要婦女去犧牲自己的利益，而去維持家庭的完整性。

「即便是這樣子遠離那個施虐者，他們在庇護所裡面其實還是那個家庭習慣的模式，其實還是在那個家裡面」(SwT1,p.13)

「目睹兒的危機處理不能改變整個家庭系統，因此危機處理是不足的。」(SwT1,p.15)

「其實並不是說除了目睹以外，他被打了一拳就特別需要被照顧，重點是只要中間卡著一個家庭系統，是一個很比較複雜的、多角的，那個互相傷害跟那個權力關係，這個孩子要被處理就充滿了層層障礙，而且這個孩子常常會被捲到那個父母的權力結構裡面」(SwT1,p.15)

「我覺得應該是婦女跟兒童以一個家庭為單元來做，因為那個模式已經儲存在家庭當中。」(SwT2,p.14)

第四，改變家庭的暴力動力作為家庭重建的目標，為了要達到家庭重建的目的，家庭的成員必須學習認識以及使用社會資源來協助家庭的復原，並且要改變家庭的教養觀念以及基本的價值觀，譬如所謂家庭不一定是要有父親跟母親同時存在的家庭，才叫做正常的家庭，另外，更要去教育施虐者，婚姻暴力不只是傷害了他的配偶，其實也傷害了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

「我還是很想把那個倡導的對口指向一般的老百姓、或媒體、或者爸爸。我覺得就是說去傳遞那個暴力不只傷害了他的配偶，其實是傷害了小孩這樣的訊息。」(SwT2,p.21)

〈六〉社工對與兒童工作的建議

表26•社工對與兒童工作的建議

	1. 教育兒童與他慢慢長大可以分辨媽媽其實不需要這樣的婚姻。(SwT1,p.33)

2. 戶外活動帶給孩子比較多的快樂(SwT1,p.10)

3. 目睹兒童並不是做創傷後的處遇，他可能是整個結構的問題。就是暴力傷害小孩的議題。(SwT2,p.22)

4. 明確讓工作人員知道其權限，如轉學的問題(SwK,p21)

5. 應處遇目睹兒如何看待爸爸的打人及媽媽的離開家(SwK,p21)

6. 在庇護所時和兒童的工作，協助兒童瞭解為什麼(SwK,p21)

7. 需要發展指標(SwK,p33)

8. 若無法安置，以諮商服務代替(SwK,p33)

9. 應有評估後再分案，但如何評估是一個困難(SwK,p35) 

10. 性別與暴力的主題可以被青少年次文化所接受及發展(SwT2,p.28)


關於與兒童的工作，專業人員有四個建議；第一個是評估的問題。專業人員建議應該要有評估之後再決定如何處理，但是評估是一個目前遇到很大的困難，所以其實是需要發展評估的指標的。

「就像進入兒保要有兒保的指標才能開案一樣，目前目睹兒缺乏其指標，也沒有可以開案的評估依據。要如何評估目睹兒是一個困難。」(SwK,p.33,35)

第二個是與兒童工作的工作重點，專業人員建議，處理婚姻暴力兒童並不只是在創傷後的處遇，而是需要處理整個暴力結構的問題，也就是社會教育的部份，應該要意識到暴力是會傷害兒童的，因此需要去協助以及著重或者是處理的是，整個社會充滿著暴力的文化的這個問題，而不只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或者是婚姻暴力的問題。另外，也需要協助青少年能夠在性別與暴力的主題上面可以有更深的討論及思考的空間。

「其實目睹兒童並不只是做創傷後的處遇，這是整個結構的問題，也就是暴力傷害小孩的議題。」(SwT2,p.22)

第三個建議是，與兒童直接的工作，首先就是主管機關必須要讓相關的工作人員知道在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權限在哪裡，例如當父親還是擁有監護權的情況底下，社工如何處理兒童轉學的問題，另外就是要協助目睹兒如何父親打人以及母親離開家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要協助兒童瞭解為什麼他可能會住在庇護所，因此可以慢慢教育兒童，當兒童長大之後可以去分辨母親其實是可以不需要這樣暴力的婚姻。

「我就覺得不是只有說就學是很困擾的，事實上是包括在婚暴裡面這個孩子怎麼看待，我們會在庇護所跟目睹的孩子談這樣的事情，像是你知道今天為什麼會來這個地方」(SwK,p.21)

另外就是可以提供給兒童不同的生活經驗，譬如說較多的戶外活動可以帶給兒童比較多的快樂的生活經驗，這些快樂的生活經驗很有可能是不同於他在暴力家庭中所到的。

第四個建議就是發展出來一些替代性的方式來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有一些家長不願意接受社工的處遇或協助，因此在諮商方面或者是學校方面是否可以有一些替代的方式來協助家庭以及目睹婚姻暴力兒童。

「目睹兒要進入兒保，必須要是用兒保的指標來評估。在面對父母的抗拒的時候你怎麼去告訴她說，這個目睹兒童是我們一定要非處理不可的。就跟她做交換條件，好，不讓我們帶走那你就是要讓孩子來做諮商」(SwK,p.33)

〈七〉社工與受暴婦女的工作的建議

專業人員發現，母親如果可以穩定，兒童也就可以穩定，而能夠協助兒童更多內在心理動力的工作，否則兒童也就和媽媽一樣，有許多情緒的起伏，所以加強母親的功能，增加家庭的功能可以協助兒童的情緒趨向穩定。

「媽媽穩定，兒童可以穩定才能溝通，否則兒童只有一堆情緒。加強媽媽的功能，媽媽自己情緒上面沒有被處理的部分，其實就對孩子有很大的影響」(SwT3,p12,13)

也就是說，如果工作人員和母親的關係是良好的，母親也就比較願意信任專業人員，而願意談及自己的親職問題，所以專業人員才能夠介入加以協助，如果與母親沒有建立好信任關係，也就很困難去協助到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

「當母親與中心關係良好，就願談及孩子的問題，而加以協助，也因此可以處理到孩子的部份較多。」(SwT1,p.5,10)

〈八〉各專業對人力與經費資源的建議

表27•各專業對人力與經費資源的建議

	1.諮商專業的建議

經費預算

(1)內政部編列目睹兒的預算(CoK,p.27)

(2)由基層，亦需要行政支援及上級的支持(CoK,p.33)

	教育專業的建議

運用社會資源

(1)愛心媽媽的制度不適用社區型學校(Edk1,p.22)

(2)社區可多半社區活動，以觀察兒童及家庭(Edk1,p.22)

	社工的建議

資源╱人力

(1) 可能更多的婦女願意出來，帶出來的小朋友，都有人去follow，去幫忙(SwT2,p.18)

(2) 以家庭為單位，合理的個案比(SwK,p25)

(3) 人力應有經費(SwK,p34)

(4) 考慮人力，來思考要處遇到什麼程度，及評估哪些案子要被處遇。(SwT1,p.17)

(5) 處理婚暴的危機後應處理暴力的動力，但應有新資源進來。(SwT1,p.21)

(6) 母親要工作，使親子互動變少，有時需請志工協助，亦可給孩子不同的經驗。(SwT1,p.10)

(7) 應該要規範，有做婦女服務的機構，都應該要平行有兒童的方案(SwT2,p.14)

(8) 找課輔志工陪伴小孩讀書—志工的陪伴系統(SwT3,p13)

(9) 兒童局應和家暴合作(SwT2,p.21)

(10)向有權者倡導(SwT2,p.18)

(11)社工的角色：孩子的需要、母親的意願、諮商師的評估、整體資源的狀況來評估諮商的需要性(SwT3,p18)

	跨專業的建議

(1)訓練義工來陪伴孩子、到學校說故事(cros,p.12)

(2)訓練義工到社區裡關心家庭、支持家庭(cros,p.13)

(3)訓練醫療體系中的志工對家暴的概念，以達到早期的覺察分辨及初級預防(cros,p.13)


專業人員認為，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工作，如果要做得成功，必須要有上層相關機關的支持，以及行政的支援，譬如內政部需要編列目睹婚姻暴力兒的預算，或者是兒童局或是教育部都必須要將目睹兒的工作項目納入年度的工作重點中，如此才能夠有足夠的預算以及人力的支援來協助目睹兒。

「目睹兒的費用真的我覺得，應該如果內政部再編個一年兩百萬，像在兒諮這邊，那他內政部隨便編，都有兩百萬。如果行政上願意支持，如果局長有這樣的共識，或是科裡面科長啦有這樣的理念共識，他支持這樣的方式。那這樣的部分可能有行政上的支援跟支持，會比較好推動。」(CoK,p.27)

「我想像的倡導，是跟有錢、有位置的倡導倡導說小孩需要方案來幫忙做一些預防性的治療工作。」(SwT2,p.18)

除了正式的資源之外，也需要善加利用其他的社會資源，譬如志工的陪伴系統可以陪伴兒童讀書，或者是協助母親照顧兒童，讓母親有喘息的機會，也可以給兒童不同的生活經驗，或許社區可以舉辦較多的社區活動，以社區的活動來協助家庭以及兒童，也可以觀察兒童及家庭，讓社區可以成為一個互相支持的網絡系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愛心媽媽的制度並不適用於社區型的學校，也就是說有時候學校會利用愛心媽媽去特別關心一些有特別需要的兒童，但是如果是社區型的學校，由於家長之間都彼此認識，所以就不適用於社區型的學校。

「在封閉型的社區裡家長之間可能會很認識，如果由愛心媽媽來輔導他，等於是把他的缺點告訴別人，可能這個消息是社區裡面傳播的話，對孩子的傷害更大。可以藉由社區辦的全家性戶外活動，就觀察這些小孩子和家庭」(EdK1,p.22)

「當他的危機已經過了以後，其實後面真正要處理的是暴力模式回應的一個再學習，所以新的家庭需求是需要新的資源進來」(SwT1,p.21)

另外，或許也可以考慮在正式的資源或其他的社會資源，只要是作婦女服務的機構，都可以有平行的服務兒童的方案，如此就可以增加對兒童的協助。

「我覺得應該要規範，有做婦女服務的機構，都應該要平行有兒童的方案」(SwT2,p.14)

跨專業焦點團體中建議應對醫療系統中的工作人員，包括志工進行訓練，以便及早分辨出處於高危險性的幼兒。

「如果醫療體系能夠訓練一批醫志工是有分辨兒童問題的概念之後，這個媽媽回到社區裡面去的時候，這個醫志工也在社區裡面成為他的好朋友，這比當問題嚴重到一定要來社福機構、家暴中心求助更有效。因為在初期的時候，案主就得到一些支持跟肯定，而可以讓問題減低到最低。」(cros,p.13)

〈九〉各專業對資料庫的建立的建議

專業人員建議必須要建立可以被專業人員使用的資料庫，資料庫的內容可以包括家庭暴力、婚姻暴力以及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議題。網站的形式至少可以分成四個部份：第一個是將研究的相關成果放在網路上，第二將匿名的案例放入網路中，第三在網路中設有留言版，可以請相關的專業人員回答問題，第四個是將家暴輔導的網站資源可以做連結。有了以上的這些資料，相關的專業人員就可以上網尋找自己可能需要的資料庫來協助專業人員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議題做出較好的回應與處理。

可以設立網站：

1.研究成果放在網路上

2.將匿名案例放入網站

3.網路上的留言版，可請專家回答

4.將所有家暴輔導的網站資源連結，這些資料可以提供教育人員及其它專業人員來使用」(Edk1,p.7)」

〈十〉教育專業教學設計的建議

表28•教育專業教學設計的建議

	1. 以班級為單位作宣導輔導(EdK2,p.30)

2. 課程教材設計及教材內容，例如：繪本(EdK2,p.30)

3. 融入到課程裡面(EdK2,p.31)

4. 老師應善加利用機會教育（例如：社會新聞的討論）(EdK2,p.34)

5. 課程設計(Edk1,p.14)：

（1）設計教材

（2）設計單元型的活動課程

（3）配合階段性

（4）可放在社會科或（低年級）生活課裡

6. 設計安全的學習環境及學校的支持系統(Edk1,p.15)

7. 加入戲劇治療的活動(Edk1,p.15)

8. 藉由協助兒童處理衝突、學習非暴力解決事情的方式(Edk1,p.16)

9. 可以把家暴主題的課程放入生命教育(cros,p.10)

10. 學校的宣導可以多元化，不只專注於家暴，而是整個暴力的問題(cros,p.15)

11. 預防性團體可以使用大團體班級輔導(cros,p.31)

12. 生命教育—給予教材與學習單(cros,p.31)

13. 將目睹放入綜合活動（不一定要目睹家暴，而是各種暴力）(cros,p.40)


老師在教學設計的建議中分為三大項；第一大項是，學校可以有安全的學習環境以及學校的支持系統是足夠的，讓所有的兒童可以有安全、溫暖以及支持的學校生活經驗。

「在學校裡面、師生之間給他（目睹婚暴兒童）一個很安全的、很安心的一個學習環境，讓他覺得在這裡邊，做什麼都不會受到暴力侵犯。」(EdK1,p.15)

第二部份是學校課程設計的部份，課程設計老師建議可以是設計教材，或是設計單元活動課程，並且可以配合年級的一個階段性的需要，它可以是放在社會科、生命教育科、或是低年級的生活課程裡面，它可以是以班級為單位作為教導的單位，在課程設計或者是教材的內容可以利用繪本或者是戲劇的一些活動，並且利用課程的內容將相關的議題融入到已有的課程裡面，這些都是在課程設計裡面可以運用到的。

「可以以班級為單位做宣傳輔導，並且融入到課程裡面，去做課程教材及內容的設計，像是繪本」(EdK2,p.30)

「在課程設計方面，有教材上的設計、單元型活動課程的設計，配合低、中、高年級做階段性的設計，可以放在社會科或低年級的生活課裡。」(EdKq,p.15)

第三個部份是老師可以善加機會教育，例如在日常生活裡面，和兒童討論相關的社會新聞，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協助兒童可以處理同儕之間的衝突，學習用合宜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和需要，可以學習以不是暴力的方式來解決事情的一個方式，這些是老師利用機會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進行的。

「藉由協助兒童處理衝突、學習非暴力解決事情的方式」(Edk1,p.16)

跨專業焦點團體中亦建議將各種暴力的主題放入學校的綜合活動，將家暴的主題放入生命教育的課程。

「小學課程裡面有輔導活動，中低年級是叫綜合活動。我們可以把目睹家暴的孩子放在家暴這個議題底下，一起宣導。」(cros,p.40)

「學校對暴力防治的宣導若是在整個社會系統裡面都是對這樣的暴力的這個概念是比較需求或接納的時候，孩子也會覺得這個部份對自己來講也是重要的，求助的動力也會出來。所以學校的宣導的部分多元化是一個很好的預防的角色。」(cros,p.15)

「九年一貫裡面有生命教育跟兩性教育的課程，課程裡面都有安排學習單。因為學校一個學年大概一二十班，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成本，但是學校印油印的成本會很低，那我們就大量印。有學習單學生就可以跟著做。」(cros,p.31)

而學校的宣導可將主題放在暴力的預防上，不只是家暴的問題，並可用大團體班級輔導的方式。

「學校的宣導再談到暴力的部分，其實不只是談家暴，可能是在整個社會系統裡所面對的暴力的概念。」(cros,p.15)

「我們比較從預防的角度來看，學校的預防性團體可以用大團體輔導班級，這是我們在學校可以做的一級預防跟推廣。」(cros,p.31)

〈十一〉後續追蹤

社工專業建議婚姻暴力、家庭暴力或者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議題都需要有人長期的追蹤，也就是在危機處遇之後，是否可以有其他的服務系統，做後續的一個協助，而不是危機處遇完畢，就與這個家庭失去了聯繫，所以就無法得知危機處遇結束之後，這個家庭重建的狀況。

1. 需要有人長期追蹤(SwT1,p.42)

2. 應有系統在社工處遇結束後繼續協助(SwK,p36)

〈十二〉跨專業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工作的建議

表29•跨專業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工作的建議

	1. 資源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對案主來說很重要，因為他們本身使用資源的能力及意願較弱(cros,p.3)

2. 應以初級預防為主做起（目前做得少），以預防目睹兒被標籤(cros,p.5)

3. DM應隨處可得(cros,p.5)

4. 應該加強推動社區工作，WHO的例子（心靈環保）(cros,p.9)

5. 對幼兒更早介入篩檢（醫療）(cros,p.13)

6. 醫院訓練至工媽媽後回到社區作更早期的預防(cros,p.13)

7. 各專業要分層負責(cros,p.20)

8. 不要直接給孩子目睹兒的標籤，而是從其周遭的人及環境著手，先解決孩子目前的問題(cros,p.21)

9. 從整個社會結構去照顧到目睹兒或家庭的需要(cros,p.21)

10. 社區的活動—初級預防。例如；身體界線、平權教育(cros,p.21)

11. 學校讓孩子有機會接受這些教育(cros,p.21)

12. 法不一定能落實，故不能只把希望放在法上(cros,p.22)

13. 將初級預防的方案普及化來篩檢有更深需要的兒童。(cros,p.22)

14. 專業間應該做好區隔和分工，以免產生網絡上的漏洞(cros,p.23)

15. 資源網絡，發展資源系統的指標(cros,p.23)

16. 指標(cros,p.24)

17. 發展簡易書籍給父母(cros,p.24)

18. 為孩子在學校開團體，但不標定真正的對象（篩選過），混雜功能不錯的孩子，可避免孩子被標籤化，亦可服務更多的孩子。(cros,p.26)

19. 教育部應給國小輔導室更多經費(cros,p.28)

20. 個別及團體直接到學校做較易進行(cros,p.28)

21. 賦予中央工作，由中央帶動政策、經費的部份(cros,p.38)

22. 成年後的回顧(cros,p.38)


跨專業對目睹婚暴兒童工作的建議共可分為五項，

1.經費與資源

中央應有法、有政策及經費的支持。並增加資源的便利性，使有需要的家庭容易取得。

「資源的可及性跟便利性對案主來講很重要，因為他們本身資源使用的能力就已經比較弱，意願也比較弱。」(cros,p.3)

「賦予中央一些工作，在政策的部分、經費的部分，甚至之後獎勵的部分。這些都應該要賦予中央出來，因為只有中央才有這個能力帶動。」(cros,p.38)

2.初級預防工作

初級預防工作是多元的，若此工作多著力，則可預防目睹兒被標籤。其實際的作法，可簡單至宣傳單張隨手可得，到社區的初級預防活動的進行，為社區進行心靈環保，例如平權教育、身體界線等課程。

「如果為目睹兒童做大肆的宣導，卻沒有配套的措施，再把活動推出去的過程就變成是一種標籤了，所以應該從一級預防做起。目前來說一級預防是做得最少的，也不能隨處拿到宣傳單張。」(cros,p.5)

「如果社區的機構可以辦一些活動，像寒暑假小學都會共同辦營會，也可以有保護防身，或是平權教育的活動。」(cros,p.21)

「W.H.O.他們有所謂的安全測試、安全社區，可以去跟W.H.O.申請所謂的安全測試、安全社區，之後他來評估。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叫做家庭暴力，我才發覺說原來家庭暴力是這麼受重視，尤其在心靈環保這個部分，可是普遍包含我們專業人員都不知道有這個觀點，大家都忽略了這個部分，所以如果未來對於目睹兒童真正的協助上能夠架構整個社區的網絡，當社區的鄰里裡面發生一個家庭暴力事件的時候，社區有人可以介入，對家庭都是一個支持、關心。」(cros,p.9)

「目睹兒童幼兒的部分其實更應該更早介入，可是這個部分諮商很難做到，但是在醫療體系裡面，他去看個病、去就醫的時候，如果醫療人員在接觸這些孩子，例如打預防針過程當中他就辨識到有一些部分的問題，就可以作為一種篩檢。或者醫療體系能夠訓練一批醫志工是有這個概念的，之後篩檢下來的高危險群回到社區裡面去的時候，醫志工也在社區裡面成為他的好朋友」(cros,p.13)

3.學校的教育

學校原本就是兒童受教育之場所，故應提供兒童有關預防暴力，及因應暴力的相關教育。

「在某一些課程裡面的時候，學校老師也多花一點心思幫助在這個方面比較欠缺的孩子，能夠鼓勵家長，甚至老師幫助這個孩子在適當時機裡面進入到課程，對他們來講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幫助了。」(cros,p.21)

在實際的作法上，教育部應提供國小輔導室較多的經費，以協助學校針對有需要的兒童進行個別及團體的輔導工作，所以兒童在學校即可得到較完善的身、心的照料，而不一定要轉介至其它諮商單位。學校在為兒童開團體課程時也應注意到不要標籤化目睹婚暴兒童。

「個別及團體的諮商直接到學校做，不怕招不到學生，也比較容易進行（地點便利）。而且國小輔導室不但缺乏經費，也缺乏人力，不像大專院校的經費（像是生命教育）通常都比國小多。學校如果要開辦團體，也很難爭取經費。」(cros,p.28)

「學校篩出危險群的孩子，要預防標籤化，可以只有老師（或團體領導者）知道是為哪一群孩子在做，然後這群孩子可能有目睹、有受虐，參雜一些功能還不錯的孩子，為他們做工作。」(cros,p.26)

4.專業的合作

要專業需分層負責，協助目睹婚暴兒童非只是某個專業的工作，若能發展指標，則對辨識目睹兒的需求是有幫助的，另外，專業間應發展出工作的區隔和分工，要避免網絡中的漏洞發生。

「專業之間應該做一些區隔跟分工。比如說諮商師是專門在做諮商工作，可是社工在接觸到這些案家跟孩子的時候，也在做部分的諮商工作，所以當案主出現什麼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如果有指標出來的話救能夠比較清楚說接下來我們（社工）可以幫些什麼忙，還有他的資源到哪裡幫什麼忙」(cors,p.23)

「如果依照指標，我們可以有功能發展出一套簡易的閱讀書，發送給一般的人。不管是兒童或是父母親、社區的人，之後他們可以知道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這些人需要什麼樣的幫助。」(cros,p.24)

5.改造社會的暴力結構

在處理目睹婚暴兒童的議題，其目標不一定要放在兒童，而是改變兒童所處的環境。
「不要把目睹兒童這群的孩子做這麼明確的標籤，而是看他需要些什麼，還是從日常生活可能跟他接觸的人，例如，老師、社區、親友、媽媽，還有這個庇護所裡面的社工，以及可能接觸的人當中，去看到這個孩子目前的問題，就目前的問題作解決的方式。」(cros,p.21)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表30呈現出研究者針對研究目的，對研究資料所整理之總表。

以三級預防的處遇模式來標定各專業間以跨專業合作為導向來整合可以執行的工作內容，作為各專業協助目睹婚暴兒童的參考。

三級預防中的服務向度以生態理論的觀點可分為四類：一是對個人的服務（兒童、母親、父親、專業人員），二是對家庭的服務（如建立穩定的家庭生活），三是改善家庭以外的環境與增加支持系統，四是建架平權的社會。

表30中的（一）及（二）為兒童的需要與母親認知兒童的需要之內容，將之分佈於三級預防的層次中，可能分屬不同專業領域的工作，或社會應倡導之概念（表格中的八）。而表格中的（八）則不屬於任何一專業的專屬工作，而是全民的工作內容，亦分為三級。各項的細節則呈現於表格之中。
表30•總結論表

	
	初級預防
	次級預防
	三級預防

	(一)

兒童的需要
	1.增加外在支持系統

2.物質與經濟的保障
	1.學習自我保護及尋求協助的能力

2. 兒童及母親的庇護

3.心理支持、心理諮商、處  理負向情緒
	1.父親（加害者）處遇，停止暴力

2.婚姻諮商



	(二)

母親所認知兒童的需要
	1.性別平等教育

2.管控媒體及廣告對暴力的使用及報導

3.老師可以關心到兒童的狀況，給予支持與接納

4.保密學生的資料

5.導師與母親一起合作

6.給予親職教育

7.宣導婦女應有之權益

8.對老師給予相關訓練

9. 安排兒童參與正向的輔導活動
	1.提供兒童及母親心理諮商


	1.加害者之處遇，停止暴力

2.提供醫療給需要長期精神醫療的兒童



	(三)

教育專業可執行的內容
	1.導師在日常生活中關心目睹兒

2.針對全班學生及家長進行預防性教育，以法律來規範家長，並設置學生輔導信箱。

3.輔導室設立親職教育輔  導協助因婚暴而受到扭曲的親職教育

4.加強學校與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及醫療單位的合作及資源的整合

5.提供母親求助資訊及權益資訊

6.處理學校中暴力次文化的問題

7.在兒童就學的費用上協助母親

8.增加小學導師相關知能訓練，並給予在校支持系統以協助導師幫助目睹婚暴兒童

9.各類幼保機構也應納入兒童保護網絡並給予訓練

10.目睹兒工作納入學校評鑑項目

11.將生命教育與預防暴力及家暴的課程融合

12.設計安全的學習環境及建立學校對師生的支持系統

13.教導非暴力的解決問題之方式

14.教育部應給輔導室足夠的經費以協助有需要的兒童
	1.老師可利用原有之系統〈例：中輟通報系統〉關心學生及其家庭

2.輔導室與導師合作協助兒童建立身體界線並給予兒童情緒上的支持

3.與社工合作協助轉學，加強與社工的合作以瞭解兒童的狀況

4.從學校的小團體輔導中標定需進一步治療的兒童並轉介之
	1.學校成立危機處理小組，處理加害者到校之情況

2.知道何時及如何做轉介的工作

3.有能力協助家長做通報的動作

	(四)

社政專業可執行的內容（跨專業合作為導向）
	1. 政府應有法源基礎，並給予人力及經費

2. 社工要加強與學校合作，以瞭解兒童在校狀況

3. 協助家長瞭解目睹暴力對兒童的傷害

4. 穩定義工的資源，以穩定的協助家庭與兒童

5. 建立跨專業可使用的資料庫

6. 讓社會資源的可及性及便利性增加

7. 加害人處遇計畫應平行提供服務，給予加害者同住之兒童

8. 所有可能與兒童工作的社政專業團體均應備有目睹婚暴兒童相關知能，不應只是婦保或兒保社工的責任
	1. 社工與學校合作協助兒童安全轉學

2. 社工與諮商合作協助兒童情緒、認知、行為及人際關係的困難，並定期開個案研討會

3. 在保護令及暫時監護權部份與司法合作，以兒童的利益為考量

4. 充能母親，協助經濟及情緒穩定

5. 協助父母不讓兒童成為在爭取監護權時的代罪羔羊

6. 危機處理：評估多重暴力對兒童的影響與兒童的安全

7. 評估兒童在認知、社會、心理、發展上受到目睹暴力的影響

8. 跨系統服務網絡的協調

9. 協助家庭學習使用社會資源避免孤立

10. 思考如何突破無法接觸到與加害者同住的目睹兒之困境
	1. 社工與醫療合作，協助兒童及母親其特定的問題（如精神醫療或早療服務）

2. 與諮商合作改變暴力家庭動力為目標

	(五)醫療與心理諮商可執行的內容（跨專業合作為導向）
	1. 應與其它專業發展評估指標，以利轉介之工作

2. 醫療單位增加義工及工作人員對家暴及目睹婚暴兒童的敏感度
	1. 諮商師不只協助兒童，也幫助母親一起來協助兒童

2. 醫療單位有能力篩檢受家暴的孕婦及早給予協助

3. 醫療單位對於嬰幼兒處於婚暴家庭的篩檢

4. 與社工合作分享同一案家之訊息
	1.與社工合作改變家庭暴力動力為目標

	（六）警政可執行的內容
	1. 在社區中進行家庭暴力預防宣傳

2. 增加警察隊目睹兒的知能
	1. 少年隊協助學校，利用中輟系統及法律知識協助學生的行為矯治（中輟生可能是目睹婚暴兒）

2. 在家庭暴力案件處理中提供兒童自我保護之資訊

3. 初步評估兒童之人身安全，決定是否做兒保通報
	處理家暴時，有能力評估何時及如何轉介目睹兒給社工

	（七）司法
	1.提升司法同儕對家庭暴力及目睹兒童的問題意識
	1. 敏感於目睹兒童擔任目擊證人的需求

2. 離婚官司中子女監護權、探視權的處理

3. 敏感於少年犯之目睹暴力史，進行轉介

4. 應敏感到兒童在庭上擔任婚暴目擊證人對兒童的影響及其當下內在的複雜情緒，避免對其造成傷害

5. 法官對於保護令及暫時監護權的判決，應以目睹兒的利益為考量，而不只是以兒童受暴與否為考量；並可聽取社工的意見

6. 觀護人及法官應敏感於青少年之犯行與目睹婚暴之間的可能關連性
	1.知道何時及如何轉介，轉介哪種資源

	（八）社會倡導之概念
	1. 增進家庭功能，例如婚姻諮商的使用

2. 破除一個家庭一定要有父親與母親的主流迷思

3. 建立社區支持網絡系統

4. 性別平等教育

5. 家庭資源及法律權益的資訊之取得

6. 倡導婚暴對兒童的發展是不利的概念

7. 解構社會對暴力文化的認同予接受

8. 倡導目睹婚暴兒童是受虐兒童的高危險群

9. 兒童局、家防委員會與教育系統應聯合共同協助目睹婚暴兒童

10. 發展工具書給家庭

11. 發展傳單給大家
	1. 每個和兒童相處的成人及專業均有責任協助目睹婚暴兒童

2. 協助有暴力的雙方瞭解要減少在暴力的過程中對兒童造成目睹的傷害或直接的傷害，並願讓兒童接受外援的協助

3. 改善目睹兒的環境開始（民間與政府的合作，跨專業的合作）
	1.知道如何、何時舉發目睹婚暴兒童


根據資料分析結果及結論表可以整理出下列之研究發現：

1、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畫像

1. 母親比專業人員更敏感於目睹暴力對兒童生理的影響，而兒童在人身安全及經濟安全亦意識到自己的需要

2. 母親與專業人員均觀察到兒童許多可能因目睹暴力而造成的外顯行為，且男女童均有外顯的困擾行為，例如：退縮、攻擊’自我傷害及人際關係的困擾。另外，兒童及母親亦都陳述兒童因此經驗而學習的正向行為，例如：冷靜、體貼及勇敢。

3. 雖然專業人員對於兒童的心理狀態〈安全感低落〉及情緒也都關注到，但兒童本身即意識到目睹暴力對兒童心理及情緒上非常多的困擾，而母親也意識到此現象，例如：憤怒、壓抑、恐懼、擔憂等情緒狀態。

2、 目睹婚暴兒童處遇之工作：以三級預防的概念、生態理論〈個人、家庭、家庭外之支持系統及社會四大方向〉的概念及不同的專業分工來闡述其內涵

〈1〉 初級預防：其目的為增進個體及社區整體的能力並減少其限制，提供個體、家庭及社區足夠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支持系統，減少社會對個體、家庭與社區的壓力、歧視或污名，並共同創造健康的生理及自然環境以利生存。

1.對個人的服務

〈1〉 兒童部分：學習自我保護及尋求協助的能力，關心兒童並接納兒童的狀況；學校對其基本資料可以保密，教導兒童非暴力的解決問題之方式；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讓兒童參與正向的輔導活動。

〈2〉 對母親的服務：宣導婦女應有之權益，提供親職教育、導師對母親的支持與協助。

〈3〉 對父親〈施暴者〉的服務：應強制參加加害人處遇計劃以停止其暴力，應同時有協助兒童之方案，讓與父親同住之兒童得到協助。

〈4〉 對專業人員的服務：給於國小及幼教老師、警政所有可能與兒童工作的社政專業人員、司法、醫療人員及各相關機構義工有關目睹婚姻暴力的專業訓練。

2. 針對家庭的服務：提供家長〈含受暴之母親及施暴之父親〉親職教育，使其了解暴力對兒童的傷害，並能讓兒童得到應有的專業協助。並發展與目睹暴力相關的工具書提供給家庭。

3. 改善家庭以外的環境並增加支持系統

〈1〉 教育專業可執行之內容以增加支持系統

· 教育部應給予輔導室足夠經費以協助有需要之兒童

· 目睹婚暴兒童之服務工作應納入學校評鑑項目

· 學校應提供安全的學生環境並建立對師生的支持系統，處理校園中的暴力次文化之問題。

· 各類幼保機構應納入兒童保護網

· 針對學生及家長進行預防教育

· 設置學生輔導信箱

· 加強學校與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及醫療單位的合作

〈2〉 社政/社工專業可執行之內容以增加支持系統

· 應提供人力及經費以協助目睹婚暴兒童

· 讓社會資源的可及性及便利性增加，例如：家庭資源及法律權益之資訊的取得

〈3〉 醫療與心理諮商可執行之內容以增加支持系統

· 發展評估指標，以利於轉介的工作進行

· 醫療單位應有能力早期篩檢家暴之孕婦及早提供協助

〈4〉 警政與司法系統可執行之內容以增加支持系統：增加在處理案件時，對目睹婚暴兒童的敏感度，了解婚暴對兒童可能造成的傷害。

4. 以全民的力量來建構平權的社會

〈1〉 建立社會支持網絡系統

〈2〉 進行性別平權教育

〈3〉 解構社會對暴力文化的認同與接受

〈4〉 破除“正常”家庭的定義之迷思，即接納家庭型態的多元化，健康的家庭可能有雙親，亦可能單親，父親可以是母親的角色，相反之亦然，以減少對非主流家庭型態的污名與歧視。

〈5〉 兒童局、家防委員會及教育系統應聯合共同協助目睹婚暴兒童。

〈6〉 發展相關的工具書及傳單分送給家庭及社會大眾，來倡導暴力對兒童是有傷害的概念，並提醒民眾目睹婚暴的兒童可能是受虐兒童的高危險群。

〈7〉 增加對目睹兒的知能，警察（尤其偏遠地區）能夠做社區家庭暴力的預防宣導。

〈8〉 媒體與廣告對暴力的使用及報導應受全民及政府的監督。

〈9〉 建立跨專業可使用的資料庫，特別針對目睹婚暴的知能資料。

〈2〉 次級預防：次級預防的目的在於早其發現目睹婚暴兒童的需要並提供服務以防止兒童的身心發展狀況持續因目睹暴力而惡化。依然分為個體、家庭、家庭以外之支持系統來闡述。

1. 對個人的服務：提供兒童及母親心理諮商及庇護；學校提供目睹兒情緒之支持並教導身體界線；社工與學校合作協助兒童安全轉學，社工與諮商合作協助兒童情緒、認知、行為及人際關係上的困難；進行危機處理，評估兒童的安全及暴力對兒童發展的影響；並衝能母親提供經濟與情緒的支持〈以上由教育、社工及處理諮商共同協助〉。

2. 警政、司法在次級預防中對個人的服務：

（1） 有能力評估何時及如何轉介目睹婚暴兒童至適合的相關單位。

（2） 離婚官司中子女監護權與探視權的處理的處理子女的最大利益為考量，不只是兒童是否受虐為標準，並考慮到婚暴加害者對另一方親權的破壞及干擾將對兒童造成傷害。

（3） 警政在處理兒童暴力案件時可以提供兒童自我保護之資訊，並可初步評估兒童之人身安全以決定是否通報兒保系統來協助兒童及家庭。

（4） 觀護及法官可以敏感於青少年犯之目睹暴力史，了解其犯行與目睹婚暴之間的可能關聯性。

（5） 司法人員可以了解兒童在庭上擔任婚暴目擊證人對兒童心理與情緒的影響，對兒童家庭內動力的影響及對父權與母權的影響。

（6） 對於保護令與暫時監護權的判決，可以聽取社工的意見，並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考量。

3. 各專業在次級預防中對家庭的服務

〈1〉 教育與社會合作：協助婚暴家庭使用社會資源，避免孤立在社區中。

〈2〉 社工與司法專業：婚暴的離婚官司中應敏感於子女監護權及探視權的處理，單純目睹婚暴的兒童不一定就適合與施暴的父親同住，因目睹暴力兒童為兒保的高危險群。應協助及教育父母阻止他們讓兒童成為離婚官司及爭取監護權的代罪羔羊。

4. 各專業在次級預防中協助家庭增加外在的支持系統

〈1〉 社工與學校、社工與諮商、社工與警政及社工與司法的合作在此階段需要非常密切的合作，以協助兒童面對各種因家庭中的婚暴及目睹婚暴而產生的影響及可能需要處理的問題，例如：轉學及父母的司法問題。

〈2〉 學校可以從小團體輔導中標定需進一步治療的兒童並轉介之

〈3〉 三級預防：三級預防的目的在於協助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及其家庭可以控制因暴力而產生的傷害，試圖恢復個人及家庭其殘存的心理與社會功能，使之能夠扮演社會角色。

1. 三級預防中對個體的服務：

〈1〉 對於兒童的協助：有些兒童需要精神醫療長期的協助。

〈2〉 醫療的社工合作：協助兒童的母親其特定的問題，例如：早期療癒之計劃。

〈3〉 對施暴者的協助：加害者之強制處遇計劃，以協助暴力的停止。學校並應成立危機處理小組以處理加害者到校理論之情況。

2. 三級預防中對家庭的服務：

〈1〉 提供婚姻治療與家族治療，其目的在於改變暴力的家庭動力。

〈2〉 專業人員應有能力協助家庭中的受暴者進入通報系統。

3. 三級預防中提昇家庭外支持系統之工作

〈1〉 不論是一般民眾或不同專業的工作人員應有能力評估如何及何時應將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轉介給適應的專業，以協助兒童及其家庭功能可以不繼續惡化

第二節  研究建議

1.根據文獻中建議應在兒童福祉、兒童保護及家庭維繫中取得平衡的建議（Trocme’ et al.,2000）及研究資料的整合，在各專業的行政事務方面有以下的建議：

· 讓社會資源的取得（例如家庭資源、法律資源、婦女權益之資訊）對兒童及家庭而言是便利的。

· 各專業在人力及經費上應將目睹婚暴兒童的需要納入，例如教育部應給予學校輔導室經費，及社政單位也應為這群兒童編列人力及經費。

· 幼保機構及學校應設立安全的學習環境，並建立師生的支持系統，例如：危機處理小組，以應變突發之狀況，例如處理家暴加害者到校理論之狀況。

· 各類幼保機構應被納入兒童保護網路的一環，所有與兒童工作的社政專業團隊以應有目睹婚暴兒童的相關知能；醫療單位應有能力篩檢處於婚暴的孕婦及嬰幼兒之狀況，並有能力協助家長做通報的動作。

· 教育單位可將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及預防暴力之服務納入學校評鑑之內容。

2.為提升兒童之復原力（詳見文獻），減少婚暴對兒童的負向影響應增加對專業人員的訓練，讓各專業人員有能力評估何時應轉介及轉介何處，並對這群兒童有基本的知能，可以敏感到他們的需要，並有能力結合資源的整合，提供服務。專業人員包括教師、幼保人員、社工、醫療人員、警察、司法人員及義工。除此之外各專業亦應有專業訓練史專業人員應有以下的能力。

（1）教師與幼保人員

· 教師與行政人員平日對兒童的關照及對兒童資料的保密。

· 對家長及兒童實施暴力預防教育及相關法律常識之宣導。

· 與父親或母親合作實施親職教育。

· 處理校園中暴力次文化的問題。

· 輔導室、教師及家長的合作建立兒童的身體界線及支持兒童因父母婚暴事件而帶來的情緒變化。

（2）社政單位

· 協助家庭使用社會資源避免孤單；充能母親並協助穩定情緒；及有能力協助父母不將兒童視為彼此爭吵的代罪羔羊。

· 危機的評估與處理，有能力評估及受暴力或目睹暴力對兒童在發展上的影響，及兒童的安全評估。

· 有能力做跨系統服務的協調：例如，和諮商師合作協助兒童、母親或其家庭，以減少目睹暴力對兒童的傷害，增加兒童的復原力、概念化，父母婚暴之事實，並以改變家庭暴力的動力為處遇目標；與學校合作，協助兒童轉學，並了解兒童在學校之狀況，以作為處遇之參考；提供意見給法官，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考量來思考在保護令及暫時監護權的判決；與醫療單位合作，提供兒童及母親特定之問題（如精神醫療或早期療癒之服務）。

（3）警政

· 增加目睹婚暴及家暴的相關知能，以便在社區中進行家暴的預防宣導（尤其是偏遠地區）。

· 在家庭暴力的處理案件中，有能力提供兒童自我保護的訊息，並能初步評估兒童的人身安全，以決定做兒保的通報。

（4）司法

· 有能力敏感於兒童在法庭上擔任婚暴目擊證人對兒童情緒的影響，及對概念化父母婚暴的影響。

· 應儘可能與社工合作，聽取社工對於兒童及家庭的資料分析，以兒童的利益為考量，著重於兒童福祉及兒童保護來決定保護令及暫時監護權。

（5）諮商師/輔導老師應有相關的訓練，達到以下的能力以協助目睹婚暴兒童

· 了解目睹婚姻暴力之議題不只是兒童個人之傷害，也是家庭暴力乃至社會暴力次文化的議題，故應有能力從微觀與巨觀的視野來理解及協助兒童與家庭。

· 了解目睹婚姻暴力的議題不只是諮商或治療兒童個體的工作，更是積極性的協助兒童在未有困擾行為及情緒之前能夠對暴力事件有更健康的概念化過程，也就是說輔導老師/諮商師應有三級預防的概念，並有能力根據不同階段的預防工作設計對全體兒童或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及其家庭有注意的方案。

· 不混是個別諮商或團體諮商，輔導老師/諮商師均應建立與社工合作的能力與習慣。

· 應有相關的法律及司法之能以助於相關單位的合作。

· 了解在三級預防中不同階段對兒童及家庭。

3.以文獻中各類處遇為參考，配合研究所得之資料，以增加兒童復原力、減少目睹暴力的負向影響及介入兒童概念化父母婚暴為目標，對兒童的服務有下列各項：

（1）學校教育（含幼兒教育）對於全體兒童的預防性課程。其目標是在教導兒童處理各種類型的暴力之負面影響，包括家庭暴力，這類計劃對於面臨家庭暴力及來面臨此類問題的兒童均有幫助，可以減少未來的家庭暴力，可增加兒童福祉及兒童保護的力量，此為一級預防的工作。

（2）社政及心理諮商（精神醫療）針對庇護所的兒童提供服務兒童可能因目睹婚暴有臨床上的症狀，亦可能沒有（約有一半兒童含有臨床症狀）。其目的在協助兒童理解及概念化所目睹的暴力事件並處理臨床上的症狀（可能是行為、認知及情緒上的困擾）。此為二級預防的兒童保護工作。

（3）社政及精神醫療、或社政與司法的合作，應提供給予對母親施虐的父親同住之兒童服務，其目的如第（2）點。

（4）社政與心理諮商合作，提供給予母親同住但並在庇護所內兒童服務。其目的如第（2）點。

（5）社政與心理諮商合作，提供給目睹婚姻暴力的手足服務，學習非暴力的情緒表達及非暴力的處理衝突，學習新的解決問題之技巧，協助手足共同概念化父母婚姻之事件，防範代間暴力行為的傳遞。此為二級預防工作，以增加兒童保護力量。

（6）學校輔導室及導師可提供給目睹婚暴兒童參與各類正向輔導活動的機會，例如了解自己的身體自主權、身體界線及認識情緒等。此為二級的兒童保護工作，從此類活動中若篩選有更一步處理之兒童則可轉介給諮商師來處理。

4.為了提昇家庭之功能，兒童之復原力及協助兒童健康的概念化父母婚暴之事件，停止施暴者的暴力行為，並改變家庭暴力的動力，應對父/母提供以下的服務：

（1） 社政與司法合作，或社政與精神醫療（心理諮商）或社政與兒童學校之輔導室合作，提供給主要照顧者親職教育，協助她們了解暴力（目睹暴力）對兒童的傷害，協助兒童如何能健康的概念化他們所目睹的暴力事件，能夠不將兒童視為婚姻暴力中的代罪羔羊，並願意讓兒童接受外界的協助。

（2） 警政、司法及心理諮商（精神醫療）合作協助施暴者進行認知與行為的改變，此為強制治療計劃已在台灣的一些縣市執行當中，應評估其工作模式及效果。

（3） 提供婚姻治療與家族治療以改變家庭中的暴力動力。此服務不限於夫妻未離異之家庭，即使只有父/母一方與兒童的家庭，其原有之家庭暴力之動力也非常可能持續，為保護兒童及維繫家庭功能之目的，應提供此類服務。

（4） 和社政單位協助受婚姻暴力婦女之工作與經濟，以維持婦女及兒童基本之生活所需，並協助婦女處理因婚姻而帶來的心理創傷，協助婦女成為被充能的母親以增進兒童的保護功能及家庭維繫的功能。

（5） 相關單位及專業（警政、司法、心理諮商、社政、精神醫療、義工制度、親職教育導師）可合作提供家長在家式的親職教育服務，及家長（父/母）與兒童共同參與的親職治療團體，以增加家庭維繫的功能。以前者而言可利用義工制度使家長有喘息的機會，讓兒童可以透過與義工的相處學習不同的相處模式，亦利用親職教育導師（通常為治療師）進入家庭場域教導家長，並示範如何執行有效的親職教育。以後者而言，則設計家長與兒童可共同參與之治療團體，其目的在於改善因婚姻暴力而被破壞或扭曲的親子關係，並有機會共同概念化暴力事件。

（6） 相關單位及專業應對婚姻暴力對父權及母權所產生對兒童的影響（詳見文獻）更有實務上處理父權、母權及兒童福祉與兒童保護的相關議題上有更充足的知能。

5. 相關教材與研究：從文獻資料及研究資料的呈現在教材與相關研究方面有以下的建議：

（1） 性別平等教育在教育場域及社區場域的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的教材應包括家庭暴力的議題，但目前為止，家庭暴力相關的教材即可使用的輔助媒體是缺乏的，故可針對家庭暴力相關的議題發展教材以供各級學校使用。

（2） 生命教育在教育場域的落實，把認識及處理社會暴力次文化的議題納入生命教育中，從教育中協助兒童有能力不使用暴力，因此可以設計暴力相關的教材供教師或家庭做預防教育之用，並不一定要限於家庭暴力。

（3） 設計針對目睹婚姻議題的教材，協助兒童了解目睹暴力級婚姻暴力的議題，培養兒童的同麗心可以對處於暴力中的兒童尊重與支持，以其減少社會對此類家庭與兒童的污名。另方面亦協助兒童對自己目睹暴力的經驗可以有較健康的概念化（理解）過程。

（4） 需要有兒童因目睹暴力而受到心理傷害的指標，以協助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能更明確知道何時應轉介其他的資源來服務兒童（內政部以出版一份簡易的評估指標，但是否足夠則需進一步的研究使用後之情況）

（5） 需有更多相關研究，例如童年期目睹婚暴對兒童成年後的影響，各類服務方案的比較與評估，以行動研究來結合服務與評估其效能並從中累積相關之能與建構服務模式等均是目前較需要的研究方向；另外父權與母權在婚暴中對兒童的影響，及兒童概念化婚暴事件的歷程亦是研究重點。

6. 社區工作與社會資源：不論是婚姻暴力或家庭暴力都是社會暴力次文化的一環，因此為了解決家庭暴力的問題獲及目睹婚姻暴力的問題必須從更巨觀的視野來思考，也就是協助社會及社區能夠敏感於暴力與自己的關聯，願意為改變社區的暴力次文化而努力，並結合社區的資源來進行社區非暴力文化的建構。例在社區中各類的性別平等方案的進行，或針對某些特定類型的暴力（例如：家暴、婚暴、校園暴力等）進行預防教育的宣導。亦可更積極的進行社區支持網絡的連結，提供給兒童及青少年一個安全少暴力的大環境，協助社區的家庭參與社區正向的活動，減少家庭的疏離感。另外，以行動研究結合各類服務方案來改變社區，例如青少年的社團討論與暴力相關的議題，以同儕影響同儕的方式來改變青少年的暴力文化，均是建造非暴力社會可以嘗試的途徑。

第六章  討論

從文獻探討、資料蒐集乃至資料分析，透過文獻與研究資料及研究目的的相呼應，本研究可綜合出幾項討論主題。如以下所述：

第一節  困難將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獨立於兒保案件之外
從所蒐集的文獻中指出(Graham-Bermann, 2002; Eisikovits & Winstok, 2002; Jaffe & Sudermann, 1990)單純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極為困難界定，因為在婚暴的過程中，可能不慎傷及兒童，兒童可能為停止婚暴而加入父母的戰場，亦可能成為婚暴下的代罪羔羊而直接被父母雙方或某一方身體虐待而成為目睹婚暴合併兒保之案件。就研究者在探尋可能的兒童研究參與者的過程，亦發生類似的狀況，即絕大部分的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本身亦可能受到身體虐待，但研究者仍盡可能尋求單純目睹暴力的受訪兒童，以達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既然有大多數的目睹兒也是兒保案的案主，意味著與兒保案工作的專業人員應敏感於兒童除兒保之案件外，是否也目睹婚姻暴力，而可能與目睹兒工作的專業人員（含幼教老師），也應敏感到兒童本身是否受虐。另外，與婚暴受害者及加害者工作的專業人員應敏感到家庭中兒童目睹暴力的狀況及本身受虐的可能性，因此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議題是整個預防及處遇家庭暴力中的一環。

第二節  提供多元的服務，並試圖整合資源及做跨專業的合作

不論從西方的文獻或台灣本土的經驗，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提供服務的起始來自兩大源頭：一是工作人員在婦女庇護所中看到與婦女同住的兒童因目睹婚暴或家庭變動造成對兒童的影響；二是為使受暴婦女更專注的參與心理諮商團體，於是也提供兒童的平行團體，讓母親無後顧之憂，但到最近的發展則因累積的實務經驗，而發現需要針對以目睹兒為服務的主體，發展多元的服務方案，例如早療服務、精神疾患的處理、個別與團體心理諮商、人際技巧學習團體、情緒管理學習團體、乃至課業輔導、對母親的親職教育等方案。至本研究結束之前，政府各單位並未以目睹兒為服務族群提供人力及經費上的協助，故專業人員（社政）只能運用原有之兒保與婦保之資源，並結合私部門（各基金會）社區資源提供給目睹婚暴兒童有限的協助。但可以預期的是這些原有的資源是不足的，若目睹婚暴，如第一點所述；應被界定於預防及處遇家暴的一環，則應加入新的人力與資源，因此族群的數量是眾多的。應有其他專業的加入，例如教育單位可發揮最佳的預防教育之功能，又如醫療單位若能及早敏感於受暴孕婦的需要，及幼兒因目睹婚暴而產生的生理狀況，則可及早篩檢出需要被協助的家庭及兒童。為提供多元及廣度的服務、跨專業的合作、政府人力及經費的投入是服務成功的要素。

第三節  從單純目睹婚暴兒童的處遇到解構社會的暴力文化

兒童處理目睹婚暴的工作從單純的協助兒童個體，到協助其家庭穩定（例如協助母親），再以鉅視層面，則應改變社會對暴力文化的容忍，這是社會價值觀的解構，在社會中有太多以暴力手段成功解決問題的例子，而暴力家庭也是如此，如何使目睹婚姻暴力減少，全民覺醒建立一個少暴力的社會是解決的根源之一，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卻是必須選擇的道路，否則社會將必須花更大的代價來處理暴力的後果。而唯有成人世界意識到自己的暴力及自己暴力對下一代的傷害，才有可能願意學習放棄暴力吧！

教育成人停止暴力的同時，教育兒童學習沒有暴力的處事將是更積極的工作，成人提供無暴力的安全環境與教育兒童不用暴力將是相輔相成的。

除協助兒童個體、家庭，並解構社會暴力文化外，協助兒童及家庭建立社會支持網絡，增加家庭及兒童的社會資源也是重要工作。

第四節  發展舉發目睹婚暴兒童的評估指標

目睹婚暴兒童雖不一定需要被保護系統所庇護，但站在維護兒童福利及家庭維繫的立場上(Trocmé, MacLaurin & Fallon, 2000)目睹婚暴兒童的工作應是需要被分級的，也就是說目睹婚暴兒童不一定要在社政或警政成案才能被服務。以三級預防而言，許多專業可以在初級及次級預防的層次提供給目睹婚暴兒童所需的服務，例如老師持續的關懷，學校的團體輔導等。這些都是不需要等到社政介入就可執行的。

而困難的是各專業人員需要有依舉發的標準以轉介公權力的介入，但目前為止，尚無轉介標準的發展。

第五節  目睹兒定位之爭論

目睹婚暴兒童在實務界的定位不明，婦保來協助或兒保來協助各有其優缺點。之所以引發此爭論的因素有二；一是家庭暴力工作的本質，二是法源基礎而導致人力與經費的不足。就前者而言，兒童保護工作永遠在保護（安置）、兒童福祉及家庭維繫中試圖取得平衡(Trocmé, MacLaurin & Fallon, 2000)，如前文獻所述，故不論由現存的那一個系統（婦保與兒保系統）來協助，其掙扎與協調是工作的本質。然而這個本質卻可以藉由足夠的人力及經費而有機會被視為服務的主體，因此有更多的「本錢」去面對工作中必然存在的掙扎。

另外，若是以家庭為單位來協助，或許其中要協調與掙扎的部份更多，但也可能是另一個工作模式，例如；不論是婚暴、兒保、目睹婚暴均同時進行父親、母親及兒童的需要之評估，並以跨專業的方式，提供不同等級（三及預防之觀念）的多元處遇服務，可能是針對個人、家庭進行處遇，並佐以社區資源支持系統的擴展。

本研究中的專業人員焦點團體不論是哪一個專業，也無地域之分，均認為在法源的基礎上應給予目睹婚暴兒童一個明確的位置，以協助專業人員在做介入處遇時可以於法有據，而在兒少福法修法後〈民92年5月〉的確將服務目睹婚暴兒童之工作明確記載於法中。

第六節  父權與母權的議題

如前面文獻所述(Williams et al., 2002)婚暴的父親在怎樣的情況下才能執行父權（不一定是監護權），而一個不恰當的父權可能在父母離異後對兒童的情緒與教養造成重大的傷害。又在實務上看到受暴母親對兒童施暴，或目睹婚暴兒童反而對母親施暴的狀況，雖然認為應是家庭暴力動力或母親親職功能的低落所造成，但實務界尚未就施暴者如何故意瓦解母親之親權，或施暴行為如何自然的形成母親親權的瓦解進行討論，同樣也未對父親的親權提出挑戰，此乃實務界的不同專業可以思考的問題，例如與施暴者同住的目睹婚暴兒童目前為止是被各專業所忽視的一群。

第七節  擴展對目睹婚暴的預防與瞭解

不論文獻(Barrera, 1986; Graham-Bermann, 2002; Maidman, 1984)或本研究的資料均建議向兩個方向擴展對目睹婚暴議題的處理，一是應將關懷兒童的年紀向下擴展，從受孕的婚暴婦女、幼兒的健康、發育狀況之篩檢、到幼兒教育場所的關懷等，均可更早預防目睹婚姻暴力對兒童造成的傷害。另一方向是應將研究目睹婚暴兒童的年紀提升至成人，即童年期目睹婚暴的成人，因著他們的貢獻，可以找出目睹婚暴的影響層面，其轉換因素及復原因子。

第八節  目睹婚暴對兒童的影響與兒童之性別

從文獻中〈Grahm-Bermann,2002；Maidman,1984〉及專業人員中的印象，男性的目睹婚暴兒童的傾向與施暴的父親認同，故也容易有暴力行為，兒女性兒童則傾向對母親認同，因此容易再度成為受害者，且較退縮。但在此研究中從母親的焦點團體中發現母親觀察到無論男童或女童均有憤怒的情緒，而在行為上也都有攻擊的現象，雖然男童攻擊的行為較多，但女童並非就完全沒有此類行為。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並不足以做最後的定論，故應有研究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第七章  對相關研究之建議

對處於家庭暴力下的孩子及受虐婦女介入計畫的研究仍屬初期階段，這代表了大多數的計畫都是以同一種模式去處理所有的情況，只有少部份的計畫是針對特殊的群體、或是具有特別的標準及程序。儘管如此，所有的介入計畫都是為了減少孩子受到家庭暴力事件後的危險因子，同時增加保護因子。介入計畫主要的挑戰在於界定可能危險的或是負面的結果以及利用這些標準設計適當的介入計畫來做預防。

如何設計更有效的介入計畫，根據Graham-Bermann (2002)建議及本研究之限制有以下幾個主題是需要注意的：

1.要想設計出更有效的介入計畫，研究者必須知道越多孩子生活中的典型經驗、經驗的類別、及不同受虐型態之間重疊部份，研究者能夠發展出與孩子生活間暴力相關的危險概況對於孩子處於類似的環境、暴力經驗者能提供更有價值的介入計畫。

2.受虐兒童介入計畫應需更廣泛包括那些在庇護所，或剛離開庇護所以外之家庭個案。大多數受虐的婦女（甚至可以推及到他們的孩子）並未尋求庇護所的保護，因此我們需要針對這些廣大的婦女及兒童設計更多的計畫。另外，這些為在庇護所保護的孩子所設計的計畫，並無法通用於其他在社會或是醫療機構的孩子，因此使用同樣的計畫於不同群體是需要加以評估的。
3.比較不同處理方式的研究（包括可比較性的研究和系統性控制的研究）也是需要的，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描述一種介入方式而非各種處理方式的比較。因此，在未來的研究設計上需朝向能對不同處理方式進行比較。

4.介入計畫對於具有不同症狀的孩子的結果研究也是需要的，目前大多數的研究都將焦點集中在介入計畫施行後，孩子發生的改變，其實我們也應該於研究結果中指出，介入計畫對哪些孩子並不會產生作用。

5.了解哪些處理方式是有用的或是對哪些人是有效的是重要的，同時我們也需要知道這些介入計畫中是否有特殊的項目運作的最好。

6.研究者應該延長對於各種情況個案的追蹤（便好的、變壞的、或是沒有改變的），只有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才能找出和這些改變的關連及回答相關的問題，同時能提供更多這個介入計畫的保護因子及危險因子。

7.財力的支援也是很重要的，對於這樣的研究大都需要較多的樣本數而且需要追蹤的時間可能長達數年，因此能夠有足夠的經費補助將有助於這樣的保護介入計畫研究的進行。

8.以行動研究為主軸，社區工作為場域，結合三級預防的概念將研究與實務結合，在行動中發展在地的多元又整合的服務模式。

所有的研究都應針對計畫設計一套基本的標準和準則。

附錄一、給兒童的一封信


附錄二、兒童焦點團體之訪談大綱

1、 影片中(「100公分的世界」及一小段「我的願望」)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及其原因

2、 什麼原因,在家庭中發生打人的事情?

3、 被打/被罵的一方的心情是什麼?（媽媽被打、被罵的心情是什麼？）

4、 在一旁的小孩的心情是什麼?（當小朋友看見爸爸打媽媽，他的心情是什麼？）

5、 那個小孩可能在想什麼?

6、 那個小孩的願望是什麼?

7、 那個小孩需要什麼?

8、 小朋友從爸爸身上學到什麼？（什麼原因小朋友會用推人和罵人的方式對那個小女生？）

9、 如果有一天,影片中的小孩和媽媽離開了爸爸,那他會有哪些地方需要被幫助?
附錄三、兒童團體之動物童話故事
	為什麼鹿媽媽受傷了？

從前在森林中住了好多動物的家庭，有大象、無尾熊、斑馬還有小鹿的家都住在附近。小鹿家有鹿爸爸、鹿媽媽，還有鹿弟弟和鹿妹妹。白天鹿弟弟和鹿妹妹會和住在附近的好朋友一起到池塘旁邊的動物學校上課，下課時，他們就在池塘旁邊的草地上玩，還去採果實。

有一天當鹿弟弟和鹿妹妹放學回家後，發現鹿媽媽在房間裡面哭，他們趕快進去，他們還發現鹿媽媽身上有些受傷的地方他們問鹿媽媽是誰把她弄受傷的，那傷口看起來好像是被鹿角刺到的。可是鹿媽媽都不說話，鹿弟弟和鹿妹妹就趕快陪鹿媽媽去醫院看醫生，貓頭鷹醫師在幫鹿媽媽敷藥的時候，也說，你的傷是被鹿角刺到的，我們這附近除了你們之外，沒有其他的鹿了，是鹿爸爸刺你的嗎？鹿媽媽什麼話都不說。

這個晚上對鹿弟弟和鹿妹妹而言，是很可怕的一個晚上，當鹿爸爸回來，他們發現他的臉是很生氣的。他的全身看起來就好像要和別人打架的樣子，他們都很害怕，鹿媽媽叫他們進房間去，他們在房間裡，不斷聽到鹿爸爸罵人的聲音，和鹿媽媽吵架的聲音，還有鹿爸爸用鹿角把家裡東西摔到地上的聲音。可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鹿爸爸和鹿媽媽要吵架。

他們吵架的聲音在夜晚安靜的森林中，實在太大聲了，所以住在鄰居的大象叔叔和斑馬阿姨就連忙到小鹿家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鹿弟弟和鹿妹妹希望大象叔叔和斑馬阿姨可以幫幫鹿爸爸和鹿媽媽。




附錄四、第二次兒童團體討論大綱

	討論大綱（故事版）

1. 鹿爸爸和鹿媽媽為什麼吵架？

2. 鹿弟弟和鹿妹妹聽見鹿爸爸和鹿媽媽吵架的心情是什麼？

3. 他們如果看見鹿爸爸要用鹿角鹿媽媽，他們會怎麼做？

（鹿弟弟會怎麼做，鹿妹妹會怎麼做？）

4. 當他們看見媽媽身上的傷，是被鹿爸爸弄傷的，他們的心情是什麼？

5. 他們吵架時，鹿爸爸的心情是什麼？鹿媽媽的心情是什麼？

6. 鹿弟弟和鹿妹妹在房間的時候，他們可能在想什麼？

（鹿弟弟在想什麼？鹿妹妹在想什麼？）

7. 大象叔叔和斑馬阿姨可以幫什麼忙？

8. 鹿弟弟需要什麼幫助？鹿妹妹需要什麼幫助？

鹿爸爸需要什麼幫忙？鹿媽媽需要什麼幫忙？

9. 鹿弟弟會從鹿爸爸和鹿媽媽身上學到什麼？鹿妹妹會從鹿爸爸和鹿媽媽身上學到什麼？

10. 如果有一天，鹿媽媽決定要和鹿爸爸分開，鹿媽媽需要什麼協助？

11. 鹿弟弟的願望是什麼？鹿妹妹的願望是什麼？




附錄五、給專業人員的信




附錄六、四大領域專業人員之焦點團體討論題綱

1. 個人接觸目睹婚暴兒童之經驗
2. 目睹兒童與受虐的相似與相異
3. 目睹兒童的需要是什麼?

4. 學校曾對目睹兒童提供哪些協助
5. 學校尚可針對目睹兒童的需要提供哪些協助
6. 學校為達到協助目睹兒童之目的,需要哪些專業系統的協助?及如何協助?

7. 以教育系統及學校內部的組織,對目睹兒童的協助應如何運作較為合適?又和其他專業系統如何做較為合適?

8. 在協助目睹兒童的過程中常遇到的困難
附錄七、給主要照顧者的一封信


附錄八、兒童照顧者之焦點團體訪談

1、 婚姻衝突中，照顧者所觀察到的兒童的反應是什麼？兒童的反應是否因婚姻的過程而有所不同？

2、 照顧者觀察到婚姻衝突，對兒童的影響是什麼？

3、 照顧者希望兒童得到哪些協助？由哪些單位來執行？

4、 兒童已曾接受過哪些協助？由哪些單位來執行？

附錄九、目睹兒焦點團體分析總表

表2•兒童所意識的三個角色的需要與情緒

	
	人身安全
	經濟安全
	心靈
	情緒

	兒童
	1. 需要警察(ChK1,p.9)

2. 會使用武術絕招(ChK1,p.9)

3. 找可以保護自己的人(ChT1,p.5)

4. 自己不要被打(ChT2,p.7)

5. 媽媽不要被打、被罵(ChT2,p.7)

6. 不要使用暴力，用語言溝通(ChT2,p.7)

7. 爸爸不喝酒(ChT1,p.10)
	1. 爸爸可以賺很多錢(ChT1,p.11)

2. 有吃、有住、有錢(ChT1,p.10)

3. 變成富家少爺(ChT1,p.11)
	關心、關愛、安慰(ChK1,p.9)

父親的關愛(ChK1,p.9)

安非他命(ChK1,p.9)

諮商師的關愛、信心、勇氣及快樂(ChK1,p.9)

心理輔導(ChT2,p.7)

心靈上的幫助(ChT2,p.7)

有人支持(ChT2,p.7)
	1. 很傷心(ChK1,p.4) (ChK2,p.3)

2. 很恨(ChK1, p.4)

3. 很可憐(ChK1,p.4)

4. 難過、害怕、生氣(ChK1,p.6) (ChK2,p.6)

5. 擔憂媽媽(ChK1,p.6)

6. 不爽(ChK1,p.6)

7. 想砍爸爸(ChK1,p.6)

8. 恐懼(ChK1,p.6)

9. 很恨爸爸(ChK1,p.6)

10. 憤怒(ChK1,p.6)

11. 報警阻止(ChK1,p.7)

12. 想把爸爸給殺了(ChK1,p.7)

13. 把爸爸踹下去(ChK1,p.7)

14. 把爸爸趕走(ChK1 p.7)

15. 拿東西守護媽媽(ChK1,p.7)

16. 冷靜思考(ChK1,p.7)

17. 把爸爸綁起來(ChK1,p.7)

18. 用氣功把他推走(ChK1,p.7)

19. 用脫鞋丟爸爸(ChK1,p.7)

20. 趕快分離(ChK1,p.8)

21. 離婚(ChK1,p.8)

22. 希望爸爸死掉(ChK1,p.8)

23. 關100年(ChK1,p.8)

24. 喝太多久被捉起來(ChK1,p.8)

25. 讓他們合好

26. 恐怖(ChT2,p.6)

27. 陰暗(ChT2,p.6)

28. 恐懼（害怕回家被打）(ChT2,p.6)

29. 傷心害媽媽被打(ChT2,p.6)

30. 覺得爸爸很該死(ChT2,p.7)

31. 媽媽應該用一些方式來做溝通(ChT2,p.7)

32. 覺得很害怕(ChT2,p.8)

33. 希望爸爸不要用暴力，不要喝酒(ChT2,p.8)

34. 很恐懼(ChT2,p.9)

35. 爸爸打人是不應該的(ChT2,p.9)

36. 想換一個家庭(ChT2,p.9)

37. 覺得媽媽和小孩應該振作起來找人協助(ChT2,p.9)

38. 希望自己有力量可以阻止，所以覺得無奈(ChT2,p.9)

（以下為男童的部分）

39. 很害怕(ChT1,p.9)

40. 很恐怖(ChT1,p.9)

41. 很傷心(ChT1,p.9)

42. 怕爸爸打媽媽，怕爸爸殺了媽媽(ChT2,p.2)

43. 恐懼(ChT2,p.2)

	母親
	1. 回娘家(ChK1,p.11)

2. 要離開家(ChT2,p.4)

3. 需要父母雙方的父母及朋友的和解(ChT2,p.5)

4. 需要和爸爸溝通
	1. 錢   (ChK1,p.10)

2. 房子(ChK1,p.10)

3. 食物(ChK1,p.10)

4. 一個工作(ChK1,p.11)
	1. 關愛(ChK1,p.10)

2. 勇氣(ChK1,p.10)

3. 心理輔導(ChT2,p.4)
	兒童覺得媽媽的心情:
1. 很難過(ChK1,p.4)

2. 想砍爸爸(ChK1,p.4)

3. 告訴警察(ChK1,p.5)

4. 早知道不要結婚(ChK1,p.5)

5. 傷心(ChT1,p.6) (ChK2,p.7)


	父親
	1. 心理輔導不打人(ChT2,p.3)

2. 送爸爸去精神病院(ChT1,p.5)

3. 告爸爸(ChT1,p.6)
	
	
	兒童猜測爸爸的想法

1. 打人很爽(ChT2,p.2)

2. 爸爸很生氣，好像要殺人(ChT2,p.2)

	註：所使用之文字均來自兒童之語言


表3•母親所知覺到目睹婚暴兒童的需要

	
	教育系統、學校可提供之協助
	社會福利
	心理諮商與精神醫療
	媒體與社會大眾

	兒

童
	1.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MoT,p.21)

2. 學校保密學生的資料(MoK2,p.43)

3. 學校要保護學生(MoK2,p.43)

4. 老師關心學生的特殊狀況(MoK2,p.43)

5. 導師協助瞭解兒童交朋友之狀況(MoT,p.9)

6. 預防學生對男人的刻板化印象—使用暴力(MoT,p.6)

7. 老師以身作則，不要使用暴力之肢體與語言。(MoT,p.9)

8. 學校的尊重與保護(MoT,p.16)

9. 學校輔導室的協助與關心兒童(MoT,p.16)

10. 學校老師給予兒童肯定(MoT,p.13)

11. 對單親與低社經地位之兒童進行心理建設(MoT,p.16)

12. 安排兒童參與輔導課(MoT,p.17)

13. 導師可以和母親一起合作協助兒童(MoT,p.19)

14. 從小即教導情緒管理課程，教導兒童除暴力外的解決事情及壓力的方式(MoT,p.22)
	1. 政府提供更多心理諮商基金給兒童(MoK1,p.2)

2. 結合大專學生帶兒童進行活動，以增加正向示範的效果(MoK2,p.6)

3. 安排兒童參與輔導課(MoT,p.17)
	5. 比12次更多的心理諮商次數(MoK1,p.3)

6. 兒童不因與施暴者一起生活，而失去被心理諮商的機會(MoK1,p.32)

7. 經由個別與家庭諮商，兒童有機會說出對家庭的想法與感受(MoK1,p.5)

8. 當兒童需要精神醫療的長期照料(MoK2,p.38)

9. 情緒的管理，如何抒解壓力(MoT,p.22)

10. 對單親與低社經地位之兒童進行心理建設(MoT,p.16)

11. 安排兒童參與心理輔導課(MoT,p.17)
	2. 管理控制媒體及廣告對暴力的使用與報導

(MoT,p.6)



	母

親
	3. 親職教育：如何拉近與兒童的關係(MoT,p.13)

4. 導師可以和母親討論兒童之狀況(MoT,p.13)
	3. 相關福利團體應讓更多的家庭知道其資源

(MoK1,p.17)

4. 親職教育：如何拉近與兒童的關係(MoK2,p.38)

5. 告訴母親如何協助兒童(MoT,p.17)

6. 告知婦女應有的權益（例如法官）

(MoT,p.26)

7. 宣導兒童與婦女之權益(MoT,p.27)
	4. 可以有母親個別與家庭（與孩子一起）諮商

(MoK,p.5)

5. 母親的自我成長課程(MoK2,p.38)

6. 母親探索原生家庭與家族治療(MoK2,p.38)

7. 情緒的管理(MoK2,p.38)

8. 告訴母親如何協助兒童(MoT,p.17)

9. 參加課程可以減免費用(MoT,p.19)
	

	父

親
	
	
	1. 加害者要有強制的機制，使加害者有機會被治療

(MoK,p.21)

(MoK2,p.33)

2. 政府的強制處遇(MoK2,p.43)

(MoT,p.13)
	

	老

師
	3. 給予老師訓練，使之對特殊家庭的瞭解與同理(MoT,p.17)

4. 給予教師基礎訓練(MoT,p.17)

5. 校長的再教育以理解特殊家庭中的兒童(MoT,p.26)

6. 給學校經費協助兒童(MoT,p.14)
	
	
	


表4•母親眼中的目睹兒童

	
	(1)幼兒
	(2)男童
	(3)女童

	1.生理
	1. 感冒、生病(MoK2,p.2)

2. 發燒、哭鬧(MoK2,p.11)


	1. 漏尿(MoK1,p.35)


	1. 漏尿(MoK1,p.26)

2. 尿床(MoK1,p.26)

3. 便褲(MoK1,p.26)

	2.心理
	
	1. 早熟(MoK1,p.35)

2. 注意力不集中，衝動(MoK1, p.1)

3. 較沒信心(MoK1,p.6)

4. 逆來順受(MoK1,p.34)

5. 兒子忍耐(MoK2,p.9)

6. 不安全感(MoK2,p.15)

7. 防衛心很強(MoK2,p.15)

8. 獨立(MoK1,p.17)

9. 體貼(MoK1,p.18)
	1. 過度早熟(MoK1,p.15)

2. 過度早熟(MoK1,p.27)

3. 成熟(MoK2,p.22)

4. 被脅迫不能說看到媽媽被打，即隔離自己(MoK1,p.26)



	3.認知
	
	1. 希望有男人保護他(MoK2,p.13)

2. 需要保護自己，保護媽媽(MoK2,p.14)

3. 不想結婚(小的) (MoT,p.18)

4. 小孩想我會長大，會還手(MoK2,p.22)
	1. 長大買房子，要有很多鐵窗(MoK2,p.23)

2. 要結婚與不結婚的衝突(MoT,p.8)

3. 覺得每個人都在看他(MoT,p.8)

4. 長大不結婚(MoK2,p.5)

	4.行為
	1. 察言觀色(MoK1,p.16)

2. 強忍不哭(MoK1,p.26)

3. 不斷的說不乖就要打(MoK1,p.28)

4. 三女兒從不說話到說很多話（看到父親施暴）(MoK1,p.28)

5. 變安靜(MoK2,p.2)

6. 會以打人方式處理不滿(MoK2,p.2)

7. 丟東西(MoK2,p.2)

8. 傷害自己的身體(MoK2,p.6)

9. 到處亂走、奔跑(MoK2,p.6)

10. 大叫(MoK2,p.6)

11. 全身縮在一起(MoK2,p.11)

12. 難帶(MoK2,p.11)
	1. 自殺傾向(MoK2,p.9)

2. 晚上不敢睡或睡不好(MoK2,p.25)

3. 門要關好幾層(MoK2,p.25)

4. 小兒子未目睹，但會模仿哥哥。(MoK1,p.2)

5. 兒子模仿爸爸打人(MoK1,p.1)

6. 兒子肢體語言及口語都和爸爸很像(MoK1,p.8)

7. 學到爸爸以打人方式(MoT,p.4)

8. 兒子罵三字經(MoK1,p.2)

9. 口出惡言(MoT,p.4)

10. 因在校打人接受遊戲治療(MoK1,p.1)

11. 人際關係：打人、打架、弄壞東西(MoK1,p.8)

12. 摔東西(MoK2,p.22)

13. 兄弟以暴力相向(MoT,p.4)

14. 在媽媽背後會打妹妹(MoT,p.12)
	1. 拿刀殺弟弟(MoK1,p.8)

2. 女兒會打母親(MoK1,p.31)

3. 會攻擊別人(MoK1,p.38)

4. 尖叫(MoK1,p.8)

5. 對事情反應激烈(MoK1,p.8)

6. 想幫媽媽幫不了，心理衝擊大而蹺家、蹺課不敢回家，不敢去上學。(MoK1,p.4)

7. 女兒在家完全待不下去。(MoK1,p. 5)

8. 大女兒兩面討好。(MoK1,p.35)

9. 小孩受傷不會哭、不會叫(MoK1,p.38)

10. 睡起來，會不亂哭，而失去方向感。(MoK1,p.39)

11. 整夜尖叫、踢、打人。(MoK1,p.39)

12. 自殘（6歲）(MoK1,p.35)

	5.人際
	
	1. 兒子因不知如何與人交朋友，不知如何表達喜歡他人(MoK1,p.8)


	1. 對弟弟拒絕(MoK1,p.9)

2. 不會去照料弟弟(MoK1,p.9)

3. 對人的不親近，尤其是父親的親人(MoK1,p.11)

4. 和爸爸一樣，可以立刻變成兩面人(MoK1,p.38)

5. 想哭，想被大人抱，但不敢開口。(MoK1,p.38)

	6.情緒
	1. 憂鬱症(MoK2,p.6)


	1. 脾氣不好(MoK2,p.22)

2. 害怕被抓走(MoK2,p.10)

3. 害怕有壞人來(MoK1,p.35)


	1. 憤怒(MoK1,p.8)

2. 壓抑(MoK1,p.8)

3. 無能為力的感覺(MoK1,p.20)

4. 孤僻(MoK2,p.33)

5. 家庭給她很大的痛苦(MoK2,p.38)

6. 退縮(MoT,p.10)

7. 順從(MoT,p.10)

8. 沒有安全感(MoT,p.10)

9. 退縮(MoT,p.18)

10. 害怕(MoK1,p.15)

11. 小女兒恐懼半夜母親離開(MoK1,p.29)

12. 害怕一個人在密閉空間，沒有媽媽(MoK2,p.20)

13. 很深的恐懼(MoK2,p.20)

14. 女兒不知如何表達因父母暴力而引發之情緒(MoK1,p.5)

15. 擔憂（錢）(MoK2,p.31)

16. 恐慌(MoK1,p.35)

17. 出門回家心情都很緊張(MoT,p.10)

	7.

對母親的看法
	
	1. 找媽媽一起去死（中班）(MoK2,p.6)

2. 對母親貼心(MoK1,p.35)

3. 很黏母親(MoK2,p.10)

4. 會擁抱哭泣的母親(MoK1,p.18)

5. 會給哭泣的母親拿衛生紙(MoK1,p.19)
	1. 女兒學習大人，對母親攻擊（語言）(MoK1,p.25)

2. 心疼媽媽(MoK2,p.38)



	8.

對父親的看法
	1. 說不喜歡爸爸(MoK2,p.3)

2. 說爸爸壞壞,爸爸打媽媽(MoT,p.1)

3. 一樣會找爸爸(MoT2,p.1)


	1. 長大殺死爸爸(MoK2,p.6)

2. 不敢說到爸爸(MoK1,p.37)

3. 覺得爸爸是壞人(MoK2,p.13)

4. 羨慕別人有好爸爸(MoK2,p.14)

5. 害怕爸爸出現(MoK2,p.14)

6. 長大要對付爸爸(MoK2,p.14)

7. 反抗爸爸(MoT,p.11)

8. 氣爸爸沒拿錢養他(MoK2,p.14)
	2. 對父親憧憬(MoT,p.8)




表5•專業人員眼中的目睹兒
	
	諮商
	教育
	社工╱社政

	1.生理
	
	1.身體不好，經常咳嗽(EdK2,p.9)
	

	2.心理
	1. 敏感於別人受傷的原因(CoT,p.14)

2. 上課注意力不集中、出神發呆(CoK,p.6)

3. 沒有安全感(CoK,p.6)

4. 比較採用逃避的(CoK,p.5)

5. 內隱性的東西比較多(CoK,p.7)
	
	1. 不安全感，不敢躺在床上睡覺(SwK,p8)

2. 對環境沒有安全感(SwT3,p3)


	3.認知
	· 把暴力的行為合理化(CoK,p.4)
	1.覺得每個人都要欺負他，對他不好。(EdK2,p.9)
	1.學習到媽媽的態度，去忍耐承受(SwK,p29)

	4.行為
	1. 對同儕或兄弟姊妹產生暴力或言語上的傷害(CoK,p.4)

2. 連晚上睡覺都不安心(CoK,p.6)

3. 將情緒發洩在弟弟身上(CoK,p.8)

4. 難遵守規範(CoK,p.8)

5. 在學校恐嚇低年級的孩子(CoK,p.8)

6. 退化(CoK,p.17)

7. 出現比較多的攻擊(CoK,p.6)

8. 上課一直睡覺(CoK,p.11)

9. 幾乎是解離狀態(CoK,p.11)

10. 罵粗話(CoK,p.2)

11. 抓狂(CoK,p.2)

12. 產生暴力行為(CoK,p.2)
	1. 比較膽怯(Edk1,p.2)

2. 在常規的遵守上不是很好(Edk1,p.2)

3. 畏縮(Edk1,p.3)

4. 模仿家庭的暴力行為(Edk1,p.13)

5. 跟男同學會巴結求好（女孩），老師訓練她不要去討好(EdK2,p.4)

6. 退縮，做事丟三落四（男孩）(EdK2,p.4)

7. 在學校暴力行為頻繁(EdK2,p.9)

8. 不寫作業(EdK2,p.11)

9. 學業表現比較差，有自暴自棄的傾向（女孩）(EdK2,p.13)

10. 家裡一出現暴力就逃學（女孩）(EdK2,p.13)

11. 父親到學校來找，孩子會覺得很丟臉，想躲起來。（女孩）(EdK2,p.13)

12. 偷竊、說謊、不寫作業(EdK2,p.13)

13. 課業下降(EdK2,p.7)

14. 上課打瞌睡，睡眠不足(EdK2,p.7)

15. 眼神不對(EdK2,p.7)

16. 行為突然改變(EdK2,p.7)
	1. 暴力循環，變成手足間，甚至子女對母親的暴力。(SwT2,p.4) 

2. 學習到以暴力的方式解決事情(SwK,p14)

3. 男孩比較暴力(SwK,p15)

4. 團體內婦女的孩子會互相打架(SwK,p15)

5. 不敢睡覺，會哭，作惡夢(SwT3,p1)

6. 白天特別黏人(SwT3,p1)

7. 自我傷害，打自己(SwT3,p4)

8. 很少一覺睡到天亮。(SwT2,p.6)

9. 安慰哭泣的女同學(SwK,p4)

	5.人際
	1.非常懂得察言觀色，懂得什麼時候要閃躲(CoT,p.14)

· 離群(CoK,p.6)
	1. 希望得到男老師的寵愛，想引起老師注意（女孩）(EdK2,p.4)

2. 忍受哥哥對她的欺負（女孩）(EdK2,p.11)

3. 捉妹妹去撞牆（男孩）(EdK2,p.11)

4. 害怕人際衝突，選擇逃避(EdK2,p.3)
	1.影響異性交往(SwT2,p.6)

	6.情緒
	1. 憤怒(CoK,p.4)

2. 攻擊背後有很深的悲傷(CoK,p.5)

3. 焦慮(CoK,p.6)

4. 罪惡感(CoK,p.35)

5. 憤怒(CoK,p.2)
	1. 脾氣不好，情緒控制不好(EdK2,p.9)

2. 焦慮(EdK2,p.7)

	1. 以暴力的方式發洩情緒(SwT3,p4)

2. 很害怕躲在一邊(SwK,p3)

3. 冷漠(SwK,p5)

4. 對現狀感到無奈(SwK,p5)

5. 兒童在團體中煩躁不安(SwK,p14)

6. 兒童的情緒反應激烈，無法安定下來(SwT3,p3)

7. 孩子沒有學習到適切的情緒發洩方式(SwT3,p5)

8. 充滿害怕(SwT2,p.6)

9. 脾氣暴躁(SwK,p4)

	7.對母親的看法
	1. 認同施暴者(CoK,p.9)

2. 模仿爸爸的方式對待媽媽(CoK,p.9)

3. 擔心媽媽，比較不擔心自己（本身受虐）(CoK,p.8)
	
	1. 比較傾向依附媽媽（受害者）(SwK,p3)

2. 站出來想要保護媽媽(SwK,p3)

3. 叫媽媽離婚，心疼媽媽被打(SwK,p21)

4. 希望父母不要離婚，期待家庭是完整的(SwK,p21)

	8.對父親的看法
	1. 和施暴者（爸爸）結盟(CoK,p.9)

2. 可憐爸爸（施暴者）目前的處境(CoK,p.3)

3. 矛盾衝突的心理（有時候覺得爸爸很好，有時候很壞）(CoK,p.5)
	
	1. 厭惡爸爸媽媽(SwK,p5)

2. 討厭爸爸、恨爸爸(SwK,p14)

3. 想要殺爸爸(SwK,p14)

4. 希望父母不要離婚，期待家庭是完整的(SwK,p21)


表6•預防性工作
	教育專業

	（一）針對兒童個別的需要
	導師所做的:

1. 去愛他照顧他(Edk1,p.2)

2. 為受傷小孩敷藥(Edk1,p.3)

3. 找輔導老師談(Edk1,p.4)

4. 如果學校沒有輔導室，也可以找主任或校長談(Edk1,p.4)

5. 找能接納孩子的老師(Edk1,p.5)

6. 教孩子求助管道(Edk1,p.5)

7. 教育孩子如何保護自己(Edk1,p.11)

8. 瞭解兒童受到的影響，從日常生活中去改變他（例；討好，逃避）(EdK2,p.5)

9. 換導師時，告訴新導師要關注的地方(EdK2,p.5)

10. 老師平日對兒童的談話要有敏感度(EdK2,p.6)

11. 告訴小朋友家裡有事一定要講(EdK2,p.6)

12. 兒童的求助能力差，要靠老師協助及訓練(EdK2,p.6)

13. 和孩子建立信任的關係(EdK2,p.8)

14. 針對問題行為去關心他，則行為會慢慢降低(EdK2,p.10)

15. 教導班上其他的小朋友對目睹兒的態度(EdK2,p.21)

16. empower小孩，不一定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EdK2,p.21)

17. 學校給目睹兒的協助：

(1) 提供較多物質上的需求及照顧(cros,p.17)

(2) 有認輔媽媽可以固定時間的陪伴。(cros,p.18)

	（二）針對全班的預防教育
	預防工作:

1. 在班級家長會的時候提醒大家家庭暴力對孩子的影響(EdK2,p.15)

2. 全校性的宣導(EdK2,p.30)

3. 設置學生輔導信箱(EdK2,p.30)

4. 請相關基金會來校宣導概念，亦可過濾隱性的個案(EdK2,p.30)

5. 適度的使用法律來規範家長(EdK2,p.27)

6. 由於中輟系統，孩子三天沒到學校就要通報，七天沒到學校要報警察局，利用此系統亦可同時關心家中是否有暴力之情形(cros,p.10)

7. 學校的宣導可大可小，看學校行政要著力多少，孩子的吸收差異也就大(cros,p.15)

	（三）輔導室的團體工作
	輔導室所做的:

1. 輔導室和導師的合作建立兒童身體界線之概念，不會因為要討好男性而受傷(EdK2,p.5)

2. 輔導室的介入是必要的，當兒童無法用語言表達，要透過繪本或其他方式，並不適合老師來做(EdK2,p.6)

3. 固定的繪本團體，給予支持(EdK2,p.13)

4. 輔導室有親職的教育輔導，能夠維持和家長間的聯繫(EdK2,p.16)

5. 請輔研所博士班的學生到學校輔導孩子(EdK2,p.22)

6. 兒童繪本經驗分享團體，有很好的成效(EdK2,p.12)


表7•對兒童的直接服務
	社工

	（一）目睹婚暴兒童在社工處遇中的位置
	1. 只是保護議題裡面的其中一個，沒有主體性(SwT1,p.2)

2. 視為保護議題的一項(SwT1,p.2)
3. 目睹常併其他形式（兒保）(SwT1,p.2)

4. 非以兒童為主體(SwK,p2)

5. 仍以兒保為服務主體
6. 目睹兒由婦保兒保作都一樣，看哪一邊的方案(SwK,p24)
7. 家暴目前以被害人的部分做處理；包括媽媽和孩子(SwK,p24)
8. 以母親為服務主體，故和爸爸在一起的孩子，社工照料不到(SwK,p19)

9. 包含在婚暴、婦保系統下只是附帶的工作(SwT1,p.5)
10. 目睹兒和受虐兒有重疊的界線時，受虐兒的能見度一定比目睹兒高。(SwT2,p.7)

11. 早期工作重點在父母，現在目睹兒在有餘力時做(SwK,p21)

	（二）目睹兒在社工處遇中開案的可能性
	1. 如果媽媽被評估還有保護兒童的能力，則暫不進入兒保。(SwT1,p.4)

2. 婦保工作人員先評估，再決定是否轉給兒保(SwT1,p.4)

3. 受案後，若婚暴亦會關注孩子的權益，但單純目睹非開案指標(SwT1,p.27)

4. 如果已經離開婚暴家庭，就不會繼續開案，兒保也不會派案。(SwT2,p.11)

5. 可介入調查，在評估是否開案成為個管之案件，但目睹現在不是一個必然開案的條件。(SwT1,p.2)

6. 中央目前並沒有實際的作法，處理流程不明確(SwT2,p.5)

7. 中央目前並沒有實際的作法，處理流程不明確(SwT2,p.5)

8. 以其他形式開案，如：疏忽(SwK,p33)

	（三）在司法上的協助
	· 補充欄提到說，這個孩子是長期目睹的兒童婚暴的孩子，孩子有呈現什麼樣的狀況，那那一次孩子的保護令有裁定下來，那暫時監護權也給媽媽了(SwK,p8)

· 目前最大的困難在於雙方均有監護權，申請保護令時，法官困難裁定要給哪一方，當兒童有證據因目睹受到傷害，法官才會裁定(SwK,p8)

	（四）就學的協助
	1. 學齡前由媽媽直接帶走較沒有讀書轉學的問題(SwK,p8)

2. 母親亦有權決定兒童在哪就讀(SwK,p11)

3. 學校收轉學但不轉學籍，需要社會局公文，且若父親問，社會局必須告知(SwK,p11)

4. 以寄讀的方式，但學校也不願意被寄讀(SwK,p11)

	（五）醫療與諮商資源的轉介
	醫療資源轉介:

1. 幫婦女連結諮商、醫療資源來處理孩子的問題(SwT2,p.4)

2. 讓小朋友去醫院做衡鑑，增加對母親的信服力(SwT3,p7)

3. 不一定要轉醫院系統，因為媽媽認為孩子沒問題(SwT3,p8)

4. 醫療認為社工要經初步評估再決定要轉介哪些case到醫院(SwT3,p8)

諮商的使用:

5. 心理諮商過程，對孩子和母親有一些力量(SwK,p17)

6. 年齡分層的團體，可讓孩子有不同的期待：可以進階，可以滿足不同年齡的需求(SwT3,p25)

7. 治療性團體(SwK,p4)

8. 初階團體：處理內在的感覺，及重新建構。(SwK,p2)

9. 進階團體：學習如何保護自己(SwK,p2)

10. 把生活上的事在團體裡面呈現，提供解決的方式，減低無助感(SwT3,p24)

11. 團體的規律成為孩子的穩定性(SwT3,p24)

12. 團體可滿足孩子玩的需求(SwT3,p24)

13. 協助兒童的退縮—願與人互動(SwT3,p24)

14. 可以學習遵守規則(SwT3,p25)

15. 使用不同的方式發洩情緒(SwT3,p25)

16. 團體的年齡階段(SwT3,p26)：

(1)低年級：發洩情緒，有自己的空間

(2)中年級：學習規範，自我控制

(3) 群體合作討論

17. 轉介做個別諮商(SwT1,p.6)

18. 開團體，非長期性服務，放寒暑假(SwT1,p.6)

19. 一開始孩子跟著媽媽的團體(SwT1,p.11)

20. 漸漸有些媽媽是單獨看到孩子的需要而來(SwT1,p.11)

21. 團體中混齡的問題及其好處(SwT1,p.11)

22. 目睹兒的方案，由團體諮商開始，因省人力(SwT2,p.4)

23. 支持性兒童團體(SwT2,p.6)

24. 兩到三天的工作坊—凝聚力，分享家中持續發生的事(SwT2,p.6)

25. 由一般性的主題開始，再進入家庭的主題(SwT2,p.6)

26. 只要有需要的孩子，不分那麼清楚是目睹或不是，都可進入團體(SwT2,p.8)

27. 以團體工作為主(SwK,p2)

28. 不能光明正大的說要辦目睹兒的團體(SwK,p19)

29. 提供目睹兒支持性的團體(SwT1,p.4)

30. 跟著媽媽的團體來進行(SwT1,p.4)

31. 特別退縮的狀況下，其實我們通常會轉諮商(SwT3,p5)

	諮商

	（一）個別
	1. 諮商師著重於個案本身的狀態來定諮商目標(CoT,p.17)

2. 要幫孩子檔一些東西，因為他可能沒有足夠的力氣去去檔社工員的目標，或是媽媽的期待(CoT,p.17)

3. 孩子憤怒轉移到媽媽身上(CoK,p.4)

	（二）團體
	· 團體裡大人小孩的比例以1：3或1：4較好(CoT,p.16)

· 團體的男女性帶領者可被賦予替代父母親角色的意義(CoT,p.16)

· 諮商覺得限於諮商次數，以結構式的團體為佳(CoT,p.17)

· 治療目標（個別或團體）：(CoT,p.18)

(1) 適應、情緒發洩、表達

(2) 做正向思考的練習

(3) 在中、後期讓孩子思考現在的生活的好處

(4) 處理孩子的恐懼、害怕

(5) 初期作情緒教育的部分，因為比較中性(CoT,p.18)

· 結構性團體開始，再由兒童自行決定是否說個人的經驗(CoT,p.18)

· 中期的工作應是創傷經驗(CoT,p.18)

· 期待諮商可以持續兩學期，一學期12次。第一學期幫助孩子生活的穩定，第二學期視孩子的狀況而定。（可能增加孩子的自我照顧、自我調適能力等等）(CoT,p.19)

· 兒童團體以持續四、五天為佳(CoT,p.19)

· 團體的形式，是諮商師、機構及兒童的需要來擬定(CoT,p.21)

· 讓孩子非常清楚團體活動的安排，增加孩子的掌控感(CoT,p.24)

· 由團體中的活動讓兒童經驗到被尊重、被認同(CoT,p.24)

· 人際溝通正向的經驗(CoT,p.23)

· 正向的自我概念(CoT,p.23)

· 以團體的動力協助兒童說出自己家中的壓力狀況，以減少孤單的感受(CoT,p.23)


表8•教育、社工及心理諮商目前的合作
	（一）教育與諮商
	（二）諮商與社工
	（三）社工與學校

	心衛中心與醫療之合作

4. 孩子諮商後的狀況，學校不知道，諮商也無法知道孩子在校情形(cros,p.6)

5. 請心理衛生中心的心理師到學校給孩子上課（如何保護自己）(cros,p.11)

6. 學校擔心經費的問題，也可結合其他資源（社福、醫療院所）(cros,p.26)

7. 醫院和社區、學校合作，由醫師去學校帶團體過程中同時可篩選個案，轉介到醫療體系中(cros,p.27)
	5. 若母親施虐小孩，社工先和媽媽溝通，取得認同，可以與之合作(CoT,p.13)

6. 社工的治療目標和諮商師的治療目標不一樣—社工可能注重孩子目前的行為，諮商師可能注重PTSD。(CoT,p.3)

7. 社工和諮商師對於結案評估的差異(CoT,p.7)

8. 社工的移情，諮商師不知怎麼辦，而影響到社工對案主的判斷(CoT,p.7)

9. 有學校社工的會比較積極和其他專業聯繫。或者去陪診，反應孩子目前在學校的狀況(cros,p.6)
	7. 寄養家庭的協助(Edk1,p.5)

8. 說通報者是鄰居，避免受害者再一次受到施虐者的傷害。(EdK2,p.3)

9. 學校不知道孩子是目睹兒，甚至已在接受諮商。社工不見得會主動告知學校。(cros,p.5)

10. 學校接到個案，轉介到家防中心，再由家防安排轉介至其他資源(cros,p.6)

11. 兩邊的合作跟宣導已經漸漸落實(cros,p.17)

12. 媽媽本身和學校的溝通能力較弱，社工成為家庭和校方溝通的橋樑(cros,p.30)


表9•各專業目前與家庭的工作
	（一）心理諮商專業與受暴婦女的合作
	5. 會和母親談親職的部分(CoT,p.10)

6. 孩子的諮商師和母親的諮商師彼此間有溝通，能夠更掌握狀況(CoT,p.10)

7. 當母親施虐兒童，不責備母親，而有機會服務協助她(CoT,p.11)

8. 案主或案母接受諮商的意願對治療的進展很重要(CoT,p.17)

	（二）老師與受暴婦女的工作
	6. 孩子有異常行為時，聯絡家長，藉以瞭解家庭狀況/家訪(Edk1,p.3)

7. 告訴母親可以尋求協助的單位（社工、警察）(Edk1,p.4)

8. 瞭解孩子情況後，先找媽媽來談，徵詢其意願。給爸爸一點警惕。(EdK2,p.3)

9. 瞭解孩子情況後，先找媽媽來談，徵詢其意願。給爸爸一點警惕。(EdK2,p.3)

10. 提醒母親交孩子自我身體界線(EdK2,p.5)

11. 告訴母親有關法律上的她的權益(EdK2,p.7)

12. 就是為了希望孩子能夠有更好的未來，所以要去跟媽媽談這個婚姻的問題，甚至於家暴的問題(EdK2,p.15)

13. 告訴她如何更有力量，走出來這個家庭暴力的陰影，或是說讓她更去看清楚，當然有些家長她的社經層次比較低，但是我覺得有一些資訊給她或是有一些教育給她(EdK2,p.15)

14. 協助母親找社會資源(EdK2,p.15)

15. 在學校的費用上給媽媽寬容的時間，empower媽媽(EdK2,p.21)

	（三）老師與施暴者的合作
	4. 提醒爸爸不能打小孩(Edk1,p.3)

5. 當爸爸來校時，不排斥(EdK2,p.21)

6. 讓爸爸知道清楚的界線，而非要替他做事。(EdK2,p.21)

7. 當施暴者找上學校，以比較軟性低調的方式，緩和施暴者的情緒(Edk1,p.18)

8. 學校設立危機處理的機制(Edk1,p.18)

9. 集合男老師的力量一起面對施暴者(Edk1,p.19)

	（四）社工與母親的合作
	與父母的合作:

1. 委託安置服務，使小孩不需被帶走，而父母可以接受親職教育(SwT1,p.19)

2. 提醒父母孩子可能的創傷(SwK,p4)

3. 與受暴婦女工作到危機解除就停止，沒能處理暴力的家庭動力之問題(SwT2,p.4)

與受暴婦女的合作: 

1. 媽媽的復原能力越強，孩子也越容易復原(SwT3,p2)

(1)媽媽能夠自己去面對處理婚暴的經驗(SwT3,p10)

(2)不會深陷在情緒中(SwT3,p10)

(3)能夠和孩子談家裡的問題(SwT3,p10)

2. 領了保護令，還是跟加害者一起睡覺。等到他又再一次被打，又來求助你了，就是他自己都把他界線弄得很亂(SwT2,p.23)

3. 支持婦女讓他使孩子過好一點。(SwT1,p.41)

4. 經濟補助申請(SwT3,p13)

5. 個別諮商(SwT3,p13)

6. 支持團體(SwT3,p13)

7. 提供就職機會(SwT3,p13)

8. 托育補助(SwT3,p13)

9. 協助母親作情緒的抒解，以防兒童成為出氣筒(SwT1,p.13)


表10•各專業與家庭合作所遭遇的困難

	（一）諮商專業與家庭工作所遭遇的困難
	與母親的合作：

1. 母親不穩定，兒童亦不穩定(CoT,p.5)

2. 受暴婦女無力出來(CoT,p.11)

3. 離開後，孩子和媽媽在一起，在新環境中依然被忽略(CoT,p.11)

4. 擔心孩子透露媽媽也是施暴者(CoT,p.6)

5. 背負債務問題(CoT,p.6)

6. 換工作，以致無法照顧孩子，且不讓諮商師知道(CoT,p.6)

	（二）老師與家庭工作所遭遇的困難
	與家庭的合作：

1. 有的母親因自尊而拒絕老師在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協助(EdK2,p.18)

2. 擔心被標籤化的問題—以研究做包裝(EdK2,p.22)

3. 和家長訪談時的安全問題（女老師對男家長）(EdK2,p.22)

4. 擔心與家暴（尤其是父親）的家庭作深入的家訪(EdK2,p.23)

5. 母親的態度：

(1)否認家庭裡的問題(EdK2,p.11)

(2)否認家暴對孩子的負面影響(EdK2,p.12)

6. 對孩子的父子關係感到無力(EdK2,p.1)

	（三）社工與家庭工作所遭遇的困難
	與父母的合作：

1. 父母離婚後，如果媽媽沒有處理好自己婚暴後的問題，還是對孩子有影響。(SwT2,p.5)

2. 即使離婚，兒童情緒的問題並沒有因此而結束(SwT2,p.5)

3. 容易成為父母的爭奪對象（監護權）。(SwT2,p.42)

4. 孩子成為父母鬥爭的工具(SwT1,p.14)

5. 成為父母爭奪拉扯的對象，父母的過去衝突模式再度出現。(SwT1,p.22)

6. 單純針對孩子處理，而家庭不配合，產生社工的無力感(SwT2,p.17)

7. 家長擔心會挑起兒童的情緒(SwK,p17)

8. 家長擔心會傷害到孩子，讓孩子更難過(SwK,p17)

9. 家長不要社工接觸兒童(SwK,p17)

10. 家長可能不知如何協助目睹兒而媽媽又不願社工介入兒童的部分(SwK,p17)

11. 父親會認為自己的孩子沒有問題，所以不要讓他來參加團體(SwK,p17) 

與受暴婦女的合作:

1. 母親可能發洩自己的情緒在兒童身上(SwT2,p.5)

2. 若孩子跟著母親，母親的暴力模式沒改變，兒童也難改變(SwT2,p.5)

3. 被疏忽照顧，因母親忙於自己的經濟與官司(SwT3,p1)

4. 管教不當(SwT3,p1)

5. 母親沒有學到新的形式，故和兒童的互動可能依然是暴力的。(SwT1,p.14)

6. 媽媽不讓孩子被帶走或不願被外人干預家庭的問題（婚暴併兒保）(SwT1,p.16)

7. 母親對孩子也會有情緒虐待的狀況(SwT2,p.8)

8. 孩子跟母親時，媽媽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孩子的方式是有問題的(SwT2,p.11)

9. 在庇護所，母親第一是忽略，再來是用打罵方式對待兒童，帶給工作人員較大挫折的是母親。(SwT3,p4)

10. 母親的情緒（例如，一直哭）帶給兒童極大的壓力(SwT3,p4)

11. 目睹不到危害生命的程度故需要婦女的動機。(SwT1,p.40)

12. 危機過後，母親就不再處理深層的問題及暴力動力模式的問題。(SwT1,p.39)

13. 母親知道自己的暴力卻改不過來。都知道理論卻行不出來。(SwT1,p.39)

14. 婦女不願社工介入因怕引來更大的危機。(SwT1,p.39)

15. 成為單親之後無法處理孩子的暴力模式。(SwT2,p.3)

※以上共可分三類：

一、母親之情緒  二、管教不當變施虐  三、危機過後，不再處理


表11•跨專業間合作所遭遇到的困難
	（一）諮商與社工合作所遭遇到的困難
	諮商與社工的合作
1. 義工亦不穩定帶兒童來諮商(CoT,p.1)

2. 社工似乎期待諮商師可以拯救人(CoT,p.4)

3. 社工、諮商及兒童間的目標可能不一樣(CoT,p.5)

4. 個案的追蹤持續不易(CoT,p.5)

5. 不斷換寄養家庭(CoT,p.15)

	（二）教育與警政的合作
	與警政的合作:
1. 警政介入無效（家內事，不介入）(EdK2,p.2)

2. 有時需少年隊的協助—中輟生，利用法律使孩子不敢再逃學或做其他非法行為。(EdK2,p.24)

	（三）教育與社工╱社政之間的合作所遭遇的困難
	教育與社工與社福:
1. 學校有關社會福利的資訊不充足(EdK2,p.24)

2. 有專業人員（諮商）的協助，加上老師的關心雙管齊下，孩子會進步比較快，只有老師的關心是不夠的，因擔心暴力延至下一代(EdK2,p.10)

3. 較常尋求的資源：社會局、兒福、人本(EdK2,p.17)

4. 庇護時間應更長(Edk1,p.6)

	（四）社工與諮商合作所遭遇的困難
	社工與諮商工作:
1. 團體招生困難，持續力低，寒暑假較穩定。(SwT1,p.6)

2. 媽媽讓孩子參與團體的支持度低(SwT1,p.6)

3. 團體之外的家庭暴力依然繼續(SwT2,p.7)

4. 已介入不同的諮商服務，但爸爸依然有暴力(SwT2,p.7)

5. 母親對於社工提供給兒童的團體感到懷疑(SwK,p17)

6. 社工每天要處理的，有生命之虞的(SwT2,p.13)

7. 現在發現的問題，還沒有餘力可以處理(SwT2,p.18)

8. 無法取得諮商師和個案間的狀況(SwT3,p14)

	（五）社工與學校合作所遭遇到的困難
	社工與學校合作

1. 種子師資培訓，效果不彰(SwT2,p.20)

2. 教育資源不統一，轉介沒有一體的原則，學校認定可以轉學的標準不一。(SwT1,p.27)

3. 學校怕麻煩(SwT1,p.28)

4. 班級裡其他家長認為會帶壞其他孩子，擔心學生品行不好。(SwT1,p.28)

5. 學校的輔導室沒有能力回應這樣的孩子(SwT1,p.28)

6. 學校系統對目睹兒的不知和不瞭解。(SwT1,p.30)

7. 學校系統太龐大，社工的資源無法承接初級預防的任務。(SwT1,p.30)

8. 學校對兒保通報都感到困難，就沒說對婦保的通報。(SwT1,p.32)

9. 不知道學校通報的focus何在(SwT2,p.30)

10. 學校不知如何處理孩子的適應問題(SwT2,p.30)

11. 台北縣沒有寄讀的服務(SwT2,p.31)

12. 幼稚園可能比較怕得罪家長（顧客）。(SwT2,p.33)

13. 托兒屬於地方政府的權責，兒童局無法介入(SwT2,p.33)

14. 保育人員沒有法令依據可以拒絕探視(SwT2,p.34)

15. 去跟教育局開會，說他們的通報是被認可的，可是他們基層的人員、老師、主任都受了訓練，很有可能到校長這一關過不了。可能他們覺得會惹來很多很多的麻煩，最後他吃力不討好，他受了這些訓練，可是他在執行的時候有很多的擔憂，那如果通報的經驗又不好，那他怎麼辦(SwT2,p.34)

16. 幼稚園不屬於教育局的範圍，可能成為一個漏洞(SwT2,p.32)

17. 在國小一二年級的導師，受訓普及性不高(SwT2,p.34)

18. 他一定要是老師轉出來，可是老師對這部分是沒有概念的(SwT2,p.35)

19. 有些校長的錯誤觀念：有舉發兒保表示學校管理不好。(SwT2,p.39)

20. 老師對目睹兒議題的生疏(SwT2,p.40)

21. 要不要轉學及寄讀的問題(SwK,p9)

22. 學校擔心加害者到校帶小孩(SwK,p10)

23. 應立法或修法以協助轉學之事可以順利(SwK,p10)

24. 學校不願意讓孩子寄讀(SwK,p12)

25. 就學與轉學的困擾(SwK,p12)

26. 若爸爸是監護人，協助兒童轉學將涉及侵犯監護權(SwK,p12)

27. 學校行政人員不知為孩子保密(SwK,p13)

28. 學校害怕爸爸來找兒童，並指責學校(SwK,p13)

29. 學校通常認為家暴這類問題非學校可以協助(SwK,p25)

30. 雖強迫老師看了錄影帶，但效果只停留在他們好可憐。(SwT1,p.36)

31. 學校不見得注意到目睹兒(SwK,p22)

32. 到輔導室就被標籤化(SwK,p22)

33. 導師是否將訊息給輔導室(SwK,p22)

34. 學校老師對目睹兒的負面想法，只希望不要在學校出問題就好(SwK,p22)

35. 學校（輔導室）不願配合，給予資料A，怕影響校譽及個人升遷(SwK,p23)

36. 學校機制的不配合（如，園長不願意社工介入兒童家庭）(SwK,p23)

37. 學校若對兒保願協助，不見得願協助婚暴的目睹兒(SwK,p23)

38. 創傷是存在的。是誰來做，老實說，現在我們都沒有在做 (SwT2,p.22)

39. 青少年是很難觸及的一區，反叛性強，很難輔導(SwT2,p.27)

40. 教育較少通報。(SwT1,p.32)

41. 教育對於特殊兒童容易push他要回到一般的框架，認為視還子故意挑戰權威，會使用完全的疏忽或極端的處罰。(SwT3,p16)

42. 學校希望社工或機構對兒童的行為處理讓他們可以合於學校的規範(SwT3,p16)

43. 學校拒收孩子的秘密轉學(SwT3,p16)

44. 學校輔導室與導師之間有衝突，處理兒童的問題時反成阻力，需學校社工從中協助(SwT3,p23)

45. 學校老師對資源連結的部分不清楚(SwT2,p.31)

46. 老師無法顧及班上所有的學生(SwT2,p.31)

47. 學校輔導室沒有專業人力(SwT2,p.31)

48. 學校覺得麻煩，不願介入(SwT2,p.31)

49. 學校需要觀念上的宣導(SwT2,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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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小朋友，


我的名字是洪素珍。我想請你幫一個忙，我有一卷錄影帶，大約7分鐘，錄影帶的內容是一對夫妻在吵架和打架，小孩在旁邊看到了父母吵架的情形，我希望請你來看這個錄影帶，並和其他小朋友一起討論這個看到父母吵架的小孩，他的心情是什麼，以及他有沒有需要我們幫他什麼。


我們會在善牧基金會的小羊之家看錄影帶和討論大約需要兩個小時的時間。我們會提供250元的車費。謝謝你從大老遠的地方到善牧基金會來幫忙我們。


不論你是否可能幫助我們，我們都很感謝你。最後祝你有個平安愉快的寒假。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洪素珍


研究助理  蘇子敏 


      敬上








親愛的工作伙伴您好：


我是洪素珍，我接受內政部的委託，進行「家庭暴力目睹兒童處遇模式之探討研究」，目的是希望藉由焦點團體的討論與分享，整合大家在目睹婚暴兒童工作中的寶貴經驗，盼以大家的經驗為基礎，探尋台灣目睹婚暴兒童處遇工作的本土模式，因此您的參與將是本研究成功的基石，煩請撥冗協助。


本次焦點團體所判分享與討論的重點如下：


處理婚暴目睹兒的經驗為何？（成功與挫折的均可）


目睹婚暴兒童與受虐兒的相似與相異。


曾提供給目睹婚暴兒哪些協助？及其原因。


目睹婚暴兒童的需求為何？


為協助目睹婚暴兒童，需要哪些專業系統協助，及如何協助？


社政，社福及家暴中心的組織，針對目睹婚暴兒童的協助應如何運作較合適？又和其他專業系統（例如教育、精神醫療、心理諮商）如何合作較合適？


在協助目睹婚暴兒童的過程中常遇到的困難？


焦點團體是希望透過大家的腦力激盪，蒐集多元的資料，討論與分享時，不同的看法與立場可以使資料更為豐富，故無所謂的對與錯，屆時盼大家踴躍參與討論。


資料整理分析後的呈現，將以完全匿名的方式來陳述，且經過綜合的整理，並不會針對個人的觀點作單一的分析，而是做整體的整合與分析。

















再一次謝謝您對兒童及婦女工作的熱忱付出，也感謝您願參與本次的焦點團體討論，盼我們共同的努力，為目睹婚暴兒童啟開更多希望之窗。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洪素珍


研究助理    蘇子敏


敬上











北區社福與社政專業人員之焦點團體時間地點如下：


地點：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85號6樓


時間：二月二十四日13：30～16：00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洪素珍，在高師大教書。今年，我接受內政部的委託進行一份研究，主要是希望瞭解兒童在看到家庭中父母親的強烈衝突後，對兒童的正負影響是什麼，以及家長希望政府如何協助自己的小孩。為了使這份研究更有實用效果，想請您協助和其他的家長一起參與團體討論（將您對自己孩子因看到夫妻的衝突，而對他╱她產生的影響之觀察在團體中討論），另外也希望您可以在團體討論中告訴我們，您認為政府應如何協助您的孩子在未來的日子中成長得更順利。


我瞭解要討論這些問題在心情上可能是沈重的，所以，我不會強迫您一定要說些什麼，只要就您想談的部分來討論。在討論過程中，您若不想參與，也可以隨時離開。


團體討論約進行兩小時，研究經費中亦提供了非常微薄的車馬費（250元），希望您笑納。


為了讓政府有更明確的訊息瞭解到兒童的需要，以制訂合宜的服務方針，我們很需要您的協助，若您真的無法參與團體討論，我也可以瞭解這其中的難處。


最後致上我們的謝意和敬意，以及深深的祝福。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洪素珍


                                  研究助理 蘇子敏














































































































































































































































































































































































































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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